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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

———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刘 梦 溪

摘　要: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

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

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

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

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

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

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关键词:马一浮;国学;六艺;经学;小学;施教;«论语»

最近几年,我们国内可以说有一点国学热.但也有人说还不够热,也有人说已经过热,也有人说

是虚热.不管虚热还是实热,我们的禹域之内,华夏圣土,久违了的国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一点

热,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定义“国学”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国学”? 学术界的看法不太一致.
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心理原则,就是自己之所讲,必须是自己之所信,而不在乎自己的讲法别人

是否同意.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的国学论.但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自有其

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今生来世.所以今天站在学术的立场谈

论国学,必须从头说起,从历史流变中分梳其学理内涵.

一、“国学”一词的来历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国学”这个语

词,比如在«周礼春官宗伯»里面,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到了汉代,仍
然有“国学”一词,如«汉书食货志»记云:“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

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

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① «后汉书»也有相关记载,其中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臣朱浮,“又以

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② 云云,语义最为明显.
«晋书»的帝纪则有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二月“立国学”的直接记载③ ;«晋书束皙传»更写

道:“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

　

作者简介: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①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２２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１４４页.

③　«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十年春正月甲午,谒诸陵.二月,立国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３４页)



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①此处的“少游国学”,明显指学校无疑,因为在那里他见到了博士曹志,
并与之对话.否则如果是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他和兄长结伴到里边去“游”,不仅措意不伦,而且

那门学问里的人还跳出来和他说话,夸赞他“人莫及也”,简直是不可理喻了.又«晋书袁瓌传»载
其上疏给晋成帝有云: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

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

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 古人有言:
“«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

是咏,岂不盛哉! 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②

袁瓌在此奏疏中提出的诉求,是希望国家能拨给“宅地”,以改变“国学索然”的情况.然则此处国学

之所指,显然是欲建立学校的意思,否则要宅地何为? 所以下文才说:“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
自瓌始也.”③应该是晋成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拨给了宅地,学校建立起来了.虽只是一封简短的奏

疏,其于兴教立学所起的作用,岂可小视哉.
南朝的梁武帝,既笃信佛教,又苦嗜典坟,故力倡立学兴教,至有“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

置«五经»博士”④之举.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更以好文尚友著称,史载其三岁即“受«孝经»、
«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八九岁就能够讲«孝经»了.他讲完之后,还“亲临释奠于国学”⑤.这里的

“国学”一语指的又是国立学校,所以才有到国学释菜祭奠的举动.释菜即舍菜,是为祭奠先师孔子

的一种仪式.«礼记月令»有载:“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

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礼记文王世子»亦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
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又云:“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
乃退.”其义甚明.亦即释菜的举动,是古代学校的一种常规仪式,南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讲前,也
有此祭奠仪式.马一浮主讲复性书院,开学时也有类似礼仪.

由此可知,历史上关于“国学”一词的记载,其所指确是国立学校.汉晋如是,隋唐亦复如是.
«隋书礼仪志»有载:“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
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

学.”⑥此处所叙是关于养老敬老的礼仪,七十岁、八十岁各有分别,国老和庶老亦有分别,但当这些老

人到国学斋戒的时候,王公大臣等须提前到国学去迎候,以彰显养老礼仪的隆重.在那里可以举行

斋戒仪式,有品阶的显贵要提前在那里迎候,那么这个地方自然是场所,而非一门学问.«隋书百

官志»又载:“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天监四年,
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大同

七年,国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⑦此又明示国学里面的

人员安排设置.可以设置包括祭酒、博士、助教在内的各种人员,当然指的是学校了.两«唐书»则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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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第１４２７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第２１６７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第２１６７页.
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９６页.
姚思廉:«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１６５页.
魏徵等撰:«隋书»卷九«礼仪志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８９页.
魏徵等撰:«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第７２４页.



见“皇太子于国学释菜”的记载①.还有,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在晚唐就叫“庐山国学”.为避繁冗,
不一一列举.

那么宋、明呢? 试看史载之例证.«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冬十月戊午,
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己未,大赦天下,赐致仕官全奉.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

学”②.将文章刻石于国学,当然这个国学是学校了.又«宋史礼志»记载:“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

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
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

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

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③此段记载,前面叙述唐五代以来孔庙的祠位

和从祀情况,然后说宋如何增修,而且太祖、太宗都曾往谒文庙,并下诏在国学讲堂的木壁上图绘礼

器及制度.不仅说明此处的国学是学校,而且证明这所国学是设在文庙里.事实上唐宋以后,国学

之建校,很多都设在文庙,已成为制度.«宋史选举志»又载:“大中祥符二年,以门荫授京官,年二

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于国学受业,及二年,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其业,乃以名闻.”④这说明当时的国

学,还担负有后备官员的培训任务.
明代关于国学的记载更多,盖缘于越到后来学校越发达故也.«明史选举志»写道:“科举必由

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

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

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⑤可见作为国立

学校的国学,其地位之高.国家所立,谓之国学;府、州、县所立的学校,则不能称国学.而且府、州、
县学校的生员,只有进入国学后才能得官,并有专门的职称曰监生.国学设祭酒、司业,负责诸生的

管理和训导.永乐时期的宿儒胡俨,受命担任国子监祭酒,史载其“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

师法”云⑥.按明清的设学制度,国学和国子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大量外省才俊都是由乡举

入于国学,尔后进入官员队伍.也有外国的王子或达官子弟来国学学习者.«明史外国四琉球

传»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襪并

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
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⑦.中山王、山南王都是琉球分裂后的国主,直到永乐时期仍继续派

子弟入于国学.日本的王子滕祐寿,也曾在明太祖时“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⑧.
兹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国学”,从«周礼»开始,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

的意思,这与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的国学,与现在有一点热的这个国学,概念的涵义所指、内涵和外

延,完全不同,在学理上和在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

７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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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丁丑,皇太子于国学释菜.”(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９页)卷五«高宗本纪下»:“癸未,皇
太子弘释奠于国学.”(第９１页)卷七«中宗睿宗本纪»:“丁亥,皇太子释奠于国学.”(第１５９页)卷八«玄宗本纪上»:“戊寅,皇太子诣

国学行齿胄礼,陪位官及学生赐物有差.”(第１８０页)卷十一«代宗本纪»:“二月丁亥朔,释奠于国学,赐宰臣百官飧钱五百贯,于国学

食.”(第２８２页)卷四十五«舆服志»:“景龙二年七月,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第１９４９页)«新
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丁酉,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甲寅,以铁勒诸部为州县,赐京师酺三日.
虑囚,降死罪以下.二月丁丑,皇太子释菜于太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５ ４６页)等等,不可计数.

脱脱等撰:«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５２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２５４７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九«选举志五铨法下»,第３７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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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四七«胡俨传»,第４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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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国学如何发生

我们今天讲的国学,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现代国学.现代

国学的概念发源于何时? 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至少在１９０２年,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他
们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

１９０２年这个历史时刻是这样的.１８９８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最火热的一年,特别是陈宝

箴领导的湖南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在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发动政变,扼杀了“百日维新”.
当时走在改革前面的一些人,不少都受到了处分.谭嗣同等“六君子”,更遭遇了不幸.慈禧很不喜

欢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了国外,否则跟“六君子”将是同一命运.谭嗣同也是可以跑掉的,但他说

改革如果需要流血,愿意从自己开始.戊戌惨剧改变了变革人士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年,１８９９年,有义和团发生,清廷开始是镇压,后改为利用.康、梁等许多维新人士跑到国

外,被外国人保护起来.慈禧想废掉光绪的企图,也遭到外国人的非议.所以慈禧最恨洋人.义和

团的一个指向,恰好是反对洋人侵略,攻击基督教,两方在此点上有一致的利益.但利用的结果,事
态闹大了,弄到许多地方杀洋人,攻打使馆,向外国人宣战.结果招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略打到北

京,慈禧离京出逃.接着便是谈判、议和、赔款,慈禧又重新回到紫禁城.慈禧也不是毫无反省,对戊

戌在案人员,除了康、梁,其余都不再追究.黄遵宪也是戊戌在案人员,１８９８年在湖南担任盐法道,
是陈宝箴改革的有力推手.政变后他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

三立,也是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戊戌政变后在广东老家赋闲.这时梁启超流亡日本,两个人有很

多通信的机会.黄遵宪在１９０２年９月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谈到,梁启超关于创办«国学报»的纲

目写得很好,但他认为当时还不是办此种刊物的时候,宜“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①.可惜梁启超

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无缘看到,只看到了黄遵宪的信,«黄遵宪全集»里面有此信的全文.
我们是探讨现代意义的国学如何发生,因此梁启超倡办«国学报»的时机合适与否,可以暂且不

论.我们关注的是,在１９０２年的秋天,梁启超和黄遵宪这两位晚清思想界的翘楚,就堂而皇之地使

用“国学”一词了.其实如果再往前推上几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那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当百日维新高

潮之际,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劝学篇».该书外篇的第三节为“设学”,在谈到学校课程设置的时候,他
说宜“新旧兼学”,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可是大家知道,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
个关键词不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转换和

转译.第一转换者是梁启超,他在１９２１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里,说张之洞当时讲的“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得到很多人的推许,一时“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转述张之洞思想的时候,使语词

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力,经他一转述,大家便习焉不察地以为,张
之洞本来讲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讲这段掌故是想说明,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
学”,以及梁启超转述时讲的“中学”,跟１９０２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通信中讲的“国学”,其概念的义涵大

体是相同的.
也有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我没有查到依据.但“国粹”这个概念来自日

本,应无疑问.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脱亚入欧”,也就是欧化和西化.这个潮流走了

相当一段之后,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本民族派知识人士创办了一本叫«日本人»的杂志,提倡本民族

的精神,主张发扬日本民族自己独有的国粹.“国粹”这个词就是这样在日本产生的.当时许多中国

留学生在日本,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些有日本经历的学者,面对西潮对中国的冲击,对“国粹”一词感

同身受,殊可理解.章太炎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国粹”一词.“用国粹激励种性”,就是章太炎提出

的.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和黄遵宪讨论«国学报»的通信,梁启超也提出了“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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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①的思想.梁启超此处的“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的“旧学”一语,实与“国学”
为同等概念.

三、胡适对国学概念的分梳

国学相当于中学,也相当于中国的旧学.但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个

概念本身加以分梳.直到１９２３年胡适为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撰写发刊词,才第一次对这个概

念作了分梳.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于１９２２年的年底,第二年决定创办一种刊物,叫«国学季刊»,发
刊词是胡适所写.胡适在发刊词里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

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②这是

胡适给出的关于国学的第一个定义.依照胡适的看法,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研究所有过去的历

史文化的学问.“国故”这个词,是章太炎的发明,辛亥革命前他旅居日本时写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

衡»,该书正式出版在１９１０年.所以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

词于是成立.”③

然而“国故”这个词,在“五四”前后所引起的学界论争也不少.首先是为了与傅斯年创办的«新
潮»相抗衡,毛子水、刘师培等办了一本«国故»月刊.两本刊物都创办于１９１９年,前者在１月,后者

在３月.两本刊物还为“国故”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新朝»刊载的傅斯年的文章叫«国故论»,«国
故»月刊刊载的毛子水的文章叫«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两方都是北京大学的学人.其次是双方的观

点虽然不同,但在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点上,是相同的.再次是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胡适在

«新青年»第７卷第１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大声呼吁“整理国故”,该文的副题就以“研究问

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标示④.经胡适这么奋臂一呼,“整理国故”的口号从此便大行

其时了.
问题是,定义国学为研究国故的学问,其内涵是不是有些过于宽泛呢? 因为举凡中国历史上的

典籍、制度、语言、人物、习惯、风俗,总之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叫做国故,那么研究中国历史

上所有这一切东西当然都可以叫做国学了.但如果说国故学就是国学,其定义涉及的范围显然过于

宽泛,而有失学理的严谨.一个概念,它的内涵过于宽泛,外延的边际扩展得过于遥远,这个概念的

内容就要流失,而使概念本身缺乏学理的确定性.果然,到后来,一直到今天,学术界并没有延续使

用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甚至连“国故”这个语词,后来人们也很少提及,以致到了弃置不用的地步.
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可另一个关于国学的定义,即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学
术界大都是这样的看法.即使在今天,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使用的其实也还是这个定义.

只不过由于近来国学走热,一些不很了解近现代学术流变的人士,起而主张“大国学”,不仅回到

了胡适的国学即国故学的提法,而且将国学的内涵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世界上的各文明体国

家,哪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文化? 能够说自己的历史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学吗? 显然是不通的.
更主要是如此出问题,无异于把学术与学术研究的对象混为一谈了,把国学与国学所要研究的历史

资源混为一谈了.胡适其实说得很明确,即认为“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很明显地,胡适是说国故学是一门学问,而“过去的历史文化”不过是国故学研究的对

象,并未糊涂到以为“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国学.不料如今谈论国学的人,却直接认定“一
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或者直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国学.学理、逻辑、概念混淆到如此地步,却不以

９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①

②

③

④

黄遵宪:«黄遵宪全集»上册,第４３３页.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２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页.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１３卷,第４３ 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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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反而放言阔论,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殊不知,如果过分扩大国学概念的义涵的范围,甚至

扩大到将学问和学问的对象混为一谈,不仅国学没有了,天下的所谓学问也就不存在了.这就如同

说不要加工磨成面粉了,小麦拿来直接吞噬就可以了.钢铁也不必熔炼了,铁矿石直接取来制作工

具武器就已经很好了.这样比喻,人们会以为是有悖常理的笑话,但秉持传统文化即国学主张的人

们,其可笑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以小麦为面粉,拿铁矿石当钢铁.

四、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１９３０年代末期,就已经有重量级的学者对当时流行的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

的定义,给予深刻的检讨了.这位学者在２０世纪初,被友人称为读书最多的人,我则称他为儒之圣

者,他是马一浮.
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因为父亲在四川做县丞,他出生在四川.但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不愿做

官了,全家又回到上虞县长塘乡老家.他天赋极高.家里请的教师,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举人,没过多

久,这位举人就说这个学生我教不了.马一浮的父亲以为孩子对老师有什么不礼貌之处,后来见老

师讲得恳切,只好同意其辞馆.马一浮十六岁的时候参加绍兴府的科考,他考取了第一名.同考的

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昆仲,都远远在马一浮的后面了.结果被在当地很有影响的浙省贤达汤寿

潜(民国后曾担任浙江都督及交通部长)看中,把女儿许配给了马一浮.
马一浮母亲早逝,父亲在他和汤女结婚后不久也去世了.一年多以后,马一浮的新婚妻子也离

开了人世.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娶.他１８８３年出生,１９６７年辞世,享年八十四岁.马一浮年轻时一度

在上海学习英文和办翻译刊物.１９０３年二十岁的时候,赴美担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

的秘书,地点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城市圣路易斯.１９０４年在日本停留半年.然后回国,专意读书.
他读书之多,据说无人能及.他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但他不轻易著述,也不入讲舍.

１９１２年蔡元培主掌民国教育部,聘请马一浮担任秘书长.由于在读经和废止读经的问题上两人观

点相左,马一浮赞成读经,蔡元培主张废除读经.在教育部任职不到一个月,马一浮就辞归杭州.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又想到了他的这位学问好的绍兴同乡,函请马一浮担任北京大学

文科学长.马一浮回了一个电报,说“古有来学,未闻往教”,婉拒了.蔡元培这才另请陈独秀担任北

大文科学长,同时聘请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都是在１９１７年这一年.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摇篮,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发生,都跟这些人事布局有直接关系.马先生不入讲舍,很少写文章,也不

著书,但是没有哪个人不知道他的学问是最好的.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１９３６年４月,大气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竺可桢受命担任浙江

大学校长,４月２５日接任,５月６日就注意到此间有马一浮其人,知道马先生是杭州的瑰宝.于是他

决定立即请马先生来浙大任教,并接连三次登门拜请.本来马先生后来有所松动,但由于名分问题

发生了周折.马先生做事情,是讲究名分依据的.你请我到浙江大学开讲座,那么我是谁呢? 既不

是博士,也不是教授,突然去开一个讲座,他觉得名分不够清楚.所以马先生提出来:可不可以国学

大师相称,以及授课的名义可否采用国学研究会的名称.此两项浙大方面包括竺可桢校长,都觉得

不妥,认为“大师之名有类佛号”,而研究会更麻烦,需要呈请党部核准.竺可桢请联系的人不妨与马

先生再行商量.但第二年就是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军的势力渐及浙省,为了避寇,浙江大学１９３７年年

底内迁到江西泰和.马一浮也在逃难,几门亲戚,几个学生,百余箱书,一站一站地转徙.他先逃至

桐庐,再逃至开化,不堪其苦.这时想到,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方便一些呢?
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文言写的,婉转得体.开头几句是“在杭承枉教,忽忽逾年.

野性疏阔,往来礼废,幸未见责”,然后说“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听说贵校已经迁江西,而且“弦诵

不辍”,可见“应变有余”,让人钦佩.接着说自己年迈力衰,已不堪流离之苦.而“平生所需,但有故

书”,一路辗转,或遗或弃,即使“不为劫灰”,也会被老鼠吃掉,这是我最感难过的.下一步局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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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预期,如果日人大举占领浙江,逃难的方向只有江西.但自己一向于“赣中人士,缈有交旧”,不
知“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本人“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①.这些虽是以私相扰,但“推己

及物,实所望于仁贤”.竺可桢校长得信,知道是不请自来,立即安排专人专车把马一浮接到泰和.
马一浮先生的国学讲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浙大开讲的.首讲在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下午三

时,竺可桢校长亲临听讲.他先讲“横渠四句教”,然后就以“楷定国学名义”为题,讲到底何谓国学.
“楷定”是佛学的概念,就是范畴界定的意思.马先生说:

　　“楷定”是义学家释经用字.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楷定.楷即法式之意,犹今哲学家所

言范畴,亦可说为领域.故楷定即是自己定出一个范围,使所言之义不致凌杂无序或枝蔓离宗.
老子所谓“言有宗,事有君”也.何以不言确定而言楷定? 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

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立范围,疑则一任别参,
不能强人以必信也.②

马先生虽使用佛家义学的“楷定”一语,以明自己断判的义定而不自专,但绝非疑而不能自信;而是斩

钉截铁,充满学理的持守精神,称在自己所立之范畴之内不存疑义.他接着便追溯国学概念演变的

历史,说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

于外国学术之谓.”③所以他说这个概念是“依他起”,即有了外来学术之后,才有“国学”的提法.马先

生认为,严格地讲,“国学”这个名称“其实不甚适当”,“本不可用”④.但大家都这样讲,他也只好“随
顺时人语”,不另外“改立名目”,也使用国学的名称来讲论.

不过对以往的国学的定义,他不能认同.国故学即国学的定义不必说了,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

学术的定义,他也觉得太宽泛.他说:“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

所指为何种学术.”⑤所谓中国固有学术,就是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譬如先秦的诸子百

家之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的学术思想等等,一般称作子学.两汉行时的是

经学.秦火之后,汉代重新搜集图籍,各种版本简错百端,六经之文的书写,文字也多有歧异.于是

便请一些学者整理、研究、注释,并且授予“五经博士”的头衔,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魏晋时期知识人

士喜欢思辨,又出现了玄学.隋唐时期佛学的中国化过程进入佳境.宋代有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

理学.明代有王阳明的心学.清代乾嘉时期流行的学术思潮是朴学,主要通过考据的方法整理研究

古代学术.晚清则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转折期和过渡期.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国历史上的这

些学术思想的出现及其流变,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研究固有学术的学问就是国学,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学术界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看的.但固有学术牵涉的范围实际上也非常广泛.所以马一浮不赞

成如此定义国学.他说这个解释也太过于笼统宽泛,中国固有学术的方面、家数、类别仍然很多,是
指哪一个类别,哪一家的学术呢? 至少作为主要流派的儒、释、道三家,分明地摆在那里,如果说国学

是固有学术,那么是指单独的某一家还是全部包括? 至于有人以经史子集“四部立名”,马先生说,
“四部之名本是一种目录”,就像后来的图书馆图书分类一样,涉及的每一专门学问,“皓首不能究其

义,毕世不能竟其业”⑥,如此的国学怎么研究呢.
为此,马一浮先生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学的定义.他说:

　　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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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
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

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①

也就是说,在马先生看来,所谓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
秋»,孔门之教的文本典籍系统,有别于礼、乐、射、御、书、数,后者我认为是孔门之教的实践课.“六
艺”后来亦称作“六经”.但«乐»这一经不传,论者也有的谓没有形成文本,可备一说.所以习惯上又

称“五经”.但“六艺”之名,汉代仍在使用.郑康成(郑玄)就写过«六艺论»,原文散佚,经注中残存一

些段落.马一浮年轻时也有撰写«六艺论»的想法.
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一浮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

“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

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

五、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科整合意义

然而马先生在提出这个国学的新定义以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甚至泥牛入海,悄无声

息.自１９３８年５月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将近７０年的时间,始终没有人提起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这一公

案.
直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时光老人已经走过了６８年的时间,终于有人提起了这段尘封久远的学术公

案.这就是笔者在２００６年对国学的发生历史和源流演变作了一次比较细致的梳理,写成«论国学»
一文,２５０００字,先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连载,后全文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２００６年秋季号.此文

的最后一节,笔者引来马一浮的国学定义,表示学理上的完全认同,并提议在小学设国学课,以“六
艺”为主要内容.因为笔者近年在研究马一浮和他的学术思想,知道他言不轻发,发必有中.比较起

来,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以及国学是固有学术的定义,都没有马先生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准

确、深刻、无衍、无漏.这个概念所包容的内涵,不多也不少,无蔓也无失.而其他两个定义,即国学

是国故学的定义,内涵蔓延得太广不必说,即使国学为固有学术的定义,除了过于宽泛笼统之外,其
现实操作层面也不无问题.

我国固有学术属于学术史的范围,文史专业人士要想进入尚且需要多种准备,一般人士没有可

能甚至也不必要与之发生干系.国学为“六艺之学”的定义就不同了,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中国

人做人立国,其精神义理的根基就在“六经”.
现在一些设立了国学院的大学,正在致力于一件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大事,就是希望教育部、国务

院学科组正式批准设立国学一级学科,授予国学博士、国学硕士.据说已经有不少学界的朋友,包括

比我年长的师友,都认为此议可行.其实此事并不可行.如果此议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决定设立“国学博士”,将是一个很大的误判,既是学科建设的误判,也是人文教育指导思想的误

判,虽然也许只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误判.主张此议的朋友忘记了一条,就是如果设立“国学博士”,
那么文史哲三大学科的博士,包括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还要不要存在? 如果存在,国学

博士涉及的研究对象跟文史哲各科的研究对象,还有没有分别? 这一点绝不是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

所能解释的.就按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国学定义,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如果国学院的博士

候选人论文写的是李白和杜甫研究,文学院的另一候选人写的也是李白和杜甫研究,答辩如果通过,
为什么一个授予国学博士,另一个却授予文学博士? 这个区分在哪里? 哲学、历史学同样有此问题.
假如写的都是王阳明,都写得很好,为什么给他国学博士,给另一位哲学博士? 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在现代学位制度的背景下,如果不重新厘定国学的内涵,所谓“国学博士”其实是一个不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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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果设“国学博士”,那么要不要也设“西学博士”? 我在一次会上表达自己对此一问题的看法,
我说:听说要设立国学博士,“梦溪期期以为不可也”.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接受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认可国学是“六艺之学”,把国学看作是以

«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学问,则“国学博士”的概念也许

勉强还说得过去,而国学院的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也随之增加.事实上,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国家,各
大文明的开源经典,都是有别于学术分科而单独自立的经典之学.比如对«圣经»的研究,是可以独

立为学的.又譬如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的研究,也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经典专学.我们把对

“六经”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门类,完全能够成立.复按历史,我国汉朝以后的教育与学术,历
来都是这样厘定的.经学作为单独的一科,而区别于诸子之学以及集部之学和史部之学.能不能通

经明道,是能否成为通儒的必要条件.
马一浮这位２０世纪的儒之圣者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认为国学主要是研究“六经”的学

问,不失为一代通儒的慎思明辨之论.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即对中

国学术的经典源头、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六经”,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那么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

重叠问题就可以适当化解.当然即使如此,也不一定非要设“国学博士”不可.文学博士、历史学博

士、哲学博士等名称,毕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人文学术分门类的学位名称,我们在设立人文学科学位

的新名称的时候,宜乎参照世界通行的学位名称的公则,以利于学术交流和国际间的学术对话.
有人不了解,清华大学１９２５年成立国学院,１９２９年就撤销了.北京大学１９２２年底到１９２３年成

立国学门,１９２７年撤销了.原因何在? 很多人以为,清华国学院撤销,是由于王国维于１９２７年自杀,
梁启超于１９２９年去世,四大导师去其二,只剩下赵元任和陈寅恪,新的导师人选难以为继,于是不办

了.那么北大国学门为什么也只存在了四年? 实际上,是由于到１９２０年代末期,清华、北大两所现

代学府,文史哲三科已经分立完成,各有建制完整的系所,研究和教学的师资力量也都很雄厚,在这

种情况下,国学院单独存在的意义大大减弱.总之是现代学术分科使然,而非其他人事或时事的原

因造成.
经学在中国古代历来是单独的,为先的,领军的,所以“四部之学”的类分以经为首.经学的取径

入门须通过小学,即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因此“小学”理所

当然地包括在以经学为主要义涵的国学范围之中.清代学者在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可以说前无

古人.他们把清以前的中国典籍翻了几个过,每一部书的每一个字,他们都重新审视,包括某一个字

最早的读法如何,汉代如何读,宋明的读法怎样,他们都考订得很清楚.单是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

就有近百种,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最为学者称道,“说文段注”一直到今天仍是文字训诂的典

要之作.另外还有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

读»,并称为清代“许学”的四大家.
«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的一部字书,研究«说文»是一门专学,称为“许学”,这在学术史上是极为

罕见的案例.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研究一本书可以成为一门标名的专学,历史上并不多见,研究

«说文解字»而称“许学”,研究«文选»而称“选学”,堪称一书而名学的特例.而千家注杜(杜甫)、百家

注韩(韩愈),却不能称为“杜学”或“韩学”.不过研究«红楼梦»而称“红学”,钱先生是认可的.但如

果认同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认同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就与现代学术分科不发生

矛盾了.而且这样并没有把国学的内涵狭窄化,而是找到了中国学问的宗基,归义于中国文化精神

的大本,把国学还给了国学.

六、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马一浮的国学论和他的六艺论是一致的.而“六艺论”包括“六艺之学”、“六艺之道”、“六艺之

教”、“六艺之人”四个环节.六艺之学,即六经的学问系统,可以分开单论一经,也可以诸经合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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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之道,指六经的精神义理,依马先生的解释,所谓圣学,就是义理之学.他说:“今当人心晦盲否塞、
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①六艺之教,是指用六经来教学

育人.六艺之人则是指通过六艺之教,所培育的经过六艺精神义理熏陶涵化的受教者.
马先生以«礼记经解»所引孔子的话,来诠解六艺之为教的大略精神义理范围.孔子的原话

是:“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
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②到一个国家,从民

情风俗方面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教育实施情况,可谓事理昭昭,概莫能外.国人接人待物如能表现

出亲切和蔼的态度,那是«诗»教的收效.如果人们通达广阔,不斤斤计较于眼前的蝇头小利,那应该

是«书»教的结果.而«乐»教则使人亲和良善,«礼»教让人恭敬节俭.«易»教可正人心,使言行知所

趋(吉)避(凶).«春秋»教则比类照鉴,使人能够明是非而别善恶.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③为各自陈述

解读的角度不同,义理旨归殊无不合.要之,六艺施教的重心在其价值论理的涵化,亦即因教以明六

艺之道.以六艺之道涵化培育受教之人,所成就的就是为六艺之人.故马先生说:“有六艺之教,斯
有六艺之人.”④

然六艺之道,受教者不能全得,往往是“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就难免学六艺而有所遗.«礼
记经解»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⑤但

马先生强调,所流失者并不是“六艺本体之失”⑥,而是学而只“得一察”而自失焉.«庄子天下»篇写

道:“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

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 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

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
术将为天下裂.”⑦妙哉,庄生之论.天下学问的本末、精粗、大小之所发生的缘由,均为其析而言中

矣.但六艺之道不同于一般的学问,它是一个整体,尽管“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可以“适道”,但毕

竟不是“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最多不过是“一曲之士”而已.马先生说,这种情况,“佛氏谓之边

见,庄子谓之往而不反”⑧,究其原因,显然是不知六艺可以总体统摄一切学术所致.
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统摄诸学是一个总纲,识得此纲领,方能进入六艺之道和六艺之教.六经

的学问体系固然博大精深,但其精神义理并非难窥其奥.依马先生的思理:“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

心所具之义理.”⑨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此即是说,六经

的义理跟每一个人的理性心性都是相通的,不是凭空外加,而是生命个体完全可以自认自证.所以

马先生又说:“当知讲明六艺不是空言,须求实践.今人日常生活,只是汩没在习气中,不知自己性分

内本自具足一切义理.故六艺之教,不是圣人安排出来,实是性分中本具之理.”这也就是«孟子
告子上»中孟子讲的,“理也,义也”,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明白了此一层道理,领悟六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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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义理就不致畏难了.换言之,就是用六经的理性精神启悟每个人自我的觉悟,除却沾染的尘埃,
去掉“习气”,使人的“性分中本具之理”显现出来.故马先生又说:“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

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①是的,六艺之教的终极指归,即在于使人“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

善”.难哉? 不难也.孟子不是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吗? 只不过

我们普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是“日用而不知”罢了.
对于六艺之教,马一浮先生实抱有至高的期许.他把立教的眼光投向了整个人类,满怀激情地

写道:“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

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
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
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②又说:“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

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
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若使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

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③马先生禁不住为之赞叹曰:“圣人以何圣? 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

学? 学于六艺而已.大哉,六艺之为道! 大哉,一心之为德! 学者于此可不尽心乎哉?”④

学者天天言道,道在哪里? 说道在吾心,固不误也.但吾心之道,容易得一曲之偏.全体大用之

道,或如庄生所说的“天地之美”和“万物之理”,可以说悉在六经.六艺之道与吾心合其德,方成得六

艺之人.大哉! 六艺之为道也.

七、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内涵

如果我们认同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即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的

内容,那么国学在今天的具体发用,特别是其施教内涵的展开,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首先,它是一种学问根柢,是为学的大本,人文学者、文史学者,都需要有此根柢.所谓为学要知

本末,“六经”就是学问的“本”,其余都是末.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六经”就是源,其余都是流.所

谓知终始,六经就是始.马一浮说的“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也可以知道,定
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并不是要把国学儒学化,而是把国学复原为最高的经典之学.因为,诸家之学

都可以从“六经”中找到渊源.实际上,谈中国人文,谈中国的文史之学,谈中国的学问,如果不懂得

“六经”,不懂得“四书”,应该难以置喙.晚清大儒沈曾植就曾说过,后生没有念过“四书”,不具备他

与之交谈的理由和条件.
其次,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

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我们华夏民族,如无“六艺”为精神依据,便人不知何以为人,国亦不知何

以为国矣.葛洪说过:“五经为道德之渊海”,既是“治世存正之所由”,又是“立身举动之准绳”,“其用

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⑤.斯又如一位古学先生所言:“吾常昧爽栉梳,坐于客

堂,朝则诵义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周公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
轩,洋洋乎其盈目也,焕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然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
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⑥是为读经之乐,虽是古人的感受,亦不妨略资想象.

第三,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则国学可以入于国民教育.２００８年,我继«论国学»之后,又写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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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辨义»长篇论文,对国学入于国民教育的问题进而有所探讨.我主张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
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都开设国学课.内容就是六经,而以«论语»和«孟子»作为入径.本来开始我

提出的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曾担任香港中

文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我的«论国学»一书,写信说,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一主张等于在现在通行

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金先生说,何必只在小学呢? 他说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正确,所以在«国学辨义»长文中采纳金耀基先生的高见,论述了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的具体设想.当然六经的文字比较难读,但«论语»和«孟子»可以成为六经

的入门阶梯.因为孔孟所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这一点宋代的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

讲得最清楚.二程子甚至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

而明矣.”他们还做了一件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大事情,即把«论语»、«孟子»和«礼记»的«大学»、«中
庸»两篇,编订在一起,名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明清以后«四书»广泛流行于社会,成为普通中国

人进学的教科书.
“六经”虽难,«四书»却读来方便.当然«大学»、«中庸»读懂也不容易,比较起来«语»、«孟»更好

读一些.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不妨从«语»、«孟»入手,轻松一点,
每周一节课,五十分钟,也不必看注释,主要是白文选读.小学就是«论语»和«孟子»,一二三年级也

可以只读«论语»,四五年级再读«孟子».开始选读,有了基础,再阅读全本.中学就可以读包括«大
学»、«中庸»在内的全本«四书»了.高中再加上“六经”经文的选读.过去的教育,中国传统的教育,
私塾的教育,书院的教育,基本的教材,都是«四书»、«五经»这些东西.这样在百年之后,几百年之

后,这些中华文化的最基本的经典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不会影响青少年对现代

科技的吸收,不影响你将来选择的专业方向.我认为这是现代教育亟待需要解决的非常重大的

问题.
第四,如果认可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的问题,就有着落了.自从１９０５

年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分界线),其中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人们习而不

察,这就是教育和传道的问题.晚清开始我们采取的西方的教育体制,主要是知识教育.当然这是

不得不然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往现代的方向走,不可能不采取现代教育体制,重视知识教育,否则

我们的科学技术便不会发展.但现代以知识教育为重心的教育体制,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道”.
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所以韩愈的«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授业就是讲授专门知识,解惑是回答弟子的问题,但“传道”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国历来的教育传

统.那么道者为何? 传什么道? 既不是老庄之道,也不是佛教之道,更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道,而
是中华文化最高经典里面的道.这个道在哪里? 在«论语»,在«孟子»,但主要是在六经.六经的基

本义理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天下大道.可惜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这个道不传了,这是一个无可估

量的损失.也许有人会讲,现代教育体制来自西方,不也是知识教育吗? 人家不是也不传道吗? 这

个说法不对.西方也传道,只不过它有单独的系统,它的传道是通过教会.
第五,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大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其中应当有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一项.五四新文

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但彻底放弃文

言、废弃文言,则不是明智之举.就像现代知识教育丢弃了传道一样,文言写作的基本废弃也是文化

传承的一个损失.文言有什么好处呢? 文言的重要好处是它可以保持文本书写的庄严.文言表达

婉曲典雅,可以不失身份地曲尽其情.其实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文件,包括庆典的告白,以及外

交文献,适当使用一点文言,会显得更加典雅庄重.诚如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时期对国家文制所期许

的:“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终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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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①我所说的文本的庄严,就是这个意思,马
先生已经专门示明了.

所以,如果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国学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反之,如果定义国学为国故学,由
于繁多而不知从何说起.即使定义为我国固有学术,那也不是很多人都需要涉猎的领域.那是研究

中国学术史的人所研治的范围,不可能也不需要大家都“热”在其中.唯有六艺之学,关于六经义理

价值的学问,那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学问,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

博士”的称谓,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

应该少之又少.其他博士需要三年,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该需要五年或者

六年的时间.此外,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

设置:第一,经学部;第二,小学部;第三,国学教育部.按此思路,如此设置,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

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八、学习国学从«论语»开始

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他说:“«论语»记孔子及诸弟子之言,
随举一章,皆可以见六艺之旨.”②他的«‹论语›首末二章义»一文,就是专为揭明此义而写.他写道:
“首章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悦、乐都

是自心的受用.时习是功夫,朋来是效验.悦是自受用,乐是他受用,自他一体,善与人同.故悦意

深微而乐意宽广,此即兼有«礼»、«乐»二教义也.”③又释“君子”一语云:“«易»是圣人最后之教,六艺

之原,非深通天人之故者不能与«易»道相应.故知此言君子者,是«易»教义也.凡言君子者,通六艺

言之,然有通有别,此于六艺为别,故说为«易»教之君子.学者读此章,第一须认明‘学而时习之’,学
是学个甚么;第二须知如何方是时习工夫;第三须自己体验,自心有无悦怿之意,此便是合下用力的

方法.末了须认明君子是何等人格,自己立志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如何才够得上做君子,如何才

可免于为小人.其间大有事在,如此方不是泛泛读过.”④

为何释君子而追溯到«易经»,马先生给出的理由是:“孔子系«易»,大象明法天用«易»之道,皆以

君子表之.”⑤例如«乾»卦的«象»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词为:“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均以君子之名标领,可知“厚德”与“自强”是为君子之德也.已往研究者释

君子一名,有时以“位”称,有时以“德”称,马先生则认为:“君子者,唯是成德之名也.”⑥又说:“君子但

为德称,不必其迹应帝王也.”⑦而«易经»涉“君子”一词,一般都是“以成德为行”(«易乾卦爻

辞»),这和«论语»中使用的“君子”概念,是一致的.马先生以«论语»首章为例,证明«论语»中有“六
艺之旨”,应是真实不虚.至于«论语»的末章,马先生说:“末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易»教
义;‘不知礼,无以立’,是«礼»教义;‘不知言,无以知人’,是«诗»教义.”⑧亦属谛言.马先生又说,“首
章是始教,意主于善诱”,末章是“终教,要归于成德”;“以君子始,以君子终,总摄归于«易»教”⑨.

«‹论语›首末二章义»在马先生只是示例,更系统的讲述主要在«复性书院讲录»中.«群经大义»
是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授学讲论的重头戏,共分七讲,曰«群经大义总说»,曰«论语大义»,曰«孝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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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曰«诗教绪论»,曰«礼教绪论»,曰«洪范约义»,曰«观象卮言»,共二十余万言.而«论语大义»置
于群经释义之首,超过三万言.他的讲论方法,就是从«论语»说六艺.当然与«‹论语›首末二章义»
不同,此篇是系统论述.他说:“六艺皆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所传.欲明其微言大义,当先求之

«论语»,以其皆孔门问答之词也.据«论语»以说六艺,庶几能得其旨.”①他分别以诗教、书教、礼乐教

上中下、易教上下、春秋教上中下,阐发«论语»中的六艺之旨.内容丰富详赡,条例粲然,因非本篇题

旨的重心,具体释解分梳,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想证明,«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

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马一浮关于«论语»通六艺的创解,哲学家贺麟先生评价极高,写道:“进一步他提出«论语»为总

经,指出«论语»中已包括六艺的大义.他以孔子言仁处,讲明诗教;以孔子言政处,讲明书教;以孔子

言孝弟处,讲明礼乐教;以孔子之言正名,为春秋大义;以孔子在川上章,于变易中见不易,及予欲无

言章,明示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即以此两章,讲明易教大义.提纲挈领,条理清楚,颇能融会贯通.
所以他«论语大义»一书,实最为他精要的纲.”②然则«论语大义»完全可以看作是马先生讲述«群经大

义»的纲.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提出,«论语»不仅是后人进入六经的途径,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学习

国学的最便捷的途径.
在今天,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学习国学主要不是要进入六经的学问体系,那是一个繁难的学问世

界.没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相当准备,未免障碍重重.即使有一定的小学训练,不了解中国

社会历史和制度变迁,特别是于学术流变的历史缺少整体的了解,进入六经的堂奥,也是困难的.所

以我主张大学国学院的经学部,招生的人数不必多,学制需适当延长,最终以培养经学和小学专家或

大师为职志.但一般的民众,包括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企业员工,主要是学习六经的价值伦

理.也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的:“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
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学习国学,学习六经,主要是为了“蓄德”.

蓄什么德? 近年我从«易经»、«礼记»、«论语»、«孝经»等中国最高经典中抽绎出五组概念,包括

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就是五方面的关乎做人立国的价值伦理,我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最

核心的价值理念.诚信来自«易经»乾卦的爻辞,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大家细想,人生在世,何求何为? “进德修业”四字可以概括无遗.还不是

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在道德上修为自己.而进德的前提是忠信,修业的前提是立诚.总之是“诚
信”二字,可以使自己事业有成,少走弯路.«论语»通六艺,其首章引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

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则提出“主忠信”.既是孔门之教,又是六艺之旨.“爱敬”一
词连用,最早见诸«孝经».其第二章“天子”引孔子语:“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第十八章:“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
子之事亲终矣.”也是孔子的话.«论语»首章载孔子的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爱敬”两字于此处全出.孔子答樊迟问仁,则曰“爱人”.而子路问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
(«论语宪问»)子张问如何行事,孔子的回答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

公»)孔子谈礼仪的重要,又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则
礼的精神内核应该是敬.“爱敬”这种价值伦理,也可以由«论语»而通六经.“忠恕”则直接来源于

«论语»,即曾子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是推己,即看自己的“心”是否摆

得正.“恕”是“及人”,即换位思考.孔子对“恕”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

公»).我称恕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知耻”来自«礼记中庸»,也是引孔子的话:“好学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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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由此得出一个判断,即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
“和同”我近年研究得最多也讲得最多的价值理念,其思想来自«易传系辞下»:“天下何思何

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同人»一卦则是专门演绎“与人和同”的一卦.２０１６年«文史

哲»杂志第３期刊有我的«论和同»一文,两万余言,析论考证“和同”之义甚详尽,有兴趣的朋友可找

来参看,此不多具.“和”是由“不同”组成,不同也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为“和”.如果都是由

“同”组合在一起,那就不成其为事物了.所以«国语郑语»引史伯的话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是古代的智者,他这句话道出了“和”、“同”关系的辩证法.由不同组成的“和”是多样的统一,故
能更新,能发展,能再生.如果是“同”、“同”捆绑在一起,那就无所谓发展再生了.求之«论语»则是

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斯言体大,穷理尽性,无漏无遗.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我认为是孔子给出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解决之道.我有一篇文章专门

此义,题目是«“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关于“敬”的义理价值,２０１６年第３期«北京大学学

报»刊有我的一篇特稿,名«敬义论»,三万字的篇幅,可以说将“敬”的义理发掘殆尽.我认为“敬”已
经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总之,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是六艺典籍中的最重要的价值伦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

核心的价值伦理.所谓国学,就是通过立教来传育这些万古不磨的价值伦理,以培养、熏陶、涵化新

时代的六艺之人.«礼记大学»开篇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以此,“在新民”以此,“在止于至善”以
此.这些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合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实际上,这些价值伦理

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外国人,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当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

的时候,曾经说过:“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
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

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①他说只有具备了此种信念,“然后可以讲国学”.马

一浮先生的思想和信念,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和信念.我们今天学国学,就是要让这些高

贵的精神伦理跟我们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跟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沟通起来,跟全世界人之为人

的“本具之理”联系起来,形成现代的文化自觉,恢复人类的本然之善.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９１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①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泰和会语»,虞万里校点:«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４页.



文　史　哲 JOURNALOFCHINESEHUMANITIES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总第３５９期) No２,２０１７(SerialNo．３５９)

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

梁　涛

摘　要:北宋时期是“内圣外王”概念由道家用语向儒家术语演变的重要时期,其中,北宋新儒学天道

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的整体规划及其概念表达是内圣外王概念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而新学、蜀学派学

者以庄补儒,会通儒道,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相结合,则是其较早使用“内圣外王”概念表

达儒家价值理想的直接原因.新学、蜀学派的“内圣外王”概念,既有道家的内涵,也有儒家的因素,是融合

儒、道的产物,在内圣外王语义的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内圣外王;天道自然;礼乐刑政;会通儒道;语义演变

“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本是一道家术语,其内涵主要反映的是道家思想.然而,今日

学术界却广泛用之指称儒家思想,认为儒学追求之理想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概括.这样,“内
圣外王”如何由一个道家术语转变为儒家用语,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语义又发生了哪些变

化,便成为儒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需要检讨的重要问题.北宋是“内圣外王”语义演变承上启下的关键

时期,“内圣外王”作为一个概念不仅开始出现于士人的文集,而且被儒家学者接受和认可,成为表达

其人生理想的用语.不过,在整个北宋时期,“内圣外王”一语虽然在形式上已为儒家学者所使用,但
在语义上仍处于由道向儒的转变之中,既有道家的内涵,也有儒家的因素,是融合儒、道的产物.北

宋新学、蜀学派学者不仅较早使用了“内圣外王”一语,而且,他们的用法能够反映当时人们对“内圣

外王”一语的理解.

一、北宋儒学复兴的整体规划与概念表达

“内圣外王”一语沉寂数百年之后,在北宋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社会、学
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首先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整体规划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是对新出现的、
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的概念化表达.赵宋王朝建立后,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剥夺方

镇的权力,收精兵由中央统一指挥,粮饷由中央负责供给,任用文臣代替飞扬跋扈的武人充任将帅,
同时增设机构、官职,以便分化事权,使官吏相互牵制,结果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财政上冗官冗

费不胜负担,军事上在与辽及西夏的对抗中屡屡处于劣势,不得不割地赔款,输纳币帛,陷入积贫积

弱的恶性循环之中.故北宋以文立国,虽经八十年升平世,但法久必弊,政久必腐,至仁宗时各种矛

盾已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一场变革来扭转颓势.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称: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

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①

政治上“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思想文化上同样面临种种危机与挑战.赵宋立国之后,沿袭了唐代儒、
道、释三教并行的政策,积极扶持佛、道二教的同时,尤关注儒学的复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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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北宋政府倡导、崇奉的儒学是汉唐以来的注疏之学,这种儒术恪守于章句训诂,拘束于名物

制度,存在着“穷理不深,讲道不切”的弊端,成为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了.与之相反,佛、道二教则由于相对超脱于政治之外而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分别从缘起性空和天道

自然的角度对宇宙人生作了形而上的理论阐发.佛教视现实人生为虚幻烦恼,不过是苦难轮回的一

个阶段,道教则追求长生不死、变化飞升,视现实世界为获得自由幸福的羁绊,二者都主张在名教之

外去寻找生命的最终归宿和精神寄托,这对积极入世、视生生之仁为宇宙人生本质的儒学形成极大

的冲击和挑战.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记载: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

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
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

之曰:“至哉,此论也!”①

“收拾不住”说明此时官方倡导的儒术已在社会上已失去了影响力,在佛、道的出世主义面前败下阵

来.而一种学说一旦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只能靠政府的提倡维持表面风光,那就离真正的没落

不远了.这样,作为对官方化儒术的反动,仁宗庆历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民间士人

中不可遏制地出现了.儒者蜂拥而起,各立学统,力图突破章句注疏之学的束缚,回归孔孟,重新阐

释儒家经典,从六经中寻找振衰起弊的思想方法.这一儒学复兴运动的主题有二:一是阐发道德性

命之学,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二是复兴三代礼乐王政,以重建人间秩序和政治宪纲.这

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仁、礼并重的整体规划———以仁确立人生意义、价
值原则,以礼建构政治制度和人伦秩序.北宋儒学复兴的两大主题具有内在的联系,其中礼乐刑政、
名教事业以天道性命为理论依据,而天道性命则以名教事业为落实处,故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名教并

重.但在历史的演进中,二者的结合则经历了一个过程.庆历时期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治道问题,
其学术思想主要是一种经世之学,他们对天道性命相对涉及较少,视为不急之务.但到了神宗熙宁

前后,道德性命却成为学者热议的话题,并通过诠释«论语»“性与天道”、«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

命”、«中庸»“天命之谓性”等命题,构成儒学复兴的又一主题.其中新学、蜀学、关学、洛学等均表现

出强烈的理论兴趣,而尤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开风气之先,所不同者只是各派对道德性命的具

体理解而已.
王安石首倡道德性命之功,在宋代学者中已有共识.王安石之婿、曾拜尚书左丞的蔡卞称:“宋

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

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②

南宋学者郭孝友亦称:“熙(注:熙宁)丰(注:元丰)间,临川王文公又以经术自任,大训厥辞,而尤详于

道德性命之说,士亦翕然宗之.”③这说明经过王安石的倡导,道德性命之说始成为士人热衷的话题.
北宋儒家学者关注道德性命问题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是从天道或道体的高度寻绎性命本真,以解

决人生信仰和意义的问题.姜广辉先生指出:“宋明时期的‘问题意识’是解决人生焦虑或曰‘内圣’
问题.此一时期,儒者突破经典笺注之学,在‘性与天道’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上探讨人生的意义与

价值的本原.”④«论语»有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语(«公冶长»),似表示对于“性
与天道”之类的问题,孔子与弟子尚未有深入讨论,而此时却成为宋代学者们热议的话题.究其原

因,就是要从儒学内部寻找资源以应对信仰危机,解决精神超越的问题.其次是推论天道、道体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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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社会的统一性、普遍性原理,为政治宪纲寻找形而上依据.这样,经过北宋儒者的不懈努力,终于

突破了章句注疏之学的藩篱,打开了义理诠释的新方向,将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融合在了一起,一方

面推阐天道性命以作为礼乐刑政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锐意于名教事业以作为天道性命之落实

处,故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名教并重,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新儒学.
随着北宋儒学的复兴和新儒学的出现,自然就有一个对其进行概括和命名的问题.由于汉唐经

学是一种章句训诂之学,而庆历之后新儒学的特点在于“务通义理”,故有义理之学的说法.如北宋

学者邵伯温述其父邵雍的学术传承时说:“挺之(注:李之才)闻先君好学,苦心志,自造其庐,问先君

曰:‘子何所学?’先君曰:‘为科举进取之学耳.’挺之曰:‘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
‘未也,愿受教.’挺之曰:‘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物理之外,有
性命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于是先君传其学.”①“科举进取之学”应是指从汉唐延

续下来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义理之学”则是庆历以后民间兴起的新儒学.不过,章句记诵之学由于

其自身的弊端,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如协助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称:“制科(注:即制举)止
于记诵,非义理之学.一应此科,或为终身为学之累.”②而王安石“熙宁新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

“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务通义

理,不须尽用注疏”,也就是以策论代替诗赋,以义理代替记诵.新制实行后,宋神宗颇为自得地称:
“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③此表明义理之学已被政府认可,在制度上

正式取代了章句训诂之学.
“义理之学”强调的是学术形式,若说到学术内容,当时的儒者往往“以道自任”,故又有“道学”之

称.如南宋中期永嘉学者陈谦在追述“永嘉学派”先驱北宋王开祖的学业时说:“当庆历、姑皇间,宋
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注:指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
著之话言.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④王开祖生活于“学统四起”的庆历之际,其倡鸣的“道
学”二字对于当时的新儒学而言,可谓点睛之笔.道学概念后来流行,成为程朱一系理学的代称,确
乎有因.不过道学概念只是突出了儒学的价值理想,若问儒家之道的具体内容,还需作进一步说明.
而熙宁时期的儒者往往是天道性命与经世致用并重,一方面从儒家经典中阐发天道性命的精义,另
一方面又推明治道,关注人间秩序,将性命之学与经世之学相贯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前引材料中

提到邵雍从李之才受“物理之学”、“性命之学”,其中“物理之学”即天学,主要研究物,“性命之学”为
人学,主要探讨人,而邵雍推天道、物理,则是要明人道、性命,最终落实在经世上.故后人也常常以

经世之学许邵雍,如“康节之学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事,却小了他学问”⑤,“康
节先生蕴先天经世之学”⑥.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其贯通天道性命之学与经世之学的思想,可以说

代表了北宋新儒学共同的致思方向,所不同者只是具体的思想进路和理论建构而已.而要对这样一

种新儒学的内容和主旨做概念表达,“内圣外王”无疑是最佳选择.后来程颢称邵雍为“内圣外王之

学”,而“内圣外王”一语也终于完成了向儒家语义的转变,成为表达新儒学精神实质的概念.

二、庄学的发展与引庄入儒

北宋时期“内圣外王”一语受到人们关注,并且开始向儒家语义的转变,此与北宋中期庄学的蓬

勃发展以及引庄入儒的解«庄»方式存在密切联系.在北宋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下,庄学与道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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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说一样,也得到一定程度重视和发展,太宗、真宗朝都有提倡«庄子»的举措①.但«庄子»受到

士人的关注,言«庄»成为一时之风气,则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开始之后.而真正推动庄学发

展的,则是当时两位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和苏轼,此于文献有征.如宋人黄庭坚说:
“吾友几复,讳介,南昌黄氏.方士大夫未知读«庄»«老»,时几复数为余言.其后十年,王氏

父子以经术师表一世,士非庄老不言.”②据黄氏之说,在以经术师表一世的王安石父子大力倡导老庄

之前,士大夫中仅有少数人关注«庄子».但经王氏父子大力倡导之后,便出现了士大夫“非庄老不

言”的局面.今人郎擎宵也说:“庄学得王、苏之提倡,故当时治«庄子»者已次第臻于极盛,而«庄子»
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③我们知道,北宋中期开始兴起的新儒学关于如何对待佛、老实际上存在着两

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虽然也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但对佛、老则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并自觉吸

收、接纳佛、老的思想以运用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之中,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隋唐以来三教合一的思想

方式.另一种则严守儒家的价值立场,对佛、老持批判、排斥的态度,其受佛、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

维方式上或可谓是“隐形”的.在这二者之中,张载、二程等人无疑属于后者,而王安石、苏轼则为前

者.王安石、苏轼对庄子的肯定和提倡,正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因此,在北宋儒学的复兴运动

中,庄学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庄学的宇宙意识和道体观念扩宽自身的理论思路和思想

视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内在要求.
王安石等人关注«庄子»不是偶然的.«庄子»不同于先秦诸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以宏阔的宇

宙意识和超越精神打破了自我中心,抛弃了个人成见,从道体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的分歧和争执,视
各家各派之所见不过是主观给予外界的偏见,并非道体之全、宇宙之真.在«齐物论»中,庄子批评了

当时争论不休的“儒墨之是非”,认为这不过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主张“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则莫若以明”,也就是以破除了成见之后的虚静之心关照之.而«庄子»中的«天下»、«天道»等篇,
则着力阐发“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就是大道或道体大全,以之针砭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弊病,
破除诸子百家的精神局限,同时兼取各家之长,表现出统合百家的宏大气魄.因此,当王安石等人希

望通过吸收佛、老以创新、发展儒学,并为此寻找理论依据时,把目光投向«庄子»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正如卢国龙先生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得之于«庄子天下篇»的道体大全观念,或许就是王安石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政治家力主改革的思想根源.从庄子的逍遥一世到王安石的以天下为己任,差距

似乎很大,但二者的背后都有一个道体大全作为精神支撑.”④需要说明的是,王安石主要接受的是庄

子后学黄老派的思想,«天下»、«天道»等篇均属于黄老派的作品,而黄老派与庄子的最大不同,便是

一改其超然出世、消极无为为循理而动、积极进取.从这一点看,庄子后学黄老派的“内圣外王”理想

与王安石的以天下为己任之间,差距似乎便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王安石、苏轼等人主要是从儒家立场来理解庄子的,其目的是要引庄入儒,说明庄子有意

“存圣人之道”,“盖助孔子者”.王安石有«庄周上»、«庄周下»之作,在该文中,他首先批评了两种对

庄子的错误理解:一种是“学儒者”的短见,认为“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申)其邪说”,主张“要焚其

书、废其徒而后可”.另一种是“好庄子之道者”的成见,认为“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

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在王安石看来,这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未尝求庄子之意也”.
而理解庄子的关键,则是要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王安石认为,“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

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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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①.这里,“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是因,而“弃绝乎礼

义之绪”是果.因此,想要“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就不能只从“果”上着手,还需从“因”上用力,于
是“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也就是

说,庄子并非反对仁义礼乐,只是担心其不足以纠正天下之弊,故提倡“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以
足乎心为得”,目的是要培养士人“贵己贱物”的操守,从“因”也就是从根本上消除天下之弊端.庄子

既提出其说以纠正时弊,但又担心后世拘执于儒家之说(“吾说”),而忘记了“天地之纯,古人之大

体”,也就是道术或大道,于是在“卒篇”———«庄子天下»篇伤心自解.按,«天下»篇在描述“天下大

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之后,感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道术将为天下裂”.王安

石认为,这正是庄子担心人们遗忘道术的感慨之词.不过,«天下»篇在讲到“古之人其备乎”时,称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并引“«诗»以道志,«书»以道事”
之语,王安石认为,这恰恰说明,庄子是懂得圣人之道的.只不过在庄子看来,“圣人之道,其全在彼

而不在此”.“彼”指“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此”指百家之成说.故真正的圣人之道应是统合或包

含了百家众技之长,而非一曲之士所能代表,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庄周的学说一样,儒家学说

(“吾之言”)也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而作,它虽然重要,但同样并非道体之全.这样,王安石便发现了一

个心目中理想的庄子形象:既汲汲于治世,又与造物相处,与大道为友,合«诗»、«书»、«礼»、«乐»与大

道为一体.那么,这样一个庄子形象是否有其根据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它并非是«庄子»内篇

中“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的庄子形象,而是更接近属于庄子后学黄老

派的“内圣外王”理想.
对于庄子欲“矫天下之弊”,王安石持肯定态度;但对于庄子提出的“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

就是大道或道体之全,由于其为周孔所罕言,则不得不斥之为矫枉过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

过,则归于枉矣”,也就是说只能归于偏颇之论.“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

谓善读矣.”②只肯定其“为书之心”,也就是“矫天下之弊”,而否定其“为书之说”,即具体的理论主张,
此即王安石对于庄子的基本态度.不过,虽然王安石斥责庄子矫枉过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接

受«庄子»的“大道”、“道术”概念.而实际上,我们知道,王安石倾心于«庄子»的恰恰是后者,而融摄

老庄理论以推阐天道性命之理,更是其开创的一时之理论风气.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
王安石«庄周下»的这段文字,或许可点破迷津:

　　然周之说,其于道既反之,宜其得罪于圣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
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

惑.且夫谆谆而后喻, 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 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③

此段文字主要谈进退出处之道,但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可视为王安石解庄的一般原则.根据王安石

所论,庄子不合圣人之道,是因其不懂得“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

也»)的原则,没有像圣人那样“藏乎其心而言之略”,而是谆谆 ,晓谕天下.这实际上是一个表达

问题,而非理解问题,但“假设老庄所明之道乃周孔圣人知之而不言者.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站在儒

家的立场上可以接受庄子所言奥理,至于言或者不言,本质上只是一个顾虑到社会影响的策略或技

术性问题”④.如果说庄子在战国时代极言天道,或失之太早,是文化上的失策,那么到了王安石生活

的北宋时代,当“性与天道”成为儒学复兴的时代主题时,这时再言天道是否依然过早,不合时宜呢?
如果说周、孔之为圣人就在其“随感而应”的话,那么面对北宋的社会形势,他们是否会一改以往的

４２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王安石:«庄周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７２４ ７２５页.
王安石:«庄周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临川先生文集»,第７２４ ７２５页.
王安石:«庄周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临川先生文集»,第７２５ ７２６页.
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２页.



“知之不言”而为“知而言之”呢? 所以,如果“不以辞害意”,而是“以意逆志”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庄

子的“狂言”的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庄子之矫枉过正主要是相对于战国的社会境况而言,若放在三

教并行的北宋时代,或许不仅没有“过正”之嫌,反而可收“矫枉”之功.这样,矛盾消除了,王安石一

方面可以批评庄子“得罪于圣人之徒”,另一方面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吸收、利用其理论,而不必有思想

上的顾忌了.
王安石引庄入儒,对其作儒学化阐释,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儒学占有绝对的影响,不

如此便无法消除他们对庄子的排斥和反感.与此同时,王安石这样做,也是为其融合儒道作理论铺

垫.在王安石看来,儒家固然缺乏对道体的关注,但道家同样忽视了礼乐教化,二者存在着融合、借
鉴的必要.在«老子»一文中,王安石对“道”作了“本”、“末”的区分:“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

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

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本”是天道自然,不需要人力的参与而生化,以自然而成为特征;“末”指人类

以礼乐刑政等方式参与到自然的造化之中,使其具有人文化成的意味,因为涉乎形器,故需人力方可

完成.“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
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因此,道家的无言、无为只适用于天道自然之体,而不适用于礼

乐刑政之末.“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

物者也.”但是,老子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

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①,此可谓明于天道而暗于人道.与此相反,汉唐儒学有一套

礼乐刑政的治世理论,但缺乏对天道性命的思考,是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道家在礼乐刑政人道方

面的缺失,表明儒家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反过来看儒家同样也需要以道家之天道补其

人道,将自然天道与礼乐刑政相结合,建构起不同于汉唐儒学的新儒学.
与王安石相似,北宋儒学复兴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苏轼与«庄子»也颇有渊源,据其弟苏辙记载:

　　(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

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②

«中庸»被宋代儒者普遍视为性命之书,其开篇的三句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更
是被学者广泛引用,成为建构性命之学的理论依据.而据苏辙上述说法,苏轼对«中庸»的解读,是借

用了«庄子»的理论,受到了后者的启发,实际是引庄入儒,融合儒道.在这一点上,苏轼与王安石确

有相似之处.而对于庄子批孔,以及二者的抵牾之处,他也极力弥缝作出调和.自司马迁以来,学者

们往往从孔老对立的观点来理解庄子,认为庄子“明老子之术”,而“诋訾孔子之徒”,根据主要是«渔
夫»、«盗跖»、«胠箧»等激烈诋孔的文字.苏轼认为,这是对庄子的粗浅认识,而没有真正理解庄子.
在他看来,庄子实际上是“助孔子者”,只是不可以取法罢了.这就好比,公子落难,微服逃亡,遇到守

门者的盘问.仆人持鞭骂道:“你个偷懒的奴隶!”于是守门者放其出城,化险为夷.苏轼认为,特殊

情况下的“倒行逆施”是不能作为常法的.在这个事例中,认为仆人不爱公子,固然不对;但若以为这

就是侍奉公子的常法,同样不可.对于庄子批孔,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庄子的言论,往往是“实予而

文不予”,实际肯定,而文字上不肯定,正面的言论并不多见.即使是诋訾孔子,亦未尝不见其微言大

义,不可仅仅从文字表面去理解.其论道术为天下裂,把墨子、禽滑厘、彭蒙、慎到、关尹、老聃等人以

及自己各列为一家,而孔子不在其中,说明在庄子看来,诸子的地位与孔子不可同日而语,可见其对

孔子推崇备至③.苏轼所论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其目的仍是要调和孔、庄之间的矛盾,说明庄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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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孔子者”,而非有意“诋訾孔子”,更进一步为融合儒道做铺垫和准备.关于儒、道的所得与所失,
蜀学与新学的看法也大致相似,如苏辙称:

　　臣闻老子之所以为得者,清净寡欲;而其失也,弃仁义、绝礼乐.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

其失也,崇虚文而无实用.然而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莫过于儒术,其所以有弊者,治之过也.
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
此儒老得失之辨也.①

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中,道家、道教往往以老子尤其是«庄子»中的“大道”来统贯三教.佛教

学者则提出真俗二谛说,以儒道为俗谛,佛教兼真俗,故三教可以统贯于佛.至于儒家学者虽强调仁

义忠信、礼乐刑政的重要性,但在诱掖人心、佐助王化的意义上亦承认佛道二教的合理性,故是以儒

为主,以佛道为辅.从这一点看,蜀学的会通三教,可以说是兼综儒道,在治世的层面以儒为主,在
“大道”的层面以道为宗,将道家的形而上理论与儒家的政治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三、新学、蜀学派对“内圣外王”一语的理解与使用

北宋新儒学的复兴,以回到六经、孔子相号召,同时积极融合、吸收佛、老的理论成果,利用道家

的形而上思维对儒家的伦理名教做出论证,将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融为一体,突破了章句之学的藩

篱,建构起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其中,新学、蜀学派引庄入儒,对庄子做了儒学化解读,并运用

到新儒学的建构中来,使庄学受到士人的广泛关注,获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内圣外王”一语

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并用来表达新儒学的主旨和理想.但由于北宋时期使用“内圣外王”一语的学

者,往往是新学、蜀学或与其相关的人物,而这两派学者均持儒道融合的态度,这自然影响到其对“内
圣外王”的理解.从现有材料来看,他们所使用的“内圣外王”概念尚不完全是儒家语义,而仍处于儒

道融合或由道向儒的过渡之中.
以往学者谈及北宋时期的“内圣外王”概念时,往往只注意到程颢称邵雍之学为“内圣外王之学”

的记载,这确为“内圣外王”问题的一大公案,可另文讨论.其实程颢之外,新学、蜀学派人物都曾使

用过“内圣外王”概念,并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圣外王”语义演变过程的曲折

与复杂.
新学派中的王安石、王雱父子都有注«庄»之作.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尚存,足证其对“内圣外

王”一语是熟悉的,且有自己的理解.不过,从现存的文献看,尚未见其二人将“内圣外王”作为概念

使用.新学派中将其作为概念使用的,是王安石弟子陆佃.
陆佃,字农师,号陶山,山阴鲁墟人(今浙江绍兴),«宋史»有传.陆佃生于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

少时羸弱苦读,尝从孙觉游,早年以说«诗»得名.治平(英宗年号)中,王安石讲学江宁府,佃往受教,
以为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安石一日.与安石子雱、沈凭、龚原等游,寝成“新学”学派.后参与王安

石变法,选为郓州教授,旋补国子监直讲,助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中的«诗新义»②.关于自己受学于

王安石,陆佃有说明:

　　嘉祐、治平间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注:胡瑗)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

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

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③

胡瑗曾以“体用之学”影响一时,深受士林推崇.其高足刘彝在向神宗陈述其师学术时称:“臣闻

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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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二者皆仁宗年号)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①不过,胡瑗

的“体”乃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是现实中的人伦秩序,而“用”是“举而措之天

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②,其体用还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实际上是将君臣父子秩序绝对化,故陆

佃对其“独疑焉”.王安石虽然也讲体用,但其“体”突破了君臣父子的名相,是“天地之纯,古人之大

体”,其“用”也不偏执于一隅,故是“体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滞一体”,远非胡瑗之体用之学可比:

　　盖君子之学,有体有用,体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滞一体.而古之圣人,本数末度,足以周上

下;圆神方智,足以尽往来.而蹈常适变,莫逆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自王者之迹熄

而«诗»亡,夫子没而大义乖.道德之体分裂,而天下多得一体,诸子杂家各自为书,而圣人之大

体始乱矣,故言体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滞于一体,其为志虽笃,其为力虽勤,而不幸不见古人之

大体,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 而临川先生起于弊学之后,不向于

末伪,不背于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故奇言异行无所遁逃,而

圣人之道复明于世,某亦幸当此会,而偶获承教于先生之门.其所谓君子之道,体不欲迷一方,
用不欲滞一体,尝闻其一二矣.③

陆佃的这段文字主要是基于«庄子天下»和«孟子离娄下»发挥而来.其中,“本数末度”、“周上

下”、“尽往来”皆取自«天下»篇,或是对其发挥,蕴含着道家之体的观念.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出自«孟子»,属于儒家之用范畴.“«诗»亡”,意味着礼乐文化传统的衰落.在陆佃看来,“古之圣人”
宏阔玄妙,将天道自然与人文礼乐融为一体.但由于“道德之体分裂”,世人蔽于俗学陋见,“得一察

焉以自好”,虽用心尽力,却难见“古人之大体”.而荆公“起于弊学之后”,提倡一种“有体有用”的“君
子之学”,以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后世.而圣人之道,实际上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从这里可以看

到,陆佃不仅深受王安石的影响,其对“内圣外王”的理解也是站在新学派融合儒道的立场上.
陆佃关于“内圣外王”的论述见于南宋卫湜的«礼记集说».«礼记集说冠义»于“故曰:‘冠者,

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一段文字下引:

　　山阴陆氏曰:言明“内圣外王”之道而后充此,亦所以重冠也.④

“山阴陆氏”即陆佃.据«宋史»本传,陆氏以礼学名世,神宗曾称赞:“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

者.”«宋史»本传载:“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
传于世.”⑤«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礼记解»四十卷、«述礼新说»四卷、«礼象»十五卷等⑥.然其所著

«礼记解»、«礼象»等已不传,卫湜所引,当出于上述某书.按,陆佃此论乃就冠礼而发.冠乃成人礼,
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冠礼只是一种仪式,其背后

更为重要的则是成人之道.“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⑦陆佃可能受此影响,认为只有明白了

“内圣外王”之道,实行冠礼才有真实的意义,才能体现出对冠礼的重视.上文中的“充此”即行此.
«广雅释诂一»:“充,行也.”“此”指冠礼的具体仪节.陆佃以“内圣外王”来概括成人之道,表明“内
圣外王”一语在北宋中期已成为表达儒家主旨和人生理想的概念,但其内涵主要还是新学意义上的,
需要放在新学的思想脉络中去理解.

新学意义上的“内圣外王”概念,在刘概的«统论»中也有反映.刘概,字孟节,青州寿光(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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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人,少师种放,笃古好学,一生隐居不仕,其事迹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一«旷达隐

逸»①.刘概在学术上或受到王安石的影响,虽不属于王派的核心群体,但在学术旨趣上是相同的.
刘概关于“内圣外王”的看法,见于其所著«统论»:

　　道体广大,包覆无遗,形教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历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
顺神明之理,于是有“内圣外王”之道,其在数度者,杂而难遍.然本末先后之出于一,而散为万

者,未尝不通也.故时出时处,或静或动,能短能长,以矫天下之枉而当不齐之变.且伏羲非无

法也,而成于尧;二帝非无政也,而备于周.不先时而好新,不后时而玩故,此圣人之在上者有所

不能尽备也.伊尹任也,伯夷矫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济之以和.不逆世以蹈节,不徇俗以

造名,此圣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尽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后集大成,盖几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

上,圣人之因时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
庄子之时,去圣已远,道德仁义裂于杨、墨,无为清净坠于田、彭,于是宋钘、尹文之徒闻风而

肆.庄子思欲复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时,遂高言至道以矫天下之卑,无为复朴以绝天下之华,
清虚寂寞以拯天下之浊.谓约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无家;谓庄语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无

涯.著书三十三篇,终之以«天下».呜呼! 诸子之书曷尝不尊仲尼哉? 知其所以尊者莫如

庄子,学者致知于言外可也.南华著经,篇分内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礼乐刑政之大纲,“内圣外

王”之道有在于是,而立言超卓异乎诸子.②

刘概此论,主要基于«庄子天下»而旨趣有所不同.«天下»篇是感慨“道术将为天下裂”,并立足于

道术之整体,对各执一偏的百家之学作出评判,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理论总结和思考.刘概«统论»则
考虑的是在道术已然分裂的情况下,有无可能以及如何重建“内圣外王”之道? 其目的是要肯定孔

子、庄子对“内圣外王”之道的传承,视二人为道统谱系中的关键人物,在社会趋于稳定时从事文化建

设.«天下»的核心是“天下裂”,而«统论»关键词则是“集大成”.刘概认为,古代之道术虽然已不可

挽回地分裂了,但“散为万者,未尝不通也”,所裂之万殊与道又是相通的,虽不是道之整体,却体现了

道的一个方面,这样就使得通过万殊重建道术成为可能.万殊是具体的,“时出时处”,“能短能长”,
但由于其与道相通,在一定程度上是道的体现,故能矫正天下的过错,适应和而不同之变化,并随着

历史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可以通过“集大成”而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这里,刘概引入了“时”的概

念,较之«天下»是一个发展.认为伏羲时已开始制定法度,但到尧时方才完备;尧舜二帝时已有了政

治,但到周之文武方才周详.在法度政治未完备时,执政的圣人只能各承其时,应时而变,而不可“好
新”、“玩故”.又例如,“伊尹任(注:尽责)也,伯夷矫之以清”此典出自«孟子万章下»:“孟子

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孙奭疏:“方伯夷之时,天下多进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洁己不殉.方

伊尹之时,天下多退而寡进,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为己任.方下惠之时,天下多洁己而异俗,而
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众.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

之,遂为大成者.”③刘概引用此典,意在于“集大成”.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虽“皆得圣人

之道”,但“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孔子集大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故得以恢复、重建“内
圣外王”之道,可谓“几千百年而一出”也.孔子之后,“道德仁义裂”,“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
而真正想要恢复孔子之道的乃是庄子,其“著书三十三篇,终之以«天下»”,即是阐明“内圣外王”之道

的明证.虽然诸子著书都意在尊孔,但真正懂得如何尊孔的只有庄子,“知其所以尊者莫如庄子.”刘
概«统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道术为天下裂”之后,孔子通过集大成重新恢复“内圣外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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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二是认为孔子之后,真正想要恢复仲尼之道的是庄子,其所著«庄子»也旨在阐明“内圣外王”之
道.这实际上是提出:古之人(“内圣外王”之道)———孔子(集大成)———庄子(欲复仲尼之道)的道统

谱系,尤其突出了庄子的地位,与庄子“存圣人之道”(王安石)、“盖助孔子者”(苏轼)的看法相一致,
而观点更为激进.三是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具体体现为“道德性命礼乐刑政”,这说明刘概是从北宋

新儒学的角度理解“内圣外王”之道的,在观点上接近于新学一派.
北宋时期同样重视«庄子»的蜀学派也有使用“内圣外王”的情况,见于秦观的«代蔡州太守谒先

圣文».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深得苏轼赏识,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儒学思想

受苏轼影响,主张调和周、孔,融合儒、道.认为“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
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浑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①.这段言论

最足以反映秦观对儒道关系的理解,说明其思想的特点是融合儒道,以道为本,以仁义礼为用的.据

徐培均考订,«代蔡州太守谒先圣文»为秦观任蔡州教授时为太守向宗回所作,宗回于元祐二年

(１０８７)到任,此文应作于本年②.秦观«淮海集»中有«谒宣圣文»:“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则必告

于境内之明神,礼也.矧惟宣圣,实我儒师,荐见之礼,敢后群祠? 是率僚属,爰及士子,躬趋于庭,以
报祀事.尚飨!”③宣圣即孔子,当时郡守到任,需谒群庙,而以孔庙为先,谒者包括郡守及当地士子.
«谒先圣文»性质与此类似,先圣指孔子,唐开元二十年(７３２)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太宗时追谥曰

“先圣文宣王”.其文云:

　　惟王道备天人,功崇列圣.大成既集,六艺斯明.“内圣外王”,所同宪法.山川鸟兽,咸亦

裕如.万世尊亲,天下通祀.惟时士子,生逢休明.读玩弃余,作为艺业.有司论定,天泽遂覃

(注:延).推本所从,实王(注:宣王,即孔子)芘贶(注:庇荫、赐予).敢涓时日,荐见庙庭.④

孔子倡明王道,顺天应人,功业超过历代圣贤.“大成既集”即集大成,“六艺”指六经,故在秦观

看来,孔子的贡献在于整理六经,对之前的文化传统做了集大成.而六经的实质就是“内圣外王”,其
“大成”为天人共同遵循的法则,甚至山川鸟兽亦受其润泽.秦观以“内圣外王”视六经,可在«天下»
篇中找到根据.«天下»篇称古之道术———“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

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在«天下»篇六经之文只是“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现,未必是其全部,未必

等同于“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天下»篇只提到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并未谈及六经与孔子的关系.
秦观则认为“六艺斯明”在于孔子,“集大成”之功业远超列圣,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在孔子这里得到

最完备的体现.不过,秦观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应该还是儒道融合式的,是黄老内圣与儒学外王的

结合,与后世儒学化的“内圣外王”仍有所不同.
其实,北宋中期以后,由于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提倡,引庄入儒,融合儒道成为一时之风气,深刻

影响到士人对“内圣外王”的理解.这在刘弇下面的策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自老聃、庄周作其书,虽号诟病世俗,其实则真若不得其平而矫焉者,放言不根,直时有过处

耳.非欲尽拔尧孔之外,而不托于人世也.而近世学者往往宗彼阔诞之言,为陋典近而荣荒忽,
不乃左乎? 操机营营,舞眉溢眦,而曰:我能与未始有物者游,视其貌魁然不制,察其中无有也.
而曰:我能深根宁极,小太山、大毫末.以之齐有形,吾不以为诬也,顾不当以为场屋(注:指科举

考试)资耳.“内圣外王”,以之明本末,吾不以为非也,顾不当每置诸笔端耳.且其使人人无预

乎世,如不才之社木不事事,如攘臂之支离疏,睨太庙之牺以尊生,托曳尾之龟以谢聘,则是为君

者不得臣.此华士、傅乙之徒,所以见诛于太公、管仲也.或曰:使人相与游一世,而得淡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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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司马迁论»,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００页.
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１０４０页.
秦观:«谒宣圣文»,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１０３６页.
秦观:«谒先圣文»,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１０４０页.



兹非老庄助欤? 或曰:亡西晋者其谁乎? 而曰有助若是,则王衍、山涛不容得罪于后世矣.古人

谓此辈正可束之高阁之上,岂虚也哉? 或曰虚华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①

刘弇字伟明,吉州安福人(今属江西).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初知峨眉县,改
太学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进«南郊大礼赋»,哲宗览之动容,以为相如、子云复出.事见«宋
史文苑传六»②.据上文,刘弇对老、庄“放言不根”,“欲尽拔尧孔”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对当时学者

“宗彼阔诞之言”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将这一风气与西晋清谈误国相比,直斥为老、庄之罪.但在文

中,刘弇称自己并不反对“小太山、大毫末”的齐物之说,只是认为不应该将其作为科举的内容.据庄

勇«庄子学史»,宋代曾以«庄子»入科举试题.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以«庄子»中“卮言日出”一语为赋

题试进士.真宗时,国子监曾刊印过«庄子».宋代国子监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其刻印的«庄
子»应是用来作为教材的,故也有可能以其内容入于试题.另外,王安石曾著«庄子解»四卷,其变法

得力助手吕惠卿亦有«庄子义»十卷,这些著作是否一度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虽不得而知,但肯定对

当时的科场风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③.司马光于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上«论风俗札子»,批评当时科

场之弊说:“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
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④刘弇所反对的应该正是这一现象.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刘弇虽反

对以«庄子»为科场之资,但对于齐物之说却“不以为诬也”,此与前文对老庄的激愤态度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这说明«庄子»在当时士林影响之大,流风所及,刘弇亦不得不有所保留.刘弇又说:“内圣

外王,以之明本末,吾不以为非也.”这表明当时士人多是从“内圣外王”来理解«庄子»,乃是沿袭了郭

象以来的传统.本末,指道之本末,也就是以道家的道体大全、齐同物我为本,以儒家的礼乐刑政为

末,对于这一儒道融合的“内圣外王”观念,刘弇同样不敢“以为非也”,其所反对的不过是“每置诸笔

端”即作过多的理论发挥罢了.刘弇的这种矛盾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内圣外王”
一语的理解,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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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弇:«龙云集»卷二十七«策问上第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１９册,第２８９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刘弇传»,第１３１２７页.
方勇:«庄子学史»第２册,第５ ６页.由于熙宁时期,主司多从«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中出试题,到了“元祐更化”时,

君臣便坚决表示禁止.如宰相吕公著于元祐元年(１０８６)“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第１０７７５
１０７７６页)哲宗更于元祐二年(１０８７)下诏:“举人程试,主司毋得于«老»、«庄»、«列子»书命题.”(«宋史»卷十七«哲宗纪一»,第３２３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册,第９７３ ９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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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

———以物德论为中心的探讨

叶 树 勋 

摘　要:物德论作为道家哲学中德与万物的关系理论,为探讨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提供了新的论

域.在这一论域里,原为人事概念的“德”被拓展到宇宙场景,与万物的话题发生了多个层次的义理关联.

在万物生成论里,物德话语对相关情况作出善的评价,凸显了“道”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解释了宇宙秩序何

以能指导人事的问题.关于物性所由来,道家有一种动态的考虑,物德不同于物性,前者作为万物潜蕴的

本根之全体,是通贯形而上下的关键,从宇宙论层面确认了人可以悟道的资格.自然之道被运用于人世社

会需要一定的落实途径,物德是这种途径的重要基础,道家由此确立起公共生活的总目标,希望将社会秩

序导向与之契应的德政秩序.统而言之,道家物德论在不同的语境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多个方面反

映了早期道家宇宙观所特有的人事关怀.

关键词:物德论;道家;道论;宇宙观;人文向度

一、道家宇宙观研究的一个新论域

在古代中国的“哲学突破”中,先秦诸子学并没有经历类似于古希腊哲学的从自然转向人事的演

变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对自然与人事展开相交融的整体性思考.这不仅是古代中国“哲学突破”的
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宇宙观的思维特色.甚不同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物理性取向,古代中

国人观察天地自然时具有相当强烈的人事关怀,他们更主要地并不是源于惊讶而去观察外在自然

界,而是本着拯救时弊的理念在天地间发掘可用于指导人事的学问.
这种思维具体到诸子学内部,各家关注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如儒墨等学派从社会问题出发,

往往将人事的根源直接托付给“天”,对万物现象并不是特别重视.道家则不然,从其创始人老子到

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每一阶段都对自然万物表现出比较丰富的思考,相继造就了早期道家宇宙观

的理论体系① .在道家思维里,人是宇宙大化流行中万物之一员,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人类的问题与

万物的问题具有同源性,因此他们将解决人事问题的思路拓展到宇宙场景,从现象界不断向上追溯,
求索天地万物的生成之源、存在之本,希望在世界根源处找到可用于指导人事的根本方案.基于这

种同源性思维,道家也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文化宇宙观,成为古代中国“宇宙观突破”的主要代表.

　

作者简介:叶树勋,南开大学哲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先秦道家物德论研究”(１４CZX０２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称“早期道家”是指从春秋末期到秦汉之际的道家,主要包括老子、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另需指出的是,儒门后学

典籍如«易传»、«礼记»等也含有一定的宇宙观思想,但较早的孔子、孟子等在这方面的思想并不显著,并不像道家那样对此表现出持

续性的关注.此外,阴阳家也有宇宙论方面的学说,但它的形成同样属于晚起,而且文献记载也比较缺乏.相较而言,道家对于宇宙

观则有前后相仍的关注,文献方面也最为丰富,不仅见于传世典籍如«老子»、«庄子»、«文子»、«鹖冠子»、«管子»四篇等,而且近年出

土的简帛文献也多有体现,如«黄帝四经»、«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等.



　　古代中国宇宙观不离人事的思维特色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汉学家们通常用“关联性

宇宙论”(CorrelativeCosmology)来概括古代中国特有的宇宙论.这种定性比较适合于理解阴阳家

的思想和汉代天人感应学说,而早期道家所代表的人文化宇宙观及其相关的同源性思维与关联性宇

宙论,在理论性质上则与之有所不同①.一方面,在道家思维里,此前不怎么受关注的“物”的问题,作
为从现象界向上推溯的理论基点,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②;另一方面,道家也从“天道”的思想资源

里抽象出“道”的概念,用以表示宇宙万物的生成之源③.通过“道 物”关系的理论,道家对万物所由

来、所以在等问题也就有了初步解释.不仅如此,更需注意的是,原属人文范畴的“德”观念被道家推

展到宇宙观场合,与万物的话题密切关联起来,而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物德论.在这一论域里,
“德”不仅可以表示万物的内在性能及其多样化表现,而且还具有普遍化育万物的意义,这是道家对

“德”观念的大尺度改造.如所周知,在早初“以德受命”的主流话语中,“德”是人文意识日渐提高的

重要标志④,而后儒、墨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它的人文意义,主要体现为德性与德政两方面的内涵.
但道家对它的理解却显得比较特别,他们不仅在人事方面赋予其新的内涵,而且更别具一格地使之

突破了人世社会的范围,而反映出道家对自然世界的某些看法.
这种情况集中反映了道家哲学的同源性思维,为我们考察宇宙观的人文向度提供了一个重要论

域.但学界对道家宇宙观的研究通常情况下都以“道”为中心,而上述论域长期以来都没有受到足够

的重视⑤,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容易被忽视或被模糊化.例如,论者一般是基于“推天道以

明人事”的思路,认为道家主张人类按照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来安顿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这

种理解模式整体上能够反映道家宇宙观的人事关怀,然而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继续

探讨:首先,宇宙自然法则何以成为人事规则的来源,道家对此作何考虑,有何说明? 尤其是作为万

物总根源的“道”,为什么可以成为处理人事的最高依据,它的价值何在? 其次,道家如何阐述形而上

下的关系,人作为形而下世界之一员,凭什么可以体认形而上之道,他的资格何在? 再次,宇宙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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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联性宇宙论”主要是从原始科学的角度,通过阴阳、五行等观念,整理自然与人事之间的范畴对应关系,以说明古代中国

人的关联性思维;这里说的“人文化宇宙观”则是强调古代中国宇宙观关注人事的思维特色,这种关切不一定通过范畴对应来体现,
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关联被认为具有更深层次的学理依据.西方汉学界对关联性宇宙论的探讨可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

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０２ ３２８页;[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

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６３ ３９４页;[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９ ４２６页等.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２０１ ２０４页)、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４ １０页)等论著对这方面的研究

有简要评介,可参阅.
“物”的问题在早期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很受关注,但在道家学说里却受到了高度重视.简而言之,“物”在道家学说里大致

具有以下几方面含义:(１)泛指一般性的自然事物,如道家话语里常见的“万物”;(２)特指与内心相对的“外物”,这在庄学中比较常

见;(３)对某个对象的一种称谓,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物”意指“道”.本文所讨论的“物”主要是在第一种含

义上使用,包括道家语境中的“天地”、“阴阳”等形气之大者.
这一方面的具体讨论可参见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１ ５５页;王中江:«道的突破»,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 １１页.
关于“德”观念在前诸子时期思想史上的意义,可参见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７４ ９４页.
目前学界对此话题也有一定程度的探讨,如许抗生、王中江从“物性论”的角度解释万物之德(参见许抗生:«老子与道家»,

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１ ２４页;王中江:«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而安乐哲则

基于“焦点 场域论”(Focus FieldTheory)对道家“德”观念作出宇宙论层面的理解,见 RogerTAmes,NatureinAsianTraditions
ofThought:EssaysinEnvironmentalPhilosophy(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８９).另外,也不乏一些论著在

解释“德”的概念时已留意到它在万物场景中的含义,可参见高亨:«老子正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６ ３１页;陈鼓

应:«老庄新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８ １４９页;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６页;罗
安宪:«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１ ９２页;[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
子›为中心»,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４ ２４５页;[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

本喻»,张海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７ １２６页等.总的来看,这些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间主要是词义

的训释,或是在讨论其他话题时兼及物德问题,这一论域在整体上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如何化用到人事领域,尤其是无形无名、超绝言象的“道”,它的落实途径具体何在? 前两个方面其实

是重新审视自然之道被运用到人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①,第三个方面则具体关注如何化用自然

法则.
这些问题都与道家宇宙观的思维特色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超出了以“道”为中心的研

究视域.我们不否认“道”是道家哲学中的最高范畴,然而如果仅依靠对“道”的诠释,上述几个方面

的问题将很难获得深入的探讨.为此,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视域,进一步开掘道家哲学的其他

资源.而一旦适当转移研究视域,我们就会发现,道家对上述问题其实另有说明.“道”的正当性如

何被揭示,“道”、“物”关系如何被界定,以及人类的悟“道”资格如何被确认,宇宙观对人事的指导意

义如何具体落实,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物德”话题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有待我们系统阐发.

二、物德话语的价值意蕴与“道”的正当性

在道家宇宙观中,万物从何而来、因何而在是道家诸子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如张岱年所指出

的,此前人们都认为万物根源于“天”,但道家自老子开始,则进一步向前溯求“天”的起源,探寻天地

万物所由来的“本根”②.对于这一本根,道家主要是从“天道”思想提炼出“道”的概念并用以称谓之,
认为宇宙自然一切事物皆由此化生而来,并以之作为存在发展的根据③.对此,我们一般没有疑问.
但问题在于,道家对本根的探求并非完全出于对万物起源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怀人事,尝试

觅求解决人事问题的总方案.那么,自然世界的万物根源,何以能用来解决人事问题,道家是如何考

虑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关乎“道”的价值属性,对此我们通常采取默认的态度,如余英时就曾指出,
道家肯定一切价值都有一超越源头,“道”不仅是万有之源,而且也是价值之源④.整体而言,这种论

断是成立的;但万有之源何以成为价值之源,余先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阐述.基于同源性思维,道家

认为宇宙本根既是万物之根源,也是人事之依据,但他们并不是直接默认本根的价值正当性,而是在

某些情境下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这些揭示与宇宙观语境下的物德话语密切相关.
在道家看来,作为宇宙起源的“道”演化为各种具体事物,就好像母体生育后代一样,是一个从统

一到多样的分化过程.因此,在他们的话语系统里,本根如何演化为事物,也就成了前者如何生养后

者的问题.如史华慈曾指出的,古代中国人解释宇宙的起源,主要是通过生养(procreation)的隐喻,
而不是制作(fashioning)或创造(creating)的隐喻⑤.这一点在道家思想里有着相当典型的表现.在

生养隐喻里,“道”作为万物之源,也就具有了生养者的意义.耐人寻味的是,原属人文范畴的“德”也
出现在这种隐喻中,成为万物生成论里的重要概念.如«老子»有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将“德”定位为人事概念,通过“道 德”关系说明道家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认
为“德”是“道”在人类生活中的落实和运用.但生养隐喻中的“德”却表现出一种很不同的意蕴,这一

现象应引起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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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两个前提性的问题,我们往往都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从而将关注点放在如何把握“道”上.从人生论、政治哲学角度

来看,道家典籍的某些话语已然预设了“道”的“善”,或者默认了人的悟“道”资格,对此我们也采取默认的态度固无不可;但从更大范

围的宇宙观层面来看,道家对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别有考虑的,并且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只是我们通常默认了这两个前提,而对道家

的相关说明未予以重视.在某种程度上,道家之所以在人事理论场合默认这两个方面,与他们在宇宙观层面曾作出过说明不无关

系.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页.
“道”是道家对本根的主要称谓,此外道家也使用了“朴”、“始”、“无”、“一”、“太一”、“恒先”等符号指称之.
[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 ６页.
[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第２５页.



从文辞上看,“德”在生养隐喻里起到了两种表意功能.第一种情形是概括母体(道)生养后代

(万物)的效能,这主要体现为引文中总结性的“玄德”概念.«文子»亦有言:

　　畜之养之,遂之长之,兼利无择,与天地合,此之谓德.(«道德»)
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万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道原»)

«道德»篇用“德”来概括前面的生养行为,句式上与«老子»末句相似,但内容上更接近«老子»的“长
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原»篇与«老子»末句内容相近,“莫知其德”的“其”字说明,
“德”的作用者即是前面的“道”.

类似的情形还见于«管子心术上»: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

莫知其极.
对«老子»“玄德”的表现,«管子»赅之以“化育万物”.“施”意指施用,亦即前文的“化育万物”,而“施
不见其德”的“其”与«文子»“莫知其德”的“其”一样,说明化育行为的发动者即“道”.

另一种情形则显得有些特别.在万物生成过程中,“德”也具有类似于母体的意义,作为养育功

能的发动者,与形而上的“道”一并生养万物,同时受到万物的尊崇.这首先体现在«老子»的“德畜

之”提法中,而«文子»也说:

　　故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养也,所以相畜长也.(«道德»)
这是对«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的某种阐释.“相”意指共同,“相生养”、“相畜长”说的是“道”、“德”
共同养育天地万物.«庄子»也说“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天地»),“德”与“道”共同发挥着生养

万物的作用.这一情况已经引起某些学者的注意,如王中江认为,“德”在此具有“形上化”的意义,对
于万物存续而言,“道”是最高养护者,“德”是起到辅助作用的养育者①;曹峰则指出,道家宇宙论包括

发生与成长两个序列,生的主体是“道”,而成的主体则是“德”,“道”生万物之后,仍需“德”继续养

成②.这些观点倾向于将“德”理解为实体性概念,与严遵“道父德母”的解释(«老子指归治大国

篇»)思路相近.
一般来说,“德”是一个功能性概念,表示某个对象的某种性能.在前诸子时期,“德”主要是指王

族具有的一种品质(有时也隶属于“天”),在儒家思想中指君子所应培养的良善品质,而道家则将其

运用到生成语境,用以指称“道”化育万物的功能表现.目前学界作此解者不乏其人③,英语世界中的

一些汉学家将道家的“德”译为“ThePower/Potency/EfficacyofTao”④,也是基于类似的思路.上

述第一种情形下的“德”支持这种理解,«韩非子解老»有言“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可视为

此义的简明概括.上述另一种情形下的“德”,在含义上与前者并无根本差异,只是在文辞表述上显

得有所不同.古人用语有时会考虑措辞方面的因素,如为了文句对称,在语义上难免会造成分歧,但
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概念内涵的理解.如«老子»第五十一章首句在帛书甲本作“道生之而德畜之,物
形之而器成之”,“而”字更多地是出于文句对称的考虑,但“德”的所指和后面的“玄德”并无实质差

别.类似地,«文子»“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庄子»“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等说法,也不排除文

辞对称的考虑,但在内容上都是强调“道”在万物生成过程中会持续地发挥养育功能.说到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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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３ １７８页;«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曹峰:«‹老子›的幸福观与“玄德”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参见严灵峰:«老庄研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８７ ９０页;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３４页;[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第２４４ ２４５页等.
分别参见 ArthurWaley,TheWayandItsPower:AStudyoftheTaoTêChingandItsPlaceinChineseThought(New

York:GrovePress,１９５８),１８９;AngusC．Graham,DisputersoftheTao:PhilosophicalArgumentinAncientChina (LaSalle:

OpenCourt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８９),２１８;Hans GeorgMoeller,ThePhilosophyoftheDaodejing (NewYork:Columbia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４１ ４２.



与“道”都指涉万物生成的总根源,一言其用,一言其体,只是在某些语境里可能出于语辞表述的需

要,而直接以其功用为主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宇宙万物的生成有两个原初发动者.
以上的讨论是一种语义学解析,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则是,原属人文范畴的“德”何以出现在

万物生成论中———道家为什么用它来标示“道”的功能,而不用其他概念?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

看,“德”与“道”在前诸子时期并无直接关联,但在道家话语里此二者发生了紧密联系,“德”的指涉从

“天”或者“王”的品行变成了“道”的表现,此间的演变情况值得注意.诚如劳思光所言,一切个人或

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本上必然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便可掌握这一理论

的总脉络①.那么,道家的物德理论究竟是对什么问题的回答呢?
在晚周时期的“哲学突破”中,诸子对早初的思想资源并非采取一种决裂的态度,而是在传承延

续的基础上,通过不同向度的诠释界定,赋予旧观念以新的意义,在思想文化的连续发展中实现了哲

学义理的突破.道家较之其他学派虽然表现出更多的批判性,但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只是他们的

改造程度可能更高些罢了.道家将作为人文符号的“德”推溯到万物生成的话语场景,指涉万物的起

源及其化生万物的表现,“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予以了改造与重塑,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的物

德话语对于早初的思想资源就没有沿承的一面.美国学者孟旦就很关注道家之“德”与前诸子之

“德”在思想上的联系,他认为“德”表示“道”生成万物的功效,与它在早期含有恩惠之义有关,道家接

受了这种意义,并将它首先赋予“道”②.从词源角度来看,孟旦的说法不无根据,“道”普遍生养万物,
顺任万物自然发展,对万物而言,此乃莫大之恩惠,故可谓之“德”.河上公以“道之所行恩德”来解释

老子的“德”(«老子河上公章句养德第五十一»),所持据者也当在此.
不过,这种说法主要考察的是道家对“德”字的语义转化,却忽视了这一符号在观念史上的重要

文化意义.在前诸子时期,“德”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周革殷命的正当性问题上,它具有非

同一般的评价功能.对于探讨道家物德而言,这一情况需引起注意.自从周人通过“皇天无亲,惟德

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解释了他们革命的正当性之后,“德”的观念作为周政权合法性

的根基,一直备受统治阶层的倚重.在“以德受命”的政治意识形态里,“德”成为了判定政权是否正

当的核心标准,它的评价功能是其他任何概念都难以比拟的.后来,随着评价对象的进一步扩展,尤
其是到了诸子时期,它的意义从政治场合走向了一般的伦理场合,成为评判人事领域是非善恶的关

键符号.道家沿用了“德”的评价功能,但他们的运用并不限于人事领域,同时还将它适用到宇宙场

景,对自然世界的相关情况进行善恶评判,尤其是通过“德”来概括“道”的功能表现,对万物之源及其

生成功效予以正当性评价③.
通过比较描述性的生成论与评价性的物德话语,这一情况更容易被反映出来.较之先秦其他学

派,道家对万物所由来的探索兴趣更浓,在各种道家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万物生成

论,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一生两,两生叁,叁生母,母成结.(«凡物流形»)
恒先无有,朴,静,虚.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

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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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页.
[美]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丁栋、张兴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９页.
“德”在早初的价值评判功能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德”本身意味着正当,在词性上来说它是一个褒义词;另一种是

“德”被用为中性词,通过前面的修饰词发挥评价功能,如“明德”、“懿德”、“嘉德”等是进行正面评价的提法,而“凶德”、“暴德”、“逸
德”等则发挥了相反的功能.后来儒家主要继承了第一种用法,将“德”的意义基本上正面化了;在道家思想中两种情况都有体现,如
«老子»的“上德”与“下德”、«庄子»的“真德”与“欺德”、«黄帝四经»的“正德”与“逆德”,即属于前述的第二种情况,而本节讨论的指涉

万物根源及其表现的“德”则属于第一种情况.



这些生成模式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在描述万物从何而来,其具体演化过程如何,至于这

种生成演化在价值上正当与否,则并无具体说明.«恒先»不仅叙述了万物生成的环节,而且还描述

了宇宙的原初状态(“无有,朴,静,虚”).类似的描述也见于以下文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庄子大宗师)»)
恒无之初,迵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黄帝四经道原»)

这些话语所描述的状态也并非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是关于本根的自然性方面,而关于本根在价

值上的正当性,这些说法并未给出界定(“有情有信”谓真实有信验).综合来看,在前引几种生成模

式和关于本根的描述中,宇宙观的价值维度尤其是万物之源的价值正当性并未获得明确的揭示.
但是,当具有鲜明评价功能的“德”被置入万物生成的语境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

语境下的生成论已经不纯粹是对万物由来的事实性追溯,而是同时还带有了价值评判的意味,前文

所引的物德话语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老子»第五十一章的“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
(帛书甲本),若纯就万物生成的自然情形而言,这句话也可说成“道生之,畜之;物形之,成之”,但«老
子»补充了“德”和“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形而下之“物”主要涉及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器”则强调

事物的有用性,已带有价值评判.从“物”到“器”的过程,即是从自然物到可用物的一种转化.类似

地,在形而上层面“道”也偏重于指称自然性方面,而“德”则强调化育万物是一项大功德,是一种良善

的举动.从“道”的起源到“德”的发显,是这一良善行为逐渐推进的表现.该章末句说“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则进一步总结了这一情况的正当性.又如«管子心术上»说“虚无无

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所指的“虚无无形”主要是说本根的自然属性,而用“德”来概括“化
育万物”,则揭示出这一功能的正当性.此外,«文子道德»记载了“文子”问“道”、“德”,“老子”分别

用“无为无形”、“兼利无择”来回答,这也体现了二者义涵各有偏重,后者的“利”字点出了万物皆受善

待的意义,而这一意义正是作为评价符号的“德”所要凸显的内容.
从观念渊源上看,道家的“道”主要源于早期史官的天道思想,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指宇宙自然

规律,虽然在某些情形下也具有一定的人文意义①,但比起被视作衡量政治正当性之核心标准的

“德”,它的价值意味显然要弱一些.道家从天道思想中抽象出形而上的“道”,对前者的自然意义仍

有所保留,通过比较描述性的生成论和评价性的物德话语,这一情况更容易被反映出来.因此,在某

种程度上,“道”的价值意味需要“德”来加强,它的正当性需要“德”来凸显.即此而言,“德”在生成论

中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概括“道”化育万物的表现,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评价功能.道家通过“德”的标

准肯定了“道”的正当性,因之也确认了万物之源亦是最高的“善”,世间诸善皆本于此.在人事理论

场合,道家整体上表现出价值重估的立场,而那些重新勘定的价值取向皆以“道”的“善”作为普遍依

据.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与该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２５
章“道法自然”在义旨上是相通的,意谓“道”生养万物,但又不会占有、主宰万物,而是“以辅万物之自

然”(第六十四章).«老子»通过“德”的概括和评价,对“道”的表现作出了善的判定,从而为世人所应

做到的“不有”、“不恃”、“不宰”,也即顺任自然,提供了价值上的依据②.
总体而论,道家宇宙观不仅是对自然事物的穷根究底,同时也是对价值来源的形而上求索.而

且,道家并非直接默认“道”的正当性,而是作出了相关的具体说明,尤其是在本节讨论的物德语境

中.这些话语凸显了万物之源的价值维度,使道家宇宙观与古希腊关注物理性本原(arche)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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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天道含义的讨论可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７９ ８４页.

关于道家宇宙观具体如何指导人事,我们在第四节会有专门探讨,这里不作详细展开.



哲学表现出根本性差异.在道家看来,这个世界整体上就是一个价值世界,一切自然事态都有其自

身的合理性①,人类社会作为价值世界的一部分,应当和世界之整体和谐一致,这是人类参与、融入普

遍之“善”的必要方式.道家宇宙观之所以具有指导人事的意义,这种同源性思维正是其最终根据.

三、形而上下的通贯性与人的悟道资格

先秦诸子的言论往往是即事而发,随境而谈,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承载言谈者的不同用

意.不仅在不同的思想文本之间如此,即便在同一文本中,同一术语的内涵也可能会随着场合改变

而发生变化.洛夫乔伊(A．O．Lovejoy)认为各种学说体系都是复杂而多元的结合体,可以从中分

解出一些单元观念(unitideas),但它们的含义难免具有模糊性,因此观念史研究离不开哲学语义学

的辨析,需要考察由模糊性所产生的复杂结合方式②.洛氏所强调的观念的模糊性在先秦诸子学也

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所要疏证的术语在不同语境下因而难免会有多方面内涵.不过,含义的模糊

性与结合方式的复杂性之间也许是互相影响的,观念内涵的多样化也可能是彼此之间结合方式不同

所致.如在道家物德论中,诸单元观念(以“德”、“物”为中心,还涉及“道”、“性”、“人”等)具有复杂多

层的结合方式,不同模式下的物德话题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在生养隐喻里,“德”作为化育万物的持

续性动力,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地位;而在其他场合,“德”又可以内在于万物,转而成为表征事物自身

所具性能的一个术语.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前一种结合方式.本节主要关注后者,简要来讲就是要

弄清楚物德所指涉的万物性能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性能,于此相关,还会涉及道家如何诠定形而上

下的关系,以及人类凭什么可以体“道”的问题.
由于“德性”一词在后来常被用作同义复词③,我们很容易受此影响,认为物德即物性,是指事物

得自于道的具体属性.这种看法不无根据,如«庄子»曾用“鸡德”(«庚桑楚»)、“狸德”(«徐无鬼»)等
提法表示该物的属性.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属性,各物之德与本根之道表现为“多与一”的分总关

系,所谓“道散而为德”(«文子精诚»)、“德总乎道之所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庄子
徐无鬼»).“德”作为“道”在各物当中的特殊分化,并非“全有”之“道”,二者之间似乎构成了柏拉图

所讲的现实和理念的“分有”关系④.
但更需注意的是,道家在不同场合中对“德”与“性”其实有不同的界定.尤其是在那些二者同时

出现的段落中,其间的区别更容易被感受到.如«庄子»有言: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

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天地»)
在此,“性”表示事物具有的不同特质,其间的“各”字说明“性”是对“泰初”之“无”的一种分有;但“德”
的所指显然不同,它意味着事物得自于“一”而以其为生者,这里的“一”字表明事物所得尚未出现多

样分化.以“得”言“德”的说法也见于«管子心术上»: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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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元伦理学的角度看,也许可以说道家在这方面犯了“自然主义谬误”(thenaturalisticfallacy).元伦理学强调事实与

价值的二分,认为那种将经验性的事实和伦理价值相关联的做法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但上世纪后半叶逐渐兴起的“新自然主

义”则开始反思那种把事实与价值看成逻辑无涉的观点,认为二者虽有所区分但也具有内在关联,从“是”可以推导出“应当”.古代

道家并没有像现代“新自然主义”那样,对事实到价值的过渡进行推导,在他们看来世界本是价值的世界,自然属性的情况同时也是

合理正当的,而在描述这个世界时,道家有时主要陈述这个世界的自然属性(如前引几种生成模式),有时则会将这个世界的普遍价

值揭示出来(如物德话语).
[美]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 ２、１３

１４页.
先秦道家典籍并未出现“德性”一词.据笔者目前所查,在先秦时期“德性”一词见于«礼记中庸»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它

的流行应该是秦汉以后的事情.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６ ２７１页.



“德”是“道”在万物当中的寓舍,万物所得于此而以其为生者便是万物的“德”.通过“德者得也”的义

理声训,«心术上»此文也使“德”的意义转而成为表征万物内在性能的一个术语①,但它没有显示出这

一术语和“性”的区别.«庄子»“泰初”段还提示了“德”在“生”之前、“性”在“生”之后,从阶次上看,有
所得方有所生,有所生方具其性,«庄子»其他地方还说:

　　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庚桑楚»)
“德”本源于“道”,显发为“生”,而“生之质”则为“性”,这里也反映了“德”是“性”的前提条件.«淮南

子缪称训»说“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此语的相关阐释②.
就物性之所由来而言,道家认为其直接来源是物德,而最终来源则是“道”,“德”是“道”分化为各

物之“性”的一个中介③.问题是,这一分化的图式具体如何,作为中介的物德又意味着什么呢? 宋人

江袤曾有以下比喻,对理解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无乎不在之谓道,自其所得之谓德.试以水为喻.夫湖海之涵浸,与坳堂之所畜,固不

同也,其为水有异乎? 江河之倾注,与沟浍之湍激,固不同也,其为水有异乎? 水犹道也,无乎不

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沟浍,自其所得如是也.由是观之,道非有余于德也,道散而德彰;
德非不足于道也,德成而道隐.(焦竑«老子翼»卷三附录)

江袤用无所不在的水比喻“道”,用各地的水比喻“德”,各地的水虽然位置不同,但其为水并无差异.
如果将物性话题也考虑进来,那么对江袤的水喻可作出如下推进:“道”可比于水的全部体性,而“德”
可比于各地之水潜蕴的全部体性,至于“性”则可比于各地之水实际表现的不同特质.“道”与“德”均
指水的全部体性,所不同者在于前者就无所不在的水而言,后者就某地的水而言,但纯就水的体性而

言二者并无差异,所以说“道非有余于德也”、“德非不足于道也”.从“德”到“性”的实现过程,则是各

地之水的潜质由于现实因素的限制,未能全然昭显,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如因地形所限,
湖水的流动性就没有河水那么强,但湖水与河水皆潜蕴了水的全部体性,这一点不会因为地形的不

同而有所改变.
在江袤的水喻中,“道”与“德”虽然表现为“一”与“多”的关系,但这里的“多”只是个体数量的

“多”,而不是指个体属性的“多”.数量上的“多”不会影响“道”在事物中的整体潜蕴,这是物德之所

指;属性上的“多”则是“道”在事物中的实际分化,这是物性之所指.虽然物德在某些情形下也具有

特性的意义(如前引“狸德”之类),但更值得关注的则是物德与物性的语境显然有别.就区别而言,
物德并不是“分有”本根,而是整体性地“全有”.安乐哲基于焦点—场域论(focus fieldtheory)解释

道家之“德”,指出,当聚焦于某个具体事物时,“德”意味着该物的“个体化原理”(aprincipiumindiＧ
viduationis),但某物的“德”作为场域中的焦点,关联四周,蕴含全域,就此而言它也意指“整体化原

理”(aprincipleofintegration)④.安氏注意到了事物之“德”所具有的整体化意义,不过他没有进而

关注物性问题,而道家实际上还通过物性阐述了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孟旦认为道家思想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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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后世声训,先秦时期义理声训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某字的原义,而是借用同音的他字赋予某字以新的意义,如“德
者得也”的义理声训,赋予“德”以事物有得于本根的意义.关于义理声训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 ２页.
留意到“德”与“性”的区别,亦可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另一些话语的含义.如关于«庄子骈拇»所言“骈拇、枝指,出乎性哉,

而侈于德”,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将“德”、“性”视为同义,此句因而被解为:骈拇、枝指是出自本性吗? 它们已超出了本性.实际上,
“德”与“性”在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句意为:骈拇、枝指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们超出了应有的德.后文还说“附赘、县疣,出乎形哉,
而侈于性”,“性”与“形”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句意为:附赘、县疣是形体所具有的,但它们超出了与生俱来的本性.总的来说,骈
拇、枝指是先天而有但超出了应有的德,而附赘、县疣则是后天长成但超出了本性所然.

关于“德”的中介意义已有研究者予以指出,可参见陈鼓应:«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哲学

动态»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第１７５ １７６页;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第１８６页;罗安宪:«虚静与逍遥———道

家心性论研究»,第９１ ９２页等.

RogerT．Ames,NatureinAsianTraditionsofThought,１２７．



一个基本矛盾:“基于道是统一的这一事实,道不能在此物多而在彼物少;但将道说成是存在于无穷

事物之中,道不再是统一的,而是被切分了.”①孟旦的发现不无启发性,但这似乎不能说明道家思想

存在矛盾.实际上,道家通过物德与物性分别陈述了潜在的“全有”和现实的“分有”这两个方面的

义理.
围绕物性如何可能,道家有一动态的考虑,从纯粹的统一性到事物潜蕴的统一性,再到事物现实

的多样性,丰富多彩的形而下世界渐以显化.在这一图式中,“德”作为本根在事物中的整体潜蕴,既
不同于多样化的“性”,也不同于形而上超越的“道”,而是成为“道”分化为各物特性的必要中介.也

正因有了这一中介,道家所讲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并没有成为柏拉图式的理念和事物的二元分立关

系.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分离思维,道家宇宙观中的本根与事物虽然有别,但前者并非孤绝的存在,而
是必会落实在事物中.诸如“万物得一以生”(«老子»第三十九章)、“道无所不在”(«庄子知北

游»)、“道满天下,普在民所”(«管子内业»)等等提法,对本根普在万物的义理虽已有所陈述,但尚

未进行概念上的抽象,而“德”的理论功能恰在于使这一义理在概念上获得了凝练与安顿,从而成为

道家宇宙观中通贯形而上下的代表性符号②.
在道家看来,从潜在统一性到现实多样性的分化,乃因形而下世界的各种限制使个体潜质没有

充分展现出来.如前引«庄子天地»之“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形体似乎就是导致“物得以

生”的“德”未能全然昭显的一种限制.前引文字并没有直接否定形体,但紧接着的后文却隐含着

此义: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

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
被形体所“保”的“神”,也就是“性”,是应当予以改造的,如此才能让生命原即内蕴的“德”全然焕发,
从而归同于“泰初”,“至”字所强调的正是生命潜质自由绽放的通彻状态③.这一状态也就是“不知耳

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的境地,“不知耳目之所宜”意谓化除了形骸躯体的不

良拘囿,倘能如此即可畅游于“万物皆一”的“德之和”.除形体之外,道家体察到的限制因素还有很

多,如诱于名利、困于情感、拘于俗智等等,都有可能导致生命潜质无法充分焕发,从而也就有了人在

现实世界里的各种缺陷.对于这些限制因素,«庄子»将其概括为“德之累”(«庚桑楚»),认为生命的

意义即在于化除掉各式各样的牵累,开发吾人原即内蕴的潜质之德.此内蕴的整体性一旦全然焕发

出来,又何来他己之分,又岂会留意物我之别? 所以«庄子»还说“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

一”(«逍遥游»),这里所阐述的也是内蕴之德全然开发,而与万物浑融为一的齐通之境.
由此可见,正因有了这一内蕴潜质,生命才有可能即此开发释放,进而达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

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齐通之境.虽然这一潜质由于现实的羁绊而未能完全展现,但人可

以通过内向的体认,化除外在的牵累,让潜存于我身的整体性充分焕发出来.因此道家崇尚的齐通

之境并非倡导人们逐求一个外在的目标,而是提醒人们向内省察那原本固有的生命本根.而此等省

察的方法及其效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夫论和境界论的内容,前者告诉世人应该“怎么做”,后者则

阐述做成了以后会“怎么样”.然而,此间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人“凭什么”可以这样做,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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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第１４３页.
从观念史演变的角度来看,物德在这方面的理论功能并非从一开始就那么明朗.«老子»说“万物得一以生”,但尚未将此概

括为“德”,«老子»的物德思想主要属于生养隐喻,如前述“德畜之”、“生而不有是谓玄德”等.而«庄子»则将万物所得明确概括

为“德”(“物得以生谓之德”).这一演变现象也见于«管子心术上»的经文和解文.经文有言“化育万物谓之德”,亦属生养隐喻,但
解文“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虽然也延续了“生”的思路,但它更关注“道”落实在万物、为万物所得的意义.由此来看,“德”成为

通贯形而上、下的代表性符号,与“德者得也”义理声训的出现不无关系.
形体作为一种限制在这里并不是很明显,在«庄子德充符»里形体问题受到比较集中的关注,作者认为形体是对内蕴之德

的一种拘囿,若想达成“游心乎德之和”的通彻境地,则需要化除对形躯的执念.



关乎人能否体认大道的资格问题.对此道家实有独到的考虑:如果说“道”、“性”之间的不一致决定

了吾人有开发迈进的必要,那么,作为生命潜质的内蕴之“德”则是吾人之所以能够即此开发迈进的

资格所在.
世间万物既然皆潜蕴了“得以生”的全体之“德”,那么,人作为形而下事物之一种,必然也是如

此.基于同源性思维,道家通过物德观念确认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向内体认本根的行动资格.这一理

路与佛家用“如来藏”来说明人人皆有佛性不乏相似之处.诸法万有原即内藏真如本性,但众生未免

执迷于尘世的虚幻假象,真如本性不得其然,是故,破除对幻象的执迷,方可昭显内蕴之真如.由乎

此,“如来藏”即确认了人人皆可成佛的资格.类似地,道家也认为虽然物性各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

物德的浑然全有,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化除各种限制,开发原即内蕴的整体潜质.不过,道家并不否认

现象界的真实性,虽然世间存在对内蕴之德的诸般限制,但道家并不以此为虚幻,而是在承认其现实

性的前提下,指明这些牵绊与拘囿都是可以超越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纯粹的统一性、事物潜蕴的统一性、事物现实的多样性这一动态视域来

把握道家关于物性如何可能的思考.在这一图式中,物德作为本根在事物中的整体潜蕴,是“道”分
化为各物特性的必要中介,成为道家宇宙观中通贯形而上下的代表性符号.世间万物皆蕴有本根之

全体,人作为形而下事物之一员,必然也是如此,这是人之所以可能体认大道的资格所在.基于同源

性思维,物德观念使人类悟道具有了宇宙论的根基,同时也承认了人类以外的事物亦潜蕴本根之全

体.既然如此,人类以外的事物是否也能开发内蕴的潜质呢? 从义理上来说,只有人具备灵智,能体

认到内蕴之德,从而即此开发迈进,成为体道葆德的真人,而人以外的物并无此等智慧,不可能像人

那样体认、开发内在的潜质.但这只是理论推导,道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交代.与早期儒家

通过“人、物之异”确立人的成圣资格不同①,道家主要是通过“人、物之同”确立之.后来,在宋明理学

中,儒者们关于成圣资格的思考则是综合了这两个方面.如朱子一方面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

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通书»)、“以理言之,则无不全”(«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认为

人与物皆含具了“理”的全体,另一方面则又指出“以气言之”则人与物各有不同,“惟人得其正,故是

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由此,朱子不仅确认了

吾人皆可存养天理而成为圣人的资格,并且也从根本上杜绝了人以外的物得以成圣的可能.如果暂

不考虑具体内涵,而仅从概念的层次来看,则朱子所讲的“理”接近于道家的“道”,其“天命本然之性”
与“气质之性”则接近于道家的“德”与“性”.但不同的是,朱子通过气禀的正偏与清浊对“气质之性”
的差异作出了根本性解释,由此说明了只有人方具备成圣的资格;而道家虽然也提到了现实世界的

一些限制,但他们对人和物的“性”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问题并未给出相应的阐述,所以也就没有在

理论上进一步确认“性修返德,德至同于初”只是人类特有的行动②.

四、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落实途径

道家物德论虽然是即物而谈,但其关注点却是人事问题,“物”的话题在他们的学说中的作用主

要是提供宇宙论支撑.一旦提供了宇宙论依据,“物”也就从“性修返德”的视域中隐退了.基于同源

性思维而在宇宙自然中寻求人事之依据,这不仅体现在对人类悟道资格问题的探讨上,生养隐喻对

价值来源的形而上求索也是此理路的一种表现.不唯如此,道家还将“德”的话语运用到天地、阴阳、
四时等一些特殊事物上,用以说明这些形气之大者的自然性能及其规律.从概念的层次角度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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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就在于人人皆有“四端”之心,圣人的成就即在于他能够将“四端”“扩
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是通过人人皆有而物所没有的“四端”去确立成圣资格的.

虽然道家也有关于“气”的阐述,但对于“气”和“道”、“德”、“性”的内在关系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细的说法.因此,“道”、“德”、
“性”的图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理一分殊”的思想雏形,但其间仍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



与前节提到的“鸡德”、“狸德”等属于同一情形,均指形而下事物的现实特性;就其具体含义来说,这
些说法则与“天道”、“天制”、“地之稽”、“地之度”等术语比较接近.那么,“德”与物之大者的关联具

有何种意义,道家物德论之提出究竟是出于对什么问题的思考?
在道家看来,天地、阴阳、四时等作为形气之大者,也属于形而下的事物和现象,和其他的物一

样,皆是从形而上本根演化而来.如«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第二十五章),“物”在这里是个

称谓语,意指“道”,此语旨在说明“道”对于天地的先在性.这一点在后学文献里被说得更清楚: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
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蚑行蛲动,戴根之徒,皆取生,道弗为益少;皆反焉,道弗

为益多.«黄帝四经道原»
作为形而上本根的“道”包容一切,又超越一切,小至蚑蛲戴根,大至天地阴阳,概莫能外.天地作为

形之大者,也是从自然本根处禀得了自身的特质.«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清、地宁

的特性乃是本根在形之大者中的分化表现.对天地的品性,«老子»没有称之为“德”,但在«庄子»、
«黄帝四经»、«管子»、«文子»、«鹖冠子»等一些后学文献里,则经常出现“天德”、“地德”或“天地之德”
的说法.对于气之大者(阴阳),道家也用“德”指涉其性质特征,但不同于天地各有其“德”,道家只是

对“阳”使用了“德”的符号,而对于“阴”则关联以“刑”的概念.这大概是由于阳气主生长,向万物施

与恩惠;而阴气主肃杀,是对万物生命的一种褫夺.阴阳二气此消彼长、循环更替,也就有了四个季

节的交相更迭.对于四时运行,道家也用“德”来概括它们的性能,如«管子四时»就是用“德”来分

别指称四时的节气:“(春)其德喜嬴”、“(夏)其德施舍”、“(秋)其德静正”、(冬)其德淳越”.而«管子

宙合»则用“时德”概念来总称四时的运行规律①.
不管是蚑蛲鸡狸等物之小者,还是天地四时等形气之大者,在道家思想里皆属形而下的物,而

“德”作为各物特性的称谓词,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道家关于自然世界多样化的一些看法.不过这还

不是道家的全部考虑.艾兰曾注意到“德”的隐喻(metaphor)问题,按其所言,中国古人善于借助具

体形象来喻示抽象概念,对“德”这一概念,往往也是通过隐喻手法来阐释个中意义②.至于道家的物

德思想,其间也不乏这种隐喻,如前述鸡、狸之德等,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些事物的具体表现来喻示人

类的“德”;又如«老子»第四十一章有“上德若谷”的说法,即以“谷”的低下虚空来喻示“德”的谦虚和

不矜.在这些叙述中,原本描述人类品质的“德”被运用到自然物,借助后者的具体形象喻示“德”的
抽象意涵.

但隐喻的进路并不能充分解释道家物德论,涉及到天地四时等物之大者的自然之德时尤其如

此.殊值注意的是,在这种语境中,天地自然的“德”与人事领域的“德”,尤其是政治场景的“德”,具
有某种意义的对应关系.在不少情况下,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指示和引导.如«庄子»既说“天地之

德”“不产而万物化”,“不长而万物育”,同时又指出“帝王之德配天地”,“无为而天下功”(«天道»);一
方面指出“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天道»),说明天的品性虽然有所显现却是自然宁静,另一

方面又说“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庄子学派将“王德”与“天德”两相对应,意
在说明治国者应效法“天德”的安宁柔静,从而做到“恬淡”、“无为”.与庄子学派重在说明守静无为

的原则不同,黄老学派则是通过阐述天、地具有不同之“德”,从动、静两个方面分别说明治国的道理.
一方面,黄老学也重视“天德”观念,如«黄帝四经»强调“天德皇皇”、“天制固然”,而天下现状却是“莫
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作者表示“甚患之”(«十六经姓争»).另一方面,黄老学派又将“地
德”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如«黄帝四经»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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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包含了不少稷下道家的作品,«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是其中的代表作,此外还包括了«形势»、«宙
合»、«枢言»、«水地»、«四时»、«正»、«势»等篇.参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２６页.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第１１７ １２６页.



　　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称»)
地俗(育)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十六

经果童»)
通过“地”的“静”和“天”的“作”,黄老学派说明了动静相成的道理,“地德”和“天德”由此便构成了对

现实政治的双重规范:

　　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经法君

正»)
只有兼备了天作地静的双重品性,才能够做到“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经
法六分»).比起强调天德守静的庄子学派,黄老学派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倾向,这与它吸收法家、儒
家等学派的思想资源不无关系.

道家对天地之德的描述比较关注天地覆载万物,使之生存发展,这与«易传系辞下»所说“天地

之大德曰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着重强调天地对万物的大恩惠.如前所述,“道”的生养功能对万物

而言也是一项大恩惠,但在这里道家更关注形之大者的天地,而不是形而上的“道”.相比于“玄闇不

可得见”(«老子»第五十一章河上公注)的“玄德”,天地之德则显得更形象直观一些.但对于指导政

治活动而言,这些描述同样也是原则性的,并没有涉及具体的行动方案,而四时之德的引导作用则显

得更明细一些,如«管子四时»说:

　　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①

按时节行政的观念在«管子»书中被总结为“务时而寄政焉”(«四时»)、“唯时德之节”(«宙合»).黄老

学派依据四时之德提出的四季方案,后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里被细化为十二月的行政

指南②.有待继续留意的是,在这种方案中德刑问题受到了黄老学派的高度重视,以至于«黄帝四经»
将不同季度需要从事的政治行为概括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十六经观»).德刑相配合的观念

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但在当时并没有通过阴阳这一对宇宙论范畴对其进行规范.黄老道家分别赋

予阳、阴以德、刑的意义,借助于阴阳消长的原理,对德刑权力的使用作出了自然化的指导.宇宙间

阴阳二者相辅相成,故人世间的刑德也要相互配合,如«黄帝四经»有“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

德明,刑阴而德阳”(«十六经姓争»).又因四时运行是阳先阴后,故需“先德后刑顺于天”(«十六经

观»),此观念可谓是“务时而寄政焉”在德刑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综合来看,天地覆载,阴阳消长,四时更替,各有其德,以此指导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构建“与天地

合德”(«鹖冠子天则»)的德政秩序,这当是道家通过“德”指涉形气之大者的主要考虑.在礼坏乐

崩的春秋战国时期,如何重整秩序以挽救时弊是诸子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各家各派对此都有自己的

不同思考.儒家从“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尝试通过由内而外的方式

来规范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墨家则寄托于“天志”,希望建立起宗教式的控制;法家则主要诉诸法律制

度,试图通过“法”约束权力的行使.但道家的考虑与此上三种均有不同,他们既没有诉诸隐微深邃

的人心或高高在上的神意,也没有仅限于人事领域构建一套制度规范,而是在宇宙天地中寻觅可以

规范社会秩序的自然力量.
从道家思想演变来看,通过天德的自然力量规范人间秩序是较晚的一种方式,这主要体现于战

国中后期的黄老学派,其中庄子学派中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这种思路.在老子学说里这种思路并不

显见.当然,老子宇宙观也具有浓厚的政治关切,它主要通过“道”来指导侯王的政治行动,但是“道”
无形无名、超言绝相,如何落实到人事领域还是个问题.虽然老子提供了一些工夫指引,同时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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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季的表述方式类似,每个季度的“德”各有不同,对应的行政方案也各有差异.
«管子»书中的黄老作品以“德”表征四时的性能,类似地,阴阳家则是以“德”指称五行的性能,但与黄老学派通过四时之德

指导政治行动的做法不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则旨在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



了“道”的表现(玄德),为侯王提供效法的对象,但这些指示引导终究还是高度抽象的.在道家后学

中,“道”的地位逐渐降格,从至高无上的位置被下移到可观可感的形下世界,转而指示天地万物的自

然规律.如陈丽桂所见,原本«老子»中那个超乎万物之上的道,后来不得不依次递降而为天地四时

之象,如«黄老帛书»在强调道之规律性的同时却总是向下降一大格,用天地自然之象来代表道①.
“道”在黄老学当中的形而下化趋势也引起了曹峰的重视,他将此总结为道家的第二类道论,以区别

于«老子»中强调形而上意义的第一类道论,并指出第二类道论也就是天道论,在天地人相互联动的

整体中具有更加实际的指导意义②.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不仅“道”的地位被逐渐降格,“德”的意域也表现出具

体化的趋势.老子强调“德”超越于万物而普遍化育的意义,后学关注的天地四时之德则转而指示天

地运行的自然规律.综合来看,道家后学的天德、天道其实都是一种形下化的降格,同时也可说是对

早期思想资源的一种“回归”和重新利用.早期天道思想作为道家提炼“道”的原材料已如上述,而后

学的天德思想则与早期“以德配天”的意识不无关系.早初的“德”除了表示帝王的政治品质,也可说

明人格神之“天”所具有的美德,这是君王应当效仿的内容,唯此方可获取上天的认可,如«尚书周

书吕刑»所言“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唯有以王德配当天德,才能长保天命.道家通过

“德”的符号关联天地自然和政治生活,这种做法与此前的观念不乏相通之处,但又对其进行了重新

定位.由于“天”的人格神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天德”的所指遂从至高神的品德转变为宇宙

天地的自然机理,并且它的内容也随之被进一步细化为阴阳消长、四时更替等自然规律.另外,暗含

于此间的另一个变化是言论立场的转变.有别于早期统治者利用这一话语系统对其政权进行自我

论证,道家的天德观念则是基于学理立场对社会秩序进行引导规范,在“思想与权力相分离”的社会

格局中③,尝试以天德重塑王德,为社会公共生活确定一个总的目标———与天地合德的德政秩序.
就宇宙观如何指导人事而言,天德也具备天道所具有的形象直观的规范意义,同时它还具有更

鲜明的价值引领作用.在此,问题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前述价值来源问题.天道的概括强调自然现象

的规律性、不可违背性,而这一诉求的背后,仍是一个恰当与否的问题.通过“德”的价值确认,天地

覆载、阴阳消长、四时更替等也就不仅仅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我们人类应当主动

参与、积极融入的价值世界.当然了,与“玄德”是对最高本源“道”的评价不同,这里则是在评价形而

下的各种自然规律.如果说前者揭示了世间价值的最高本源,那么这里则是在涉及这一最高价值如

何具体落实的问题.就此而言,天地四时之德作为“玄德”在形气之大者当中的特殊表现,构成了最

高方案落实到人间秩序的一种具体途径.老子从宇宙观的宏阔立场为人事活动确立了最高方案,但
在如何运用的问题上,他只是作了原则性的提示,具体如何落实则是后学们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对此,后学们没有选择具体而微的物之小者,而是选择了更加宏观普遍的物之大者,因为对于引导人

事活动而言,后者的指示作用显然要大一些.故此,就早期道家的整体思想而言,他们关于人事与自

然的考虑也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轮回:出于人事问题的考虑,将视域拓展到自然场景,经由现象界向

上推求最高方案,继而将方案经由自然万物运用到人事领域,正如在推求人事方案的过程中需要

“物”作为基点,这一方案的落实和运用同样也离不开“物”的途径.
从人事到天道,复从天道到人事,这是道家同源性思维双向开展的内在理路.不同于其他学派

将人事的根源直接托付给“天”,道家则更加关注双向开展中的“物”的理论意义,并通过“德”的观念

在物人之间构建相契应的模式.表面上来看,这与海外汉学家所谓的“关联性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这种关联并非简单机械的范畴对应,而是基于物人同源的双向开

３４早期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以物德论为中心的探讨

①

②

③

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第７２页.
曹峰:«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１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７ ７８页.



展.这种“关联性宇宙论”虽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家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但总的来说并非“原始

科学”,而是经由物德的价值凸显和资格确认,倾注了道家对宇宙自然的浓厚的人文考量.当然,道
家宇宙观的人文色彩还是与儒墨等家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不仅体现为他们的开展路径各有差异,更
体现在他们对世界价值的理解并不一致,由此导致他们对人间秩序的诉求各有不同.在这些价值考

量的背后,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功利的需要,为了论证学说的合理性而将其依据寄托在自然世

界的某个对象上的情形,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思考是古代学人对世界价值的体悟和开掘,同时也是对

人类参与融入世界普遍价值的期待和向往.

五、结　语

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源于对这个世界的惊讶不同,早期道家宇宙观主要是起于救世之弊.在挽救

时弊的思想氛围中,道家当然深深关注人类自身的现实问题,但他们的思考并未停留在社会内部,而
是认为人类与万物具有同源性,由此将视域拓展到宇宙自然的大场景,从中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

的方案.在这种同源性思维中,早初道家所不甚关注的“物”获得了比较紧要的地位.而更为特别的

是,原本承载人文意识的“德”观念也被运用到宇宙场景,与“物”的话题发生了复杂多层的义理关联,
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物德论.对此,我们先进行了语义上的解析,逐次疏证这一学说在不同语境

下的不同形态,包括化育万物之德、万物内蕴之德与各物特性之德三种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关注

各种理论形态所反映出来的道家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关于“道”在价值上的的正当性,道家并

非直接默认,个中说明主要体现于生养隐喻中的化育万物之德概念上,它概括并评价了“道”的生成

功效,揭示了万物之源同时也是价值之源的意味,从根本上解释了宇宙观何以能指导人事的问题.
类似地,道家也没有直接默认人的悟道资格,而是通过通贯形而上下的万物内蕴之德,从宇宙论层面

确认了吾人何以能体认大道的行动资格.此外,各物特性之德反映了道家关于自然世界多样化的一

些看法,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天地四时之德确立了政治生活的总方向,希望将社会秩序导向

与之契应的德政秩序.统而言之,物德论在不同的语境里具有不同面向的意义,集中反映了道家宇

宙观所特有的人文向度.从人事到天道,复从天道到人事,这是道家同源性思维双向开展的内在理

路.在这一理路当中,“物”既是推溯之基点,也是落实之途径,而由于“德”这一人文观念的融入和塑

造,道家宇宙观总的来说就并非原始科学,而是蕴含着浓厚的人事关怀.凡此种种,在以“道”为中心

的研究视域中已经难以获得充分解释,而物德论的揭示则为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

视域.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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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孙　微

摘　要:关于杜甫生前文名大小的问题,目前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然而这些争论往往将杜甫

生前的诗名与赋名混为一谈,从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其实并不一

致.杜甫因天宝九载冬献«三大礼赋»而骤得赋名,此后其诗名一直为赋名所掩,这才是唐人选唐诗中不选

杜诗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杜生前文名主要差异之原因.杜甫的友人中少有称其诗才者,却多赞其赋才,杜

甫亦常以汉代赋家扬雄、司马相如自称.杜诗中诸如“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百年歌自苦,未

见有知音”等,都透露出杜甫对当时这种认知错位的无奈与感喟.

关键词:杜甫生前;赋名;诗名;«三大礼赋»;唐人选唐诗

一、杜甫生前诗名的表现及学界的分歧与争论

杜甫的诗歌在其生前是颇遭冷遇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历四年(７６９)春,杜甫在

«南征»诗中哀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① 第二,杜甫同时人编纂的几种唐诗选本,如芮挺章

«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均未选录杜诗.第三,在杜甫参与的几次盛唐诗会

中,未见有诗人对其诗作加以赞誉.如天宝三载(７４４)秋,李白、杜甫与高适三人同登吹台(今河南开

封东南)及单父琴台(在今山东单县),杜甫«遣怀»诗曰:“忆与高李辈(原注:适、白),论交入酒垆.两

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昔游»诗曰:“昔者与

高李(原注:适、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而在李白、高适的同期诗作中,却均未

提到杜甫.又如天宝十一载(７５２)秋,杜甫与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即今

大雁塔)互相作诗唱和.高适、杜甫与储光羲的诗题都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岑参的诗题为«与高

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杜诗题下自注曰:“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岑参、杜甫在诗题和自注中都特地

提到了高适和薛据,然高、薛、岑三位诗人却均未提及杜甫,仅从作诗迟速的角度恐怕并不能完全解

释,从中或可想见杜甫在当时诗坛的末流地位.第四,李白对杜甫有“饭颗山”之讥.在杜甫赠李白

的十几首诗中,对李白的诗才可谓不吝赞词,诸如“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

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一斗诗百篇”之类,不胜枚举;然而在李白赠杜甫的诗中,却只

论友情,未见对其诗才有片言只字的赞誉.不仅如此,孟啓② «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还载有李白«戏
赠杜甫»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③ 从中可见李

　

作者简介: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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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对杜甫的诗才不仅不持欣赏的态度,相反却极尽谐谑嘲讽之能事.当然,李白此诗一向被认为是

伪托之作,不能拿来作为直接证据,但是从中仍可以看出晚唐五代人对杜甫的认知态度①.
此外,我们通过杜诗还可以看到,杜甫生前并不能说籍籍无名,相反,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

乏对其才华的赞誉者,但这些赞誉多数却并不是指其诗才.杜甫十四五岁刚在文坛崭露头角之时,
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便曾对其大加赞誉,«壮游»诗曰:“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

魏徒,以我似班扬.”同诗又说:“许与必辞伯,赏游实贤王.”假若再证之«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

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之句,以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

面,王翰愿卜邻”,就可以知道崔尚、魏启心以及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李邕、王翰等人,对少年杜甫

的文学才华都颇为赏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还说:“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

上,猥诵佳句新.”可知尚书左丞韦济亦曾在朝廷的同僚中推奖杜甫的诗歌.应该说此时杜甫的诗名

还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故而陈铁民先生曰:“如果是时杜甫诗名已盛,还需要如此宣扬、推荐吗?”②

所论甚是.上元三年(７６２)九月,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诗曰:“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
诗中将杜甫比作阮籍和颜延年,并以“最能诗”赞之.广德二年(７６４)前后,任华有«寄杜拾遗»曰: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 昨日

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

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

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

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谁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
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

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 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庭有知己.亦曾

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

徒尔.南阳葛亮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

山万山里.此中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③

此诗将杜甫比为曹刘、沈谢,对杜甫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同时人对杜甫的

最高评价,然而任华这样的推崇似乎并未被当时普遍认可.直到杜甫晚年,才又有些人对其诗歌进

行颂扬.大历四年(７６９)春,湖南观察判官郭受在衡阳遇到杜甫,作有«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

上»:“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
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甫答之以«酬郭十五判官»:“才微岁晚尚虚

名,卧病江湖春复生.”是年秋,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遇到将赴韶州刺史任的韦迢,韦迢作«潭州

留别杜员外院长»曰:“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从上述事实可见,杜甫的诗名似乎存在着由不甚知

名到逐渐流传海内的过程,然总体来看,杜甫的诗歌在其生前并未受到诗坛的重视.
除了杜诗的记载以外,文献中较早提到杜甫生前诗名的,都是中晚唐人,如李肇«唐国史补»就称

杜甫为“位卑而著名者”,且与“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等人齐名④.孟啓«本事诗
高逸第三»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⑤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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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孟啓«本事诗»之前,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中已经提到此诗:“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

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则于段成式(８０３? ８６３)之时,已有“饭颗山”一诗流传,只是«酉阳杂俎»中并未全引,至孟啓«本事诗»
方首次完整引录该诗,遂为后人所据.

陈铁民:«试论唐代的诗坛中心及其作用»,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页.
韦庄:«又玄集»卷上,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９９ ６００页.按,任华此诗亦见

«文苑英华»卷三四○、«全唐诗»卷二六一.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５３页.
孟啓:«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１５页.



孟啓的说法,杜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称为“诗史”,这说明其诗名起码在“流离陇蜀”之后就已经

很大了.此说对后人影响甚著,然而«本事诗»中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却颇为可疑,因为在孟啓之前的

文献中根本见不到任何称杜甫为“诗史”的记载.据学界考证,«本事诗»成书于唐昭宗景福元年

(８９２)以后①,此时上距杜甫之死的大历五年(７７０)已有１２２年,显然孟啓本人并不可能亲历杜甫生活

之“当时”,然而在«本事诗»之前的文献中却没有其他任何关于“诗史”的记载,则此说为孟啓杜撰的

可能性较大,故裴斐先生曰:“‘当时号为诗史’,一如刘昫所说‘天宝末甫与李白齐名’,并无文献根

据,实为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辞.”②由于«唐国史补»、«本事诗»这些文献出现时间较晚,其内容多

为中晚唐人伪托杜撰,故不当引以为据.
总之,由于杜诗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上那样复杂的情形,目前学界对于杜甫生前到

底是诗名昭著还是默默无闻仍存在着巨大分歧.持遭受冷遇说者,可以冯至先生为代表,其在«论杜

诗和它的遭遇»一文说:“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

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像杜甫写的这样杰出的诗篇,在当时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几
乎是难以想象的.”③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坚持认为所谓诗人生前受到轻视是一种误解.如张浩

逊认为,杜甫的诗名在生前就已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④.张起认为:不能据唐人选唐诗未选杜诗

就认为杜甫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诗人,这是因为选家在选录诗歌时受其认知水平、审美标准的

制约,因而其选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或极端的自我性⑤.
对杜甫的诗歌在其生前不为当时所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杜诗的审美观和创作

倾向与开天时期主流审美趣味迥异.唐人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曰:“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
诗人或不尚之.呜呼! 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⑥王赞指出,杜甫的诗歌不为当时所重的原因

是“诗人或不尚之”,这其实就涉及到杜诗的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问题.目前学界在论及唐人选唐诗

不选杜甫的原因时,也多从此生发.许多学者都认为杜甫的审美观和创作倾向与开天时期主流审美

趣味迥异是杜诗不为当时所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胡明认为,由于编选者的编选目的、艺术趣尚、创
作倾向等复杂原因,“他们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⑦.吴清河认为,杜诗时事化和

政治化的创作倾向,是其诗不被当时选本选录的重要原因⑧.杨胜宽认为,主要是杜诗的内容和艺术

风格与殷璠的选诗标准相异而致其落选⑨.第二,开天之际,杜甫刚进入诗坛不久,故未能引起选家

的重视.这时杜甫的政治地位较低,加之生活贫困,因而其诗歌也连带着被人瞧不起.如杜存亭认

为,杜甫的政治地位较低,接近皇帝的时间晚,又多次受到排挤和打击,使他不可能借助政治力量扩

大自己的创作影响.第三,杜诗因传播原因受限.如傅璇琮先生认为,«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是由

客观条件造成的:因为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使僻居江东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

诗歌创作的信息.吴相洲还指出,唐代诗歌与音乐在传播上是互相促进的,然而杜诗在形式上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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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关系并不密切,多不合乐,这导致了杜诗在传播上受到局限,未引起歌诗选家的注意①.邱睿则

认为,由于杜诗的内容突破传统的代言体抒情范式,多是自我抒情,因其非大众化而受到了传播局

限,从而造成他在同时代人的诗选中落选②.
笔者以为,以上诸种解释虽各有见地,但论者往往只关注杜甫生前的诗名,而都忽略了杜甫生前

的赋名,这样一来虽见仁见智,聚讼纷纭,却一直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研讨杜甫生前的文名需

要搞清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前提,即杜甫生前的文名包括诗名与赋名两个方面,二者虽有交叉,却并不

一致.若对诗名与赋名不加区分而笼统讨论杜甫生前名气的大小,就容易沦为伪命题.

二、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杜甫在文坛上名声和地位的正式确立,主要是由于其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人们由此认识

了杜甫的文学才能,并在此后一直以文章之才目之.这与后人对杜甫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落差.
正因为杜甫在当时骤得赋名,其诗名长期为赋名所掩,才造成了当时人对杜甫文学才能认识的偏差

和错位,而这应是当时唐诗选本不选杜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杜甫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而骤得文名

天宝九载(７５０)十一月,玄宗由于采信了处士崔昌、集贤殿学士卫包的进言,最终决心直承周、
汉,以土代火,确立唐朝为土德,遂于天宝十载(７５１)正月初八、初九、初十分别举行了祭祀老子、太庙

和天地的三大典礼.杜甫乃适逢其时地进献了«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
事于南郊赋»③.至于此次献赋的结果,«旧唐书»杜甫本传曰:“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
试文章.”④«新唐书»杜甫本传则曰:“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⑤在待制

集贤院期间,集贤学士崔国辅、于休烈等人对杜甫赞誉有加,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

士»云:“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自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在«莫相疑行»中,
杜甫自豪地宣称“往时文采动人主”,他还追忆了在集贤院中考试文章的场景:“忆献三赋蓬莱宫,自
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壮游»又云:“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

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可见杜甫由于献赋受到了皇帝的赏识,在当时产生了何等轰动性的效果.这

使得杜甫一下子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下层文士,变成一个尽人皆知的著名文人.而皇帝下令考试其文

章,其中隐含的赏识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次考试自然也就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杜甫在«进‹封
西岳赋›表»中说:“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

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此次召试文章的结果是得到了“参列选序”的出身,并没有立即授

官.因为按照唐代的铨选制度,获得出身后仍需守选三年⑥.虽然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伟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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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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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甫天宝十载(７５１)获得“参列选序”后,为何直至天宝十四载(７５５)方得授官的原因,陈贻焮先生认为是由于权相李林

甫的作梗.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使包括杜甫在内的考生全部落榜,并上表称“主上圣明,野无遗

贤”.陈贻焮先生据此认为,杜甫迟迟未能得官,很可能是因为李林甫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绝不能让杜甫高中,绝不能承认上次落第

者之中还有可选拔的“遗贤”,绝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９ １６０页).然

而王勋成通过考证后指出,唐代的铨选制度规定,制举获得出身者要候选三年,才能来京都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从天宝十一载

春算起,一直到天宝十四载春天方满三年.然而吏部的冬集铨选是每年十月开始,所以杜甫又多等了大半年才得以释褐除授(王勋

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５１ ５４页;«杜甫初命授官说»,«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２５页).这一问题至此方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想仍有很大的距离,但他毕竟因为此次献赋获得了“出身”,同时也在朝野中获得极大的声誉.当然

这个声誉的取得与皇帝的赏识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玄宗“奇之”,才使得杜甫文名大振,然而这个

文名显然与其诗歌创作并没有什么联系.斯时人们一提起杜子美,恐怕立即想到的是他的赋作,而
非其诗歌.杜甫这一鹊起之文名很快在流传过程中被世人符号化和概念化,以至于后来杜甫将精力

由作赋转向了诗歌创作,并不断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诗篇以后,这一根深蒂固的世俗印象也难以在

短期内有所转变.因此,芮挺章、元结、高仲武这些唐诗选家们即使对杜甫有所耳闻,也只能是闻其

赋名,很难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更谈不上选录其诗作了.虽然朋友中亦不乏为其诗作扬揄者,却常

为世俗所惊怪,徒增烦扰,故杜甫常叮嘱朋友“将诗莫浪传”(«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

参、范郎中季明»)、“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恐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二)杜甫之朋辈多称述其赋才,却鲜有称其诗才者

杜甫与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均有交往,然而我们只见杜诗中称道李白等人的诗才,
却不见上述诗人对杜甫诗歌哪怕只言片语的赞誉.如前所述,当时文人也有不少称赞杜甫诗才的,
这些赞誉多是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诗人的少年时期,有李邕、王翰、崔尚、魏启心等人;另一时期,则
是诗人的晚年,有郭受、韦迢等人.杜甫«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

似班扬.”诗后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我们注意到崔尚和魏启心在赞誉少年杜甫文学才华的

时候,称其“似班扬”.在中国文学史上,班固和扬雄都以赋闻名,可见这两位文坛耆宿对少年杜甫的

称赞,是针对其文赋创作中显露的才华而言.也许是出于科举入仕的目的,杜甫此时的文字训练似

乎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赋上,还未倾其全力于诗歌创作.无独有偶的是,作于大历三年(７６８)秋的«送
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云:“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可见老友顾诫奢也是以扬雄和司马相如来比

拟杜甫的,这与当年崔尚和魏启心的评价真是惊人的相似! 作于天宝七载(７４８)的«奉寄河南韦尹丈

人»曰:“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题下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可见河

南尹韦济曾以孔融之才称誉杜甫.在建安七子中,孔融亦以文章擅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其

为“扬、班俦也”.因此从韦济称赞杜甫的话中,我们也隐约可见杜甫早年倾力于文赋创作的影子.
杜甫赠给好友高适的不少诗歌中都对其诗歌称赞有加,如“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适»)、

“独步诗名在”(«闻高常侍亡»)等;但是在高适赠杜甫的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上元

元年(７６０),杜甫初到成都时,高适有«赠杜二拾遗»曰:“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玄»,即«太玄

经»,汉代扬雄曾模拟«周易»而作«太玄».高适在赠诗中将杜甫与扬雄进行比拟,称其文笔近似扬

雄,显然是赞许杜甫的文才,却并未称道其诗才.这说明在老朋友高适的心中,对杜甫的文赋之才有

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的得来,极有可能源自杜甫早年耸动人主的«三大礼赋».而杜甫的答诗

«酬高使君相赠»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可见杜甫本人非常认可高适这一赞许,虽然他谦

虚地表示自己的文章还远达不到扬雄«太玄经»的水平,但认为自己赋作的水平倒是可以与司马相如

相仿佛.“赋或似相如”,说明了诗人对自己赋作成就和才能的高度自信.应该说高适的这一评价,
代表了杜甫朋友们对他的一般看法.也就是说,在周围朋友们眼中,杜甫首先是一个以作赋知名的

文章之士,这应已为大家所公认,而且杜甫对这样的评价也相当认同和接受.杜甫«堂成»云:“旁人

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旁人”对杜甫的认知与评价.
在杜甫的朋友中,只有严武对杜甫有过“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的评价,从这个

评价来看,严武真不愧为杜甫“知己中第一人”①,但这个评价在当时无疑属于另类.当然,严武也常

以赋名称赞杜甫,如其«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云:“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其中“莫倚善

题«鹦鹉赋»”,仍是称赞杜甫的赋才,«鹦鹉赋»乃汉末祢衡所作,故此诗是以祢衡之赋才来比拟杜甫.
从严武这种称赞中,我们似乎仍可看到杜甫文名源于献赋的影子.可见在严武眼中,老杜虽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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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歌与其唱酬,但他最看重的仍是杜甫的赋作,严武这种看法与高适也颇为相似.
此外,杜甫同时人任华有«杂言寄杜拾遗»曰:“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

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

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学界对任华此诗的解读,大都认

为“势攫虎豹”云云,是对杜诗风貌的形容.如王运熙、杨明曰:“形容杜诗豪迈壮阔;后来杜牧赞

扬杜甫诗有云‘李杜泛浩浩’,‘少陵鲸海动’.黄滔赞扬李杜、元白诗有云‘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

天’,均以沧海、高山形容杜诗,语意与任华诗相近,或许受到任诗启发.”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任华所

谓“黄绢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诗歌”.这是因为所谓“黄绢词”乃是用“绝妙好辞”之典,事见«世说

新语捷悟»:曹操路过曹娥碑旁(碑文为邯郸淳所撰),见碑背上蔡邕所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乃
“绝妙好辞”之隐语.所以“黄绢词”原本是特指文章,后世乃变为诗文之统称.若明乎此,我们再联

系杜甫生前的文名,就有理由怀疑,任华«杂言寄杜拾遗»中对杜甫的评价,极有可能是针对其文赋而

言.况且细绎任华诗中“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这样的评价,感觉

其所赞也不太像是杜诗的风格,倒更像是指其文赋.据张忠纲先生考证,任华此诗作于广德二年

(７６４)前后②.吴光兴则认为,此诗作于宝应元年(７６２)春③.而我们在杜甫广德二年以前的杜诗中,
难以找到当得起“势攫虎豹,气腾蛟螭”这样评价的作品,而天宝间所作之«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
赋作,倒恰是这样的风格.比如«朝献太清宫赋»中“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之语,就被宋人赞

为“磊落惊人”、“前无古人”,这与任华的评价就非常相似.另外,任华赠诗中“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

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这样的称誉,也并不符合杜甫当时在诗坛上被冷落的状况.倘若任华

所称杜甫在长安城中曾独享“盛名”并非虚誉的话,那除了献«三大礼赋»倾动人主这件事之外,我们

实在找不到其他别的解释了.则任华所谓令诸人“心胆破”的作品,也极有可能是指杜甫«三大礼赋»
之类的文赋.既然任华在赠诗中透露出的种种线索都指向了杜甫献赋一事,那么«杂言寄杜拾遗»对
杜甫的称赞,就不能想当然地看作是对其诗歌的赞誉,极有可能是笼统地针对杜甫的诗赋而言,而其

中文赋的成分应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三)杜甫诗文中对其赋名之记录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是诗赋并提

的,且先说赋才,后说诗才.«敬赠郑谏议十韵»曰:“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陪郑广文游何将军

山林十首»其四曰:“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曰:“扬雄更有«河东赋»,唯
待吹嘘送上天.”从以上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杜甫既以赋才见知于当时,也常以祢衡、扬雄这些汉代赋

家来自比.其«进雕赋表»亦曰:“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
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可见杜甫亦是以扬雄、枚皋自我

期许的.«进雕赋表»又曰:“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有余篇.”此表是

写给皇帝看的,以杜甫心性的忠直,表中所云,必为实录.杜甫称自己从七岁以来“所缀诗笔”大约已

有一千多篇.所谓“诗笔”,涉及到六朝的“文笔之辨”.一般认为,有韵之文为文,无韵之文为笔.因

此杜甫三十九岁前所作的千余篇作品中,除了诗赋之外,还应有相当篇幅为文章.其实在杜甫献«三
大礼赋»之前,杜甫的文章才能已为时人所认可,如天宝九载(７５０),驸马郑潜曜就曾请杜甫为其岳母

皇甫氏撰写«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杜甫在碑文中曰:“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是
说自己之狂傲,虽如魏晋之嵇康、阮籍,而碑诔之文,尚难企及汉代崔骃、蔡邕等撰碑大家.这当然是

杜甫的谦虚之词,不过从中可以见出,杜甫是以崔骃、蔡邕的文章之才自比的.另外,杜甫«戏赠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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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府短歌»云:“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则秦少府一定是以“文章伯”对老杜加以称许

的.«宾至»亦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看来这位来宾一定也是先对杜甫说了“久仰

文章大名”之类的话,杜甫才会以“岂有文章惊海内”来作答,这也从侧面说明杜甫当时在社会上的名

声是与其“文章”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为玄宗所赏的«三大礼赋».«宾至»这一联从平仄声律来看,将
“文章”二字换成“诗歌”或“歌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杜甫却只对这位慕名而来的友人说“岂有文

章惊海内”,因为杜甫知道,让他“惊海内”的只有文章,而非诗歌.同样地,杜甫在名篇«旅夜书怀»中
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诗意,“名岂文章著”和“岂有文章惊海内”一样,都
富有酸楚的弦外之音,那就是“文章”之名乃俗世之誉,而我诗歌之才却一直难有知音.萧涤非先生

对“名岂文章著”一句解释道:“这是不服气的话.一般人都认为我献赋蒙赏,以文章著名,哪知我的

志愿并不在文章呢.”①萧先生此论准确地把握住了诗人激愤的心情,可称胜解.又杜甫于大历三年

(７６８)夏在江陵作«又作此奉卫王»云:“白头授简焉能赋? 愧似相如为大夫.”悬揣诗意,当是卫伯玉

于新楼落成以后,请杜甫作赋,而杜甫则以年老力竭推辞,可见杜甫斯时之赋名是闻名遐迩的.此

外,杜甫在其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又云:“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

琳.”陈琳虽名列建安七子,诗、文、赋皆能,然其得名,乃因其«为袁绍檄豫州文»,其最为当世所重者

乃其章表,而非诗歌.曹丕«又与吴质书»即曰:“孔璋章表殊健.”故细味“述作异陈琳”,其实与“名岂

文章著”正是同样的慨叹.若明乎此,如果我们再反观杜甫晚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那样的哀

叹,就可以知道杜甫生前的诗名确实是非常衰微和寂寥了,而这诗名的衰微不彰则是因为受到了赋

名的长期掩盖,这种社会认知的错位让诗人觉得是那么的无奈与孤独.
(四)附论:从“文章四友”看唐代的“文章”观念

在唐人眼中,“文章”概念包括了诗赋表章奏记等诸多体式在内,但“文章”与“诗歌”之间却并不

能完全划等号.因为自六朝开始,已有“文笔”之分、“诗笔”之辨,人们已经习惯将是否有韵作为划分

诗与笔的标准.而作为与诗歌对应的狭义“文章”概念,多是指书奏、制诰、表章等,并非特指诗歌.
然当代有学者提出,“文章即诗歌”是唐代流行的文学观念②,并举出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

万丈长”以及«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为例证来加以证明,这其实是一种以后例前的想当

然.韩愈以广义的“文章”概念涵盖了诗歌,并不能说二者就完全等同.另外,白居易«与元九书»“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二者对举,虽可理解为互文见义,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文章即诗

歌”.而且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史来说,既然六朝时期人们已经普遍具有区分“文”与“笔”的意识,那么

到了唐代怎么又突然大幅退步,以致将“文章”的概念又等同于诗歌了呢? 这都是不易讲通的.为了

说明初盛唐时期“文章”概念的具体含义,下面以“文章四友”为例,谈谈当时“文章”与“诗歌”二者之

间的区别.
«新唐书杜审言传»称“(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③.

“文章四友”在当时均以“文章”之才闻名,这个“文章”却并不是特指诗歌.总的来看,他们最为世人

所推重的体式仍是诏诰策表等文体.杜审言曾自负地说:“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
合得王羲之北面.”④可见他主要是以“文章”而得重名,并对此颇为自负.耐人寻味的是,同时人对杜

审言的诗歌赞誉极少,反倒是对其文章词赋甚多推许,如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曰:“杜司户

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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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谪在外郡.”①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曰:“摇笔于万年芳树”、“登君词赋于云台之上”②.武平

一«请追赠杜审言官表»曰:“审言誉郁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荣粉署,擢秀兰台.往以微瑕,久从远

谪.陛下膺图玉扆,下制金门,收贾谊于长沙,返蔡邕于左校.审言获登文馆,预奉属车,未献长卿之

辞,遽启元瑜之悼.”③可以看到,陈子昂等人是以祢衡、桓谭、贾谊、蔡邕、司马相如、阮瑀来比拟杜审

言之文学才能的,显然并不是仅以诗人目之.此外,杜甫在«进雕赋表»中亦称:“亡祖故尚书膳部员

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因此杜甫在献«三大

礼赋»文名大著之后欣慰地说“家声庶已存”,是说通过自己这次献赋,杜家擅长文章之名终于又一次

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如果联系杜甫献赋知名的事实,“家声庶已存”中这个“家声”,多半指的还是杜

审言的“文章”之名.可惜的是杜审言没有一篇文章流传于后世④,所以文学史家们在论及杜审言的

文学成就时,只能单单称道其诗歌,却完全忽略了杜审言以“文章”傲于当时的史实.
除了杜审言之外,“文章四友”中的其他三人其实也均以文章驰名当时.如«旧唐书李峤传»

曰:“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⑤«唐诗纪事»称其“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⑥.李峤

«自叙表»曰:“臣曾涉经典,笃好文史,渐六艺之腴润,驰百家之阃阈.至若操觚秉牍、纪事属辞,虽窃

比老彭,诚未拟于先哲.而上追班马,敢自强于后进.”⑦显然李峤自言“上追班马”的“纪事属辞”之作

并不是说诗歌,而是专指制诰表奏等文体.同样地,苏味道亦以文章成名,«新唐书苏味道传»称其

“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⑧.«旧唐书苏味道传»曰:“孝敬皇帝妃父裴居

道再登左金吾将军,访当时才子为谢表,托于味道,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⑨可见苏味道的

文名与李峤一样,乃是由于谢表一类的“文翰”,而非诗歌.崔融也是以擅长表疏、碑志、哀册之文著

称于时,所撰«启母庙碑»、«洛出宝图颂»等被誉为“大手笔”.«新唐书崔融传»曰:“融为文华婉,当
时未有辈者.朝廷大笔,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宝图颂»尤工.撰«武后哀册»最高丽,绝笔而死,时谓

思苦神竭云.”崔融之绝笔«则天哀册文»被当时人誉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可见“文章四友”在
当时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文章之才,并非凭其诗歌成就.然而现当代诸种文学史中对“文章四友”的
论析却仅谈其诗歌创作,这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笔者检索了杜晓勤«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四章第七节“文章四友研究”部分,发现２０世纪对“文章四友”的研究论著中,
清一色的是论其诗歌成就的,竟没有一篇论述其文章成就,这表明目前学界对“文章四友”文学成就

的理解尚存很大的误解与偏差,故应加强对“文章四友”文章成就特色的研究,以扭转和改变传统认

识的偏颇及此前研究中避重就轻之弊,从而促进对“文章四友”文学成就的全面认识.
总之,初盛唐时期的“文章”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诗歌”,在作为特指时,“文章”还常常是指与诗

体相对的表章奏记等文体.因此杜甫所云“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之“文章”并不能简单地

理解成诗歌,这些诗句都包含着对自己在当时仅以赋名独擅而诗名却湮没无闻之感喟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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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甫赋名在后世之衰微

杜甫去世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其诗歌的成就和价值,而其赋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世人

所遗忘.润州刺史樊晃于大历七年(７７２)采辑杜甫遗文２９０篇编成«杜工部小集»六卷,这是目前所

知最早的杜诗选本.由于该书已经散佚,其２９０篇遗文中是否选录了杜甫的赋作,目前已不得而知.
然而陈尚君先生从宋代杜集异文中考出«小集»选录之杜诗篇目６２题,９８首,则全部是诗歌,没有一

篇文赋①.另外,大历时期已经有诗人开始学习杜诗,如蒋寅指出:“(戎昱诗)无论在立意遣词还是在

创作倾向上,都与杜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②到了中唐,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都开始大力提倡杜

诗,已不再提其赋作.如元和九年(８１４)元稹所撰«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杜甫为“诗人以

来,一人而已”,对杜诗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首创李杜优劣论,认为李不如杜.韩愈于元和十一

年(８１６)作«调张籍»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

自量.”韩愈所称光焰万丈的“李杜文章”应是指诗歌而言.又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世称李杜之作

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篇.”显然白居易此时关注的是杜甫的诗歌,亦
未及其文赋.此外,顾陶于大中十年(８５６)编选的«唐诗类选»收录了杜诗,这是唐人选唐诗中第一次

收录杜诗,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云:“国朝以来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

问.”③则顾陶明显是将杜甫作为诗人来看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竟将杜甫置于李白之前,称为“杜李”
而非“李杜”,且书中选录杜诗３０多首,因此卞孝萱先生称«唐诗类选»为唐代第一尊杜选本④.可见

到了中晚唐时代,人们对于杜甫文学成就的认识,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无一例外地只重视其诗

歌,对其赋作已很少提及.
到了宋代,人们已普遍认为杜文不如杜诗,如苏轼曾说:“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

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⑤秦观称“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

读”⑥.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曰:“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⑦虽然赋

作亦属“有韵之文”,然而除了诗歌之外,宋人实际上对包括赋体在内的杜甫其他体式的成就均予忽

略.由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对杜甫只擅写诗、无韵之文不工的认识渐趋一致.这

些认识对当时的杜诗学界影响甚大,所以即便在“千家注杜”热潮中,宋人对杜甫文赋的注释亦颇为

寂寥冷落.在现存的十种宋代杜集中,赵次公«杜诗先后解»、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杜

工部诗»、«王状元集百家注杜陵诗史»等著名注本中对杜甫文赋都未予收录,仅有“二王本”、吴若本

«杜工部集»收录了杜甫文赋,且白文无注.宋代唯一对杜甫文赋进行注释的是吕祖谦«杜工部进三

大礼赋注»一卷,此本仅简略注释了杜甫的«三大礼赋»,且流传极罕,似仅赖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
的载录流传⑧,从中可见宋人对杜甫文赋的轻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连杜诗注释大家仇

兆鳌也认为杜甫未能做到诗文兼善,其曰:“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

其所长.”⑨仇氏这种认识与宋人可谓一脉相承.在清初的注杜热潮中,仅有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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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张远«杜诗会稡»及仇兆鳌«杜诗详注»五种注

本对杜甫文赋加以注解.其中钱谦益«钱注杜诗»对杜甫文赋的笺注乃是完全转录吕祖谦的«三大礼

赋注»,钱氏自己仅增补数条而已.直到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才首次对杜甫文赋进行了全面注

释,然其注释的重点仍是«三大礼赋»,对杜甫其余文赋的注解都过于简略.朱氏曰:“子美文集,惟吕

东莱略注«三礼赋».余因为广之,钩贯唐史,考正文义,允称杜集备观.”①“杜集备观”云云,实属言过

其词.与朱注同时,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亦对杜甫文赋进行了解评,然发见甚少,错误百出,颇为

浅陋.张远«杜诗会稡»仅对六篇杜赋作了注释,又多依傍朱注,实少发明.又过了三十几年,仇兆鳌

在朱鹤龄杜文注解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对杜甫文集的注释至此才勉强完成.然仇氏对杜甫文赋的注

释中漏略讹误尚多,与杜诗注释的详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文赋注释的这种面貌此后一直停滞

了近三百年而毫无变化.
现当代的杜甫文赋研究也一直较为冷清,仅有刘开扬先生于１９８０年代初对杜文研究用力较多,

其«杜文窥管»与«杜文窥管续篇»对杜甫的赋、表、杂文及诗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②.除此之外,
当代学界关于杜甫文赋的研究甚少,单篇论文仅有区区十余篇.直到２０１４年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
甫全集校注»出版完成,对杜甫文赋的注释方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通过以上对杜甫文赋接受史的简单回顾,特别是通过两宋、明末清初两次注杜高潮中对杜甫文

赋注释的冷寂状况可以看出,自杜甫去世后,人们对其文赋成就已不甚关注;中晚唐以迄宋代,杜甫

则仅馀诗名,其赋名已被历史的大浪淘尽,这与杜甫生前的煊赫赋名形成了极大反差.然而我们现

在谈论杜甫生前的名声,若不能回到历史的当下,而仅是依据中晚唐人及宋人的结论,显然不能彻底

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若能充分重视杜甫生前的赋名,注意将其赋名与诗名加以区分,许多悬而未

决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其中就包括了李杜齐名问题、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等疑难问题.

四、结　论

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诗人对自己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自知的,然
而他对自己仅以“文章”之名享誉文坛而诗名却衰微不彰的现实,却只能报以无限的感慨与无奈.杜

甫的文名鹊起于天宝九载末的献赋,此后其卓著的赋名就如一檠炽烈的灯盏,被世人认作了杜甫的

标志性符号.而正是由于其赋名的光芒过于耀眼,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使得杜甫在诗歌方

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度被掩盖起来,并一直为当时的诗歌选家及其朋辈所忽略.直至杜甫去世近

半个世纪后的中唐,人们对杜甫文学成就的认识和评价才逐渐趋于公允.此后随着时间距离的拉

长,人们对杜甫当年的煊赫赋名已逐渐模糊乃至淡忘,杜甫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变得完全由其

诗歌成就所决定了.正是因为在杜甫生前和死后的接受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易察觉的转换过程,所
以当代学界在讨论杜甫生前诗名为何不彰的原因时,才会忽略了杜甫当时赋名这个因素,因而就偏

离了历史的真实,现在是到了该澄清和扭转这一认识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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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

———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仲　瑶

摘　要: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

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

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

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

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

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

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关键词:魏晋风度;饮中八仙;盛唐;干谒;交游;«世说新语»

从开元盛世到天宝十五载(７５６)“安史之乱”的爆发,政治、社会层面上的盛唐仅维持了四十年,
但它在文化、美学史上的魅力和意义却格外深远.这四十年间,蕴育出了被誉为唐诗巅峰的盛唐诗

以及孟浩然、李白、崔颢、杜甫等一大批神采俊发、任情率性的文士群体.尤其是后者整体上所呈现

出的清旷飘逸的风神更为前者增添了浪漫迷人色彩.关于盛唐文士独特人格特质和行为方式的形

成及其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深层影响一直是学界历久弥新的话题,且已涉及到包括经济、政治、文
化、科举等在内的诸多重要视角.本文拟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的创作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加以进

一步探讨,同时也进一步究明其在盛唐士人精神史上的独特认知价值.

一

魏晋风度,又称魏晋名士风度,始于汉末,至东晋达于顶峰,而又集中呈现于«世说新语»一书.
作为门阀政治实践与老庄哲学作用影响于士人精神人格之独特产物,魏晋风度的发生、内涵及其影

响大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行为层面,包括纵酒任诞、清谈品藻、谑浪啸傲等在内的种种任诞举止及

其递相模仿;二是精神层面,即藉由“雅量”、“清逸”、“简贵”、“潇洒”、“率性”、“自然”等一系列人物品

藻概念所建构起的独特人格审美范式和精神趣尚.自刘宋至齐梁,以门阀政治形态为凭依,魏晋名

士行迹和风度藉由«世说新语»的编纂以及诸家之注得以在上述两个层面迤逦相传.然南朝士人文

士气渐浓而名士气颇消,气象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至盛唐文士,魏晋风度的上述两层内涵再次得

到一种高度仿真性、群体性、时代性的短暂复现.
盛唐士人对魏晋风度的接受大抵沿六朝之脉络,而首先体现为对纵酒樗蒱、使气任侠等种种外

在任诞行为的表层性模仿,如王翰(«旧唐书»作“王澣”)“少豪荡不羁,登进士第,日以蒱酒为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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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澣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①.按蒱酒之

事,汉以来颇多,然将其赋予率性任情等名士内涵的却只有晋人.一代重臣温峤,“位未高时,屡与扬

州、淮中估安樗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

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②.王翰的“日以蒱酒为事”,其直接渊源油然可窥.相比阮

籍的借酒避祸和穷途之恸,唐人更爱慕沉酣自放、颓唐快乐的酒徒山简,如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岘山

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叔子神如在,山公兴未阑.传闻骑马醉,还向习池看.”岑参«与鲜于庶子

泛汉江»:“山公醉不醉,问取葛彊知.”山简也是李白最倾慕的酒徒之一:“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
头上白接 ,倒著还骑马.”(«襄阳曲四首»其二)“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岘山怀古»)“落日欲

没岘山西,倒著接 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

泥.”(«襄阳歌»)可以说,这种恣肆浓烈的生命意志和任乐本能构成了盛唐文士最为突出的个性

特征.
纵酒疏放之外,魏晋名士于玄谈品藻之余又好发为戏谑嘲笑.«世说新语任诞»载:“阮仲容、

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

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③自嘲、自谑,又时时互谑,如郝隆为桓温

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郝隆初以不能饮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
隅跃清池.”桓温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温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郝隆曰:“千
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④由此造就了一种颇具风流色彩的新型幕僚、府主关系.
又卫永为桓温长史,桓温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⑤.这种分属

主从,不拘于名教礼俗,而纯以才情相赏契的宾主关系也是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并深为奔走于干谒

之途的盛唐文士所倾慕、效仿.盛唐士人的类多“不护细行”、“好宾客”、“喜谈笑”与对魏晋名士此种

行为的慕习有着直接关系.
除了外在行为层面的模仿,盛唐文士对于魏晋名士风流的慕习之中还蕴含了人格审美趣味的契

合和自我气质的融塑.与汉儒和宋儒相比,魏晋名士尤其是东晋名士的个性与人格魅力更在于它的

高度诗性美.牟宗三先生曾指出,魏晋玄言名士之生活情调,“固全幅是艺术境界与智悟境界之表

现”⑥.冯友兰先生亦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八字总论魏晋风流.不同于史家对魏晋名士

及其浮华虚诞之气的批判,盛唐文士更容易被这种诗性人格和精神趣味所吸引:“更闻台阁求三语,
遥想风流第一人”(王维:«同崔傅答贤弟»);“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李白:«别山僧»).
王翰于席上自唱自舞正是东晋名士风流之一种.«晋书谢尚传»载:“尚始到府通谒,(王)导以其有

盛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

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⑦这种通脱作派最为唐人所赏,李白之“谢尚自能鸲鹆

舞”(«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也以此为韵事.盛唐文士的这种人格趣赏最集中地体现在对陶渊明的接

受中,观孟浩然“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

旧»)以及王维“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偶然作六首»其四),都致力于呈现一个高逸脱俗、充满名

士趣味的陶渊明.李白之推崇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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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正在于这种高士风流,尤其是那种傲视王侯的气骨.这种诗意的

观照方式虽不免有单一、平面化之嫌,却最能代表盛唐文士的普遍审美趣味,并构成了魏晋风度接受

史中最独特也最具价值的部分.
从表层行为到内在人格趣赏,对于魏晋名士风度的慕习赋予了盛唐士人鲜明的名士风貌.综观

盛唐最具个性与浪漫性情的一批文士如贺知章、崔颢、王翰、李白、杜甫乃至王维等都或多或少地受

到了魏晋风度的影响①.闻一多曾指出,孟浩然“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

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诗人的风度”②.不仅是文人,以儒素著称之士也颇杂

名士之气,如张镐“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镐杖策径往,求醉而已”③.然而,唐人

虽倾慕、拟仿魏晋六朝名士,二者气质却自有区别.这种区别即在于闻一多所说的“盛唐诗人的风

度”,简而言之,即是一种更加讦直激切的狂态.一代名相张九龄,风度冠于一时,乃至“性颇躁急,动
辄忿詈”④,张嘉贞恨张说挤己,于中书省宴会上“攘袂勃骂”⑤,宰相宇文融“性躁急多言,又引宾客故

人,晨夕饮谑”⑥.在李白、杜甫等文士身上,这种“躁狂”之态更为激烈:“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狂夫»).虽则魏晋名

士中已不乏狂士,如袁羊被目为“古之遗狂”⑦;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

骂”⑧.但其狂肆之中又始终有着一分门阀世族高自标置,其最高人格趣赏在于清简、雅量和节制、均
衡的美感,故牟宗三曾以“逸”总括魏晋名士风流之精髓⑨.从“逸”到“狂”,可见二者之不同.

名士之狂诞外,盛唐文士的“狂”态之中还颇杂纵横家气质.自先秦以来,纵横之士即以个体之

功名利禄为要务.这种进取气质亦偶见于魏晋名士中,如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

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
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 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

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然而,在社会等级高度固化的东晋门阀世族政治中,袁悦一流人物只能

被视为躁佞之人.这种情形在唐代文士身上发生了改变.与魏晋名士的疏放矜尚不同,盛唐士人每

以遭逢圣明时自诩,寒素之士务为进取的昂扬精神再次焕发,如李白“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代
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

术,为大臣所轻”;张镐“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最能体现盛唐文士的

这种混合气质的则是李白.
综上所述,盛唐文士对于魏晋名士风度的接受不仅表现在表层的行为拟仿,更有人格趣味的赏

契和自我个性气质的融塑.这两个层面相互交织,并借助于诗性化的接受方式塑造出一批颇具«世
说新语»式美感的人物.然而,不同于魏晋名士的高自标置,盛唐文士的狂态之中杂入了浓厚的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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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以李白为中心,系统地考察了魏晋风度对李白性行、
诗歌内容与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此外,刘怀荣«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文史哲»２００２年

第６期)则从文士人格嬗变的视角探讨了盛唐文士人格气象之形成与魏晋风度的渊源流变.
闻一多:«唐诗杂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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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而呈现出一种更加恣肆、激荡的唐才子式性情.

二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魏晋名士风度在盛唐文士身上的群体性再现之中也包括杜甫这

一盛唐精神的深刻体验者,同时也是最忠实的记录者.受时代精神的裹挟,杜甫在当世的声名远非

一饭未尝忘君的“腐儒”形象,而颇有狂简不羁之行.杜甫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

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狂傲之气丝毫不亚李白.与其交游甚笃者,也
多此种人物,如郑虔,“嗜酒益疏放,弹琴视天壤.形骸实土木,亲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书

幌”(杜甫:«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又«寄薛三郎中»云:“早岁与苏郑,痛饮情

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杜甫的这种狂简个性以及嗜酒、疏放之举与魏晋名士风度有着直

接渊源,«寄题江外草堂»云:“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所谓“放诞”、“自
然”,正是魏晋名士所惯常标举的,至于“嗜酒”、幽栖林泉也是典型的名士作派.又«漫成二首»其一:
“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自比陶潜,“俗物”二字,则用阮籍语.«世说

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①与魏晋人物

相关的种种风流事迹也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文中,如«遣兴五首»其四:“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
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
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②将贺

知章比作雅人深致的王子猷,亦可见当时的人物趣味.
魏晋人物之中,杜甫最倾慕嵇康、阮籍,«入衡州»即以“我师嵇叔夜”自许.与西晋元康放达派浓

厚的纵欲色彩不同,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的纵酒自放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味和反抗色彩.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

为常.”③至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称自己“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荣进

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潦倒粗疏,不切事情”,亦于土木形骸之中寓愤激不驯之志.杜甫对嵇、
阮的接受即以此为内核.在“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醉时歌»)之时,
每以嵇、阮的纵酒昏酣,遗落人事作比,“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晦
日寻崔戢李封»),“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壮游»).当沧海横流,漂泊无定之时,又屡用阮籍“穷
途”之典以自寓:“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

泊有诗凡四十韵»);“君见途穷哭,宜忧阮步兵”(«敬赠郑谏议十韵»);“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尤其是他对嵇康的倾许,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性情的相似.嵇康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

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则云“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至如“儒术于我何有哉,
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大有嵇康“非汤武,薄周孔”之狂肆.及为右拾遗,因房琯事上书切谏,
触怒肃宗,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对于此事,«旧唐书韦陟传»中亦略有提及,云:“拾遗杜甫上表论房

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辞旨迂诞”,又称“虽被贬黜,不失谏臣大体”④,参之«新唐书杜甫

传»“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⑤之评,可知“迂诞”之论非为不实.但反过来,亦可见

其谠直切谏的性格.所谓“谏臣大体”,当即是这种敢于触怒龙颜的直谏之勇.任华«寄杜拾遗»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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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之语,将其比作好直言的汲黯,并以此解释仕途的不得意.相较

嵇康的个人道德砥砺色彩,杜甫的刚肠嫉恶的性情中更多地渗透了“忠臣辞愤激,烈士涕飘零”(«秦
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的儒家忠谏思想.
这是儒学复振背景下唐代士人与魏晋六朝名士的一个根本不同.

刚肠嫉恶之外,杜甫又每以嵇康之疏懒简慢自比:“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过懒从

衣结,频游任履穿”(«春日江村五首»其二);“懒慢头时栉”(«伤秋»),“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晦
日寻崔戢李封»)等,皆从嵇康“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来.与嵇康的疏懒自放中所蕴含的“任真”精神相似,杜甫的懒拙自许也蕴含

着相似的趣味:“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曲江对酒»);“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漫
成二首»其二);“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只是相比嵇康的“土木形

骸,不自藻饰”(«晋书阮籍传»),杜甫的懒拙之中充满了“栖托难高卧,饥寒迫向隅”(«舟出江陵南

浦奉寄郑少尹»)的苦痛、反思与自嘲:“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送李

校书二十六韵»);“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发秦州»).
嵇、阮的愤激愁郁之外,当贫窘途穷之时,性情脱略的杜甫亦时常借魏晋名士自谑之语聊发一

笑.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作«官定后戏赠»云:“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

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暗用陶潜典,狂歌、耽酒,全然一副名士

派头.当晚年穷困潦倒之际,这种自谑、自嘲精神达到了顶峰,如«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甫也诸

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写尽老夫聊发少年狂而狂极生悲

之态.又时以贫弊自谑,如“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求乞事亦以谑语出之,如“为嗔王

录事,不寄草堂赀”(«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自谑、自嘲之外,又时时戏谑友朋,如«戏赠

友二首»其一:“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一朝被马踏,唇裂版齿无.壮

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大谑.对老友郑虔更是极尽调侃之能事:“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

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

业»)仇注云:“上戏简郑,摹其狂态.”①又«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

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轲,名垂万古知何用”,于
调谑中寓愤激之意.

当奔走干谒、辗转依附之际,基于内在人格尊严的保持和平衡,杜甫还扮演着“郎官丛里作狂歌,
丞相阁中常醉卧”,“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任华:«寄杜拾遗»)的傲岸角色.如前所述,
这种举止正是对魏晋名士型宾主关系的某种刻意效仿,而又集中体现在他与严武的关系中.«旧唐

书杜甫传»云: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

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

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②

史称严武其人“神气隽爽”,“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

臆,虽慈母言不之顾”③,豪荡不拘礼法,似桓温一流人物.严武因房琯事贬巴州刺史,其直言好谏的

性格又与杜甫颇相似,复有文雅才,数相题诗往还.杜甫曾以“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直词才不

世,雄略动如神.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赞其文采武略,非纯溢美.
作为蜀中时期的最重要依附对象,面对频繁携酒馔到访,时有馈赠的严武,杜甫每以隐逸放诞之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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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扁舟不独如张翰,白帽还应似管宁.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严中丞枉驾见过»),
“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又时时自称“野人”、“老农”、
“懒性”、“幽栖”.其“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云云,令人很自然地想起晚年的陶渊明.在二人的

赠诗往还中,严武之于杜甫也每以狂士、隐士相赏而待之: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

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应须直到使君滩.(«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
开篇即点出“慢”“懒”之态.“莫倚”句,以狂士祢衡比之,赞其文采兼有戏谑之意,同时又与“不冠”相
呼应,写其疏狂.杜甫则以“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答之,以
严武比谢安,而自比阮籍.“腹中”句用“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①之

典,复见其幽栖放逸之态.末二句致意殷勤,颇有魏晋名士相思辄命驾的趣味,“兴发”、“骏马”更见

严武之豪爽.至«巴岭答杜二见忆»:“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则又将杜甫比作“竹林七

贤”之中的阮籍、阮咸.广德二年(７６４),严武再镇成都,表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二人

分属宾主,在恪守职分的同时,也仍然维系着一点名士式的僚属关系.对于严武的不以世俗之礼相

拘,全其疏放狂简之性,杜甫亦屡屡致意:“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已费清晨谒,那成长者谋.礼

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

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所谓“礼宽”、“知己”皆此之谓也.之所以会有醉登严武床,直呼严武

父名一类的放诞疏狂之举,也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高度默契.明乎此,历来关于严、杜之间交情的种

种猜疑以及附会自可豁清.

三

杜甫不仅是魏晋名士作派和精神的慕习者,同时也是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之关系的最杰出的书

写者,这种书写集中体现在«饮中八仙歌»的创作中.关于«饮中八仙歌»的创作动机以及其中所蕴含

的历史文化内涵,历代学者不乏探讨.程千帆先生曾经指出,«饮中八仙歌»“所要显示的主要历史内

容,并非是他们个人的放纵行为,而是他们这种放纵行为所反映的当时政治社会情况、一种特定的时

代风貌”②.而杜甫之所以能够捕捉到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与其谒游长安的经历有着直接的

关系.
作为都城,长安一直是士风之渊薮,而士人个性气质以及精神趣味的养成又与庙堂的导向息息

相关.在重儒素、吏干的太宗朝,“八仙”一类人物是难以被允许的存在.如马周,“武德中,补博州助

教,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曹、汴,又为浚仪令崔贤首所辱,
遂感激西游长安”③.马周的屡被折辱正是贞观之世不赏放诞不羁之行的一个缩影.高宗、武后时

期,随着进士科群体的扩大,此种人物始渐多.至开元、天宝间,由于玄宗以及宰相张说等皆承平好

文,加之前述表层行为的拟仿以及诗性观照方式下人格趣味的长期浸淫和融塑,骤然出现了一批颇

具魏晋名士色彩,而又身居高位的人物,如韦安石之子韦陟“门第豪华,早践清列”,“自以才地人物,
坐取三公,颇以简贵自处,善诱纳后进,其同列朝要,视之蔑如也.如道义相知,靡隔贵贱,而布衣韦

带之士,恒虚席倒屣以迎之,时人以此称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④.
至于深为李白、杜甫等人所推崇、感念的名公先达如房琯、李邕等人皆属于此种人物.如房琯“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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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喜谈论”,及为宰相,当主忧臣辱之际,“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

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其孽子孺复“狂疏傲慢,
任情纵欲”,“取舍恣逸,不顾礼法”①.又如李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②.
尤可注意的是,这一类人物已成为士子尤其新进士群体的重要干谒和依附对象,并由此形成了一个

不可忽视的物议群体.及房琯遭贬,上书申理者甚多,“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③,以致肃宗诏中特

加澄议,可见物论之大.至于李邕,“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④.陈寅恪

先生曾经指出,进士出身的庶族(主要指高宗、武后以来的新兴统治阶级)无操持,行为浮华、放浪⑤,
正可与上述人物的出现相为表里.

“八仙”之中,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都雅好宾客,且颇有魏晋名士风流.如贺知章,“性放

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山常谓

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
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
不加点,咸有可观.”⑥全然是魏晋名士作派.就连陆象先对贺知章的叹赏也是«世说新语»式的.«世
说新语德行»载东汉周乘尝语:“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⑦又汝阳王李琎,“与贺

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⑧.杜甫«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中有“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

井水,檐动玉壶冰”之语,则天宝时期很可能亦曾在汝阳王的府上叨陪末座.又«赠特进汝阳王二十

二韵»:“晚节嬉游简,平居孝义称”,“精理通谈笑,忘形向友朋”,«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
“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称其晚年过着韬光养晦而又节制文雅的社交生活.李适之亦“雅好宾

友”,“饮酒一斗不乱”,而有“日兴费万钱”之豪奢,乃西晋石崇一流人物.天宝五载(７４６),罢知政事.
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罢相作»)性情、旨
趣大似“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汉末名士孔融.三子位望尊崇而又极文雅风流,俨然西式贵族

沙龙,而其种种名士风流举动也藉由后进才士之口广播于人间.天宝年间,杜甫正干谒奔走于权门

豪贵之间,对此种氛围自是熟悉的,三子居于“八仙”之首亦未为无由.至于苏晋,在八人之中殁世最

早,卒于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苏晋亦以文采见称,“玄宗监国,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贾曾为之.晋亦

数进谠言,深见嘉纳”⑨,开元十四年(７２６),迁吏部侍郎.知选事,既糊名考判,独多赏拔,甚得当时之

誉,举贤任能颇似“竹林七贤”中的山吏部.可以想见,时誉之中,必多出于干谒应第的士子,而这很

可能也是入长安干谒的杜甫将其纳入“八仙”之中的一个原因.
然而,在风流自任的背后,此种人物类多疏率,不练达于政事,如贺知章为礼部侍郎,“俄属惠文

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荫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

咸嗤之”.诸人之中,以李适之最有才干,然“性简率,不务苛细”,尝与林甫同论时政,多失大体,由
是主恩益疏,以致罢免.在李林甫等精明干练、通达权谋的人物面前,这种名士性情与风度总是不

堪一击.牟宗三先生尝云:“美趣和智悟足以解放人之情性.魏晋人在美趣和智悟上不俗,而在德性

１６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第３３２１ ３３２５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李邕传»,第５０４３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第３３２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李邕传»,第５０４２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７７ ７９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贺知章传»,第５０３４页.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德行第一»,第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五«睿宗诸子传»,第３０１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苏晋传»,第３１１６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贺知章传»,第５０３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李适之传»,第３１０１ ３１０２页.



上却常是庸俗无赖的.”①这一判断亦适用于盛唐文士.与魏晋名士在当代及后世所遭受的压抑相

似,开元、天宝时期最富于个性的这一雅士群体也被视为浮诞之徒而致仕途偃蹇.«明皇杂录辑

佚»“刘希夷等流落不偶”条云:“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
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②贺兰进明奏贬房琯,即以晋人浮虚作比,云:“晋朝以好尚虚

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
非宰相器也.”③乾元元年(７５８)六月,肃宗诏贬房琯为邠州刺史,亦以浮诞斥之:“率情自任,怙气恃

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④.当这些名士化的人

物被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排挤出政局中心,或贬、或流、或死,士人中的傲诞狂简风气也随之转歇,与
之相伴的是盛世的终结.关于«饮中八仙歌»的创作时间,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云为天宝五载

(７４６),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７５４),黄鹤则以为“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⑤.
从其引李适之诗来看,则至少作于天宝六年(７４７)以后.此时,李林甫专权日甚,深抑文士,而这也很

可能是引发杜甫追赋八仙歌的一个创作动机.
时至今日,冥冥之中促使杜甫写下此诗的契机、动机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时代内涵已很难

完全窥悉.这其中既有郁塞现实下一个奔走干谒者逐渐走向清醒的反思,更多的则是对这一极具名

士风度的雅士群体以及随之一同逝去的文士黄金时代的追怀与渴慕.其中,甚至也不乏私谊的成

分,所谓“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而且,这种追慕仅仅只是

一个开始,在之后战乱频仍、羁旅沦落的岁月里,这一群体还将被杜甫反复地想起,并藉由回忆得以

持续美化.相较于诗歌所呈现的激情与诗意,历史的真实往往显得平庸甚至是丑陋.

四

关于“八仙”之命题,论者多以为出自汉晋以来神仙家语.事实上,其最直接的来源则是汉魏两

晋以来的人物品藻.«世说新语»中每以“神仙中人”品藻人物,如王羲之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
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⑥;又孟昶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

神仙中人.’”⑦皆以之赞名士出尘脱俗之姿.初唐犹承此种风气,«隋唐嘉话»载:“高宗承贞观之后,
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

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⑧杜甫«饮中八仙歌»之“仙”即取此

意.八人之中,贺知章颓然长者,而崔宗之年最少,少长咸集,构成了一幅以诗酒为忘年之交的美学

意态图.立意上,则以最能体现魏晋名士风度的符号化行为“饮酒”为核心,且多用魏晋名士饮酒之

典,如“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即用西晋山简事.«世说新语任诞»载:“山季伦为荆州,
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

接 .举手问葛彊,何如并州儿?’”⑨杜甫曾屡用此典,如“爱酒晋山简”(«北邻»)、“荆州爱山简”(«章
梓州水亭»)、“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八)等,此处即以山简的风

流颓唐之致为贺知章作肖像.仇兆鳌注云:“此极摹贺公狂态.骑马若船,言醉中自得.眼花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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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醉后忘躯.”①

与杜甫本人对竹林名士尤其是嵇、阮的倾慕相呼应,八仙形象的塑造之中也时时透出嵇、阮的影

子.如汝阳王李琎,程千帆先生称其是“兼有狂放和谨慎两重性格的矛盾统一体”②.这种矛盾人格

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傲诞却又至慎,口不臧否人物的阮籍.其“三斗始朝天”,与阮籍在司马氏座上恒

酣醉以求避祸也有神合之处.至于“恨不移封向酒泉”,不仅契合其身份,也将阮籍求为步兵校尉的

放诞之举移附其中.崔宗之的“举头白眼望青天”也是用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③的典故,更见其“少年”心性.与阮籍身为名家子相似,崔宗之少袭父

崔日用之封为齐国公,“才气声华,迈时独步”,“时文国礼,十年三入”,然“终于右司郎中,年位不充,
海内叹息”(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与其私交甚好的李白曾为其鸣不平:“崔生何傲岸,纵酒

复谈玄.身为名公子,英才苦迍邅”(«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且有“一朝摧玉树”,“谁传广

陵散”(«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之恨语,将其比作被杀的大名士嵇康.杜

甫此处亦以阮籍暗相比附,则崔氏之个性、遭际隐然可窥.
八人之中,李白酒名最盛,«旧唐书李白传»称其“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④.而又最能得

魏晋名士嗜酒天真之性情,如“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四

首»其二),又如“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四首»其三)等句,
可谓深得酒中之真趣.杜甫对李白的诗才极为推崇,所谓“斗酒诗百篇”(«饮中八仙歌»)与“白也诗

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等皆是赏其酒后才思之敏捷.“长安市上酒家眠”,写实之中似又

暗用阮籍酣卧酒垆之意.诸人之中,杜甫与李白过往最密,对其痛饮狂歌、飞扬跋扈背后的悲哀颇能

体察.杜甫«不见»诗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佯狂”二字,可谓知

音.李白自身也时以嵇、阮之佯狂侘傺抒发愤懑和不得意:“何图叔夜潦倒,不切于事情;正平猖狂,
自贻于耻辱?”(«上安州李长史书»)与杜甫的“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任华:«寄杜拾

遗»)相似,李白的“目送飞鸿对豪贵”、“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任华:
«寄李白»)也是对魏晋名士傲岸人格的继承,并最终达到了戏剧化的顶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

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任华:«寄李白»).看似傲岸不羁

的背后,其实是沉重的失意,杜甫则将这种失意变成了一种浓墨重彩的诗意.可以说,这份诗意正是

«饮中八仙歌»通首旨趣及其动人之所在.
就具体的艺术手法而言,杜甫对八仙形象举止的塑造则又以«世说新语»为最主要取法对象.作

为名士风流的渊薮,«世说新语»善于以凝练而富于风神的笔法极写意地勾勒出各色名士.刘应登

«世说新语序目»云:“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⑤

«饮中八仙歌»即颇得«世说»高简之法,如苏晋形象的塑造,首句写其“长斋绣佛前”的虔诚礼佛之态,
然后紧接着忽而一转,写其酣醉之后反达于自由无碍之禅境,两句之中前后形成巨大的反差,别有趣

味.至于写崔宗之“皎如玉树临风前”,全是魏晋人物品藻之隽语,风神秀出.在“嗜酒”这一共性特

征之外,其对“八仙”之行为的设定又能各异其趣,如张旭的狂态与他的草书艺术的完美结合.这一

设定既敏锐地捕捉到了张旭之个性特征,同时又兼具时代风神.王嗣奭注云:“脱帽露顶,醉时豪放

之状.落纸云烟,得意疾书之兴.”⑥对于张旭的狂态,李颀«赠张旭»亦曾有“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

声”,“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之句,与杜甫的“脱帽露顶王公前”甚为相合.至于焦遂,则赋予他另

３６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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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特行为方式———高谈雄辩.唐人承魏晋“谈玄”、“高谈”之遗风,如韩思复“性恬淡,好玄言,安
仁体道,非纪纲之任”①,杨绾“宗尚玄理”②,李颀“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③.与东晋名士之谈玄、
清谈大抵以老庄为主,或引庄老入佛理不同,盛唐文士的“清谈”、“谈玄”内涵要宽泛得多,可以是儒

学经典,如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潘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④,也可以是

佛理,如孟浩然«题融公兰若»:“谈玄殊未已”,李白«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卓
绝道门秀,谈玄乃支公”.“八仙”之中,李白、崔宗之皆长于清谈,崔赞李云“清谈既扺掌,玄谈又绝

倒”(«赠李十二白»),李赞崔则云“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焦遂

以一介布衣而高谈笑傲于王公大人之间,也是唐人所赏慕的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焦遂所谈为何今

已不可知,从“雄辩”二字可窥见某种纵横家气质.无论是纵酒谈玄之举止,还是狂放不羁之风貌都

抓住了魏晋名士风度的精髓,并呈现出一个经由美酒发酵的诗歌、书法与清谈的盛唐,一个文雅风流

的盛唐.

综上所述,作为魏晋风度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放浪不羁、清狂狷介的个性气质和

精神风貌与对魏晋名士行为方式以及人格审美趣味的慕习和诗性观照有着直接关系,魏晋风度也因

此得以某种程度上的短暂群体性复现.裹荡于其中的杜甫,基于一种深刻的同情之了解,敏锐地捕

捉并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并将其集中呈现在«饮中八仙歌»的创作中.以«世
说新语»为重要取法对象,«饮中八仙歌»在立意、构思以及人物风神的呈现等方面展现了高度的语言

艺术之美.作为一种诗意的人生态度,魏晋风度之与盛唐文士的深刻影响借助于杜甫的妙笔得到了

永恒的保存.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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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曾 绍 皇

摘　要: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是稀见的杜诗学文献,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杜注论方面,反思“千家

注杜”所存在的过度阐释与注释讹误,认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编

年论方面,肯定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又认为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渊源论方面,切论杜诗“导源风

雅”、“兼收博采”,又详析杜甫诗论俱本«文赋»的诗学渊源.创作论方面,强调作诗以“学”始,以“悟”终,认

为“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鉴赏论方面,视诗歌为“灵物”、“高物”、“深物”,强调“惟癖则所研入

深,所领略独”.这些理论真实再现了杜诗经典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凸显了清代学者杜诗批阅的

实践感悟与理论思考.

关键词: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杜诗注释;杜诗编年;创作论;鉴赏论

文学评点是近二十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

富于理论价值的评点内容部分,这固然是毫无异议的研究重点.然而,作为评点内容的重要依

附———评点序跋,尤其是那些针对某一特定文学经典名著的未刊评点序跋,因其文献内容的稀见性、
文献形式的零散性、文献搜辑的艰难性(大多为善本且分藏各地,搜辑不易),则少有人作系统整理与

研究.笔者近年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在调查文献时,搜辑整理了数十篇杜诗未刊评点序

跋① .这些序跋作为杜诗未刊评点内容的有益补充和附属,对了解杜诗未刊评点作者信息、交待杜诗批

本的源流传承、提供杜诗批点的社会背景、阐述评点者的批评理念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现拟就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涉及的有关杜注论、编年论、渊源论、创作论、鉴赏论等理论价值略作剖析.

一、杜注论

评点本作为古籍版本的一种特殊版本形态,指的是稿本、钞本或印本在流传过程中,录有学者批

评文字和圈点符号的本子.就评点内容而言,对于评、注、校的不同,评点者在使用“评点”概念的过

程中往往不作细辨,在评点过程中往往都涉及注释问题.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就有不少针对

杜诗注释的反思和建构.
杜诗学之所以成为专门之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历代学者不断对杜诗进行整理、笺注和批点,

使得杜诗研究个案的涓涓细流汇聚成蔚为壮观的长河.从杜诗学史来看,杜诗注释的兴盛主要集中

在宋代和清代两个杜诗研究的高峰阶段.宋人对于注杜类型的始创之功,一直影响到元明清杜诗注

释的形式.诸如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杨伦、浦起龙等诸家注杜,大多既强调杜诗字词的注解,也
着意于杜诗文本的批评,代表了清代杜诗注释的最高水准,也成为杜诗学史上颇为重要的论著.

　

作者简介:曾绍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杜诗手批本研究”(１６BZW０８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论之序跋除书写于书前扉页或书后的常规性序跋外,也包括书写于批本其他位置、非针对杜甫具体诗歌的大段

题识.



　　但是,对于杜诗注释,自宋人千家注杜导致注释、评点文字大有掩盖杜诗本文之趋势,也同时激

起了学者对于杜诗注释乃至诗歌注释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如钱谦益在其«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
中曾对宋人千家注杜加以指责.在钱谦益看来,杜诗虽号称“千家注”,但“大抵芜秽舛陋”,能够“略
存什一”的杜诗注释仅有赵彦材、蔡梦弼、黄鹤三家,但赵彦材之注“其失也短”,蔡梦弼之注“其失也

杂”,黄鹤之注“其失也愚”,不满之意,显露无疑.在他看来,“注杜错缪,不可悉数”①,并列举了宋人

注杜之伪托古人、伪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理等八大弊

端.可见过度注释和注释错讹所带来的非议也伴随着杜诗注释的发展与日俱增.在清代杜诗未刊

评点序跋中,清代王邻德辑评«睡美楼杜律五言»的序言«睡美楼杜律五言引»中也论及杜诗注释的

“穿凿附会”使人“终莫能白”的尴尬.王邻德根据自己阅读杜诗的深刻体会,来阐释前人诸家注杜所

带给自己的诸多不便,甚至去咨询刘雪舫如何摆脱千家注杜带来的云山雾罩.刘雪舫建议王邻德

“欲读杜诗”,“千家注未尽无当”,但还是难以明了的原因在于未能“得少陵作诗之旨意”.刘雪舫认

为要探杜诗旨意,不必泥于注释,这也成为王邻德辑并评«睡美楼杜律五言»的创作动机之一.王邻

德吸取刘雪舫建议,“屏去诸家注,止取少陵诗反覆讽咏,似略见大意”.甚至以杜甫五律的具体阅读

步骤来加以参证:首先,“每篇必先考其出处之岁月、地理、时事”,其次,“虚心玩味,必究旨意之所在,
而于承接转换照应处,又必细加参考,至诸家注释之当者取之,穿凿傅会者彻置不录”,这样才正确把

握了杜甫作诗之旨意.
有些批点者虽未在序言中明确提出自己对杜诗注释问题的看法,但通过转引他人之论述,肯定

其观点,来达到阐述自我观点的目的②.如浙江省图书馆藏朱为弼批点«杜工部集»即是如此.朱为

弼在卷一前有大段引用何焯论述宋景濂为俞浙«杜诗举隅»所作序言的引文,此序历数宋以来注杜之

失,应该说亦看到了杜诗注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导致“遂使子美之诗,不白于世”的尴尬局面,
与前面王邻德所谓“终莫能白”同一机杼.有时过度注释确实会带来诗意晦涩、诗歌本旨尽失的状

况,如蒋孚吉批点«杜诗分类全集»,在«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有墨笔夹批称:“若过求深解,
则反失本旨,多疵病矣.”关于«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一诗“老马为驹信不虚”之“老马为驹”的注

释,历代学者都有阐发.“老马为驹”出自«诗经小雅角弓»“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饇,
如酌孔取”.关于«角弓»一诗,«毛诗序»认为:“«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诗也.”③即该诗为劝告王朝贵族不要疏远兄弟亲戚而亲近小人.而“老马反为驹,不顾其

后”一句,郑玄笺称“见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顾念后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将然”④,而朱熹

«诗集传»则谓:“但知谗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胜任,如老马惫矣,而反自以为驹,不顾其后将有

不胜任之患也.”受郑玄、朱熹解释的影响,很多杜注学者都联系«角弓»一诗来理解.南宋蔡梦弼«杜
工部草堂诗笺»注称:“昔幽王侮慢老成人如幼稚,然诗人所以刺之,老马而反以驹视之.昔闻此言,
今则信然,其语总不虚也.”⑤蔡注的解释很明显受到«诗经角弓»一诗郑玄注释的影响.明代王嗣

奭«杜臆»亦认为“‘老马为驹’二句,含‘不顾其后’意在内”,甚至认为“连下文玩之,更有深意.盖时

至天宝,料其时势必当有变,故虽暮年而壮心未已”⑥.不但结合«诗经角弓»来理解,而且联系当时

时势加以阐发,其注释又更深一层.清初钱谦益在杜诗笺注中,也引用«诗经角弓»郑玄的注释,强
调二人情义的深厚.而仇兆鳌、浦起龙等杜诗注释则根据«诗经角弓»中郑注、孔疏、朱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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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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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戍国:«诗经校注»,第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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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嗣奭:«杜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３２ ３２页.



甚至提出了诗句兼有两意之说①.不管何种解释,都可以看出杜诗注者在注释这一诗句时,都有着意

联系«诗经角弓»一诗的原意和相关注疏来阐释的意图,使得杜诗的注释较为复杂.但是在蒋孚吉

的此段题识中,他认为«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一诗“语意极明白”,就是叙述杜甫病后遇王生之事,
表达的是平常故人的情义.“杜诗之近情易晓,大概如此”,不必作过多深解,如过求深解,“则反失本

旨,多疵病矣”.这无疑是对宋人千家注杜带来繁冗琐碎之弊的一种反拨,只有本于理解诗歌本意,
不作过分诠释的心态,方可真正达到注释的效果.当然,这种观点亦并非他独创.前人对杜诗的注

释中已有相关论述.如董养性认为“老马反为驹,此与«诗»意不同.此只取其复如少年之轻捷也,此
断章取义之意”.明确提出杜甫诗句与«诗经»诗句的含义差异.施鸿保在«读杜诗说»卷三中亦赞同

此说,称:“老马为驹”一句“盖断章取义,不必拘«诗经»义解”②.很显然,董养性、施鸿保等人的观点,
与蒋孚吉之论殊途同归,强调如果能明确理解诗歌本意,则不必追求字句的过度诠释.

那么,该如何对待杜诗注释问题? 如何最大可能地规避杜诗注释带来的负面效应? 清代方拱乾

批点«杜诗论文»时就发表了对此问题的看法③.方拱乾在清顺治己丑(１６４９)春天翻阅明代张 注

«杜工部诗通»和邵宝注«邵二泉先生分类集注杜诗»时,对于杜诗注释带来的病症颇有同感,同时也

对如何正确对待杜诗注释,乃至诗歌注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提出当“以意逆志”方法来阅读,
而不应拘泥于杜诗注释的片面理解.其在龚鼎孳序言处的眉批题识中就提出杜诗不当过于注释,认
为“以身训诂少陵者,亦复病在腐”,同时看到了理解诗歌当采取孟子所倡导的“以意逆志”方法.方

拱乾对于杜诗的理解也坚持此理,他称“要当以身化作少陵,令啼笑耳目,历历现前”,亲身体会杜甫

作诗处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这样才能深刻体会诗中妙境.同时高度肯定“以意逆志”的千古功

勋,“以意逆志,千古读书法,肯为章句死乎”,指出不当为注释而注释的基本原则.当然,他虽不提倡

过度诠释杜诗,但对杜诗注释也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提出“会心用独,稽询用众”的审慎标准,一
方面强调自我会心理解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不排斥诸家注释对于理解杜诗的稽考查询之参考功效,
可谓经验之谈.而这一原则,不仅仅适应于杜诗注释,而且广泛适应于诗歌的笺注.故其在下则题

跋中专门提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这一关于诗歌笺注的理论

问题,可谓切中诗歌笺注的内核.方氏用杜诗笺注中的实例具体阐释了过于拘泥注释反而不利于理

解诗歌涵义的问题,“若字必有所本,句必合经,是一死物矣”,故在理解诗歌时当像陶渊明提出“读书

不求甚解”观点一样,灵活应对,不株守章句之词.
应该说,方拱乾的这种观念是贯穿在整个杜诗批点之中的,因其在«杜少陵诗序»中也陈述了自

己的主要观点.该序从定本不可无注出发,具体阐述了杜诗注释之繁夥,以及注释繁冗所带来的对

于正确理解杜诗的功罪,在此基础上提出注释对于理解经籍的作用,认为“从来经籍,注以明者什七,
以注晦者什三”,但是“诗固纯乎性情也.一落训诂,已先其天”,认为诗歌作为抒发性情之作,过于强

调训诂,则失去其本性.最后落脚到应该采用“以意逆志”之读书法上,并称“此千古读书法也,况读

诗乎? 况读少陵诗乎?”“以意逆志”之法,是方拱乾批点杜诗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构成了其诗

学观念关于如何正确阐释诗歌、理解诗歌的理论内核.
也有批点者认为,杜诗注释之所以会导致错讹、傅会、牵凑的情况,主要在于“后人信之太笃,奉

７６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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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鳌注云:“«诗»‘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按:老马为驹,两说不同.«诗笺»云:‘此喻幽王见老成之人,反侮慢之,视如幼

稚,不自顾念年老人之遇己,亦将然也.’«朱子集传»云:‘但知谗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胜任,如老马惫矣,而反自以为驹,不顾其

后将有不胜任之患也.’此诗若主前说,乃时辈轻侮之喻,正与‘情义谁似’相关.若主后说,乃老年力疾之喻,又与‘手足轻旋’相合.
前说,钱谦益用之;后说,刘会孟用之.朱注则主前说,而驳后说.”(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２００页)浦起龙

亦认为:“结处‘老马为驹’,顶上两句来,兼两意.初疑知交情义一时断尽,正如«诗疏»所云:已老而孩童慢之也.乃今起舞轻旋,宿
疾霍然,又如«朱传»所云:已惫而若堪胜任也.是何也? 当此时之‘得意’,为有加之‘深眷’者也.下一‘况’字,有笔不能罄之神.”
(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３７页)

施鸿保:«读杜诗说»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４页.
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五十六卷,共六册,由其三子方育盛过录并撰写跋语,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之太过,比之太高,求之太深”,如南京图书馆藏方贞观批点«杜工部诗辑注»第一册扉页处的序言中,
方贞观从客观角度细数了杜诗的发展流变,既肯定了杜诗“思深力大,气古才雄,自应首推”的历史定

位,又指出其“有累句,有晦句.出词有卑鄙者,用意有牵凑者,气韵有甜俗者,意象有叫号者.多凑

韵,多复韵,使事不无错误,先后屡见雷同”之诸般窠臼毛病,而注杜者往往仅看到了其优点,而忽略

其存在的毛病,以致“迁就傅会以讳其病,一字一句守为科条”,“各执臆说,聚讼不已”,无益于杜诗注

释的良性发展和杜诗接受的世代层进.其论剖析原委,指出病症,提出建议,倡导孟子提出的“尽信

书则不如无书”的治学理念,很有启发意义.对于杜诗注释,不可盲目信从,当理性思辨,客观分析,
取其合理之注,弃其荒谬之释,方臻于正确理解杜诗之境.

因此,从杜诗未刊序跋中所反映的杜诗注释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关于整个诗歌笺注的问题.
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各种文体的批点注释大量滋生,而对于经典著作的评点笺注更是层出不穷,如
何既正确反映经典著作(如«诗经»、«文选»、杜诗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旨趣,同时又不落入过度诠释

和牵强傅会的窠臼,则成为批点者首要考虑的理论问题之一,这也是在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多有此

类论述的主要原因.虽然其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不一定均能有效规避杜诗注释的诸多问题,但至

少可以启人心智,提供思考这类问题的途径,为当代经典文学名著的笺注提供参考.

二、编年论

自从宋代开始,关于杜诗注释时采用何种体例即已存在分歧,且各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宋

人编辑、注释杜诗,已有分类、编年之两途,分道扬镳,各师其源,极为明显.分类本既有按诗歌体裁

分为古体、近体的编辑方式,也有按题材分类的编辑形式.从总体上说,杜诗的编辑出现了分类和编

年两大系统.分类系统以徐居仁的«门类杜诗»为基础,发展到«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最后加上

黄希、黄鹤的补注而达到分类系统的巅峰;编年系统则以鲁訔编年本为底本,发展到王十朋的«王状

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直到嘉泰四年(１２０４)蔡梦弼就鲁訔编次加以会笺,辑成«杜工部草堂诗

笺»而达到高峰.
编年体之兴,与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思想相关联.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佚名批校«重刊千

家注杜诗全集»在目录处题识明确提出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的观点:“读诗之必考其年月者,何
也? 此知人论世之要诀也.”此佚名题跋认为,杜甫“名亚李白”,但“生平逋徒颠蹶,知者亦鲜”,如果

不“按其时事,体其终始”,则杜甫之“诗情寄托,念不忘君,客思留连,吟非惜己,触世故而宣之以忠义

之情,历困抑而参之以悽婉之音”,将无法“吸其神髓”,不能正确理解杜甫其人其诗.因此,读诗考其

年月者,乃源于知人论世的理论,这是宋人杜诗编年体兴盛的原因之一.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也
同样认为通过杜甫行迹可以了解杜诗内容,如“陪公杖履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有面语”,无疑也是

受“知人论世”之说的影响.当然,根据行踪系年,固然能够给读者提供比较清晰的有关杜甫漂泊路

线和创作的时代背景,但是也有很多诗歌因各种原因无法系年,这就给编年带来了极大困难.其所

系非当之处,也遭到了后世学者的微词.清代方贞观批点«杜工部诗辑注»序言中就明确非议杜诗编

年的相关问题:“吕汲公作«杜诗年谱»,不过酌量其先后,仿佛其时事,约略其踪迹.初未尝逐年逐

月,征事征诗.而梁权道、黄鹤、鲁訔之徒,用以编次,遂年栉月比,若与子美共游处,而亲见其讴吟

者,其无所关会,无可援据之作,则穿凿迁就,以巧合之,或借他题片语只字,以证其当为是时是事而

发,欺人乎? 自欺乎? 亦愚之甚矣.”吕大防编«杜诗年谱»为杜甫年谱的发轫之作.其在«杜少陵年

谱后记»中称:“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

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应该说,吕大防编年谱,是为了深入了解杜甫的人生

经历和道路,进而探讨杜诗创作的发展演变,不无贡献之处.方贞观也看到了吕大防年谱“酌量其先

后,仿佛其时事,约略其踪迹”,“未尝逐年逐月,征事征诗”的发轫之功.但发展到后来编次年谱者,
如梁权道、黄鹤、鲁訔等,对于“其无所关会,无可援据之作,则穿凿迁就,以巧合之,或借他题片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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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证其当为是时是事而发”,实乃有悖编撰年谱之初衷,方贞观认为这“欺人”与“自欺”之举动,也
是非常不明智的作法,其批评亦多所在理.

关于诗歌编年的问题,方拱乾在其批«杜诗论文»的序跋中也多有涉及,代表了杜诗未刊评点序

跋对于此类问题思索的最高水准,兹列其代表性论述三则如下:

　　诗必编年,定论矣.一事而谙练有浅深,一人而交情有厚薄,合观乃见,单举茫然.但世远

年湮,诠次不出作者之手,又未可刻舟求也.如公五十年作诗,而所传仅此,且属秦州以后者多,
抑前此失于兵燹乎? 岂真穷乃益工者传乎? 诸家谱年,非不详确,率从字句揣摩,头绪纠乱.即

所传者时序,亦以意求之耳.(弟典祚序处眉批题识)
诗家编年,其心苦,其功亦巨,然不可泥信者亦多.如«望岳»注以开元十四年,则公才十五,

那遽高老乃尔? 如“二仪积风雨”注以开元二十九年,则公才三十,何以遂有“吾衰同泛梗”之句,
他如此类,不可胜举.若以为不可泥“泛”而别寻一法,则荒唐纠错百不及诸家一矣.惟有信其

信者,置其疑者,我辈以文章见古人,但当会其精神,何必拘拘如家乘墓铭,故为牵合傅会,一日

一事,不可颟顸耶? (弟典祚序处眉批题识)
生平谓诗当编年,不当分体,亦凭臆之言耳.一情事而逐年有浅深,一知交而逐年有疏密,

若拘体以为前后,将深者浅之,浅者深之;密者疏之,疏者密之.颠倒错乱,将何以见作者精神?
兹读少陵如«题张氏隐居»二首而两体,«九日»五首而三体,亦分裂之乎? 可见古人兴会所至,当

几首,当何体,确然有一毫牵强不得、凑泊不得处,今人总不细心,误古人多多矣.(杜诗论文凡

例处眉批题识)
方拱乾首先肯定“诗必编年”的定论,认为“一事而谙练有浅深,一人而交情有厚薄,合观乃见,单

举茫然”,通过编年的形式,可以看到诗歌中所反映的人生变化、交情深浅,因此“其心苦,其功亦巨”,
高度肯定了编年所带来的益处.虽然三则论述有两则以肯定编年体的语气开头,但通读全部论述,
其中对于编年体是否真正反映了事件、人物的真实情况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强调编年的对象“世远年

湮,诠次不出作者之手,又未可刻舟求也”,不可为了编年而编年,牵强傅会,颠倒错乱.甚至认为“诸
家谱年,非不详确,率从字句揣摩,头绪纠乱.即所传者时序,亦以意求之”,同时例举杜甫«望岳»等
诗中种种编年不可信者以为例证,看到了杜诗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的问题.由此推出,关于杜诗

编年应“信其信,置其疑”,“以文章见古人,但当会其精神”,不必“拘拘如家乘墓铭,故为牵合傅会”,
甚至“一日一事,不可颟顸”,其见跳出编年窠臼,从领悟诗歌精神出发来审视此问题,独具心得.犹

可珍贵的是,方拱乾并未停留在指出错讹的层面,而是继续追究诗歌编年与诗歌分体之间的矛盾,以
及导致诗歌编年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方拱乾看来,“一情事而逐年有浅深,一知交而逐年有疏

密,若拘体以为前后,将深者浅之,浅者深之.密者疏之,疏者密之.颠倒错乱,将何以见作者精神?”
如果死板地以诗歌体裁为内容,按照编年体之定时代前后的杜诗编排法,必然对杜甫真实行迹交游

和杜诗整体文本带来某种客观层面的割裂,甚至出现牵强傅会、误读古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
甚至动摇了先前所谓定论的“诗当编年,不当分体”的观念,认为此“亦凭臆之言”.分体也好,编年也

罢,不能以读者之主观臆想去傅会古人之创作,而应尽可能遵循古人创作实际,因为“古人兴会所至,
当几首,当何体,确然有一毫牵强不得、凑泊不得处”,如不细心体味,当必误读古人矣.

三、渊源论

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概述杜甫诗学渊源及其诗歌成就时曾说:“至于

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

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①此一评论全面概括了杜甫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现实,成为杜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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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１５页.



承渊源的定论.杜甫作为我国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诗人,其诗文创作既吸取了前人丰富的诗歌

创作经验,其创作的优秀成绩也成为后世诗人汲取的源泉.关于杜甫诗歌的继承传统、昭示后人的

论述,在诸多论著和诗话笔记中均有较多阐释.杜甫“转益多师”、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影响深远的

开拓性已为学界普遍认同.自«新唐书»杜甫本传、宋代孙仅的«读杜工部诗集序»、钱谦益的«曾房仲

诗序»、吴见思«杜诗论文馀论»、叶燮«原诗»等诸多诗文中阐述过其继承与开拓的相关问题.此处

仅就笔者所见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关于杜甫师承渊源与创新革新的资料略作说明和补充.
就师承渊源而言,杜甫曾在诗中多次反复论述诗学渊源的问题,在未刊评点序跋中的论述也不

少.或多述其上承风雅,祖述汉魏,集诗学之大成.如陆超曾批校并过录诸名家批点«杜工部集»中
的题识中结合杜甫«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其五、其七)»«宗武生日»«又示宗武»«咏怀古迹五首

(其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春日忆李白»中关于诗歌渊源的诗句,来论述杜诗之“集诗学

之大成”.应该说,陆超曾所论主要从诗歌正统观念出发,切论杜甫诗歌“导源风雅”,“兼收博采”,上
继诗骚风雅,中承汉魏乐府,凌驾六朝以上,集诗学之大成.其中尤其提出“‘精熟«文选»理’,明明以

根柢示人”,强调杜诗与«文选»的深厚渊源关系.«文选»集中反映了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念.唐代注

释«文选»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李善,李善曾在洛阳附近之汴、郑讲授文选学,虽然杜甫出生

时李善已经去世,但杜甫与李善之子李邕交往密切①,有机会接触当时当地的«文选»研究名家.杜甫

也在诗作中明确提出“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强调其

对六朝诗歌经验的学习,对«文选»的格外重视,甚至还希望自己的儿子赓续家学,学习«文选»,“呼婢

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关于杜诗与«文选»之关系,宋人葛立方«韵语阳

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绦«西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元人白珽«湛渊静语»,明人杨慎«丹
铅总录»;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近人李详«杜诗证选»等论著中多有论述.
前人之论,或强调杜甫沿袭«文选»词句、意象,或剖析杜甫学习«文选»之功利目的,或分析杜诗与«文
选»艺术审美之相似,不一而足.

如果说杜诗这种上承风雅、祖述汉魏、追踪六朝的传统溯源,前人多有谈及,未必有几许新意的

话,那么,陆超曾在题识中认为杜甫论诗俱本陆机«文赋»而来,则似尚未被人如此详细论及.«文赋»
系西晋文学家陆机所撰,刘勰«文心雕龙»、挚虞«文章流别论»、萧统«文选序»、钟嵘«诗品»等都深受

其影响.杜甫对西晋作家陆机«文赋»的评论不多,他曾在«醉歌行»中用“陆机二十作«文赋»”来勉励

其从侄杜勤.学术界则主要侧重用杜诗“陆机二十作«文赋»”一句来论证«文赋»的写作年代问题②.
此外,杜甫在«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一诗中曾经化用«文赋»的理论来赞颂刘伯华的诗篇:“近有

风流作,聊从月继征.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卷轴来何晚,襟怀庶可凭.会期吟讽数,益破旅愁

凝.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凌.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白头遗恨在,
青竹几人登.”朱鹤龄曾详细指出«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此段诗句融化«文赋»之理论的具体情

况:“‘雕刻初谁料’,即«文赋»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纤毫欲自矜’,即‘考殿最于锱

铢,定去留于微芒’也.‘神融蹑飞动’,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战胜洗侵凌’,即‘方天机之骏

利,夫何纷而不理’也.‘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即‘行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言

之所纬’也.”③他将杜诗诗句与«文赋»内容逐句比对,看到了该诗赞颂刘伯华诗篇的诗句融化«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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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杜甫与李邕的交往,在其诗作中多有记载.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称“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晚年撰写有«八哀

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高度赞扬了李邕之人品才华.
关于杜甫«醉歌行»所说“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后人多有怀疑,如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称“老杜云‘二十作«文赋»’,于

臧书稍疎耳”,认为这是杜甫误看李善所引臧荣绪«晋书»所致;骆鸿凯«文选学»亦称:“‘陆机二十作«文赋»’(杜甫«醉歌行»).按«文
赋»李善引臧荣绪«晋书»,非谓作«赋»即在此时,杜似误引.”当然,也有赞成者,如清代徐攀凤等.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卷十五,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金陵叶文茹万卷楼本,１９７６年.



理论的蛛丝马迹,以致清人仇兆鳌亦称“杜诗必有来历,不特用其字句,而并融其神理,于此可以触

悟”①.陆超曾此段题识亦跟朱鹤龄在评论«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一诗时所采用的操作方式一

样,将杜诗中的相关诗句与«文赋»进行对比,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陆超曾在篇首明确提出“杜
公论诗,俱本陆平原«文赋»”的观点,然后例举了３１句杜甫论诗的诗句,与«文赋»中的相关论述进行

一一对照,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所论杜诗与«文赋»之相关联处,大多均能紧扣某一相关契处进行类

比,具有一定的道理.例如称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即«文赋»“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

芒”,强调文学创作态度的严肃性,要求剪裁去留,用心缜密,考校锱铢毫芒之间,其中甘苦得失唯有

作者自己最为清楚;称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即«文赋»“一篇之警策”,强调诗歌创作中关键警句的

效果;称杜诗“清词丽句必为邻”即«文赋»“清丽芊绵”,强调诗歌审美的清丽特质;称杜诗“思飘云物

外,律中鬼神惊”即«文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文学创作思维的发散性和文章内容

的丰富性,诸如此类,皆可自成一说.如果说前人论杜甫诗歌有提到其本于陆机«文赋»的,那么,像
陆超曾这样完整地展示杜诗之诗句与«文赋»中之具体字句的对应关系,恐怕没有人论述得这么清

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鹤龄和陆超曾对于杜诗某些具体诗句与«文赋»关系的理解,在具体对应

上也有一些差异.如杜诗“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一句,陆超曾认为该句即«文赋»“情瞳昽而弥

鲜,物昭晰而互进”之意,朱鹤龄则具体细化,分述二句为“‘雕刻初谁料’,即«文赋»之‘笼天地于形

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纤毫欲自矜’,即‘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微芒’也”;又如“神融蹑飞动,战
胜洗侵凌”一句,陆超曾认为即«文赋»“涉乐必笑,言哀己叹,仰不逼而俯不侵”之意,而朱鹤龄同样是

分述之:“‘神融蹑飞动’,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战胜洗侵凌’,即‘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

理’”;再如“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一句,陆超曾认为即«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眇众虑而为

言”之意,朱鹤龄则认为即«文赋»“行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言之所纬”之意.这些理

解上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诗句含义的多义性所致,一方面是二人在理解上的侧重点不同,应该说没

有正误之别,只有高下之分.
杜甫之所以能达到这种融化古人出神入化的境界,主要在于杜甫能用古人而古人为之驱使,不

仅学其形貌,而且更多地是从精神层面来学习.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在«杜诗论文凡例»处批驳

明代“后七子”领袖人物李攀龙“唐无五言古”的观点时称:“少陵者,用古人而古人供其驱使者也.”李
攀龙作为明代复古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选唐诗序»中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观点,
后来他又在«唐诗删»中具体区分了“唐古诗”和“五言古诗”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观点引起了后来学

者的激烈论争②.唐代著名诗人当中,自初唐陈子昂,到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诸多名家都写过不

少的五言古诗,但是作为复古派领袖的李攀龙仍然坚称“唐无五言古诗”,甚至认为“陈子昂以其古诗

为古诗,弗取也”(«选唐诗序»).李攀龙从辨体的视角出发,认为陈子昂的古诗不是纯粹的唐体古

诗,虽然有汉魏风骨,但他却企图将唐体转化成古体,就把两体混淆了,属于古、律混淆的古诗.所

以,李攀龙在«唐诗删»中不仅将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全部删去,甚至也把杜甫的«无家别»以及

李白的«古风»等一直被视为五言古诗代表作的诗作全部砍掉.对于李攀龙的这种观点,方拱乾在题

识中明确表示不敢苟同,他认为唐代并非“无五言古”,而杜甫就是“唐之五古宗”,而追究杜甫五言古

诗的渊源,“何尝不从汉魏六朝来”,并且例举了«北征»、«复归»、«草堂»诸诗与«孔雀东南飞»、«木兰

诗»等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方拱乾剖析了导致“唐无五言古诗”的原因,“人惟

不细心,遇诗便好寻其短,不曰‘叛古人’,即曰‘盗古人’,总是以形貌推测耳”.他认为杜甫之高妙处

在于“自我作古”,其五古之作,多从汉魏六朝而来,而且能超脱于古人藩篱,达到另一种高古,这是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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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九,第１７２０页.
李攀龙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观点后,在诗学界引发了激烈讨论,诗论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己见,聚讼纷纭.有支持李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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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师法汉魏六朝而不囿于汉魏六朝的特异之处,肯定了其诗学渊源,强调了杜诗的创新革变.同样

的观点,方拱乾在«潘眉序»的题识中表述得更加完整和深刻.他从“凡诗以有人所不有,不有人所有

为佳”的一般规律,来审视杜诗的赓续与开创之功,认为杜甫则“无所不有,人不能有其所有,后不能

不有其所有之为佳”,并且以杜甫为历史坐标,对杜诗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杜甫不但吸收了他之前或

同时代诗人诗作的优势,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诗人,得出杜甫诗歌“本乎性情学力,无所拟,无所不拟

而成公之诗”的结论,进而强调学杜者“惟本我之性情学力以学之”,方能“遇之”.
除了继承,杜甫对后世的开拓也是后世学者师法的主要对象.方拱乾在批注«杜诗论文»«弟典

祚序»的题识中明确提出“今之称诗者,心即不服少陵,口不得不服少陵”的观念.他认为:“少陵之

诗,化工也”,“今之称诗者,心即不服少陵,口不得不服少陵矣”.在学习杜甫诗歌的技法上,方拱乾

批判指出当今学少陵者,仅看到其所达到的效果,而未能仔细探讨他之所以如此的深层次原因,即所

谓“不学其风,但学其响;不学其雨露,但学其华实”.因此,在师法杜甫的问题上,他认为当“不以诗

求少陵而少陵现,以身化作少陵而少陵之诗现”,要设身处地细心体会少陵与少陵之诗,方可臻于学

杜之上境,真正领悟到杜诗的精华和神髓,这实际是属于体验批评的范畴.对于那些未能很好地体

会杜诗精髓的习杜者,批点者亦是多有指责.方贞观批«杜工部诗辑注»时,在第四册扉页处的序言

中指出:自晚唐孟棨«本事诗»提出“诗史”之说,至宋代杜诗笺注和评论的日益繁夥,“诗史”一词就成

为杜诗批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历代学者关于“诗史”之说亦多有阐释,或赞成肯定,或批评非

议.方贞观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学者动则曰“诗史”、曰“一饭不忘君”,但“究竟子美之诗其妙处果在是

乎”? 对杜甫“诗史”之论提出质疑.方贞观甚至无情地批判了流俗小夫妄学捉笔时,“脱口必言时

事,落笔忧国忧民”的粗率行径,认为这种表层的学杜并非真正领悟到了杜甫诗歌的真谛,“岂遂可与

子美抗行乎?”这种不学皮毛,专注于杜诗精神领悟的学习之法,值得所有师法杜诗者仔细体味.

四、创作论

创作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自从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等理论著作问

世以来,历代文论家和批评家多对此作出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也有不少涉及

诗歌创作的理论.

１．强调作诗当以“学”始,以”悟”终.
对于诗歌的创作问题,陆超曾在批校并录诸名家评点«杜工部集»时,在第六册卷十六扉页处引

录钱陆燦、杜濬两人的一段批语,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诗歌创作的相关情况.钱陆燦强调诗文创作的

整个过程“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并且列举了如何学诗以继承的问题.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用古从读书出者为上,从读赋中出者次之,从读诗中出者为下”,强调从源头学习的重要性.因此,
在学诗方面,钱陆燦认为:“学诗必先读«三百篇»,次楚词,次汉魏,次六朝,次三唐”,以时代先后之

序,反复揣摩学习,方可得诗学真谛.并以杜濬所论今日学杜者,不管是崇尚前后七子者,还是追慕

竟陵派者,“究诘其所为摹崇者,茫然不能举其义”,存在“优孟衣冠”的缺陷.从反面论证钱陆燦学诗

“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的观点,颇具真知灼见.

２．强调诗歌创作的独创性和积累性.
诗歌创作本是抒发自我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不断积累创作

经验,积累创作素材,方可臻于诗之至境.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从“选诗”、“看诗”与“作诗”之间

的相异关系中剖析了独抒情感和平时积累对于作诗的重要性:“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选诗

者,如主司较诸生,以一题,以一日,而去取高下惟我,必立一二,中者收之,过、不及皆摈之.细为推

敲,无丝毫戾古人法度而后可以为,后学则全为人不为己也.看诗则纯乎为己,绝不为人,必以我之

性情,化为作者之性情,如身历其景与事,题字题中题外有许多咀嚼不尽,并不晦向作者作品骘也.
若作诗,只有我之性情,而平日所步趋之古人俱捐弃而不置胸中,若以为某诗当学之,某诗当避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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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矣.”他从为人、为己的角度,对选诗、看诗与作诗的不同之处进行了精心对比,强调作诗应以诗

歌独创性为宗旨,“只有我之性情,而平日所步趋之古人俱捐弃而不置胸中”.而能够达到独创之目

的的途径,乃在平日之积累,读书养气,“工力在平日未作诗,前既作诗,后深心静气,寤寐与古人周

旋,如群卉之蜜,中边皆甜,五金之炉,铅汞皆宝”,正如杜甫自作古之法,虽然“间有用古人,而后世不

见古人,只见少陵”,可以说臻于诗歌创作的妙境.

３．怀古咏史之作,“须有一段深情远识”.
咏史诗在于借古代史实抒发作者自我情感,如不善于找到激发情感的触点,亦容易流于牵强附

会之弊.因此,在咏史诗的创作上,陆超曾在批校«杜工部集»中的题识提出:“作怀古咏史诗,须有一

段深情远识”,颇得咏史诗创作之根本.陆超曾认为,咏史诗不可停留于就事论事层面,而应着力于

寄托深远的开拓.“虽只叙事,而意在言外,无不包括,乃含蓄有蕴藉”,不可强作议论,以直抒胸臆.
并列举杜甫«琴台»和«昭君»二诗加以剖析,前者“咏相如挑文君事”,杜甫却“借以慨君臣遇合之难”,
颇得风骚之趣;后者“咏明妃出塞事”,杜甫“借以为怀才不遇者寄慨”,从儿女情中写出了风云气色.
在此基础上,陆超曾得出结论,“读二诗可得作怀古诗之法”.

４．关于诗歌用字、用典问题.
从微观层面来审视诗歌文本,那就涉及到诗歌的用字问题.用字问题是诗歌风格的具体反映,

所谓“郊寒岛瘦”、“点铁成金”,无不是着眼于诗歌字词的具体运用而言.在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涉
及到诗歌用字层面的主要有三:

一是“诗莫难于用奇”.诗歌用字,能以奇致胜,固然凸显出作者的学识和驾驭能力,但其难度也

是显而易见的.在陆超曾批校并录诸家评点«杜工部集»中,就提出了“诗莫难于用奇”的观点:“诗莫

难于用奇,舍此则何由见杜之大.他人奇则伤雅,惟公诗愈奇而愈见其雅.”“奇”既是建安度越六朝

之处,也足见杜甫诗歌之大处.“奇”虽难,但也可学,“非湛于学问不能”,只有通过继承诗歌的优良

传统,并加以自我的良好改造,亦可臻于“奇”境.
二是“琐细之事,粗俗之语,最难入诗”.诗歌作为正统文学的典范文本,最难将俗事俗情入诗,

陆超曾在题识中却注意到杜诗能够撷取琐细之事、粗俗之语入诗的特质.杜诗的典范性表征之一,
就是在其诗歌中能够海纳百川,将茶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均吟咏入诗,体现出无处不诗歌的特质.将

身边“真景真事,俗语俗情,随手拈出,便成绝妙好文”,扩大了诗歌反映社会生活的范围,加深了诗歌

表现的主题,体现出杜甫不同一般的识见和诗歌创作能力.
三是“诗有以证据佳者,有不必以证据佳者”.在诗歌语言运用中,不少诗人为了能够在有限的

语言中包含更多的语意信息,于是采纳众多典故以入诗.但诗歌艺术成就的高下,既有以典故为佳

者,也有不必以典故为佳者.方拱乾批«杜诗论文»中认为“诗有以证据佳者”,即善于用典者,此类数

量繁夥;也有“不必以证据佳者”,作者例举了“骑马到阶除”和“昏黑应须到上头”二语.“骑马到阶

除”一语出自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该语或以为用襄阳儿童诗“时时能骑马”和«景福殿赋»“阶
除连延”之典①;“昏黑应须到上头”出自杜诗«涪城县香积寺官阁»,“上头”一语,或以为用古乐府«陌
上桑»之“夫壻(婿)居上头”之典②.此种解释固然能通,但颇显牵强.故方拱乾认为所列杜诗中的两

语,不当典故解,则“节合情洽,可歌可咏”,若以为是用典,反而“板滞不圆”,可见典故之运用,亦只可

适当而止,不可强解,否则,将有害于诗意理解.这正如杜诗注解中的过度阐释与适度注释的问题.

五、鉴赏论

诗歌评点本身就包含了诗歌品评和鉴赏的成分.关于如何进行诗歌品评的问题,杜诗未刊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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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中也多有涉及.陆超曾批校并录诸名家批«杜工部集»中引用钱陆燦论诗诗一首,提出“作诗既

惟难,论诗复不易”的观点.钱陆燦吸取历代论诗绝句以诗歌论诗的形式,从«诗经»到杜诗,历数千

百年来论诗之不易.论诗不易的观念,历来都有.如宋黄徹« 溪诗话»中,陈俊卿为其作序时即强

调“作诗固难,评诗亦未易.酸咸殊嗜,泾渭异流.浮浅者喜夸毗,豪迈者喜遒警,闲静之人尚幽眇,
以至嫣然华媚无复体骨者,时有取焉,而非君子之正论也.”①实际上,对于诗歌阐释的问题,方拱乾认

为诗歌乃是灵物,是不能与人随意讨论的:“诗,灵物也,不可与痴人语;高物也,不可与卑人语;新物

也,不可与腐人语;深物也,不可与浅人语.彼既痴、且卑、且腐、且浅,又不自安于不可语诗而强争

之.只有如意贴之一法,着一语便错矣.”他强调诗歌的灵物特性,认为不可与“痴人”、“卑人”、“腐
人”、“浅人”语,虽略涉玄虚,但还是看到了诗歌不可妄加评论的内在属性.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诗歌鉴赏的妙境,真正使自己的诗论恰如其分? 方拱乾提出,只有原本对诗

歌具有喜好之心,然后以身入于诗中,方可论诗.他以“诗癖”来强调对于诗歌的钟情,认为“惟癖则

所研入深,所领略独,惟深且独,则能摄情归性而至于不可解”.从批评鉴赏的角度看,如果根本对诗

歌没有情至深处的喜好,亦没有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要对其优劣之处作出恰当的评论,亦是十分艰

难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方拱乾强调以“癖”论诗,方可论之深,论之独,未必无理.
诗歌中警句历来是鉴赏者比较关注的层面,但是,到底其中佳句如何得来,得句之具体涵义为

何,历来论述不详.关于诗论中“得句”的论述,方拱乾在«杜诗论文凡例»的题识中阐释得比较详尽:

　　诸家动曰“得句”,“得句”有二义焉.无所思索而忽然冲口,遂为古人所不能道,生平所不能

道,是不关题也.或因句而来章,或始置之,俟他日兴会所及而入之题中,如“泉声闻复息”、“动

静随所激”、“波澜独老成”、“晚节渐于诗律细”之数是也.有因题而的[得],若即神助者.如“高

城秋自落”、“晴雪落长松”、“湘娥倚暮花”之数是也.少陵佳句,不可枚举,究竟少陵之佳不在句

也,亦惟少陵而始可曰“佳不在句”,此中正自难言.
方拱乾具体剖析了“得句”的涵义,认为“得句有二义焉”,“或因句而来章,或始置之,俟他日兴会所及

而入之题中”;“有因题而的(得),若即神助者”,并且以杜诗的具体实例予以佐证,颇具识见.实际

上,杜甫并非以“得句”名家的诗人.其在张问陶批注«杜诗论文»中«杜诗论文凡例»的题识称“名家

诗有名句可摘,杜诗元气浑沦,不能指何句为最佳”,正是看到杜甫元气浑沦的整体优势,其体不在于

诗句,而在于整体氛围.总之,不管是创作论,还是鉴赏论,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所涉及的这些理论

问题,无疑都为丰富诗学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

综而言之,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作为杜诗学史上的重要稀见史料,其中关涉的杜注论、编年论、渊
源论、创作论和鉴赏论等重要诗学理论,虽缺乏体系性,但吉光片羽,颇足珍贵,充分反映了杜诗经典

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全面凸显了清代杜诗学者在批阅、研读杜诗过程中的实践感悟与理论

思考,值得后世杜诗研究者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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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黄　勇 撰　崔雅琴 译

摘　要: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

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

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

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

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

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

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

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关键词:中国哲学;王阳明;动力之知;有待感发理论

一、引言: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哲学界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虽然美国哲学协会(APA,即
AmericanPhilosophicalAssociation)年会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分会上中国哲学专场的数量有了显著

增加(尽管仍然主要出现在小组议程而非主要议程),同时研究中国哲学的英文出版物数量也有了较

大提高,但至少依旧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在研究型大学,尤其一流研究型大学里,缺乏具有中国哲

学专长的学者.布鲁雅(BrianBruya)最近便对此作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在具有博士项目的美国

大学哲学系从事专职中国(或亚洲)哲学研究的所有九位学者中,只有四位一开始是作为中国(或亚

洲)哲学学者而被招聘的(其余的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专长,如伦理学和古希腊哲学,而进入具有博

士项目的哲学系,他们或者一开始对中国哲学也有一些兴趣,或者只是在进入这些研究型哲学系以

后才开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而全美哲学博士项目中总共仅有九位专职中国哲学学者能够指导博

士学位论文”① .其二,与研究中国哲学或亚洲哲学的专门刊物相比,综合哲学期刊发表的中国哲学

论文少之又少.奥伯丁(AmyOlberding)发表在本期美国哲学协会通讯上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一问

题.她发现综合哲学期刊自１９４０年以来每十年只刊发了三到四篇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且无增长

　

作者简介:黄勇,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香港).

译者简介:崔雅琴,华东政法大学校报编辑(上海２０００４２).

※本文原为英文(“The‘DoubleBind’onSpecialistsinChinesePhilosophy”),刊于２０１６年«美国哲学协会通讯»
(APANewsletter１５(２):１７ ２３).在通读本文的译稿时,除了对译文作了少量改动外,作者对原文也作了较多的修

订和扩充.为阅读方便,还将全文分成若干部分,并加了标题.由于在这个中文版中,作者对在英语世界中从事中国

哲学的学者,较之英文原文,增加了一重约束,全文题目中的“双重约束(doublebind)”也改成了“三重约束(triple
bind)”.

①　BrianBruya,“TheTacitRejectionofMulticulturalisminAmericanPhilosophyPh．D．Programs:TheCaseofChinesePhiＧ

losophy,”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１４(２０１５):３７０．



之迹象①.
当然,上述两项研究不过是证实了中国哲学研究者很久就已经有的,尽管有些含糊的共同感觉.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 本文将突出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
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受到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第二部分),并以王阳明

研究中的若干方面作为例子来具体说明如何在这样的双重约束下从事研究(第三部分).由于这样

的研究有可能被指责为对中国哲学断章取义,我在本文的结语部分将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还需

要满足第三重约束.

二、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双重约束”

要扭转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这种边缘状况,必须先弄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万白安(Bryan
vanNorden)所说的“沙文民族主义”②或布鲁雅所说的“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隐性排斥”③,可能在某种

程度上合乎事实,尽管主流西方哲学家可能不会予以承认.然而,笔者认为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西
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布

鲁雅所讲的一则逸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布鲁雅了解到美国某大学的哲学系想建立一个全美排

名前十的哲学博士项目,于是就问该系的系主任,他聘用了哪位中国哲学专家来帮助他达到这个目

标.这位系主任的回答让布鲁雅感到很吃惊:“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

题吗?”④言外之意是说,第一,倘若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那么哲学系自

然会聘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第二,中国哲学无益于此.
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上述第一点:即使(或者正因为)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当前哲学家所关注的

问题,哲学系仍应该聘请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这样他们可以引进西方哲学家目前没有关注但应该

关注的问题,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不过,本文旨在质疑第二点: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西方主流哲

学家目前所关注的问题.当然,要使他们信服,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只是抱怨现

状,而是应该比西方主流哲学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扭转这一不尽如人意的局面.事实上,他们既然

不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某天突然来兴致阅读中国哲学,因为他们确实忙于处理一些

令他们,同时也令我们或应当令我们感兴趣的哲学问题.相反,我们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

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

些有意思的观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极为赞同奥伯丁的观点.她认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在提高西方哲学

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方面存在双重约束.一方面,他们不仅需要“紧扣主流话语中已有的问题、兴趣

点或范式”⑤,而且必须解释中国哲学能就这些问题、兴趣点或范式提供一些主流话语没有讲到的东

西.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或者即使把中国

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了,但仅仅说明了两者有类似的思想,或者还进一步发现了中西哲学之间

的某些差异,但不能说明中国哲学也是有意思的、合理的或有说服力的(如果不能证明中国哲学比西

方哲学更有意思、更合理或更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就几乎不可能让那些对中国哲学还不感兴趣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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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使中国哲学观点看起来

“极为怪异,偏离受西式教育的哲学家所熟悉的思想,那就会引发另一种类型的抗拒”①,因为对于西

方主流学者而言,这些观点可能看起来是非哲学的,属于他们眼中的东方神秘主义.奥伯丁如此概

括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的、在她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双重约

束:请你们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见过的东西,但同时要保证这些东西看起来确实是

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②.
笔者曾在«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研究中国哲学:为中国哲学引入一种独特方法»③一文中表达

过类似的,但乐观得多的观点(该文的一些主要思想后来成为拙著«为什么应该是道德的:师法二

程»④绪论的主要部分),尽管那时笔者的关注点并不是想扭转中国哲学在西方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这

件事.笔者当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但关键点也在于如何激发西方

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要回答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必须回答我

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种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我们自己的中国哲

学论著是写给谁看的.当然,我们的论著也要写给研究中国哲学的同行看的.然而,如果我们想要

把广大的西方哲学家当作受众———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为什么这些对

中国哲学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西方哲学家应该对它感兴趣.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答案在于,中
国哲学即使在今天西方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上,也能作出一些重要的贡献.

若想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应该熟悉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就这些问题所发

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观点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要看看中国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是否有不

同的、更好的观点.这在本质上就是奥伯丁所说的双重约束,只是在表述顺序上颠倒而已.为了更

清晰地呈现这种双重约束,笔者曾作如下陈述:“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

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有最终发言权.”⑤由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整体上优于西方哲学,这种比较

研究所选择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系统性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比较研究中,至少在初始阶段,我们将

不讨论某些在中国传统中可能非常重要,但对西方哲学家而言太过陌生或很难与他们目前所关注的

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要么西方哲学家已经提出令人满意(或至

少比任何可以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发现的观点更令人满意)的看法,要么西方哲学所发展的观点虽令

人不甚满意,但中国哲学也无法提供更好的看法.我们的比较研究不涉及这两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应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虽然旨在从中国哲学中寻找更好的办法解决

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这种办法的学者必须先确定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才

开始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其解决方案.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会这样做,但研究者也可能先是觉得某个

中国哲学的观点特别有意思且意义重大,然后去看西方哲学家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然而,这两种

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候,研究者可能看到西方哲学传统关于某一具体议题的代表立场很

成问题,但在中国哲学中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研究者可能发现某个中国哲学观

点特别有意思,但它对于解决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并无助益,因为它所涉问题不是西方哲学所要处理

的,或是因为西方哲学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展出了同样有意思或更有意思的见地.在大多数情

况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熟悉中西传统,可以判断中国哲学中的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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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解决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问题,然后仔细研究这两个传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具体看法.
第二,尽管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旨在解决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它并不会像初看起

来那样存在歪曲中国哲学的危险.一方面,它不同于试图利用当代西方哲学流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

传统哲学的做法,那样的话可能确实会歪曲中国哲学.例如,针对当下美德伦理的问题提出儒家的

解决方案,我们不必主张或论证儒家伦理也是一种美德伦理,至少不必说它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美

德伦理.另一方面,诚然,这种研究方式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图景是不完整的,但它本就无意呈现一幅

完整的中国哲学图景.这是说,它只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需要其他很多方式加以补充和

支持.
第三,显然,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本研究,因为它旨在为目前西方哲学家所关注

的问题提出新的、有意思且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仅是提供一种“富有洞见的解释,以尽力复原文本

写作的最初情景,进而有可能把握作者原意”①.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同于可能易于与之混淆的

纯粹的哲学建构.纯粹的哲学建构存在以下危险:它“一开始就和激发了哲学建构努力的历史资源

相疏离”②,因为“一个人如此开展研究时,可能不会直接从所比较的两个传统中引经据典,虽然他可

能用脚注来解释自己思想之根源”③.为了证明中国哲学可以对解决当代西方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

题作出重大贡献,就需要证明这些贡献确实基于对中国哲学文本的扎实研究、仔细分析与合理解释,
而这一坚实基础得经得起对同一文本其他解释的挑战.尽管我们在运用中国哲学文献去挑战西方

哲学观点时必须进行筛选,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运用这些文献时不会歪曲它们在原始语境中

的含义.就此而言,布鲁雅最近一项以中国哲学视域挑战西方哲学的重要研究与此处倡导的研究有

所不同(至少从他的构想而非他或其项目参与者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尽管笔者对他的研究深表赞

赏,因为布鲁雅的研究“并不要求明确提及中国哲学资源,即使它的主要观点必须包含中国传统,至
少把中国传统作为灵感的源泉”④.

第四,奥伯丁正确地强调,“试图促使人们对非西方传统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学者所面临的这种双

重约束对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⑤,因为它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两种传统.处

理这个问题有一个法子:不管是就具体的研究项目而言,还是就一般的哲学兴趣而言,把研究的重点

缩小到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哲学的子域.例如,如果想看看荀子将如何回应针对

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situationism)批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充分掌握针对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

批判和«荀子»文本,而这还是办得到的.同时,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应该把熟悉西方哲学

的当代著述视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那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中国哲学并没有在总体上优于西

方哲学.就某些论题而言,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有更好的东西要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根据我

自己的经验,即使在那些中国哲学有更好东西要说的问题上,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仍然可以获益良多.

三、在双重约束下研究中国哲学:以王阳明研究为例

因此,笔者赞同奥伯丁的以下观点:主流的英美哲学能否更多融合中国哲学,“取决于[英美哲

学]能否将其经常宣扬的批判精神用于自身,能否审视自己的预设、预期和实践”⑥.不过,英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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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自我批判,至少部分取决于中国哲学研究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双重约束的要求.奥伯丁在

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中作了精彩的案例研究:儒家关注日常的良好举止和礼仪的深层道德意义,这
可以对当代哲学伦理学作出贡献.这项研究本身就是满足双重约束的一个成功尝试.笔者之前也

作过一些涉及孔子①、庄子②、二程③和朱熹④的比较研究,旨在通过吸收这些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以解

决目前困扰西方哲学家的若干问题.这里虽不宜展开这样的实质性研究,但它有助于表明,道路尽

管崎岖,前途却是光明的.鉴于此,本节拟简略讨论笔者目前正在从事的王阳明研究中的几个主题,
以说明上面提及的在英语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的双重约束是有可能满足的.

１．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能力之知(Knowing how),抑或动力之知(Knowingto)? 赖

尔(GilbertRyle)对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作了经典区分⑤.前者是理论性的,后者是实践性的.赖

尔作此区分,意在强调能力之知,它在西方哲学史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依赖尔之见,西方哲学史

在很大程度上持唯理智论.笔者赞同这一区分,尽管近来出现了两种来自相反方向的挑战:有人说,
能力之知无非是命题性知识的一种⑥,另外又有人说,命题性知识不过是能力之知的一种⑦,这两种

观点虽方向相反,但都在试图将其中一种还原成另外一种.依笔者拙见,赖尔的问题不在于区分这

两类知识,而在于人们往往误以为这两类知识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有的知识.比如,艾文贺(P．J．
Ivanhoe)、杜维明、库珀曼(JoelKupperman)、拉法尔(LisaRaphals)、陈来及郁振华等研究中国哲学

的学者便试图把儒家的道德知识观念理解为能力之知而非命题性知识.然而,命题性知识或能力之

知都不足以解释儒家知识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来看阳明的良知概念.良知之为知,不仅关乎何谓

善何谓恶,而且还关乎好善恶恶,但赖尔的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都不包含好善恶恶这一层.譬如,
如果我知道我应该爱我的父母并知道如何去爱他们(此二者分别属于赖尔所讲的命题性知识和能力

之知),我仍有可能不爱他们.但是,如果我有爱父母的良知,那么,它便包含三种知识:其一,我知道

应该爱我的父母(命题性知识);其二,我会,即我有动力去爱他们(动力之知);其三,上述二者又必然

会驱使我寻求最合适、最有效的方式去爱他们(能力之知).笔者所讲的“动力之知”跟赫瑟林顿

(SteveHetherington)和赖蕴慧(KarynLai)所讲的“动力之知”不尽相同⑧.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讲

的动力之知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的能力之知,而我所讲的动力之知乃是促使人采取相应

行动的知识.这一知识概念的充分发展将使儒学对当代知识理论能够作出重要贡献⑨.

２．信念(belief)、欲望(desire),抑或信欲(besire)? 当代关于道德理由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

论,接受了休谟在试图解释行为理由时对信念和欲望的区分.争论的焦点在于信念是否可以单独成

为行动理由.理由内在论者认为,任何行动理由必须服务于某些广义上理解的既有欲望,即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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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YongHuang,Confucius:GuideforthePerplexed (London:Bloomsbury,２０１３)．
YongHuang,“TheEthicsofDifferenceintheZhuangzi,”Journalof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７８．１(２０１０):６５ ９９

and“RespectingDifferentWaysofLife:ADaoistEthicsofVirtueintheZhuangzi,”JournalofAsianStudies６９．４(２０１０):１０４９
１０７０．

YongHuang,WhyBeMoral．
YongHuang,“TheSelf centerednessObjectiontoVirtueEthics:ZhuXisNeo ConfucianResponse,”AmericanCathoＧ

licPhilosophicalQuarterly８４．４(２０１０):６５１ ６９２;and“TwoDilemmasofVirtueEthicsandHowZhuXisNeo ConfucianismAＧ
voidsthem．”JournalofPhilosophicalResearch３６(２０１１):２４７ ２８１．

GilbertRyle,TheConceptofMind (NewYork:Barnes& Noble,１９４９)．
JasonStanleyandTimothyWilliamson,“KnowingHow,”TheJournalofPhilosophy９８．８(２００１):４１１ ４４４．
StephenHetherington,HowtoKnow:APracticalistConceptionofKnowledge (Malden,MA:Wiley,２００１)．
StephenHetheringtonandKarynLai,“PractisingtoKnow:PracticalismandConfucianPhilosophy,”Philosophy８７．３

(２０１２):３７５ ３９３．
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见黄勇:«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其英文版见 YongHuang,“Knowing that,Knowing how,orKnowing to?:WangYangmingsConceptionofMoral
Knowledge(Liangzhi),”JournalofPhilosophicalResearchvol．４１(２０１７)．



(BernardWilliams)所讲的“主观动机集合”(subjectivemotivationalset)①;而外在论者则认为,信念

可以单独促使一个人作出行动②.有些反休谟主义者提出假设,认为可能存在一种既有信念也有欲

望的心理状态③,奥尔瑟姆(J．A．Altham)为此造了一个词“信欲”(besire,包含belief和desire)④.
的确,阳明的“良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种信欲:它不仅包含着相信某事是善的因此应该去做的

信念,而且包含着一种去做的欲望.然而,从休谟主义的传统来看这一概念是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有

人认为它很怪异.主要的问题在于所谓的与世界的适应方向上的冲突:信念需要(被改变以)适应世

界,而世界则应该被改变以适应欲望.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信念欲望兼而有之的单一心理状态“信
欲”,那么这种状态与世界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适应方向上的冲突:作为信念,它需要与世界相适应;而
作为欲望,它又要求世界与其相适应.不过,笔者认为儒家特别是王阳明能够对此作出回应.一方

面,无论怪异与否,信欲这种心理状态确实存在.即便阳明的良知概念存在争议,阳明用来解释良知

的比喻显然不会有争议:好好色(欲望),知道它是好色(信念),二者不仅同时发生,而且处于一种单

一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至少就阳明的良知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区分两类信念,即描述性信念和规

范性信念,那么信欲就不会显得怪异了.描述性信念必须(被改变以)适应世界,规范性信念则不然.
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爱他/她的父母,但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这么做,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必须改变信念以适应世界.相反,我们可以要求改变世界以适应我们的信念.这样一来,信念

和欲望就有了相同的由世界到心灵的适应方向,冲突也就不会产生⑤.

３．道德实在论(moralrealism)、反实在论(anti realism)、有待反应理论(responsedependent
theory),抑或有待感发理论(stimulationdependenttheory)? 从表面上看,若置身于当代道德理论中

关于道德品质之性质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王阳明显然属于反实在论.他明确主张心具万物之

理,而且他也批评朱子心外求理.例如,人与父母之间关系的理乃是孝,它在一个人的心里,而不在

父母之身.然而,阳明同时也说:看到自己的父亲,心自然知孝;看到自己的兄弟,心自然知悌;看到

孺子入井,心自然知道恻隐⑥.所以,尽管孝在一个人的心里,他只有看到父母时知道去行孝.在此

意义上,阳明的道德理论介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艾文贺比较了阳明的理论与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有待反应理论,后者处在极端道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⑦.麦克道尔认为,道德品质

类似于洛克的第二性,比如颜色和声音:它们是事物中的性质,但又有待于感知者的反应⑧.然而,我
认为阳明和麦克道尔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在麦克道尔看来,道德品质在物,虽然它们有待于我们

的反应;而在阳明看来,道德品质在心,虽然它们有待于事物的感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认为

道德品质是有待于感发的.考索阳明关于心对外物的“感”“应”说,我们可以探究阳明的理论在何种

意义上是独特的,它如何避免激进道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明显碰到的问题,以及它如何避免麦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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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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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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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Williams,“InternalandExternalReasons,”reprintedinWilliams,MoralLuck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１),１０１ １１３．

SeeT．M．Scanlon,WhatWeOwetoEachOther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３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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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见 YongHuang,“WhyBesireIsNotBizarre:MoralKnowledgeinConfucianismandHindu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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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２０１２年).

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上),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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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J．Ivanhoe,“McDowell,WangYangming,andMengzisContributionstoUnderstandingMoralPerception,”Dao１０
(２０１１):２７３ ２９０．

McDowell,MindValue,andReality１３１ １５０．



尔略微温和的有待反应理论中不那么明显的问题.艾文贺在上文提到的论文中已经对此有所触及.

４．对恶人的同感(empathy):宽容、反对,抑或帮助? 在阳明看来,如果一个人的心即良知没有受

到私欲的蒙蔽,那么他便是一位仁者,也就是说,与万物为一体.这里,阳明赞同程颢的观点,认为具

备“仁”就是能感觉到身体的痛痒,因此具备真正的“仁”就是能感觉到万物的痛痒,与万物合为一体.
斯洛特(MichaelSlote)认识到,阳明在这里提出了与同情(sympathy)相对的“同感”概念,在西方哲

学中这一概念要出现得晚得多.然而,斯洛特又立即补充道,当代关于同感的哲学及心理学研究大

大超越了所有早先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包括王阳明的理论①.笔者部分地赞同斯洛特的评价,但我认

为我们仍然可以从阳明的同感论,尤其是他对恶人同感论中学到很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莫

顿(Adam Morton)所说的那样,了解使一个人邪恶的外部条件,继而原谅他的邪恶行为②.它也不是

斯洛特所说的第二序同感.在斯洛特看来,“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表现得缺乏同感,那么同感之

人就会因这样的行为感到心寒,我想说对行为主体的这种(反思性)情感构成了道德反对”③.斯洛特

强调,既然一个同感之人应该感觉到同感客体的情感,同感之人从缺乏同感的人那里感到此种寒意

正是因为“缺乏同感的人在对他人的态度或情感上是冷酷的(或硬心肠的,或非常冷漠的)”④.然而,
既然第一序的同感不仅是感觉到一个人(身体)上的疼痛感觉,而且包含帮助那个人祛除疼痛的动

机,那么类似地,感到第二序同感的人不应该只是感觉到缺乏同感的人的冷酷,同时也应该想去帮助

缺乏同感的人祛除他的冷酷,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同感之人.然而,此非斯洛特所言,而恰是

阳明之意.阳明将遭受外部或身体之痛苦的人与遭受内部或性格之痛苦(罪恶)的人对举,进而抱怨

说,很多人会自然地感觉到前者的痛苦,但对后者却无动于衷.因此,在阳明看来,一个真正的同感

之人,也能感觉到恶人应该、可能或者会感觉到的内在疼痛,同时也想去治愈恶人(内在或性格上)的
疾病,使恶人不再作恶⑤.

上文简略地说明,在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上,阳明可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当然,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事实上,阳明关于道德之恶的看法可以发展出一个既非逆喻(oxymoron)⑥又非

悖论⑦的道德运气概念;他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⑧(在一个人对其自身美德的关心要求其关心自然

的意义上)可以发展出一种与西方传统中不同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甚至也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美

德伦理学;他对道德教化方式的广泛讨论有助于回应美德伦理学所遇到的情境主义责难.如果我们

考察中国传统中王阳明之外的其他哲学家,那么可讨论的问题就会呈现指数增长.我们从事中国哲

学研究的专家必须深入中西两大哲学传统来展开这样的比较哲学研究,也必须明白,我们在试图达

到奥伯丁所说的“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尽管如此,我们给出的问题列表可以使我们有信心面

对那位哲学系主任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吗?”我们

可以响亮地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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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三重约束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至少是为了改变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界的边缘地位,在西方哲学语境

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可以而且应该在其研究中接受奥伯丁所谓的二重约束.就是说,他们应

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一方面,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为他们(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的东

西,而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不能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方面.这是奥伯丁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
换句话说,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家也能参与讨论他们(西方哲学家)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而另一方

面,中国传统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一些看法不仅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有代表性的看法不同,
而且可能比后者更有道理.这是笔者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但不管是奥伯丁的表述还是笔者的

表述,这种双重约束似乎都会使得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工作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
为了说明王阳明对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道德运气概念可能作出的贡献,我们就会把王阳明著作中的有

关段落从其上下文中抽出来,而这样就可能曲解王阳明这些话的原意.
关于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我们必须说,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一定的抽象(这里所谓的抽象指的是

将一位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上下文中抽离出来,而不是指与具体相对应的抽象,尽管这两种抽象

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就王阳明哲学的某一个方面写学术文

章;每次写王阳明的时候就必须呈现王阳明思想的全貌,因而就必须写专著.并且可能这还不够,因
为我们不能把王阳明从其所属的儒家传统中抽离出来:离开了儒家传统是无法理解王阳明的.然而

这还是不够,因为王阳明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而中国的佛教又是从印度来的,印度的佛教又与

印度教思想密不可分这样我们就必须写系列专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把某个

中国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的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合

法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我们把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时,

也确实有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的可能.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一位学

者的研究过程和其写作过程.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从事写作时,我们只能关注某个哲学家

的某个方面,但这种写作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在从事研究时,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所关注的这

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方面与别的方面联系起来,甚至把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影响了他的以及被他影

响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对某个特定研究中所关心的这个哲学家

思想的某个特定方面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而我们可以将这个因此而得到正确理解的方面从其所属的

这个哲学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合理地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就笔者自己有

限的经验而言,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哲学中真正发掘出能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

注的问题作出贡献的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其从事

本文所推崇的那种研究时,除了上面提到的双重约束外,还需要接受另一约束,即第三重约束:他们

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能够得到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的认

可,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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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

———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

戴 卫 红

摘　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在韩国境内相继出土了新罗、百济时期记有“椋”字的木简.从

木简内容看,“椋”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仓库系统,有仲椋、下椋之分.“椋”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

从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椋”在中国现存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有仓库之义,而

它从木京声,从词源、词义上与表仓廩之意的“京”同源;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

建筑物,这与椋的建筑形制相合.在４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储存食物的

“京屋”;在５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椋”这样的涵义及建筑形制经由百济

流传至日本列岛.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鲜半岛的仓库制度与中国的仓库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与汉四郡以来中国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辐射,百济和孙吴、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

韩国木简在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中介作用.

关键词:韩国木简;椋;仓库;日本木简;东亚简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在韩国境内相继出土了新罗、百济时期记有“椋”字的木简.关于

韩国木简中的“椋”,韩国学者金昌锡、李镕贤等均认为其与仓库有关,它的发现有助于对新罗账簿编

制过程和仓库管理方式进行深入理解① .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指出:有仓库含义的“椋”字,最初起

源于高句丽,后来传入百济、新罗,最后又传入了日本② .中国学术界对韩国木简的介绍和研究,相对

来说比较少,对日、韩简牍学界热衷探讨的韩国木简的作用及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少有回应③ .近两

年来,笔者发表了«近年来韩国木简研究现状»、«中、韩贷食简研究»,介绍了近五年来韩国木简的研

　

作者简介: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韩]金昌锡:«皇南洞３７６遗迹出土木简的内容与用途»,«新罗文化»第１９辑(２００１年８月),第４３ ５２页;[韩]李成市:«韓

國の木簡ついて»,«木简研究»第１９辑(１９９７年);[韩]李镕贤:«皇南洞３７６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及复原»,«新罗文化»第１９辑,第２１

４２页.

②　[日]三上喜孝:«韓国出土木簡と日本古代木簡———比較研究の可能性をめぐって»,收入朝鲜文化研究所编:«韓国出土木

簡の世界»,第２８６ ３０７页.

③　１９９９年,谢桂华对中国出土的魏晋以后的汉文简纸文书与城山山城出土木简进行了对比,之后对韩国咸安城山山城出土木

简的部分释文进行了补正.参见谢桂华:«中国出土的魏晋代以后的汉文简纸文书与城山山城出土木简»,尹在硕译,«韩国古代史研

究»第１９辑,韩国古代史学会,１９９９年;谢桂华:«韩国咸安城山山城木简初探»,«简帛研究２００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８年,李均明«中韩简牍比较研究»(韩国木简学会:«木简与文字»创刊号,２００８年)一文对中韩木简的形制、内容等方面进行

了对比研究.２００９年,复旦大学韩国留学生李海燕以庆州雁鸭池与咸安城山山城出土木简为主,对韩国出土新罗木简进行了研究,

参见李海燕:«韩国出土新罗木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尹在硕、杨振红«韩半岛出土简牍及韩国庆州、扶

余木简释文补正»(«简帛研究２００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一文,对庆州月城垓字和扶余官北里、陵山里寺址出土的

部分木简释文进行了补正.２０１１年,徐建新«出土文字资料与东亚古代史研究———以中日韩三国古代木简为例»(«古代文明»２０１１
年第２期)一文,以中日韩三国古代木简为例,介绍和分析了中、日、朝鲜半岛古代木简的发掘及其各自的特点.



究现状,并对中、韩贷食简进行了对比研究①.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的

形制、内容为切入点,探讨“椋”的来源、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中国简牍

文化向朝鲜半岛区域辐射,及韩国木简在中、日所起的重要的中介作用.

一、韩国木简中的“椋”

１９９４年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皇南洞３７６号遗址出土了３枚木简,由于木简上没有纪年,对这

３枚木简的年代,学界还在探讨中.根据其出土地以及出土遗物,发掘整理者认为其为统一新罗时

代(６６８ ９０１)的木简②.其中１号木简长１７．５cm,宽２cm,厚０．６cm,２号木简长４．４cm,宽１．７cm,厚０．
６cm,这两枚木简上有清晰的文字.关于１号木简的释读,最先有分歧,如现场说明会材料中的释读为:

　　五月廿六日 食□内之下椋有(前面)
中椋有食村□松(后面)

木简内容发表后,韩国学者李镕贤、日本学者李成市等对１号木简进行了重新释读.仔细辨认

图版,李镕贤的释读更为贴切:

　　五月廿六日椋食□内之 下椋有(前面)
仲椋食有廿三石(后面)

而２号木简前后均有残断,仅残留三字“石 又米”.李镕贤又根据木简的形制和内容,认为２号

木简能与１号缀合:

　　五月廿六日椋食□内之 下椋有石又米(前面)
仲椋食有廿二石(后面)③

这是首次在朝鲜半岛发现关于“椋”的木简.１号木简正面记载月日时间“五月廿六日”,下载“
食”、“下椋有”;背面载“仲椋有食廿二石”,其中第一个“ ”右中部“口”字中间的横笔清晰可辨,而
“下椋”和“仲椋”中“口”字中间的横笔不好辨识.从简牍透露的信息,“椋”可分为“椋”、“仲椋”和“下

椋”三种,“仲椋有食廿二石”明确“椋”中储存着粮食.与它同处出土的２号木简载有“ 石 又米

”,也与“米”相关.
据李镕贤介绍,在这枚木简出土地以东１．１公里的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带有“椋司”字迹的砚台(图

一)④.除此之外,在全罗南道光州的武珍古城遗址出土了统一新罗时期写有“ ”字的瓦(图二)⑤.

图一　“椋司”砚台 图二　统一新罗时期写有“椋”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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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戴卫红:«近年来韩国木简研究现状»,«简帛»第９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戴卫红:«中、韩贷食简研究»,«中
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韩]东国大学庆州校区博物馆:«皇南洞３７６遗迹»,１９９４年５月现场说明会材料.
[韩]李镕贤:«皇南洞３７６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及复原»,«新罗文化»第１９辑,第３５页.
[韩]高敬姬:«对新罗月池出土在铭遗物的铭文研究»,东亚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３年.
[韩]全南大学博物馆:«武珍古城I»,１９８９年５月.图片转引自李镕贤文,第３３页.



以上是２０世纪在韩国境内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 ”的资料,可以看出“椋”与食物储存有关;有
椋、仲椋、下椋的区分;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

２００２年扶余博物馆在对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扶余陵山里寺址挖掘时,出土的百济木简中有

一枚载:

　　三月俅椋内上田(正面)①

李炳镐在其文中已将“俅”改为“仲”②.从木简图版看,“俅”字确是“仲”的误释.由是可知,在百

济时便有了“仲椋”这样的机构,内容上与“田”相关.与这一枚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题为“支药

儿食米记”的四面觚:③

　　支药儿食米记 初日食四斗 二日食米四斗小升 三日食米四斗(第一面)
五日食米三斗大升 六日食三斗大二升 七日食三斗大升二 八日食米四斗大(第二面)
食道使家□次如逢小使

治猪耳其身者如黑也 道使后后弹耶方 牟氏牟祋 祋(第三面)
又十二石 又一二石 又十四石 十二石 又石又 二石又 二石(第四面)

此枚木简的标题为“支药儿食米记”,第一、二面分别记载了支药儿八日的食米数目.此简的第三面

和第四面为刮去原来字迹后被重复利用书写,因此此处讨论的支药儿食米记的内容只限于第一、二
面的内容.

“记”,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一种公文书名称.分为两类,一类是下官言事于上曰奏记,如
«后汉书崔骃列传»载:“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④一类是上官下书于所属,亦称为记.
如«汉书赵广汉传»“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颜师古注云:“为书记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⑤

秦汉简牍文书中常见“府记”、“官记”,对此汪桂海、李均明等有过研究⑥,李均明认为从秦汉简牍文书

中绝大多数“记”未置年号年序,或仅署月序及日干支,有的甚至不署日期.二是大多未署具体的责

任机构名称或责任人;三是未见起草人署名.⑦ 而在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见“记”之公文书:

　　出行钱一万四千被府三年 八 月廿四日丙子记给贷下隽吏□□拾 桔 亭 贾 钱 未 还

叁７３３６
这支简记录了出钱给贷下隽吏未还一事,出钱给贷的凭证是“府三年八月廿四日丙子记”,此处的

“府”即长沙郡太守府,“记”的前面虽未置年号却置年序,还署月序、日期及日干支,虽然没有“记”的
内容,但从库“被府某日记”便将钱给贷与下隽吏来推测,此“记”文书中的内容也和给贷钱与某人用

于某事有关.上简中的“记”也是上行于下的文书⑧.而从“支药儿食米记”的内容来分析,此处的

“记”,变成了记录食米数目的账簿.
在八日的食米数量中,支药儿每日的食米数均不同,初日食四斗,二日食米四斗小升,三日食米

四斗,五日食米三斗大升,六日食三斗大二升,七日食三斗大升二,八日食米四斗大,基本量在三斗大

升二到四斗小升之间.而根据笔者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廪给制度的研究,汉代边塞士兵合日食粟

六升左右;曹魏时期,廪的日标准是五升;东吴走马楼简所透露出来的数目为三升;西晋时期,廪给的

５８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释文参见[韩]孙焕一编:«韩国木简字典»,２０１１年,第２６０页.
[韩]李炳镐:«扶余陵山里出土木简的性格»,韩国木简学会:«木简与文字»创刊号,第７９页.
关于这枚简的研究,参见李炳镐:«扶余陵山里出土木简的性格»,«木简与文字»创刊号,第４９ ９１页;[韩]洪承佑:«‹佐官

贷食记›所见百济的量制与贷食制»,«木简与文字»第４号(２００９年),第３８ ３９页.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７２１ １７２２页.
班固:«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２０３页.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１页;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９ １５４页.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１１２页.
笔者在«中、韩贷食简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一文中考察了“记”在中韩简牍中意义的转变,指出秦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主要用来上级行于下属或下行于上的文书“记”,在６ ７世纪的百济木简中,又有了记录人名数目的账簿之意.



数目从日食五升到七升;而南北朝时期军人的日食米为七升①.从百济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

米数量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百济的量制的大小与中国的不同;不过百济量制中分大小升,而中国量

制中分大小石这一点相同.
另外,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廪给数目的简牍来看,记载的多为西北边塞地区的士兵或

吏卒;而此枚四面觚中的支药儿可能也不是一般百姓,有可能是某机构的公职吏员.
无独有偶,２００８年在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２８０ ５号新建仓库工地内出土了６支百济

木简,其中有２枚文字可以释读②.其中一枚简上部中间穿洞,二面均写有文字,下部残缺.

　　外椋卩铁(正面)
代绵十两(反面)

此木简长８．１cm,宽２．３cm,厚０．６cm.“卩”,为“部”字的俗写.关于“外椋部”,«周书»卷四十

九«异域百济»:“王姓夫余氏,号于罗瑕,民呼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内官有前内部、谷部、肉
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部、后官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
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官部、都市部.”③在此条材料中,“外椋部”被传抄为“外掠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扌”作“木”是形近讹混,这一点已为梁春胜所指出,并举出了魏山徽墓志“使持

节”之“持”作“ ”,隋造龙华碑“挂”作“ ”,敦煌俗字“扣”或作“ ”④.«周书»中的“外掠部”应是木

简中“外椋部”传抄时的形近讹混,为百济内官.木简涉及到“外椋部”的铁和绵,与仓库有关.这枚

木简上段有契口穿通,其性质是系在口袋或竹笥外的签牌.
另一枚题简为“戊寅年六月中佐官贷食记”,此枚木简从发现之初就引起了韩、日两国学者的关

注.孙焕一对“佐官贷食记”木简的分类体系与书体做了研究;李镕贤从“佐官贷食记”木简出发研究

了百济贷食制;卢重国也研究了百济的救恤、赈贷政策与“佐官贷食记”木简;洪承祐还研究了“佐官

贷食记”木简中所见百济的量制与贷食制;日本学者三上喜孝从日、韩两国出土的贷食简出发,对古

代东亚的借贷制度也进行了研究.⑤ 现录简文如下:

　　戊寅年六月中　　固淳梦三石　　　　　　　　　佃麻那二石

止(上)夫三石上四石 比至二石上一石未二石

佐官贷食记 佃目之二石(上二石)未一石 习利一石五斗上一石未一(石)

　　　　　　　　　　　　　　　　　　　　　　　　　　　　　　　　 (正面)
素麻一石五斗上一石五斗未七斗半　　佃首行一石三斗半上石未石甲　　并十九石×
今沽一石三斗半上一石未一石甲 刀々邑佐三石与 得十一石×
　　　　　　　　　　　　　　　　　　　　　　　　　　　　　　　　 (背面)

这支简长２９．１cm,宽３．８ ４．２cm,厚０．４cm.简文中见“戊寅年”,百济时代“戊寅年”有威德王

五年(５５８)和武王１７年(６１８),从一同出土的陶器等来推断“戊寅年”可能是武王１７年,６１８年.
从木简记载的贷食人名、贷食粮食数目、归还的粮食数目(上∗石)、未归还的粮食数目(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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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戴卫红:«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直”、“禀”简及相关问题初探»,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２００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
[韩]朴泰祐、郑海浚、尹智煕:«扶余双北里２８０ ５号地出土木简报告»,«木简与文字»第２辑(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９ １８７页;朴

泰祐:«木簡資料 泗沘都城 空間構造 “外椋部” 木簡 »,«百济学报»创刊号,百济学会,２００９年.

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九«异域百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８８６页.
梁春胜:«楷书部件演变研究»,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２２０页.
[韩]孙焕一:«百濟木簡‹佐官貸食記›的分類體系與書體»,韩国思想文化学会:«韓國思想與文化»第４３辑,２００８年,第９７

１２４页;[韩]李镕贤:«‹佐官貸食記›與百濟貸食制»,«百濟木簡»,国立扶余博物馆,２００８年;[韩]卢重国:«百濟的救恤、賑貸政策與

‹佐官貸食記›木簡»,«白山学报»８３(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９ ２３６页;[日]三上喜孝:«古代東アジア出舉制度試論»,«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

字資料の研究»,雄山閣,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７页;[韩]郑东俊:«‹佐官貸食記›木簡的制度史上的意義»,«木简与文字»第４辑(２００９年),
第１ １０页;[韩]洪承祐:«‹佐官貸食記›所見百濟的量制與貸食制»,«木简与文字»第４辑,第３５ ５７页.



来看,这枚木简是贷食人返还粮食后制作的账簿,由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上级行于下属

或下行于上的文书“记”,在６ ７世纪的百济木简中,又有了记录人名数目的账簿之意.
从简文中五人的贷食米数目、交还米数目以及未交还米数目之间的关系,可见在百济的贷食中,

民众需向贷食机构交纳５０％的利息.
这枚简的上部有穿通的契口,与秦汉简牍中常见的“签牌”类似,笔者推测这枚标题为“戊寅年六

月中佐官贷食记”的文书木简是系挂在交还贷食米的口袋之上,一起交给贷食的机构仓库的.而由

于这枚简与“外椋部铁”木简出土于同一个地方,而“外椋部铁”木简中不仅记载有铁,还有绵,因此百

济内官外椋部极有可能是王宫的库;因此笔者推测“佐官贷食记”的贷食机构与百济王宫的仓库有很

大的联系,且其“佐官”也应是这一仓库的具体官职.
以上是２１世纪出土的百济时期的关于“椋”的木简,与它们一起出土的木简均与“米”有关.从

百济与新罗时期的“椋”的木牍内容看,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继承性,都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仓库

系统,有仲椋、下椋之分.“椋”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

上建筑.«周书百济传»中的“外掠部”实为百济时期的“外椋部”,“掠”字系传抄时的形近讹混.

二、“椋”的来源与流播

关于“椋”,«尔雅释木»:“椋,即来.今椋材中车辋.”邢昺疏:“椋,即来;释曰:椋一名即来,郭
云今椋材中车辋.«本草唐本注»云:叶似柿,两叶相当,子细圆,如牛李子,生青熟黑,其木坚重,煮汁

赤色.«尔雅»云椋即来是也.”①«说文解字»:“椋即来也.从木京声.吕张切.”«汉印文字征»第六中

有“椋”姓,“椋安国、椋始昌、椋五印”等.在汉代的文献中我们似乎看不到“椋”与仓库有关.那么,
韩国木简中的“椋”来源于何处呢?

椋“从木京声”,何谓“京”? 京,甲骨文中作“ ”(前二三八四),在金文中作“ ”(班簋)②.
«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凡京之属皆从京.”«管子轻重篇»:“有新

成囷京者二家.”尹知章注:“大囷曰京.”③«急就篇»:“门户井灶庑囷京.”颜师古注:“囷,圆仓也;京,
方仓也.”④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见建家京下之石”之京,«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京者,仓廩之属

也.”京囷连文,乃汉人常用语⑤.有的学者还认为京是对南方潮湿地带所建之干栏式支架粮仓、囷屋

的总称名字⑥.从词源、词义上考证,“椋”实来源于中国古代表仓廩之意的“京”.
从韩国出土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的建筑形态应是有瓦的地上建筑.而中国古代关于粮

食储藏的建筑,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新石器时代在房屋遗址周围常有储存物品的窖穴遗迹,有一部分

窖穴便是专门为贮藏粮食而挖的⑦.著名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就发现了很多这种窖

穴.以圆形袋状者最多,另有圆角长方形和口大底小的锅底形等几种类型.密集的分布在居住区

内,和房屋交错在一起,发现有好几处里面有腐朽了的粮食⑧.在郑州、辉县、邢台、其城等地的早商

遗址和殷墟的晚商遗址发掘中都发现了大量的贮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

等几种形式,有的深达８至９米,窖壁垂直光滑,有对称的脚窝可以上下.殷墟发掘出来的窖穴,窖
壁、窖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修造得十分讲究.«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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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疏»卷九«释木椋»,清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１６８页.
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０３页.
戴望:«管子校正»卷二十四«轻重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１２页.
史游:«急就篇»,«四部丛刊»续编本.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管子轻重十六轻重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６７１页.
呼林贵:«古代仓名考»,«农业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关于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的详细内容,参见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我国粮仓的

起源和发展(续)»,«农业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５ ４８页.



钱,而盈钜桥之粟”.周武王攻下商的都城之后,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距桥之粟,以振贫弱萌

隶”.服虔注曰:“距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由此可见商时国家已经有了大型

的粮仓.«诗经周颂良耜»中记载:“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

百室,百室盈止.”由此可见,周代已经在地面上修建了储存粮食的建筑.

图三　囷

古人早已明了设仓储广积粮的用途,所谓“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

也”①.根据建筑物的形状、储藏物不同,建筑物名称各异②,如«广雅
释宫»:“京、庾、廩、 、 、 、囷,仓也.”③廩,甲骨文作“ ”,篆文作

“ ”,又作“ ”,«说文 部»:“ ,谷所振入.宗庙粢盛,仓黄 而取之,
故谓之 .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户牖.凡 之属皆从 .廩, 或从广

从禾.”“ 或从广从禾”强调了建筑的简易性质与储粮用途.«荀子荣

辱»“余刀布,有囷窌”,杨倞注:“囷,廩也.圆曰囷,方曰廩.”④据“回象

屋形”,可知其建筑物形状为方形,其建筑特点是“有户牖”,便于通风透

气.«周礼»“廩人”,郑玄注:“盛米曰廩.”«荀子富国»“垣窌仓廩者,
财之末也”,杨倞注云:“垣,筑墙四周,以藏谷也.窌,窖也,掘地藏谷

也.谷藏曰仓,米藏曰廩.”⑤«文选潘岳‹藉田赋›»李善注引«月令章

句»云:“谷藏曰仓,米藏曰廩.”⑥从以上三条材料看出,“廩”从建筑形制来看是方形的;而从储藏物来

分,是用来藏米.
囷,«说文»:“囷,廩之圆者.从禾在囗中.圆谓之囷,方谓之京.”⑦从建筑形制看,囷即圆仓也.

«礼记月令»:“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高诱注«吕氏春秋»曰:“修治囷仓,仲
秋大内,谷当入也.圆曰囷,方曰仓.”⑧元代时“今贮谷圜 ,泥涂其内,草苫于上,谓之露者,即囷也”
(图三)⑨.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了最早圆形平底囷.它体呈圆筒形,出檐攒尖圆顶,底平圆或带有

圈足,方形门开在上部檐下.１９５５年在洛阳汉河南县城发掘出来地下圆囷,属于东汉的较多,而且

面积大,多用砖砌.直径一般在３米以上.发现时残存高度最高的是１．７２米.距当时地面深１．６０
米,推算其原来囷深约３米左右.由于在三个囷底中心各发现一柱础石,推测它有中心柱在堆积中

还有从顶上倒下的瓦块,估计囷顶辅有瓦,是形如伞状的圆攒尖顶.
庾,«说文»,“水漕仓也”,“一曰仓无屋者”,段玉裁注云“无屋无上覆者也”,«传»露积曰庾,«周

语»野有庾积,«汉书文帝纪»发仓庾,胡广«汉官解诂»云在邑曰仓,在野曰庾;«释名»庾,裕也.言

盈裕也,露积之言也,盈裕不可称受,所以露积之也.
仓,«说文»释曰:“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从出土的文字和实

物材料看,关于“仓”的材料最为丰富.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可见,秦时中央所在的都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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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３０页.
马怡主要从建筑物的形状,对仓、廪、囷等进行了探讨,参见马怡:«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从汉晋画像所

见粮食出纳场景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学刊»第７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上«释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９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荣辱篇第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６７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富国篇第十»,第１９４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地官司徒叙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８２页.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魏风伐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０页.
孙希旦:«礼记集解月令第六之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４７４页.
王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卷十六«仓廪门»,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吴镇烽:«陕西风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九篇下,清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经韵楼刻本.
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０９页.



仓,郡治、县治、乡亦有仓①.而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中有相当部分简文记录了仓的谷物出入

簿,结合汉代的文献资料,可见汉代的仓廩体系包括首都长安的太仓、郡仓、县仓;西汉诸侯王国也和

中央一样设有太仓;若按功用分类,邵正坤将其分为漕仓、军仓、神仓、常平仓、代田仓五类②.和林格

尔汉墓壁画在前室西壁雨道门左边,便绘有一座高大的仓楼,檐前榜题“繁阳县仓”(图四);还有“护
乌桓校尉幕府谷仓”的题记,并有幕府仓的形象③.汉代粮窖主要有长方体和圆缸体两种,大型粮仓

如京师仓是地上、地下相结合的长方体建筑;小型粮仓由出土明器看,则是两种都有.
在简阳东汉石棺的右侧,刻有榜题为“大苍”(大仓)的建筑物,大苍(大仓)为一干栏式建筑,底层

离地面较高,便于通风防潮,房顶有通气窗(图五)④.

图四　和林格尔壁画“繁阳县仓” 图五　简阳三号石棺 大仓

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不仅出现了中央的太仓(“大仓”),而且有地方的郡仓和冠以县名

的县仓,如临湘仓、刘阳(浏阳)仓、重安仓、吴昌仓、安成仓、醴陵仓、永新仓等,还有冠以具体地名的

醴陵漉浦仓、东部烝口仓和员口仓,以及目前性质比较模糊的三州仓、州中仓,但惜未发现仓的建筑

物.１９９５年在甘肃省敦煌佛爷庙湾 M３７号西晋墓之西壁北侧的彩绘砖上,发现了仓廪图.«敦煌佛

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将此图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题为“楼阁式仓廪”;下部之左,题为

“进食”;下部之右,题为“牛、车”⑤.而实际上,这是由一组彩绘砖共同构成的仓廪图:画面上部是并

排相连的两个楼阁式建筑,有瓦檐、栏杆;门的颜色为左灰右红,横闩在外,上有门关.画面中部似为

四根立柱⑥,其间有两个以条砖搭垒的小洞,内置谷粟⑦,可知此楼阁式建筑确为粮仓.仓门的颜色

不同,或表示所储之物不同.同年还发现了甘肃省敦煌佛爷庙湾 M３９号西晋墓之西壁南侧的彩绘

砖,亦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题为“楼阁式仓廪”;下部之左,题为“撮粮”;下部之右,题为“母童

嬉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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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代粮食管理的研究,可参见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社,１９９５年;蔡万进:«从云梦秦简看

秦国粮仓的建筑与设置»,«中州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对汉代仓库的研究,可参见张锴生:«汉代粮仓初探»,«中原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邵正坤:«汉代粮仓的类型及仓储粮食用途

试论»,«唐都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６期;邵正坤:«汉代仓储职官考述»,«兰州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邵正坤:«论汉代国家的仓储管理制

度»,«史学集刊»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等.另参见[日]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第三章“粮食供给及其管理———汉代谷仓制度考”,刘
恒武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７ ３４０页.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２ ２４５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

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６页,前室西壁壁画.
高文、高成刚:«中国画像石棺艺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１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４、８６页.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认为是“象征性楼梯”,见第８６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８６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８５、８６页.



«南齐书魏虏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拓跋鲜卑在平城初期的城市布局,其中也论及到国家

仓储: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

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

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

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

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

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①

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市,考古队员发现了北魏的太仓粮窖遗址.在北魏地层圆缸形建筑周围和南

面,均有许多柱础石,有规律围绕地下圆形建筑排列,还出土瓦当、板瓦、筒瓦等残块,学者推测这些

建筑构件皆应与地下圆缸形粮窖遗迹有关,应当属于粮窖的地上建筑部分.当时这些粮仓的建筑结

构,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从粮仓南面一排从东到西的１４个柱础看,这些粮仓的顶部有可能连在

一起②.唐代仓廩包含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六种仓③.从隋回洛仓、含嘉仓的考古

资料看,隋唐时期大型粮仓也多采用这种地上、地下相结合的仓窖建筑④.
传世和出土资料表明,秦汉以来大型粮仓多为地上、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建筑结构;小型粮仓多

为楼阁式地上建筑.从建筑形制上看,“ ”之京、“仓廪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
关于朝鲜半岛上的仓库制度,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在

辽东之东千里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桴,«说文解字木部»:“桴,栋名.”«尔雅

释宫»:“栋谓之桴”,郭璞注:“桴,屋稳.”
在发现的壁画墓中,我们发现了关于“京”、“椋”的信息.安岳３号墓(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的

墓中出现了“京屋”(图六),由其前室墨书题记可知此墓主人逝于东晋永和十三年(３５７),墓主冬寿出

身于辽东郡,生前曾官至前燕司马,后亡命至朝鲜半岛西北部.在其墓室壁画上,“厨房的隔壁房子

是个肉库,用四个铁钩挂着宰好了的一只全猪和其他牲口.用红字书写‘京屋’二字的笔划,现在已

模糊不清了.屋脊上还坐着两只白鸟”⑤.壁画中这个“京屋”,便是和存储食物有关的建筑.它的柱

梁不是直接建在地上,而是建在台地上,前有台阶连接地面.根据赵俊杰等的研究,安岳３号墓墓葬

形制与辽阳地区汉魏晋壁画墓一脉相承,墓主为汉人,与高句丽无关⑥.此处“京屋”的建筑形制和功

用可能与«南齐书魏虏传»中北魏“悬食瓦屋数十间”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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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９８４页.
张庆捷:«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谢虎军、张敏、赵振华:«隋东都洛阳回洛仓的考古勘察»,«中原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

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３期.
朝鲜科学院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遗迹发掘调查报告第３集———安岳第三号坟发掘报告概要»,余致浩译,北京:科学院

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 ６页.
赵俊杰、马健:«试论集安地区高句丽新旧墓制的过渡时段»,«东南文化»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图六　安岳３号墓中的“京屋” 图七　德兴里壁画墓的墓志铭

在高句丽壁画墓之一的德兴里(平安南道南浦市江西区域德兴洞)古墓中,载有５世纪初信都县

(河北省安平郡)一个叫“镇”的人的墓志铭①(图七):

　　□□郡信都□都乡□甘里

释加文佛弟子□□氏镇,仕
位建威将军、小学大兄、左将军、
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

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镇

年七十七薨 焉 .以永乐十八年

太岁在戊申十二月辛酉朔廿五日

乙酉,迁移玉柩.周公相地、
孔子择日、武王选时、岁使一

良.葬送之后,富及七世、子孙

番昌.仕宦日迁,为至王.
造坟万功、日煞牛羊、酒六米粲

不可尽 扫 .旦食盐鼓(豉),食一 、记

之 后 世、福寿无疆.②

墓主“□镇”为从内地流亡至此的官僚,墓主虽接受高句丽的册封,但其出身自幽州,在这个墓志

铭中,与冬寿墓中奉东晋年号为正朔不同,“永乐”是高句丽广开土王使用的年号,永乐十八年为公元

４０８年.赵俊杰认为此墓墓葬形态与壁画风格均有明显的汉系墓葬特征,其总体结构、壁画主题与

敦煌、酒泉等地魏晋时期壁画墓有诸多相似之处③.在这个墓志铭中,出现了“食一 ”,这种搭配反

１９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

①

②

③

[日]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略考»,«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８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１９８１年.
[日]武田幸男:«德兴里壁画古坟被葬者的出自和经历»,«朝鲜学报»１３０,１９８９年;共同通信社:«高句丽壁画古坟»,２００５

年.
赵俊杰、马健:«试论集安地区高句丽新旧墓制的过渡时段»,«东南文化»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映出“椋”字与食物储存有关.而在此处,表示储存食物的建筑物的“京”变成了“椋”.在吉林集安县

城西约４公里的麻线沟盆地北部的山谷发现的集安麻线沟１号墓中,其墓室壁画上也有干栏式仓廪

建筑.根据发掘报告,“墓室东壁南端绘墓主人夫妇对坐图.南壁上绘有四阿顶的仓廪,系一干栏式

建筑.领脊有两团左向飘飞的云朵,顶下有四根赭色楹柱,其上横向交加木头,组成栅栏式,中间有

两块盾牌状物,底部则由六根赭色柱子支起,离开地面.东北地区农家的仓廪与此相同.在仓廪下

部,绘有一赭色的器械,不辨为何物”①.此墓葬壁画未见墨书题记,墓主人和埋葬时间并不确定.发

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墓的内容,对比研究认为此墓时间约为公元五世纪②.而报告中所谓“两块

盾牌状物”有可能是为了通气而设置的窗户,而“赭色的器械”似为耕地犁田所用的犁铧.在建筑形

制上,此处建筑与两汉壁画墓中出现的粮仓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底部均有立柱,这种干栏式建筑样

式一脉相承.考虑到麻线沟一号墓和德兴里古墓的时间、地域因素以及两墓的壁画内容,笔者推测

此处干栏式仓廪建筑有可能便是德兴里壁画题记中“食一 ”的“椋”.

图八　松山市考古馆 高床仓库

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指出有仓库含义的“椋”字最初

是起源于高句丽,后来传入百济、新罗,最后又传入了日本③.

１９７２年在日本古照遗迹(松山市南江户４丁目),发掘出了屋

梁、楼板、桩柱等建筑物的木材部件,在其上还可见斧头砍过的

痕迹以及榫卯连接的结构,根据这些建筑部件,考古学家复原了

古坟时代前期即４世纪时期的高床仓库(图八)④,这种仓库是最

适合谷物和收获物的储藏,栏杆和隔板可以有效地防止害虫、老
鼠的入侵,并能抵御湿气.而这个复原的高床仓库与麻线沟一

号墓壁画中的干栏式仓廪建筑形态一致,也与近现代东北农村

地区所建的“苞米楼子”相同.
日本出土木简中,有２２枚与“椋”字相关⑤.其中,７世纪后

期(天武天皇时期)的一枚木简记有“椋”,简文如下:

　　椋直□(传)之我□□(持往?)稻者马 不得故我者反来

之故是汝卜部(正面)
自舟人率而可行也其稻在处者衣知评平留五十户旦波

博士家(背面)

所谓“椋直”有可能是“椋”这个机构的办事人员.福冈县小郡市井上药师堂遗迹出土木简:

　　　　　　　　　　　　　黑人赤加倍十　　竹野万皮引本五

寅 年白日椋稻遣人 山ア田母之本廿

日方□□之倍十

木田支万羽之本五⑥

据发掘简报介绍,这是一枚关于借贷的木简,根据木简人名记载的特征,推断是７世纪时期的木

简.其中“白日椋”为椋的名称,“稻遣人”为借贷后未交还借贷物的人,和屋代遗迹中８７号木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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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图八、图九来自于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方起东执笔:«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１９６４年第１０期.集安麻

线沟１号墓壁画的资料,由郑春颖女史告示,敬致谢忱.
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方起东执笔:«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１９６４年第１０期.
[日]三上喜孝:«韓国出土木簡と日本古代木簡———比較研究の可能性をめぐって»,朝鲜文化研究所编:«韓国出土木簡の

世界»,第２８６ ３０７页.
此图承蒙马怡先生惠赐.
检索结果详见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木简图像数据库”,http://jiten－cn．nabunken．go．jp/easyflash/index．php
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木简学会:«木简研究»第２２辑,第２７５页.



“稻取人”相对.“本”即借贷的数目,借贷要偿还利息.
兵库县水上町山垣遗迹出土木简:

　　秦人身十束　　　　　 　　　　　　别而代□物八十束堪新野贷给

间人须九奈十束　合百九十六束椋 留 稻二百四束 并本□四百八十束①

这也是一枚关于借贷的木简,“椋”也是与借贷稻禾有关的机构.
综上所述,“椋”在中国现存的文献中,未有仓库之义,而从词源、词义上考证,“椋”实来源于中国

古代表仓廩之意的“京”.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传世和出土资料

表明,秦汉以来的“仓”也多为地上、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建筑结构,这与从韩国出土带有“ ”字的瓦

片所揭示的椋的建筑形制相合.在４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京屋”,

５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而在百济、新罗木简中,“椋”为仓库之义.这

样的用法流传至日本列岛,因此我们在日本木简中也看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

三、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汉字在东亚各国间传播并被接受这一论题,成为学者们热衷的一个

理论问题.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为了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的地区,参考

德语的“deschinesischeschriftzeichen”和“ChinesischerKulturkreis”,从而将其译成“汉字文化

圈”②.其后,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他认为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

包括五点,即以汉字为媒介,及起源于中国的册封体制、儒教、汉译佛教以及律令制度,并将此地域命

名为东亚文化圈,对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要因进行的系统探究③.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至今仍

有重大影响,不过近年来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④.韩国学者金文京又提出“汉文文化圈”的概

念⑤.最近李成市发表了«从韩国出土木简来看东亚世界论———以‹论语›木简为中心»一文,以“东亚

世界论”没有论及的对象,即作为书写材料的竹简和木简进行论述,对“东亚世界论”进行了“建设性

的批评”,认为:“文化传播接受、文化圏的形成,不应该忽视邻接诸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汉字文化的传播与接受,不是由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规定的,而是在邻接的局部地域间的

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在这些地域,中国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传播的.被选择接受的文化又重新被接

受者施加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文化再次被邻接地域的集团选择性的吸收,又被施加了新的

变化.”⑥

在此之前,李成市曾对于木简的传播过程有如下说明:中国大陆(A)→朝鲜半岛(A’→B)→日本

列岛(B’→C)⑦.其中,A’或者B’,揭示了接受者选择性的接受并促使了新的变化,由B自身产生出

C那样的新的形态这一文化接受与变容的模式.
李成市所言“邻接诸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正是笔者着重关注的,尤其是简牍从中国传播到朝

鲜半岛的过程.在拙稿«中韩贷食简研究»中,笔者认为: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鲜半

岛百济的贷食制度与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贷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与百济和孙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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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木简学会:«木简研究»第２０辑,第２２９页.
何群雄:«汉字在日本»,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３页.
[日]西嶋定生:«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０年.
[日]广濑宪雄:«倭国日本史と東部 ６~１３世紀における政治的連関再考»,«歴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日]山内晋一:

«東アジア史再考―日本古代史研究の立場から»,«歴史評論»第７３３号(２０１１年５月).
[韩]金文京:«漢文と东アジア—訓讀の文化圈»,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１０年.
此文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郑州大学举办的“东亚世界论与汉字文化圈———以出土文字数据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成

市的参会论文,王素先生对此文进行了评议,承蒙王素先生诲示相关材料.
[韩]李成市:«古代朝鮮の文字文化と日本»,«国文学»第４７卷第４号(２００２年３月).



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①.不仅仅是贷食制,在其他方面,如本文所论及的仓库制度上,这
种联系也是不容割断的.这种联系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汉武帝在公元前１０９年至公元前１０８年间

设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郡之后,中国的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区域辐射,最为著名的便

是在朝鲜贞柏洞３６４号墓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木牍和«论语»竹简.东汉末割据辽

东的公孙氏分出乐浪郡南部设立带方郡,并为魏晋所承继.而自魏晋时期,尤其是永嘉之乱后,中原

人士经辽东进入朝鲜半岛,将中国的文化再次带入.这一时期,中原处于简纸并用,虽然暂时没有这

一时期的简牍出土,但是从出土的大量壁画墓的风格便可略见端倪.韩昇在论及南朝向百济的文化

传播之前,也曾强调“百济和新罗的文化,早期深受乐浪和带方郡的影响”②.
另一方面是百济与中国各王朝的通使交流上.西晋灭亡以后,中国中原大乱,东晋偏居江南.

百济依然向东晋政权先后派遣了６批使节.在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所藏百济近肖古王赠送

倭王的“七支刀”上有“泰和四年”(３６９)的铭文,可知百济当在此前已奉东晋正朔.东晋政权也向百

济遣使２次.太元十一年(３８６)夏四月,东晋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③.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百济腆支王十二年(４１６),“晋安帝遣使册命腆支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

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在与东晋王朝的通使过程中,百济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在近肖古王三

十年,即东晋宁康二年(３７４)结束了“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的历史,立高兴为博士,以汉字为官

方文字修撰百济国史«书记»④.
至刘宋朝,两国交往更为频繁.刘宋建国当年,即永元初年(４２０)七月戊戌,便进征东将军高句

骊王高琏号为征东大将军,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号为镇东大将军.«宋书»卷九十七«百济传»载
景平二年(４２４)、元嘉七年(４３０)、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大明元年(４５７)、大明二年(４５８)、泰始七年

(４７１)百济皆遣使至建康进贡,特别是元嘉二年(４２５)刘宋遣使百济“宣旨慰劳”后,百济更是“每岁遣

使奉表,献方物”.其中文化交流的内容尤为丰富,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百济王除献方物外,还上表求

“«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⑤.又«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百济»云百济“用宋«元嘉

历»,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元嘉历»为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创制,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正式使用,至
梁天监八年(５０９)废止,改行祖冲之«大明历».百济用刘宋«元嘉历»,说明其文化的脚步紧跟南朝.

萧齐时期,虽然百济受到高句丽的不断南侵而被迫南迁,但是百济仍未中断与中国的友好往来.
建元元年、永明二年、永明八年均遣使入齐.建武二年东城王牟大表求封拜高达、杨茂、会迈为太守

时,也获齐明帝批准,萧齐政权还派兼谒者仆射孙副策命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玉铜

虎竹符四⑥.
梁普通二年(５２１)十一月,余隆奉使遣表,次月被梁武帝诏授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

将军、百济王,即百济历史上著名的武宁王.此时中国文化对百济的影响至深,１９７１年７月韩国忠清

南道公州邑宋山里发掘了武宁王陵,从武宁王陵墓制结构、建筑方法到随葬器物,均可见百济与南朝

４９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百济与六朝的友好交流,可参见范毓周:«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５
期;韩昇:«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成正镛、李昌柱、周裕兴:«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

流»,«东南文化»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周裕兴:«从海上交通看中国与百济的关系»,«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１期;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增订版),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３ １２７页.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增订版),第１１３ １１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３５页.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近肖古王»,奎章阁图书«三国史»第５册,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

页.
沈约:«宋书»卷九十七«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３９４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八«百济传»,第１０１０ １０１１页.



极其密切的文化关系①.古代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条”中载百济照古王通过和迩吉师王仁传送了

«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给日本.虽然这个记载和史实并不相符,因为若应神天皇实际存在的

话,其时期大概在５世纪前半期,而直到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

中选取１０００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这与上述«千字文»在古代日本普及

的时期不一致.但是从«千字文»由百济流传至日本,便可以看出百济和南朝之间在文化上有很深的

交流,而且由于基本上每年百济都遣使前来,因此中原的文化、典籍很快便传入百济.«梁书»卷五十

四«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盤»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
师等,敕并给之.”②在公州便出土了铭刻以“梁官瓦师”字样的砖.由此可以看出百济与南朝在儒学、
历法、宗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友好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对百济的影响.

从现存的文献统计,南北朝时期,百济共向南朝４个政权遣使２７次,同时向北朝遣使有５次.
与此同时,南朝向百济遣使４次,北朝北魏向百济遣使１次.经过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多次友好

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经典以及医药、卜筮、占卜之术在百济社会广为流传.«周书»卷四十九

«异域百济传»载:

　　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

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樗蒲等杂戏,然尤尚弈棋.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
自晋、宋、齐、梁据江左,后魏宅中原,并遣使称藩,兼受封拜.③

隋文帝开皇元年(５８１),隋朝刚刚建立,百济威德王就遣使与隋通贡.隋朝虽国祚短促,但其间百济

亦派遣使节达１５次.进入唐代(６１８),百济几乎每年派遣使者,直至两国关系恶化而终止,共遣使３５
次.«旧唐书百济传»载:“百济国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

华之法.”不仅中国的儒家典籍、诸子、史书已成为百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文书制度(表疏

之法)也同样以中国王朝为范式.
百济在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不仅接受了南朝文化,而且消化吸收,丰富并促进了自

身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从韩国出土的带有“椋”字木简、“支药儿食米记”中不仅看到中国仓库制度

对它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百济量制以及在简纸并用时代文书所发生的变化.
百济一方面与南朝保持紧密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向东边的倭国进行文化传播.韩昇在论述南朝

文化向东亚传播时,认为许多中国文物是通过百济传往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百济在沟通东亚国家和

南朝关系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④.而作为汉字的载体,木简在中、韩、日三国均有出土.从目前出

土简牍资料的年代来看,以中国简牍为最早,日本木简为最晚,韩国木简年代大约为公元６世纪前期

至公元８世纪间,恰好介于二者之间.虽然韩国木简出土数量有限,但其时间、记录内容和形制表

明,在古代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韩国木简充当了交流媒介,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的中

介作用,这在韩国出土的百济、新罗时期带有“椋”字的木简上可窥见一斑.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５９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

①

②

③

④

韩国文化财管理局编:«武宁王陵»(日语),１９７４年.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均有论述,参见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增订

版),第１１６ １２４页.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８０５页.
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九«异域百济传»,第８８６页.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增订版)»,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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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查 洪 德

摘　要: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近古诗学的历史,既表现为“变”与“复”的

消长,又呈现“变”与“弊”的交替.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有利于我们清

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发.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

特点.宋人在拟古中求新变,至宋末诗弊已极.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明人“复”与“变”各走

极端,形成“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同

样都不成功.清人惩明人之失,抛弃极端思维,以为变与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且强调“神

而明之”,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近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不管

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还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都体现了“变”与“复”的思维与精神.这对当下诗歌之

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古诗学;复古;变古;风雅传统;诗性精神

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① 近世诗学史上出现了很多思潮、流派,其主

张虽各不相同,但从这一视角看,都不外乎如何对待“古”.在变古与复古的交替中,不同时代又表现

出不同特点.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对于清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

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是大有裨益的.
诗学中的“变古”与“复古”,是涉及面很广的话题,它与正变、通变、因革、奇正,以及法与无法,天

然与精致,新与熟,宗唐与宗宋,都有着高度相关.进而与“风雅正变”、“质文代变”、“诗体正变”等命

题,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所谓近古,一般指元明清三代.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点,因而也表现

出不同的趋向.我们大致可以理出这样一个基本线索:元人以“诗而我”为核心观念,尚古而非复古,
出新而非求新,他们的经典概括是“不二古今”.明人或主复古或主变古,“复”与“变”各走极端,形成

“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与“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明

人承宋元之后,认为宋、元之诗虽不同,但都失去了诗歌的原本属性,诗而非诗,他们要恢复诗歌的风

雅传统,维护诗体本原,于是倡导复古,希望诗歌发展回归正途.但“复”的结果并不成功,于是在明

末就出现变古思潮,认为复古派的拟古恰恰失去了诗歌表现性情的本真,“丧精神之原”(谭元春«诗
归序»),诗歌的出路在“变”不在“复”.当然也有折中派,但折中派还是主张复古的.清人抛弃明人

的极端思维,他们发现,绝对的复古和弃古求新,都不能为诗歌发展找到出路,明人的“变”“复”之路

都没有带来诗歌的兴盛,只是造成不同的诗弊,于是在复古与变古之间走向融通,认为“变”与“复”
“非二道”,变而能复,复而能变,神明变化,才能得诗之妙.

　

作者简介: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①　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７１页.



一、“变”与“复”乃诗歌发展之常道

复古与变古,在中国古代都有很深的思想渊源.一般说来,右文之世必崇古,起码会高举尊古的

旗帜.儒家观念里也始终以古为尚,表现为厚古薄今,伸正诎变.师心独造,总是被批判的.变易则

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永恒的法则.群经之首的«易»,其道即在变易,«易传系辞下»言:“易,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宋人胡瑗口义:“夫大易之道,穷极而复变,变极而必通.天地生成之道,人事终始

之理,无有限极,周而复始,无有穷际,可以永久,为万世通行之法也.”①“变”也是诗史发展“万世通行

之法”,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②.
“变”与“复”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常道.释皎然«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说: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
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③

他要求把握好“复变”的度,否则,走向一偏会造成弊端.这是一种理性且客观的认识,但并不能完全

解决诗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当一种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在追求精工中愈来愈讲究技法,追
求精工的同时也会越来越远离天然;为救其弊,必有人起而倡导恢复古道,这便是复古.复古又会带

来新的弊端,很容易走向模拟前人而失去生意,于是便会有人起而倡导变革.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

的历史上,复古与变古思潮就这样交替出现.不管“变”与“复”,弊端总是不可避免.
古代的诗论家们多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意识,“复古”与“变古”,都是要为诗歌发展寻求出路,如

元好问论诗所言:“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 暂教泾渭各清浑.”④有正

道方有正体.复古论的提出,多是感于风雅沦丧,其终极追求是复归风雅,表现为尊体、重法,多倡导

古体学汉魏晋,近体宗唐.变古论者则针对拟古之风带来的陈腐无生意,强调恢复诗歌的诗性精神,
恢复诗歌的清新与灵性,强调师心,强调师法自然,强调个性,强调因时变易.从清人叶燮下面的话

中,可以体会变古派与师古派各自的用心:

　　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
非是者,必斥焉.”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习之既久,乃

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乎颇僻;
不胜,则两敝.诗道遂沦而不可救.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后生

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也!⑤

他所指,分别是明代的复古派和公安、竟陵代表的变古派,各派的初衷分别是维护风雅传统和保持诗

性活力(“精神之原”),流弊则分别是“陈腐”和“风雅日衰”.清人鲁九皋«诗学源流考»赞赏明前后七

子倡导复古是“以振兴风雅为己任”⑥,而姜宸英批评那些古意不存,“目涉浅薄,率己自是”之作,是
“风雅道丧”⑦.元人杨维桢说:“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 故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但他说

的“古”却是“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之出华实也”的自然与活力⑧.即保持风雅传统,又不失诗

性精神,是诗论家追求的最佳状态.所以,理性的诗论家认为,“变”和“复”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度.而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神明变化,才有诗之神.任何过度的追求,结果都是旧弊未除而新弊已成.

７９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上»,清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刻本.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９０８页.
李壮鹰:«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３２页.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３７页.
叶燮:«原诗内篇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３ ４页.
鲁九皋:«诗学源流考»,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５８页.
姜宸英:«湛園集»卷一«汪中允秦行诗略序»,«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七«吴复诗录序»,«四部丛刊»影印鸣野山房本.



如上所述,“复”是人的主观追求,“变”却是天地间永恒的法则.如此说,中国诗论史主导的思潮

应该是“变”,如宋元之际邓光荐所言:“诗贵乎变,不守一律.千变万化,变之不穷.”“非诗之变,乃时

之变也.”①唯变故进.但从中国诗论史上看,主导思潮却是“复”.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现象? 其实,
“复”也是一种“变”,“变”中也有“复”.宋末严羽论诗宗盛唐,是复古论者,但他却大讲“变”,说:“风
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②这是复古

论者以“变”论诗史.明诗以复古为特征,但复古也是变易,朱彝尊就以“变”述明代诗史:“明三百年,
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
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
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竞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③诗史就是这样在“变”中
前行.清人纪昀从理论上总结说:“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
相激,互相救也.”他梳理了从唐末至清诗学之“变”:“唐末诗猥琐,宋杨、刘变而典丽,其弊也靡;欧、
梅再变而平畅,其弊也率;苏、黄三变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陆四变而工稳,其弊也袭;四灵五变,理贾

岛、姚合之绪余,刻画纤微,至江湖末派,流为鄙野,而弊极焉.”④“变”之初衷,是救前人之弊,旧弊除

(或未除)而新弊又成,于是后人又起而变之.元初变宋,元末杨维桢再变.清人顾嗣立述元诗之变

说:“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天历

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而

元诗之变极矣!”⑤他认为元诗三变,各有特点,也各有成就.但在纪昀看来,元诗之变都是不成功的:
“元人变为幽艳,昌谷、飞卿,遂为一代之圭臬,诗如词矣;铁崖矫枉过直,变为奇诡,无复中声.”明人

承宋元而变,前后七子复古,公安、竟陵变古,也都是“变”:“明林子羽辈倡唐音,高青邱辈讲古调,彬
彬然始归于正;三杨以后,台阁体兴,沿及正、嘉,善学者为李茶陵,不善学者遂千篇一律,尘饭土羮;
北地、信阳,挺然崛起,倡为复古之说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摹拟,渐成窠臼.其间横轶而出者,
公安变以纤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缛,如涂涂附,无以相胜也.”林鸿(子羽)、高启(青邱)由元

入明,承元而稍变,以及随之兴起的台阁体及茶陵派、李梦阳(北地)、何景明(信阳),都是倡导宗唐

的,只是具体主张有些不同.纪昀认为,他们之变,是在使诗道“归于正”的道路上前行.对他们变的

方向是肯定的,但对其成就,则是有限肯定.沿这一方向继续前行的后七子,纪昀就直接予以否定

了.明末主张变古的公安、竟陵,和主张复古的云间派,纪昀都是否定的.他们是明诗最后之变.纪

氏云:“国初变而学北宋,渐趋板实,故渔洋以清空缥缈之音变易天下耳目,其实亦仍从七子旧派神明

运化而出之.”⑥在他看来,清初其实是明代复古与变古思潮的延续.明清两代,纪昀明指为诗弊者不

多,但从“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的立论看,每一变必有一弊,不同的只是,有的是旧弊除而

新弊成,有的是旧弊未除而新弊已成.如果说“变”与“复”思潮相互消长是近古诗学发展的常态,
“变”与“弊”的交替,可能更体现了诗学史发展的本真.

比纪昀早一百多年,明末的袁宏道就有“变”与“弊”交替之论,他认为,诗法的变革,起因在诗弊,
动力在矫弊,他表述为“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认为从六朝到宋代,诗歌就是在“弊”———矫弊———新诗

风成———“过”而成新弊这样步步推进的:“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

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
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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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岀,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

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①把诗歌发展

的动力仅仅看成纠弊,当然过于简单化.但纠弊推动着诗史的发展,则应予是肯定的.
“变”与“复”,不仅是人的主观追求,也是诗歌发展史之必然,特别是“变”,后之变前,往往是一种

不得已.在前人的成就面前,后人不变,就没有出路.顾炎武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
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

为诗,可乎?”②语言资源也不是无限的,沿袭不变,后人只能蹈袭前人,成为“鹦鹉名士”(梁启超语),
变才能推陈出新.袁枚说:“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③不变没有出路.
寻找出路必须变,但“变”并不必然找到出路.明清之际贺贻孙«诗筏»如此说:

　　诗至中晚,递变递衰,非独气运使然也.开元、天宝诸公,诗中灵气发泄无余矣.中唐才子,
思欲尽脱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无长吉、东野、退之、乐天辈一番别调.然变至此,无复可变矣,
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觉成晚唐苦涩一派.愈变愈妙,愈妙愈衰,其必欲胜前辈者,乃其所以不及

前辈耳.且非独此也,每一才子出,即有一班庸人从风而靡互相沿袭,令人掩鼻.于是出类

之才,欲极力剿除,自谓起衰救弊,为前辈功臣.即此起衰救弊一念,遂有无限诗魔,入其胸

中.④

诗学似乎走进了一个绕不出的怪圈.“递变递衰”有些悲观,也有些绝对,但它揭示了诗学进与退的

辩证法,却是颇具眼光的:诗之妙,是进,但是妙就少了浑成,于是进也就是退:“必欲胜前辈者,乃其

所以不及前辈”.这样的意思,袁宏道有概括,他说是:“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

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⑤,这是进与退的悖反,也是“变”与“复”的辩证法.

二、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

近古诗学从元讲起,但讲元不能不说宋.诗歌之所以要变,是因为发展遇到了困境.诗歌在唐

代极盛之后,宋人已经深感突破之难,王安石就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

天道尽.”⑥清人翁方纲很理解宋人的困境,说:“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

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

别有在者.”⑦宋诗总的方向是求变,著名文人宋祁有言:“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

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此语,并发挥说:
“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 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

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⑧黄庭坚(鲁直)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追求,从一

定程度上说,代表了宋代诗学的追求.宋人摆脱困境的路径,就是求工、求新、求奇,以学问和理性思

维的优长而求深致,在唐诗主性情之外别树一帜.宋诗另辟蹊径,一直是一个褒贬不一的话题,连当

时的陈师道都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杜子美之诗,奇
常、工新、易陈,莫不好也.”⑨有意求“好”,心先失去自然,诗必然失去天然意趣,必然“不能好”.在元

人看来,宋诗之病,正在于着意求新、求工、求奇.元儒吴澄言:“黄太史必于奇,苏学士必于新,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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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必于工,此宋诗之所以不能及唐也.”去除宋人着意求好之病,回归自然:“奇不必如谷,新不必如

坡,工不必如半山.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如此则“兴寄闲婉,得诗天趣”①.
如上所述,中国诗史总是在纠弊中前行.其弊不外两端:拟古与刻意求新.奇怪的是这两种病

在宋人身上同时体现:他们用拟古的方式求新.黄庭坚说“文章最忌随人后”,但他又说:“自作语最

难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②显然,他之“变”,是在模拟中求变.在

模拟中求变,“变”的空间也就有限.当变而无可变时,剩下的就只有模拟了.宋末出现的模拟诗风

和拟古诗论,与此有直接关系.黄庭坚的崇拜者、宋元之际的刘壎论诗有言:学诗者要“«骚»、«选»、
陶、韦、柳与李、杜,盛唐诸作,熟读之涵泳变化,优孟似叔敖矣!”③学唐人律诗,那就要“选古今律

诗若干首置几案间,日取讽咏之”,功夫到处,“或有见优孟意,是叔敖复生”④.
这种模拟诗风,入元就遭到批评,被认为是一条死路.程端礼幼年学诗曾受这种风气影响:“余

少嗜学诗,不得法.或曰:‘当如优孟学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皆叔敖可也.’即取名家诗,昼夜读之,
句拟字摹以求其似,如是者数年.非独自喜以为得,或者亦谬许之矣.”但“先生长者见之,曰:噫! 是

三年刻楮之智,不亦固乎? 古人一家,篇句声韵风度,老少自不能似.谢不似陶,杜不似李,建安、大
历、元和诸家,各不相似.今愈求其似,将愈不似.纵悉似焉,还之古人,则子无诗矣,能名家乎?”⑤元

人批评这种所谓“学”,是“学西施者仅得其颦,学孙叔敖者仅得其衣冠谈笑,非善学者也”.他们认

为,既要学习古人,又要超越古人,学是为了超越,前代诗文大家树立了如何学古的榜样:“李、杜、王、
韦,并世竞美,各有途辙;孟、荀氏,韩、柳氏,欧、苏氏,千载相师,卒各立门户.曾出于欧门而不用欧,
苏氏虽父子亦各务于己出.”⑥这些都是“善学”者.元人之学古,总是立足于今,他们对此有更高层次

的理论认识,大儒许衡论“善学”说:“夫人之学,贵于师古.师古者或滞于形迹,而不适于用也;贵于

随时,而随时者或狥之苟简,而不中于理也.二者其可谓善学乎? 惟师古适用,随时中理,然后可与

论学.”⑦所谓“善学”者,应“师古适用,随时中理”.他不是在讲诗,但完全适用于诗,诗论家的思维也

与此相通.
大儒吴澄有一篇“诗变”论,其«皮照德诗序»一文“具道古今之变”,说:“诗之变不一也.虞廷之

歌,邈矣勿论.予观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颂自颂,变风自变风,变雅亦然,各不同也.”没有“变”
就没有«诗经»的多样性,以此奠定“诗变”论之基础.«诗经»之后的诗史,就是诗“变”的历史:“«诗»
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讫于魏晋,颜谢以下,虽曰五言而魏晋之体已变,变而极于陈隋,
汉五言至是几亡.”此为唐以前之变,诗体更迭,旧体衰而新体兴.“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
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⑧这是唐诗之变,由陈子昂以

“复”为“变”,沈、宋“变”而新体出.陈子昂、李杜、韩柳是递相承变.在因革承变中,唐诗取得了辉

煌.没有“变”,没有各家各体的丰富多样,就没有唐诗的辉煌.“变”中有“复”,“复”也是“变”.吴澄

论诗主张“古祖汉,近宗唐”,但那只是学诗的途径,由学而超越,终至于“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⑨,
不主一家自成一家,转益多师自成风格.他概括说:“不必其似而惟其可,最为善述前人者.”认为文

章“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师古而不“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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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吴文正集»卷十八«王实翁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答洪驹父书»,«四部丛刊»影印宋乾道刊本.
刘壎:«水云村稿»卷七«跋石洲诗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壎:«水云村稿»卷五«新编七言律诗序».
程端礼:«畏斋集»卷三«道士吴友云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诜:«桂隐文集»卷三«与揭曼硕学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衡:«鲁斋遗书»卷八«留别谭彦清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刻本.
吴澄:«吴文正集»卷十五«皮照德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二«胡助诗序»;卷十五«董震翁诗序».
吴澄:«吴文正集»卷十七«黄体元诗序».



古,是为“圆机之士”①.他的这些见解,竟然不为后人所知,数百年后,仍在低于他的水准上争论,实
在是诗论史的遗憾.“不二古今”的命题出自大儒黄溍.吴澄认为,不“变”就没有诗史,黄溍则特别

强调“变”中的不变:尽管诗歌的时代和地区各不相同,但不同中有“不二”的精神:“以天地之心为本

者也.其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认识和把握了这“不二”之本,作诗就可以通达古今:“非出于

古,非不出于古也.夫能不二于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为本者乎? 绵千禩,贯万汇,而无迁坏沦灭

者,莫寿于是物矣.”②这“不二”的“本”、这“天地之心”是什么? 就是不变的精神,落实在诗上,就是

“吟咏性情”,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诗经»代表的风雅精神.近似的还有赵

孟頫的观点,他认为,诗虽有古今,但不变的是风雅精神,在根本精神上并无古今之别:“今之诗虽非

古之诗,而六义则不能尽废.由是推之,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③诗歌永远随时代而变,今人不能回

到古代.但变中的不变,是风雅精神.
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学史的转折时期,其标志之一便是元曲的兴起.元曲中的散

曲,与传统诗文截然不同,认为其体制、内容、审美情趣,都是全新的.但元代人并不这么看.比如唐

诗人李贺有«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元曲家孟昉将其改写成十三首【天净沙】,其序云:

　　凡文章之有韵者,皆可歌也.第时有升降,言有雅俗,调有古今,声有清浊.原其所自,无非

发人心之和,非六德之外,别有一律吕也.今之歌曲,比于古词,有名同而言简者;时亦复有

与古相同者,此皆世变之所致,非故求异乖诸古而强合于今也.使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
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其所以和人之心养情性者,奚古今之异哉!④

“变”的是声调与语言,这些必须随世而变;不变的是“发人心之和”以及“和人之心养情性”的精神,这
是不变的根本,是无“古今之异”的.清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录此序,不仅赞赏其曲词“音节和

谐,甚见巧思”,且高度评价此序所表达的古今观念⑤.
号称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是元代金华之学的传人,黄溍的弟子,其诗学思想上承元人,

下开明代复古思潮之绪.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元代师古论的总结者.其«师古斋箴并序»云:

　　事不师古,则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详也,行之必弗精也.然则所谓古者何? 古之书也,
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诸心,心之言形诸书,日诵之,日履之,与之俱化,无间古今也.若曰

专溺辞章之间,上法周汉,下蹴唐宋,美则美矣,岂师古者乎?⑥

“无间古今”与其师黄溍的“不二古今”,应该是同一观念的不同表达.宋濂和他的师辈黄溍等人一

样,主张“师古”而非“复古”,有人以“复古”名堂,请他作«复古堂记»,他在记中明确表示,一切都“随
世而变迁”,所谓“古”“未易以复之”⑦.但在他之后,明人一步步走向了复古之极端.

三、明人“复”与“变”各走极端,同是困境思维

明代持“变”、“复”极端论的诗论家未必是大多数,但其观点影响极大.复古论者之“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变古论证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几乎尽人皆知.其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提出

时,明立国已经一百多年,此前并无如此极端之论.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提出,已至明末,又十几

年而明亡.这些说法之所以影响极大,与其承弊而起,以极端之说震响一时有关.

１０１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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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二«孙静可诗序».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山南先生集后记»,«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南山樵吟序»,北京:中国书店«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元后至元五年(１２６８)沈氏刊本.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１３９７ １３９８页.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９４８ ９４９页.
宋濂:«师古斋箴并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２２页.
宋濂:«复古堂记»,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１１６８页.



论明诗者或推尊明初之盛.如王士禛«池北偶谈»言:“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①他所谓的

明初之盛,实为元末之盛.元明之际重要诗人刘基、高启、袁凯等,在明初的腥风血雨中凋零.由元

入明的才智之士,几乎没有人能躲过厄运.以至于洪武九年(１３６７),朱元璋假意开言路,“特布告臣

民,许言朕过”.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
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②.诗人死于非命,诗坛冷落.在如此政治高压下,文人们不可能提出

个人的诗学主张.号为明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只不过教人“竭弥纶之道,赞化育之任”,“美教化而

移风俗”,歌时颂圣,“撰为雅颂以为一代之盛典”③.在弘治以前,人们对“复”与“变”的态度,大致仍

沿元人思路.洪武时高棅编«唐诗品汇»,言正变,标举的是“正中之变”和“变中之正”④.与元人“不
二古今”的精神一致.李东阳主张学古能变,以为诗史发展“代与格殊”,对模拟的复古表示不满:“必
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蹜步,至于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为贵,况未必似乎?”⑤延

续的是元人的观念.
但是,台阁体和性气诗笼罩的明前期诗坛,确实需要一种有震撼力的改变.台阁体和性气诗,缺

乏诗的生命活力,明人说是“诗道旁落”.他们必须使诗回归正途.起而拯之者,就是被称为“前七

子”及其所代表的一班人.明清人这样评价当时的拯救和转变:

　　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

何、李,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胡应麟:«诗薮»)⑥

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其可披沙而拣金者,李文

正、杨文襄也.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⑦

如何回归诗之正道? 在当时没有比提倡学习古人更高明的主张了.学古人,学习哪些古人? 古体诗

以汉魏晋为古,于是便学汉魏晋;近体唐为古,于是便宗唐.其实早在前七子之前的李东阳就已经在

思考这一问题,明之前唐、宋、元三代,符合理想“诗道”的,只有唐诗,他说:“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

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
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⑧七子之一的何景明也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

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⑨要学,当然是学唐.从这一意义上看,他们的复古,确实是地地

道道的“变”,以变为诗歌发展寻求出路,如清四库馆臣所言:“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
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此时李梦阳等“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

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尽管他们的复古主张本身利弊相伴,类似的

说法早已被元人批评并抛弃,但在当时,还具有其合理性,所以受到当时和后人的称赏,当时顾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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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４５页.
姚士观等编校:«明太祖文集»卷十五«建言格式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濂:«汪右丞诗集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４８１页.
高棅:«唐诗品汇叙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明汪宗尼校订本,
李东阳:«李东阳集文前稿»卷八«镜川先生诗集序»,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５页.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３４５页.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第２６０页.
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７９、１３８３页.其实早在李东阳之前的解缙,已经

有过类似的思考,说:“汉魏质厚于文,六朝华浮于实.具文质之中,得华实之宜,惟唐人为然.故后之论诗,以唐为尚.宋人以议论

为诗,元人粗豪,不脱北鄙杀伐之声,虽欲追唐迈宋,去诗益远矣.”见解缙:«文毅集»卷十五.
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十三«与李空同论诗书»,明嘉靖刻本.
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怀麓堂集»提要、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４９０、

１４９７页.
元人主张:“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方凤«仇仁父诗序»),明人主张,与此近似.但元人主张广取博采,如明人这

种绝对化之论,元人不取.



盛赞他们“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功亦伟乎!”①清初朱彝尊称七子之功说:
“北地一呼,豪杰四应;信阳角之,迪功犄之霞蔚云蒸,忽焉丕变,呜呼盛哉!”②纪昀也说:“北地、
信阳,挺然崛起,倡为复古之说,文必宗秦汉,诗必宗汉魏盛唐,踔厉纵横,铿锵震燿,风气为之一变,
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③沈德潜的评价最符合我们的思路:“永乐以还,崇台阁体,诸大佬倡之,众
人应之,相习成风,靡然不觉.李宾之(东阳)力挽颓澜,李、何继之,诗道复归于正.”④所谓“复归于

正”,即“旁落”的诗道复归,回复了诗的本原.
明人复古论的极端思维,是从李梦阳开始的.他在革除茶陵诗啴缓冗沓之病的同时,也丢弃了

李东阳兼综各代各家之优长.如钱谦益所说:李东阳诗“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

道园,兼综而互出之.要其自为西涯(按李东阳号西涯)者,宛然在也.”⑤李梦阳则取径过窄而走

向模拟.这种被元人批评并抛弃的路子,很难真正为诗歌发展指引出路.除旧易,布新难.在复古

思潮流行之时,弊端就已显现,七子中人也有明确认识,何景明就批评李梦阳(空同)说:“空同子刻意

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若空同,求之则过矣.”⑥后人的批评就更多,“似古则与古人相复,
亦必令人疑,令人厌”⑦.如果说前七子有使“诗道复归于正”之功的话,继起的后七子则弊端更为明

显.在纪昀看来,前七子“虽不免浮声,而终为正轨.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汉魏”.
后继者则“惟袭其面貌,学步邯郸,乃至如马首之络,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虽绘画而无生气

耳”⑧.复古派走上了末路.清人毛先舒的一段话,可以为这一时期诗学的“变”与“弊”作一总结:

　　宋世酷尚粗厉,元音竞趣佻亵,蒙醉相扶,载胥及溺,四百年间,几无诗焉.迨成、弘之际,
李、何崛兴,号称复古,而中原数子,鳞集仰流,又因以雕润辞华,恢闳典制,鸿篇缛彩,盖斌斌焉.
及其敝也,厖丽古事,汩没胸情,以方幅嘽缓为冠裳,以剟肤缀貌为风骨,剿说雷同,坠于浮滥,已

运丁衰叶,势值末会.⑨

“剿说雷同,坠于浮滥,运丁衰叶,势值末会”的十六字评价,可见其弊之重.复古者之弊在模拟,清人

薛雪痛言:“拟古二字,误尽苍生.”公安、竟陵乘其衰弊而起,以“性灵”纠模拟无生气之弊.
在公安、竟陵派论者看来,复古派泯灭了诗歌的生命,“滞、熟、木、陋”,“丧精神之原”.诗歌发

展的出路在“变”,要“各极其变,各极其趣”,诗学需要一次大解放,以恢复个性、自由与生机.袁宏道

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

夺魂.”他批评复古派“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大力宣扬其变古主张:

　　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不效颦于

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发展,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大概情至之

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

三袁纠后七子之弊,确实为诗坛吹来一股清风.后人也有肯定者,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言:“万
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始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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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①清人潘耒言:“明代前后七子之派行,而摹拟剽

窃,相习成风,肤辞浮响,靡然一律.于是徐文长、袁中郎、小修诸君,矫而为峭拔清新之作,不循旧

辙,见赏于世,以其直写性灵,偏至侧出,有真意味存焉故也.”②公安派风行,一时影响天下.但“机锋

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

之风气复大变”③.公安、竟陵派这种师心独造的极端之论,很难被人文们普遍接受,特别是“任性发

展,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之论,破了中国文人可以普遍接受的底线,所以长期受到口诛

笔伐.我们看钱谦益近乎的诅咒的评论:

　　«诗归»出而钟、谭之底蕴毕露,沟浍之盈于是乎涸然无余地矣.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

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

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

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

移俗易,滔滔不返.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④

比之为妖言鬼语,不类人言.就诗学说,“极其变”的结果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弊端.中晚明诗坛三变,
都以救弊始,而以更严重的弊端终.钱谦益将之比为医病:“譬之有病于此,邪气结轖,不得不用大承

汤下之,然输泻太利,元气受伤,则别症生焉.北地、济南,结 之邪气也;公安泻下之,劫药也;竟陵

传染之,别症也.”所以他感叹说:“庆、历以下,诗道三变,而归于凌夷熸熄,岂细故哉?”⑤代表官方意

志的«四库提要总目»同于这种看法:“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

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

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乃

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⑥在愈变愈弊中,明代的诗运随国运结束

了.清人定性竟陵派之兴,“可谓风雅之劫运矣”⑦.
有人概括明代诗歌的特点是复古.但明末以变古为主流.最后又有云间派倡导复古,但已经由

明入清了.

四、清人惩明人之失,走向“复”与“变”之融通

清代诗学上承明人,“变”与“复”对立依然存在,唐宋之争就是一种表现.但更多的是反思明人

的极端思维,以为变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
郭绍虞先生讲清代学术的特点说:“清代学术再有他特殊的成就,即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以前

各代之特长,更能融化各代、各派、各人之特长以归之于一己或一派.如经学有汉、宋兼采之论,文学

有骈、散合一之风,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明此,则知清代论文主张,所以每欲考据、义理、词章三者

之合一,自有其相当的关系了.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四平八稳,即使是偏胜的理论,也没有偏胜的

流弊.”⑧清人自美这种学术风气说:“无明人水火相射之习,诚太和元气也.”⑨厉鹗就明确反对诗界

之众派纷争,以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认为诗原本无派,所谓“派”,不过是“后人瓣香所

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断断然以派自居也”.他抨击说:“迨铁崖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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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啖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

屋.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馀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

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所谓派,是好事者“强为胪列”,是诗界的

“陋习”,他给诗史带来的,都是弊端.他主张博观约取:“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
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要“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①.

诗论之“变”与“复”也是如此,很多论者都是“变”与“复”兼采兼容,反对“变”与“复”的极端之论.
清人吴乔就这么说:

　　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

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

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
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后难言之矣.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惟复不变,遂

为叔敖之优孟.②

明确认识到“变”与“复”各走极端,必然各成弊端,他们引明人之失以为戒:“踵竟陵之习者,瘦寒枯

涩;沿七子之风者,雷同肤蜕.”③尽管也有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但没有明人那种极端偏执

之病.如倡性灵说的袁枚,其«续诗品著我»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 字字

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④是“变”与“复”的融通之论,决不同于谭元春所谓的“口忽然

吟,手忽然写”⑤.其实,像明末那样的争论,已经很难说是争是非,而是正意气,争胜负.如袁宏道所

言:“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

大家.”以至于“粪里嚼查,顺口接屁”这样的谩骂之语,显然偏离了理性思考与讨论.故清人说:“古
今之论诗者多矣,顾有持其一说,不能无偏,往往得于此而失于彼,至其说之实可信者,后人又忽焉不

察,遂至殊涂异户,无以尽惬夫尚论者之心.”⑥七子复古派和公安、竟陵,都不是诗之正途:“拙者字比

句拟,剽窃成风,几乎万口一响,若此诚陋.然曰‘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亦终无是理也”.并打比方

说:“蹈袭者王莽法«周官»也,屏弃者秦人烧«诗»、«书»也.”七子之蹈袭前人,就像王莽改制,依照«周
礼»设官那样可笑,而公安、竟陵之弃古自为,就如秦始皇焚书一样恶劣.

清人似乎有总结明人诗史与诗论史的自觉,他们既要清理明人诗歌创作与诗论之失,也吸收明

人诗论之长,然后明确当下诗歌发展应循的路径.“变”与“复”,“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⑦.代表官

方意识的四库馆臣这么说:

　　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盖明诗摹拟之弊,极

于太仓(按世贞太仓人)、历城(按指李攀龙);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

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

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
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⑧

所谓左右佩剑,均未协中.纠两者之偏,归于中道.这是清初以来很多诗论家的追求.如叶燮«原
诗»说:“五十年前,诗家群宗嘉隆七子(后七子)之学.”其学流行,造成弊端,诗歌创作失去了活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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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丰富性,造成诗性精神的缺失.“于是楚风(指公安、竟陵诗派)惩其弊,起而矫之.抹倒体裁、
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而栩栩然自是也.”但一弊未除,一弊又成,叶燮为作案断:“夫必主

乎体裁诸说者,或失则固,尽抹倒之,而入于琐屑、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焉.
故楚风倡于一时,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趋而旋弃之者,以其说之益无本也.”以一种极端纠另一种极端

之弊,矫枉过正,只会造成新的弊端.叶燮的看法是:“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

陈熟.以愚论之: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是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

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然则,诗家工拙美恶之定评,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①

“变”与“复”的把握,也并非两者相济而取乎中那么简单.诗之妙,存乎一心.“变”与“复”,“亦在其

人神而明之”.两者相济又须灵心独运,神明变化,得诗之妙.如果说变复“非二道”几乎是元人“不
二古今”的翻版的话,叶燮此论则真正超越了元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的复古派和变古派各有短长,后人应避两者之短取两者之长,两长相济,归乎正道.与袁宏

道同时的许学夷«诗源辨体»之论就比较客观,说:“元美、元瑞论诗,于正虽有所得,于变者则不能知.
袁中郎于正者虽不能知,于变者实有所得.”于前者取其正,于后者取其变,正而能变,变不离正,二者

相济,得其中道,才是在“变”“复”问题上应取的态度.许氏肯定袁宏道“以韩、白、欧为圣,苏为神,则
得变体之实矣”②的看法.到清代,对七子复古派,批判者多肯定者也不少,对公安、竟陵变古派,则批

评者多直接肯定者很少.但清人论诗,表现出对“变”“复”主张的兼容,也可以看作对公安、竟陵派主

张有所吸收.具体表现为折衷两极,兼取并容,论唐宋则主兼采唐宋,论诗法则兼取法与无法,论风

格则主兼容多种风格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对复古派与变古派的兼容.
清前期有吴雷发著«说诗菅蒯»,认为学古不当以时代限,他批评:“论诗者往往以时之前后为优

劣,甚而曰宋诗断不可学.”这不客观.明人或主学汉魏唐,或主学宋、学元,且不同主张相互攻击,他
认为这是不能理解的:

　　且诗学之源,固宜溯诸古.至于成功,则无论其为汉、魏、六朝,为唐,为宋、元、明,为本朝

也.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调.岂唐诗中无宋,宋诗中无唐乎? 一人之诗,或有似汉、魏、六朝

处,或有似唐、宋、元、明处,必执其似汉、魏、六朝者,而曰此大异唐、宋、元、明;执其似唐、宋、元、
明,而曰此大异汉、魏、六朝,何其见之左也? 使宋诗果不可学,则元、明尤属粪壤矣;元、明以后,
又何必更作诗哉?③

这是极有见地、极富启发且极有说服力之见,能破明人之偏执.我们不知道钱锺书有关唐宋诗之论

是否受到他的影响④.吴雷发认为,学古的关键不在于学唐还是学宋,而在于“善学”:“在善学者不论

何代,皆能采其菁华,惟能运一己之性灵,便觉我自为我.”善学者得其精髓,得其精神,最终成就自

我,“不善学者,或得其皮毛,或得其疵纇,则不可耳”⑤.这是客观理性的主张.如何是“善学”呢? 清

末的朱庭珍标举了一个善学前人的榜样,那就是苏轼:学前人要不袭其面目而得其精神,“神契”“天
合”,方能“自开生面,为一代大作手”:

　　东波一代天才,其文得力庄子,其诗得力太白,虽面目迥不同,而笔力空灵超脱,神肖庄、李.
其性情契合,在笔墨形色之外,盖以神契,以天合也.故能自开生面,为一代大作手.后人

效法前人,当师坡公,方免效颦袭迹之病.肖形象声,摹仿字句声调,直是双钩填廓而已.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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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原诗外篇上»,第４３ ４４页.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六«后集纂要»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８１页.
吴雷发:«说诗菅蒯»,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００页.
钱锺书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见«谈艺录诗分

唐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页.
吴雷发:«说诗菅蒯»,丁福保辑:«清诗话»,第９００页.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２４１３页.



神契天合,这是天才的学古.古今杰出诗人,没有不学前人而能成其为大家的,也没有模拟前人而能

成就其大家的.关键在“性情契合,在笔墨形色之外”,“自开生面,为一代大作手”.此是的论.
关于法与无法,清人也做圆通之论.沈德潜有精到之见:“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

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

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
何处著得死法!”①其见解总括了宋人之活法、元人之由法入于无法,和其师叶燮的“神明变化”说.他

既重性情,又论诗法,既不同于复古派,也不同于公安派,同时也并非完全排斥两派.游艺编«诗法入

门»说:“诗不可滞于法,而亦不能废于法.”“法乎法而不废于法,法乎法而不滞于法.”②“不废”又“不
滞”,方能有法之妙用.明代复古派内部有关能否“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之争,清人乔亿给予案断:
“勿遽欲自开径陌,勿终不自开径陌.”为什么呢? 他说:“不能自开径陌,终是屋下架屋,然功力到此

大难.当知‘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未尝立异而体自不同,方为善变.若广袤未分,骤骋逸足,将入野

狐外道而不可回,反不若守故辙之为愈也.”③这很能体现清人与明人思维之不同.
关于诗之风格,清人也主张承认并尊重其多元丰富性.潘耒认为,大自然本有“春之花烂熳,夏

之花照灼,秋之花淡冶,冬之花清芬,种族不同,其于发天地之色一也”.就人说,“天与人以无穷之才

思,而人自窘之;地与人以日新之景物,而人自拒之”.不管是唐音宋调,后人都应兼取,学诗者既不

能“醉竟陵之糟醨”,也不要“堕济南(按指王士禛)之云雾”,“格不拘正变,能别出机杼,自立门户者则

取之.选不操一律,各存其人之本色,各尽其人之能事而止”④.破除“正”(即复古派)“变”(即变古

派)之门户偏见,广采博收,才是选诗之道,也是学诗之道.
诗道不外变复,以“变”与“复”为线索,梳理近古数百年诗学思潮的变化,对于认识近古的诗史与

诗学史,是大有裨益的.宋人在模拟中求变,而刻意变古,元人“不二古今”,追求“诗而我”,明人“复”
与“变”各走极端,清人惩明人之失而走向圆融.这是着眼于诗学自身发展的线索.但同时每一时代

其诗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都与时代及政治环境有关.元人提倡“诗而我”,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
明人的一些主张,似乎是在元人基点上倒退.但进与退,都不是诗论家个人的问题.诗论家提出什

么样的主张,并不全由个人识力决定,明人没有元代那样的环境,他们只能在他们的环境中思考问

题,提出主张.他们对诗学问题的独立审视与思考,也是到了政治高压和恐怖解除之后才有可能.
公安、竟陵派的出现,只能在晚明的政治气候中.明亡入清,公安、竟陵派过于个人化的主张必然遭

到打击.清人之论,明显体现了当时的官方意识.纵向看,近古诗学“变复”论有自身发展的轨迹;横
向看,每一时代的思潮,又是每一时代政治与社会生态使然.

到近现代,中国诗学遭遇了更大困境.人们在困境中寻求出路,依然沿此“变”与“复”的思路.
近代梁启超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现代顾随提出“用新精神写旧体诗”,声言“我词非古亦非今”⑤,
显然是不纯乎古亦不纯乎今.其所思所论,仍“不出乎变复”,即处理好“变”与“复”的关系.当前诗

学界都在谈论旧体诗词的复兴,由此引发了有关诗歌问题的诸多讨论甚至争论.这些讨论与争论说

明,不管是旧体诗词还是新诗,都存在着深重的困惑与迷茫,中国诗歌创作遭遇了新的困境.在此困

境中,不妨从古代诗学中,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找启发与借鉴.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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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第１８８页.
游艺:«诗法入门»,１９２７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乔亿:«剑溪说诗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１１２８页.
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五朝名家诗选序»,清康熙刻本.
顾随:«题‹积木词›卷尾»六首其六,«顾随全集»第１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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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

———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李 自 雄

摘　要: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

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

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

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

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

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

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关键词:政治伦理;形而上学;文学本质观念;情志合一;载道;抒情传统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目前有一种流传与影响甚广的观点,也就是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
并由此构成了其所谓的“一个抒情传统”① .对于这一看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仅以抒情一辞笼

统言之”,显然是“毫无辨析疏理”② ,而有待作出必要的学理辨识和厘清.任何文学本质观念都是以

一定的哲学本质观念为基础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中国的文学本质观念,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

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本质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呢? 循此追问,我们不妨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比较

分析中作出一些考察,进而探讨它对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以期能在有效廓清上述理论误区的

同时,亦可推进我们对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撰文作过初步的理

论思考③ ,下面将进一步作些深入考辨与分析.

一、中国儒学及其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

在中国,如很多现代语汇一样,哲学涵义上的“本质”一词也是来自西方④ ,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

　

作者简介:李自雄,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威海２６４２０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问题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１５BZW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可参见陈世骧:«陈世骧文存中国的抒情传统»,台北:志文出版社,１９７２年;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萧驰:«中国抒情传统»,新加坡:允辰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

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

②　龚鹏程:«成体系的戏论:论高友工的抒情传统»,«美育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③　李自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学术探索»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

言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重建»,«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１２年第６期;«值

得追问的“中国问题”»,«文艺争鸣»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④　中国古汉语也有“本质”一词,但不具有哲学含义,而是指事物本来的形体,如晋刘智«论天»称,“凡光之所照,光体小于蔽,

则大于本质”(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页),其中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



统相联系,显然是一个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尽管有与“文”相对的“质”一词,但却是

指内容的意思,并不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本质概念,而具有这种形而上意义的本质概念是“道”,即
“形而上者谓之道”(«易传系辞上»).

对于“道”这一中国传统概念,华裔美籍学者刘若愚也曾指出,“依照大多数形上批评家的用法,
‘道’可以简述为万物的唯一原理与万有的整体”①,亦即世界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尽管建立了较柏拉

图更为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但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对于“形而上学”,也
就是关于世界本质之思的理论知识,他称为“第一哲学”.公元１世纪左右的安德尼柯(AndroniＧ
kus),作为亚里士多德文集的第一位系统整理者,他在编辑亚里士多德遗稿时,将“第一哲学”之稿放

在“物理学”(phusika)的后面,无以冠名,就用“tametataphusika”来指称,直译即为“物理学后面的

部分”,由于历史流转,其中两个冠词遗落,就成了“metaphusika”一词.非常巧合的是,“meta”这个

前缀,除了具有“在之后”之意,还有“超越”、“元”的意思,而这正好与“第一哲学”的本义相合,并
符合«易传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中文意义,于是,在进行中文翻译

时,将其译成了“形而上学”②.基于中西文化历史语境,并以此为出发,我们认为,中文将亚里士多德

世界本质之思的第一哲学译成“形而上学”,并以它作为中文语词来对应指称西方哲学的此类之思,
确乎比较恰切,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对此不能作脱离中西文化历史语境的抽象的、简单的比附,而是

要联系其不同的具体文化历史语境作出分析与判断.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的源头在古希腊,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说:“一提到希腊这

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③据«古希腊哲

学辞典»(HistoricalDictionaryofAncientGreekPhilosophy)所考,在西方,“哲学”一词语源于古

希腊时期(theword “philosophy”isanancientGreekinvention)④,由philo “loving”与sophia
“knowledge,wisdom”相组合并转变而来,意为“爱智慧”(loveofwisdom)⑤.根据现存的历史记载,
在西方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首先在自己的哲学探讨中使用了“哲学”这一词,并称自己是爱智者

(philosophos),即哲学家.而事实上,在毕达哥拉斯之前,爱智求知已成为古希腊“富有生命力的传

统”(livelytradition)⑥,古希腊人即素以“严肃”的“寻求真理”者(theearnestGreekswhoseekthe
truth)相称许⑦.可以说,哲学的意义从其诞生,就表现出西方哲学鲜明的爱智求知的“认知理性”取
向,并由此形成一种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居于主导位置的传统.这样的一种西方哲学传统,以主客二

分为入思前提,认为现象世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其背后有一个唯一真实的存在本身、形而上的实

体,亦即世界的本质,并以之作为自明公理,进行由“一”推及“一切”的逻辑演绎,以对具体事物的本

质作出抽象揭示,此即为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路与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对作为世界本质的“道”的思考,并不是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以主客、天人二分为

入思前提,其入思前提是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而正统的哲学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导的,这种天人合一

的入思方式在儒学中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中国其他传统哲学思想,如道家哲学,也是以天人合一为入

思方式,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颇为普遍而典型的一种入思方式).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开启了儒

学,«论语子罕»中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就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此,钱穆先生曾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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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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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稀少义”,“与,赞与义”,“孔子所赞与者,命与仁.在外所不可知,在我所必当然,皆命也.命原

于天,仁本于心.人能知命依仁,则群道自无不利也”,并针对不同的歧解指出,“或说:利与命与仁,
皆孔子所少言,此决不然.«论语»言仁最多,言命亦不少,并皆郑重言之,乌得谓少? 或说:孔子少言

利,必与命与仁并言之,然«论语»中不见其例”,所以皆非“正解”①.据此,我们认为,这句话的确当之

解是,孔子一生,“言利”甚少,而赞同、肯定的是“知命依仁”的道德实践,“与命与仁”,即:赞同、肯定

天命和人伦的合一,从而知命、立命,内圣外王,使个体的自我道德在现世生活中得以践行与实现.
可见,在天人合一的入思前提下,儒学所表现出的理性,从它产生开始,就不同于我们前面所提

到的传统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②,传统西方哲学建立在天人、主客二分的入思前提下,以爱智求知

为运思取向,从而揭示抽象的存在意义,表现为一种认知理性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开启于孔子的儒

学,如上所述,尽管也谈到天,谈宇宙,但十分清楚的是,其关注的重心是现实人生,体现为一种“实践

理性”.这种“实践理性”,贯注道德的“善”于日常人生,而这种儒学意义上的人伦道德之“善”,在天

人合一的入思前提下,通过上升为天道,在获得终极意义的世界本质含义的同时,就获得了其普遍必

然性的存在根据,这种普遍必然性的存在根据,亦即康德所说的“绝对律令”,并表现为一种“道德形

而上学”,但正因此,有人却不加分辨,搬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中国儒学的传

统③.我们认为,不能把中国儒学的传统,作这样简单的套用.
那么,中国儒学传统,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呢? 显然,在儒学那里,作为人伦道

德的“善”,是一种圣人意义上的人伦道德之“善”,其实现需要人的“内圣”.在这里,“圣”这个概念值

得注意.“圣”的根源何在? 其与儒家之“内圣外王”的“王”相联结又有什么意义? 对此,李泽厚曾分

析指出,“圣”这个术语“最初是同宗教仪式、巫术活动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远古时代,同神鬼交通

的巫师成了圣者;此外,他还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他同时就是‘王’.后来,在儒家那里,‘圣’逐
渐演化成了一种道德修养.‘仁、智、勇’最初本是对氏族首领作为典范的品质要求,到了儒家手中,
则成了一种道德素养.‘王’自然是有关统治的,因而属于政治的范畴,这样一来,伦理就同政治融合

无间了”④,“伦理”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伦理”,因此,如果说“道德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是一种

“宗教性道德”(李泽厚语)⑤的形而上学,那么,在中国儒学中,由于“伦理”与“政治”的“融合无间”,实
则表现为一种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不同于西方认知理性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并显示

出其鲜明而独特的伦理特质及诉求.
对于这种伦理特质及诉求,王元化曾用马克斯韦伯的“意图伦理”(anethicofintentions)来概

括.什么是“意图伦理”呢? 按照王元化的解释,就是“把当作某种意图的工具”.王元化的这种

解释是有道理的,但尚欠精准,一是未能把握住“意图伦理”这一概念中“伦理”一词所包含的那种应

然而当然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准确的解释应为“把视为某种当然的非此不可的意图的工

具”;二是尽管王元化也指出,这种意图伦理“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

具”⑥,但对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意图伦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意图伦理,显然还不够

明确.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这种“意图伦理”,根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一种

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意图伦理,它是“通过以伦理(人)———自然(天)秩序为根本支柱构成意识形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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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显然是基于这种传统西方哲学“认知理性”的立场,因而是有失偏颇的,然国内学界亦有人以墨子所谓三表法,以证明中国也曾

有西方式的哲学,实则是并未看到中国哲学的主流是不同于西方的,并也是站到了黑格尔的理论立场,作了缘于西方哲学的一种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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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泽厚、王德胜:«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１０期.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３页.



政教体制”,并“由一种不可违抗的天人同一的道德律令展示出来”,“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而提

升到“宇宙论”的高度①,并由此,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政治”的担负,具有了普遍必然性的“道义”含义,
也正因此,以儒学为发端,这种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学本质观的形成与发

展产生了直接而主导的深远影响②.

二、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与中国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任何文学本质观念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本质观念为基础,理解与把握中国传

统的文学本质观念,不能跳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那种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因此,在中国

传统的文学本质观视域里,文学离不开它的政治伦理诉求,但显然也并不是就将文学等同于直接的

政治说教,这也决定了文学并不是要将“情”排斥在外,而是纳“情”入“道”,达到情志合一,并表现出

不同于直接政治说教的独特本质(尽管它也服务于一定的政治教化).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

方传统,文学之为文学,总是通过与“他者”的“区分”,来言说自己的存在,但其存在的合法性却不是

来自这种区分,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任何言说本身都无法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按照利奥塔的观

点,它的合法性的确立,必须借助于更高一层的“元叙事”才能达到(除了“制造出关涉它自身地位的

合法性话语,一种我们谓之为哲学的话语”之外)③.由此不难发现,在中国以儒学为发端的政治伦理

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政治伦理诉求作为一种元叙事,亦即利奥塔所说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

事”④,居于所有话语之上,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并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它是

判定一切“是与非”、“真与假”、“好与坏”、“美与丑”的最高标准,任何知识文化的生产都只能并必须

遵循这一准则,并以此来决定自身的理论依据、言说立场与话语逻辑,才能获得合法性存在.具体到

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本质观念的理解上,便是经由这样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

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
文学“载道”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合法性认同表述,其中政治伦理诉求构成文

学是否合法的依据,文学本质言说必须经由这种诉求获得其合法性认同.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

性认同,其最初表述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尚书尧典»).孔子提出“思无邪”,便是明确对诗言

之“志”所作出的符合儒家政治伦理之道的范畴规定,即是说,诗“情”的表达,要具有符合儒家政治伦

理之道的“纯正”性而不能与之相偏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的实质所在.
朱熹曾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思无邪,«鲁颂 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
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朱熹这里的所谓“性情之正”,就是符合儒

家政治伦理之道的“纯正”情感,而这也正是政治教化以“纯净”人心的目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周作人

把中国文学作“言志”与“载道”的区分,对此,朱自清曾有异议,指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

多,两者并不冲突.”⑤朱自清的观点无疑是中肯的.
«毛诗序»通过对«诗»的具体解读,对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完

整的理论总结与阐发.首先,它强调指出,诗言之“志”,要承载儒家政治伦理之道,正所谓“诗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在这里,文学成了

１１１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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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政治兴衰得失的晴雨表,不仅如此,而且,文学的走向也是以这种政治的兴衰得失为转移的,亦
即“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

四始,诗之至也”,而“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也就是说,风、
雅(包括大雅小雅)、颂、变风变雅等文学意义的变化,都是王道政治的兴衰得失使然.其次,«毛诗

序»强调诗言“志”,要承载儒家政治伦理之道,但并不就是直接的政治伦理说辞,而是“情”之所动的

表达,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是“情性”的“吟咏”,但这并不意味着能任由个性化的情

感抒发.它是有限度的,诗“情”不可滥发,而是将情感的抒发限定于,并使之必须遵从于“礼仪”,也
就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所要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等级关系,即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

仪”,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并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教化作用,这就是

孔子所谓的“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实质所在,否则,如果文学在情感表达上偏离了儒

家政治伦理之道所要求的礼仪规范及其限制,便会遭致合法性质疑.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则”即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

所要求的礼仪规范,而对于“淫”的含义,我们不妨结合孔子的一段话来作解读,孔子高度评价«诗经»
的«关雎»篇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对此,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解释

是,“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①从这种理解出发,可见,扬雄对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不同态度,
并不取决于二者的文采(二者都有文采之“丽”),而是取决于二者的情感抒发是否符合儒家的政治伦

理之道所要求的礼仪规范.显然,在扬雄看来,诗人之赋的情感抒发能遵从这种礼仪规范,因此也就

能服务于政治教化的目的,而辞人之赋则放任了个性化情感抒发,超出了礼仪的规范,故而“失其

正”,所以不能起到应有的政治教化作用,甚至起到“劝而不止”的反作用,而贻害于王道政治,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晚年的扬雄悔称自己早年的辞赋之好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活跃,文学开始走向鲁迅所说的“自觉时代”②.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

南朝钟嵘也主张“缘情说”③,突出文学的情感表达,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发生了

“情”与“志”(要承载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的分离,文学的情感抒发,不再受是否“载道”的限制,也不

再受制于它的合法性认同,而走向个性化的自由抒发,这在以儒学为正统而主导的中国历史上不能

说不是一道“异彩”④,但毕竟不是“主调”.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勰有感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

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

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文心雕龙序志»),也就是作«文心雕龙»,但他也重视“情”,刘勰指出汉代

«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而此种肯定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给出的,即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文心雕龙明诗»)⑤.这里的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之“持”,即为扶持,引申为教育培养之意,而刘勰所谓的“义归无邪”,则是溯

源于孔子的“思无邪”之论,亦即是说诗“情”的抒发要符合孔子以来的儒家政治伦理之道,而不能偏

离,并能起到政治教化作用,表现出了向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的复归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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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唐,由于现实政治需要,儒学复兴,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即以“文以明道”①为口

号,以此为发端,唐宋散文及其文论主张总体上重“道”而不偏废“文”,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的情志

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在古文层面的发展.到了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以“车”为喻,明确提出“文以载

道”②,但重道轻文,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再次发生了“情”与“志”(要承载儒家的政

治伦理之道)的分离,而走向道德说教的极端,实则也就是以理学取消文学,而否定文学的合法存

在了.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明代前、后“七子”不满于宋人“专作理语”而“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

为”③,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④,发起诗文复古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李梦阳即在«张生诗

序»中强调,“夫诗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诗“发之情”,“情动乎遇”⑤,尽管其拘泥于“尺寸古

法”而必然带来某种形式桎梏及流弊,但这无疑是向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的复归.而这

种复归也必然意味着这种“情”并不是随性而发,李梦阳在其«诗集自序»中,援引王叔武的话指出,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这些“真”诗,“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

义矣”⑥.李梦阳的这段话,显然就是说,诗之真,在于“情”之真,而“情”之真,就是对“礼”的由衷的一

种道德情感,而不是不受制约的个性化情感.在李梦阳看来,“真诗乃在民间”,在孔子所谓“礼失而

求之野”的前提语境下,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于这种诗“情”的抒发符合儒家政治伦理之道所要求

的礼仪规范,可见,李梦阳对民间真诗的肯定,正是基于文学“载道”的意义及其政治教化立场,这既

表现出了他对当时文学背“情”离“道”的某种倾向的忧虑,更体现出了他对传统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

观念的有力维护.
在清代文论中,代表其主流方向的无疑是桐城派古文的文论观点.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前驱,他

认为“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而“依于理以达乎其辞

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欠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

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者,必以义理洒濯其

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⑦.方苞

在这里通过对“理”、“气”、“辞”三者关系的分析,指出文学对儒家义理之道的表现,必须“存乎气”,也
就是内化为某种道德情感,并受这种情感力量的感发,才能做到气“昌”而“达乎辞”.方苞之论,重
“道”而不轻“文”,并表现出对“情”的重视,注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

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的理解.
作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国藩则指出: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

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

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在这里,曾氏将所谓“义理”、“考据”、“词章(辞章)”、“经济”,溯源于孔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
以示儒门正宗,但在曾氏看来,这四科的地位又是不同的,他强调应“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
指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而要言之,“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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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正所谓“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①.在此,不难看出曾氏重“道”轻“文”的倾

向,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也再次出现了“情”与“志”(要承载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
的裂隙,其后来者,及至范当世、姚永朴、姚永概等,更是渐行渐远,文学走向空洞的道德说教也就在

所难免,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桐城谬种”也正是基于此层面的某种纠偏,尽管从反传统的

角度来看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因素,这在学界已有许多共识,此处就不多说了.

三、“正统”与“异端”

以上,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作了历史考察.这种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情志合

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这种

合法性的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诉求是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文学本质言说必须经由这种诉求

获得其合法性认同,否则,这种言说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而在这种合法性认同的表述下,我们并

不难发现那些一直被抑制的文学本质观念,如“缘情说”、“童心说”、“性灵说”等标举文学情感本质的

观点和主张,以及这种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实践活动,在传统而正统的视域里,无疑是被视为某种“正
统”之外的“异端”.

清人沈德潜认为,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其所谓“缘情”而“绮靡”云云,显然是强调情之所动的

自然发露,并必然是具有不同的个性色彩,也就偏离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对情感表达的种种限制,
所以是“先失诗人之旨”②,显然是有误导人“动作温柔乡语”③的嫌疑,亦即纪昀所谓的“引入歧途”④

之弊.公开反对儒学之道而主“童心说”的李贽、“师心不师道”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也
同样是这样被贴上标签的,正如有学者所分析指出的,“李贽是被封建正统视为异端的,公安‘三袁’
的影响在当时似乎也不及代表复古主义的前、后‘七子’”⑤,其存在身份都是不难想象的.清代的袁

枚论诗,也力倡“性灵”,公然宣称“灵犀一点是吾师”,俨然是公安派所谓“师心不师道”的翻版,也正

因此,在当时引发了文学史上颇为有名的沈袁之争,即作为正统诗文观点代表的沈德潜与袁枚的论

争,而力倡“性灵”的袁枚也同样是被视为“异端”而饱受讥议的.
正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下,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茅盾(沈雁冰)所

曾指出的这样一种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主导倾向,即:

　　随便翻哪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

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

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

中;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评的人也一

定送他这个美号.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为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

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⑥

“五四”时期茅盾的这段话,从其反传统的命意而言,未免有偏激的成分在里头,但从大体上来说,也
并非完全脱离了基本事实.

陈良运先生曾对中国诗学作出整体概括,他指出,“本体的与附庸的(指‘情’为‘志’的附庸)”,
“审美的与功利的”,“正统的与变异的”,这两方面的矛盾与斗争,“绵延两千余年,共同构成一部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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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统一的中国诗学批评史”①.陈良运先生在这里认为,中国诗学在“本体的与附庸的(指‘情’为
‘志’的附庸)”,“审美的与功利的”,“正统的与变异的”———这两方面的关系是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结
合我们上面的分析,陈良运先生所作出的这种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并适用于整个中国文学与文论.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以魏晋时期的“缘情说”为发端,从来就不缺乏强调文

学的情感本质的文论主张,特别是明中期以来,更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如李贽的“童心说”,还有公安

派主张“师心不师道”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枚标举“性灵说”,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

都曾被视为异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这正体现出了陈良运先生所说的“正统的”也是“功
利的”,与“审美的”也是“变异的”,即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本质观的合法性表述的“载道”说,与在这种

正统观念的视阈中被视为“异端”的观点,即强调文学的情感本质的观点,也就是陈良运先生所说的

“审美的”观点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出的是一种基于儒家的政治伦理要求而对个性化的“情”的
排斥.但另一方面,这种对立与排斥,也并不意味着“载道”说就是将“情”彻底排除在外,而是要将这

种“情”纳入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所要求的礼仪规范,也就是对个性化的“情”的规训,并形成了中国

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情”的抒发要符合并服从于儒家的政治伦理

要求范畴,这样,也就成了陈良运先生所说的“情”变为了“志”(要承载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的附庸,
而非放任个性化情感抒发.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对于中国文学,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周作人曾作“言
志”与“载道”的区分,并没能注意到二者的内在联系,而其把“志”作“个人情志”的理解,也存在把

“情”与“志”混而言之的理论误区,显然陈良运先生这里的这种说法,是将“情”与“志”作了区分.结

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陈良运先生的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

学本质观念的准确理解与把握.

四、结　论

综而言之,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

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
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的文学本质观念,是
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这种合法性的认同表述

中,政治伦理诉求是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就

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
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必须予以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那

种“以抒情一辞笼统言之”②的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只有

明辨是非,方能走出误区,对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理解与认识也当如是.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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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

谭 明 冉

摘　要:孝是在子女对父母依恋和爱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道德意识.它不仅加强了子女对父

母的依恋和爱慕这种自然情感,而且还强调子女赡养父母和实现父母的志愿的义务.这种对赡养和承志

的强调使人类超越于动物对父母的本能性依恋,奠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在自然状态中,“子女对自

己的子女之爱”常常大于“子女对父母之爱”,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人为”平衡“自然”,使人类超越于动

物之上.不仅如此,孝还通过祭祀祖先、养育子孙和“三不朽”,完成了个人对生死的超越.通过这些举措,

个人的生命被深远地植根于过去,并通向未来,使个人通过基因的延续和对人类的贡献达到永生.可以

说,孝架起了神和人、宗教与伦理之间的桥梁,达到了生与死的统一,完成了佛教的轮回和基督教的天堂的

功能.它具有养生送死,且使人乐生安死的功能,这可以说就是儒家孝道的宗教性.

关键词:儒家;孝;宗教性;终极关怀

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它和谐个人与家庭,使个体通过子孙

繁衍和“立德”、“立功”、“立言”达到对生死的超越.它基于亲子之间的自然情感,强调养亲、敬祖和

事天,既解决了社会中的道德教化,也实现了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孝甚至渗透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在中国的信仰实践之中① ,成为它们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孝又被当作中国社会黑暗和专制的根源加以批判.陈独秀认为,孝的实

践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

个人之生产力② .吴虞坚持,孝助成了家长专制,剥夺了其他家庭成员的自主、自治和自由,是“率一

国而成其奴隶性者”的元凶③ .吴稚晖指出,孝本为人类用爱最挚之一名词,但是自南宋以后,却被异

化为“用敬最严之一名词”,从而形成了对子女的奴役和片面义务④ .这些批判无疑看到了孝被君主

和家长当作工具以奴役他人的缺陷,但是据此否定孝协调家庭和安顿人生的积极作用则是不足取

的.这是因为任何学说和理论都会被工具化,我们应当在批判这种工具化的过程中将孝革新和转

化,纠正孝导致的家长专制和家庭成员依赖性等不良倾向,发扬孝与慈的对等性,重建亲子、兄弟之

间的和谐平等关系.特别地,在目前商业文化泛滥和个人主义至上的环境,对孝的提倡将有助于家

庭和社会的和谐和个体生命意义的安顿.

　

作者简介:谭明冉,山东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团队项目“儒家视域中的妇女问题”(IFYT１５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文东:«论世界性宗教在孝道观上的相通—以中国文化中的各大宗教孝论为例»,«湖北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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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是什么

孝具体体现在对祖先和父母的怀念和爱戴.虽然商周的甲骨文中已经有祭祀祖先的记载,最早

关于孝行的史实却见于«左传隐公元年».这个史实是,颍考叔用自己的孝行感动郑庄公,使郑庄

公与其母亲恢复了因其弟共叔段叛乱而破裂的母子关系.«左传»的其他记述进一步将孝的含义规

定为“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和延续宗祀(«左传文公二年»、«左传定公四年»).孔子

则注重践行孝时的内在情感.他要求,赡养父母之时要内心庄敬;埋葬时,要做得得体;祭祀时,要虔

诚恭敬.这就是他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更以实现和

完成父亲的意愿为孝,要求父亲死后,至少三年不要改变父亲的规划.孔子的倡议后来得到司马迁

的实践.司马迁宁可接受宫刑,也要完成父亲司马谈修史的遗愿.孔子的要求虽然有导致父亲家长

制的危险,但是如果父子都能以礼相待,这种专制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礼还规定了父亲和儿子各自

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不鼓励那种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偏颇关系,这就是“父慈子孝、兄悌弟恭”的
对等关系.孟子同样要求以恭敬之心赡养父母,且要将父母的生命或基因传递下去,明确提出“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孝当发生于人类因对父母之依赖和亲近而产生的爱慕和关怀.这种自然的亲近使一些思想家

将孝视作天生.例如,庄子将“孝”视为人类普遍的戒律之一,认为“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要
求“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人间世»).庄子似乎将“子之爱亲”与“孝”
视为一体,没有严格区分.在庄子看来,孝是自然的,是“命”.只要你是人,是父母所生,就无法逃脱

孝的义务或使命.孟子同样认为孝乃人之无法超越的自然情感.他以古人不忍心看到自己已故的

父母的遗体受到狐狸咀嚼、苍蝇叮咬,坚决埋葬尸体为例(«孟子滕文公上»),揭示了人类对父母的

持续的爱.可以说,这种不忍心看到父母的尸体受虐待,既是人类的类感情“兔死狐悲”的表现,也是

人们对自己父母特殊的爱的自然流露.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更直接地声明,孝就是人之良知

良能.
虽然庄子和孟子都认为孝或爱父母是人类的自然情感,但是,为什么现实中往往是不孝的子女

多而不慈的父母少,以至于荀子有言:“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荀子性恶»)从进化

论伦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是因为“父母之爱子女”乃关系到物种或基因的延续,其本质是生物的生

存本能的体现.“通过促进你的子女的生存和繁衍,你促进了你自身基因的复制.”①因此,后代的繁

衍和安全已经是对自身的最大回报,也是自己一生的最大成功.相比较,孝虽然生发于血缘和自然

的亲近,还受到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一旦子女开始繁衍自己的后代,其对子女的本能之爱

很容易遮盖或牺牲对自己的父母之爱.据此,也就不难理解蒙田的解释了,“这仿佛是大自然为人间

万物繁衍和延续对我们所作的嘱咐.若回头来看,孩子对父辈的爱不是那么深也就不奇怪了”②.从

道家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算计心的兴起,无形中会因年迈的父母无用而对之不孝不敬.相比较,自己

的子女则是新的生产力和财富创造者,值得精心养护.据此,老子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
子»第十九章).无欲无算计心,当然人们就会以诚相待,而不会去戕害那一丝天性了.

也许是孔子早就观察到荀子之所见,他不消极地依赖于血缘和亲近所生起的子女之爱,而是积

极地、理性地用“反哺”的相互之爱来强化孝.这就是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所谓的“伦理学规范

是逆自然而获得的”的意思③.在这里,孝被看作逆本能性的“父母对子女的爱”而培养起来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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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的爱”.在孔子与其弟子宰我的辩论中,孔子出于一种感恩和反哺的理性要求完成三年丧期,
因为人三岁之后才能自我生存.在孔子看来,是父母的生和育给予了我们的生命,这种生育之恩是

“不可计算的、也是还不尽的”.因此,真正的孝是将自己始终置于对父母有“亏欠”的状态之中①.荀

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个思想,直接将孝当作一种理性的回报:

　　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报,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

而求其听令,非恕也.(«荀子法行»)
恕就是推己及人之道.可以说,孝是基于人类理性对“子女之爱父母”的提升.它统合血缘性的本能

之爱和后天的反哺教育于一体,使人类高于动物,使人有了为人之根本.它虽然会受到亲子之间的

合作和父母之间的社会分工的影响②,但是,只要人类仍然以家庭方式繁衍,这种感情就会油然生起.
进一步,荀子认为大孝乃是通过遵循礼义来实现的,而不是什么本能性的良知良能,也不是对父

命之愚昧服从.他说: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

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 臣从君,奚臣贞? 审其所以

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
从荀子的论述可知,先秦时忠、孝的践行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看父亲和君主的行为是否合乎道

义.父子、君臣之关系是对等或平等的,他们向一个公共的目标奋斗,这个公共目标就是国家或家族

的整体利益和名誉.以这个公利为目的,以道义为准则,君和父的专制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
此,陈独秀与吴虞的批评未免有偏见之嫌.

与孝直接相关的就是“悌”,就是作为弟弟,应敬爱兄长.这是因为,孝要求一个人顺从和尊敬父

母,爱父母之所爱,行父母之所行,那么一个不言的推论就是,你应该“爱屋及乌”,爱父母的其他子

女.在孔孟看来,如果一个人能以孝悌向外推广,就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
子梁惠王上»),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的天下和谐友爱的局面.

二、孝的普适性

孝的普适性首先是因为它产生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之情.只要人类继续生存繁衍,就需

要父母,就会产生孝的情感.在这一点上,王珏精彩地论述道:“只要人类依然是通过亲子关系被照

料、被回应、被成就的,那么孝也就总是处于一种可兴发的状态,其承载的可亲可爱的真实生存形态

就始终对人具有感召力.”③当然,儒家的孝并不止于这种自然而生的情感,更强调对父母有意识的赡

养、实现父母的意愿和传宗接代.在现代社会,虽然“先意承志”式的赡养有违于人格自由和独立,但
我们仍然可以将孝转变成一种和谐亲子之情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可以以契约关系调节成年子女与

父母的关系,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不仅是利益的交换,还是利益和感情的对等,也就是用“父慈子孝、兄
悌弟恭”式感情对等来主导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从而避免家长制和家庭成员间的过度依赖

和寄生.其实,孔子对“反哺”的强调可能就考虑到了对“慈”被工具化的防范.
当然,有人可能反驳东亚之外的社会并不强调孝,特别是欧美社会,其社会发达程度更是高于中

国.这种反驳并不能否定这些社会存在孝的情感.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年迈的父母也常常以子女

能够给予经济资助和精神关怀而骄傲,变相地说明他们也需要孝.而且,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别人

的关心和认可以获得生存的意义.虽然欧美国家的养老制度比较发达,但是,职业式的护理往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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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若蹲监狱一样的寂寞,其原因就是没有孝文化在精神上的支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拟亲情化

关系.当然,孝并不仅仅是对年迈父母的照顾,还是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取生活经验的重要方式.通

过孝,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父母的指导下,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冒险和少走许多弯路.儒家的高

明之处就在于,用孝不但维持了家庭的温情,而且增强了家庭成员的社会生存能力.因此,孝是对自

己所出的追寻,是对本根的爱护.自然界的生物都是成长后遗弃本根和父母.儒家的孝正是从爱护

本根的角度,达到根芽共茂的和谐关系.
其次,孝是仁爱他人的开端和基础.只要我们崇尚友爱和谐的社会关系,就必须从爱父母开始.

对此,陈荣捷解释得很好:“儒家从父母开始,是因为与父母的关系是人生的第一个关系,而且是绝对

必要的关系.人们可能缺乏其他关系,但不可缺乏它.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最近的关系.作

为一般的实践之事,虽说人有对着所有人而发的良好心意,但是人最先尊敬的是其中离自己最近的

人.”①基于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因为仁的基本含义是

“爱人”.父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最为关键,恩情最深,如果不爱父母,则这个人爱别人也值得怀疑.
因此,孝是仁之根源,所有爱人的情感都是在孝之上生长和累积起来的.孝的推广就是将对父母的

爱推及于家庭、家族以外的人和物,同时,这个推广遵循爱有差等的原则,这就是孟子说的“君子之于

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的

不同,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实践对象的远近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虽然林端将清教徒伦理视为“去脉

络化的普遍主义”,其逻辑推论是清教徒最终产生“自我彻底的内在孤独感,以及把最亲近的人看成

一个陌生人”②,但是西方社会现实仍然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西方人施爱的对象仍然是从父母子女开

始,而不是陌生人,尽管其家庭成员的关系不主要是用孝来调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要

人类家庭存在,只要人类还有爱他人之心,作为爱父母的孝的情感就会自然生起,而且外溢到家庭

之外.
最后,孝与忠是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关系,孝没有导致忠的必然性.“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鲜矣(«论语学而»).”这句话只是有若的一厢情愿.因此,从批评君主专制的角度来批评孝是比较

牵强的.何则? “君明臣忠”、“君义臣行”要求君臣以义或理相合,君不义不明,臣可以弃之而去.
“父慈子孝”要求父子以仁爱相合.纵然原则上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现实中父子关系往往因为血缘

亲情的作用,而不会像君臣关系那样容易破裂.血缘上的亲近虽然可以通过“拟亲情化”扩展到君臣

关系,但是这种扩展毕竟是一种虚拟,而经不起感情和利害变故的冲击.因此,虽然历代的统治者强

调“破私立公”、“大义灭亲”,但是实际生活中,无论孔子、孟子,还是后代的大多士人和民众,皆不愿

意轻易牺牲“孝”去成全“忠”.其实,目前中国的贪腐问题之根本仍然是人们不愿意移“孝”为“忠”―
―牺牲家庭利益以成全国家利益.

明白了忠、孝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洗脱“五四”以来以“专制制度”的标签对孝的攻击.我们更可

以将儒家的家庭伦理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以孝来调整家庭成员的关系和美化风俗,而以契约和法律

来调整官员与民众的关系,而避免那种“父母官”的专制倾向.这样,既解放了儒家,也改革了中国

政治.

三、孝的宗教性

孝的宗教性首先在于它对死亡的超越,通过传宗接代和“三不朽”达到个体生命的无限延伸.孝

的践行也有其圣经(«孝经»)、神龛(祖先牌位)和仪式(祭祀、婚礼、葬礼等).据此,谢幼伟坚持:“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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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虽不谈宗教,而实有一宗教的代替品.这宗教的代替品就是孝.儒家的宗教,可说就是孝的宗

教.”①李湘云也说:“儒家通过一个孝字,抹掉了道德和宗教两者间的界线,使宗教的隐性功能和道德

的显性功能得到高度统一.”②

那么,为什么儒家是否宗教的问题至今争论不绝? 这是因为争论者混淆了儒家的伦理教化功能

与儒家的宗教功能所致.目前道家与道教的区分已无异议,其实儒家的两种功能也应当如是观.反

对儒家是宗教的常以儒家的教化功能否定其宗教性.例如,陈独秀说:“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

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

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③其实,陈独秀忽略了儒家的传宗接代和“三不

朽”正是对灵魂的救济和死的超越,不可谓“不知死”,而是在“永生”中超越死.陈独秀又指出孔子不

事鬼,不语神怪,并解释说儒家的鬼神“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同,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

人格的主宰之神也”④.这种观点是将“思想的儒家(孔孟荀以及后来的理学家)”的鬼神概念与“宗教

性的儒家(社会上孝道的践行)”的鬼神观念混淆所致,就像以老庄的鬼神概念否定后来道教中的玉

皇大帝等鬼神观念一样不能令人折服.总之,儒家是一种文明,道德教化和宗教关怀是它的不同方

面,不可以其部分否定其整体,也不可以其一部分否定另一部分.儒家的宗教性就是儒家的孝道与

原始的萨满教糅合而成的一种宗教情怀.
下面,我们从传统的宗教定义和蒂里希(PaulTillich)将宗教的本质界定为“终极关怀”⑤的角度,

试着分析一下儒家的孝所具有的宗教性.
孝的宗教性首先体现在它对终极关怀作出的解答.这个终极关怀就是人如何完成对生的解释

和对死的超越.当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⑥,他关注的是对祖先的崇拜、祭祀,和延续祖先之

生命、意志的使命,而这二者正是生命的来源和延续的问题.
对生命之源的探索必然涉及生命的延续问题,当我们惊叹在这茫茫宇宙中,人类个体被莫名其

妙地生出,又莫名其妙地不得不死的时候,我们必然哀叹生命的短暂,为生前死后那无尽的时空感到

惊恐和无奈.我们会产生不甘白白死去的奢望,会希望我们的生不是枉生,我们的死不是绝灭.于

是,基督教设立天堂,佛教推出轮回,而原始的巫术和萨满教相信人死后仍然有灵魂继续存在.孔子

虽然对鬼神的存在持模糊态度,但从殷周延续下来的祖先崇拜无疑证明孝道承认一个不言的前提:
灵魂或鬼神是存在的.

既然灵魂是存在的,它必然与其子孙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首先,它需要子孙的祭祀

和怀念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避免被人遗忘,这样“有后无后”就成了祖先神灵和父母最关心的问题.
据此,王邦雄评论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给出了“生之前,我从哪里来? 死之后,我往何处去?”的最后解答.
在生之前,我从祖宗来;死之后,我往子孙去.

他接着引述谢幼伟的话论述道:

０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南京:青年军出版社,１９４６年,第５页.
李湘云:«论孝道的宗教意义»,«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民国丛书»第一编第９２册,第９７页.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三,«民国丛书»第一编第９２册,第６６页.
在«系统神学»中,蒂里希把“终极关怀”当作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存在,还是不存

在’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的问题.”(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５１],１４)在«文化神学»中,蒂里希认为,“终极关怀”是人类精神的基础,其文化表现

形态就是宗教:“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眷注.”([美]蒂里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页)

语出«论语学而».通常将“慎终”解释为以礼来谨慎地对待父母的丧失.“追远”为通过祭祀怀念父母和祖先.但是“慎
终”可能还有谨慎对待父母和自己的后事的意思,这就是子孙和祭祀的延续问题.



　　一己的生命,父母的生命及祖宗的生命.其继续与否,也即不死与否,即视有后无后为断.
中国儒者认为个人生命,不论从肉体方面或精神方面来说,均可由其子孙而继续.子孙的

生命,就是父母及祖宗生命的延续.只要我有子孙,子孙又有子孙,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便是我之生命的不朽.①

因此,在孔孟儒学所主导的文化传统,生命的永恒就在今生今世,没有彼岸来生,也没有天国永生.
生儿育女是再生,子孙绵延是永生,这是中国人所体现的生命奥秘.

当然,孝的含义并不仅在于生儿育女,接续香烟,还在于继承父辈的遗志,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
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里仁»).这就要求人不仅是父母形体的延续,还要是精神的传

承.如司马迁虽未能为其父司马谈诞下孙子以延续肉体及香火,却以撰写«史记»实现了其父遗志,
从而使父子二人永垂不朽.

因此,如果说普通人通过生儿育女来获得小我生命的延续和永恒,士大夫或君子关心的则是通

过让世人铭记而达到精神不死、生命不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曾说: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这三个“不朽”,是着眼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与对后世的影响,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
把个体小生命融入了社会群体的大生命,在大生命的延续中求不朽.这种追求可以说是对“天地”尽
孝,对人类全体尽孝,而其实质仍不外乎将孝悌之情推广到天下,以成就仁道,因为只有真正仁爱人

类的人才会立德、立功和立言.
其次,祖先的灵魂也需要保佑子孙以证明其具有被祭祀和怀念的价值,这就给子孙带来“得救的

希望”.殷墟卜辞中多有殷之先王在于“帝”所,因而可以保佑其子孙的记载.祖先相对于“帝”来说,
乃是低一级的神.但是,由于祖先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祖先能够较其他神灵更容易受到子孙的感动,
而保佑子孙.祖先的保佑一方面体现在替子孙在“帝”那里求福.如,“咸不宾于帝,下乙宾于[帝]”
(乙７１７９)②,“下乙不宾于帝,大甲宾于[帝]”(乙７４３４),“大甲不宾于帝,宾于帝”(乙７５４９).“宾于

帝”之意恐怕不仅仅是客居在帝那里.或许,若龟卜告知哪位先王“值勤”帝所,殷人则祈祷这位先

王,让他影响帝,以给予殷人更多的恩惠和保佑.另一方面,祖先又能直接保佑子孙,满足子孙的要

求.如“壬申贞,求禾于夔,燎三牛,卯三牛”(«合集»３３２７８)③.求禾,即祈求丰收.夔乃是殷人的祖

先.这种思想后来演变成国家有大事必先告庙,其目的也是希望求得祖先神灵的保佑.特别地,风
水学兴起之后,人们更是把不可解释的家庭兴旺和子孙满堂归之于祖先坟墓的灵气之保佑.

在实践上,孝道不仅有«孝经»和神龛,还有具体的晨昏定省,婚丧和祭祀等仪式.这些仪式所体

现的精神主要是对生命之源的敬重和怀念.这个生命之源近者是父母和祖先,远者则是天地阴阳.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婚礼上首拜天地,次拜父母,其含义与基督教首先感谢上帝的恩赐实有相似之

处.这也是为什么周人将祖先、父亲的地位尊崇到“天”的高度,“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圣治»).谢幼伟据此评论道:

　　以父配天,或配上帝,即等于视父为一种超人势力而崇拜之.故儒家于丧祭之礼特严.所

谓“祭则致其严”,«祭义»称:“祭之日,入室, 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

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将祭,必斋戒沐浴,必明发不寐.其一种庄严隆重之

情,较之今日在教堂崇拜上帝者,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在崇拜祖宗上,孝不仅有崇拜之对

象,且有崇拜之仪式.④

１２１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

①

②

③

④

王邦雄:«孔孟儒学的生死智慧»,陈荣照主编:«儒学与世界文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０页.王

邦雄引述谢幼伟之语又见于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第７页.
“乙”指«殷虚文字乙编»,７１７９指所在甲骨编号,以下类推.该书为董作宾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年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９４年.
“合集”指«甲骨文合集»,３３２７８指所在甲骨编号.该书为郭沫若１９７８ １９８２年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第５ ６页.



这种对祖先神灵和父母的崇拜表面上是崇拜超自然之势力,实际上其归宿仍在于现世,因为正是通

过对这些仪式和礼节的一丝不苟的践行,孝子的德行得以积累,最后可以获得祖先的保佑.这种对

生命之源于父母的敬畏,进一步上溯,就到了庄子所谓的“阴阳之于人,不啻于父母”(«庄子大宗

师»),最终发展到张载“乾称父,坤称母”的天地境界①,从而将对父母之“孝”与对天地的“孝”统一起

来,完成了孝行的宇宙性超越.对此,王夫之精彩地评论道:

　　尽敬以事父,则可以事天者在是;尽爱以事母,则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亲,则所以存心

养性而事天者在是.人之与天,理气一也.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间矣.②

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虽然没有教堂中的祈祷和寺庙中的唱经,其礼节仪式的践行就是变相的

祈祷;虽然没有上帝的恩宠,其祖先的保佑就是变相的恩宠;虽然没有至上的上帝,其对生死的超越,
对天地的敬畏就是变相的上帝.儒家的孝道具有为中国人养生送死,且使人乐生安死的功能,这可

以说就是儒家孝道的宗教性.

四、结　论

孝是儒家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方法,是人之异于动物之所在.孝虽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爱,但
是如果不加以人为的培养,很容易被子女对其自己子女的繁衍之爱所冲淡.于是,孔子以反哺作为

孝的理论支持.既然我们被父母养育成人,我们就应当有这种报答父母的孝心,和怀念祭祀父母的

行为.通过反哺,使人们心中的感恩报德之情得以滋生,从而成为仁爱天下和泛爱万物的源泉,而最

终达到天下和谐.可以说,只要还有家庭存在,孝作为调和父母子女的准绳就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还

将成为疗治西方个人主义,消除人情冷漠的良药.孝虽然是逆“父母对子女之本能之爱”而起的道德

情感,但是其目的又在于子女的福利.为了孝,父母尽心尽力养育子女,以求得自己生命和精神的延

续;通过孝,子女得到祖先和父母的保佑而“得救”;通过孝,子女将自己的生命与人类集体的利益融

合,以光宗耀祖,求得精神的不朽.可以说,孝架起了神和人、宗教与伦理之间的桥梁,达到了生与死

的统一,完成了佛教的轮回和基督教的天堂的功能.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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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６２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１２卷,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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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

杨 海 文

摘　要:章太炎至少有五种文献涉及“庄子即儒家”议题:早年两种尚属消极评论,晚年三种已是积极

参与.“庄生传颜氏之儒”是其画龙点睛之笔: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

之儒的庄子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即使庄子后来成了道家,但他当

时也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由章太炎晚年的积极参与可知,“庄子

即儒家”议题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理应获得自身的

思想史地位.

关键词:庄子;颜子;庄生传颜氏之儒;“庄子即儒家”议题

庄子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庄子是道家看,这种关系隶属于儒道互补之思;从庄子是儒家

看,这种关系转换为“庄子即儒家”议题.前者是传统观点,众所周知;后者始于韩愈(７６８ ８２４),津
津乐道者不少,知其详情者不多.“庄子即儒家”在儒道互补之外,创新并丰富了庄子与儒家的思想

史关联,开显并证成了奇正相生的辩证之境.庄学大师章太炎(１８６９① １９３６)至少有五种文献(早年

两种、晚年三种)涉及这一议题,并以“庄生传颜氏之儒”为其画龙点睛之笔,可让我们管窥“庄子即儒

家”议题的历史衍化及其独特内涵.

一、“率尔之辞”

１９０６年９月,旅居日本的章太炎接任«民报»主编,并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

本)记述:“国学讲习会出有«国学讲习会略说»,铅字排印本,日本秀光社印行,１９０６年９月出版,署黄

帝纪元六百四年② ,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论诸子学»,即同年七月二

十、八月二十日出版之«国粹学报»丙午第八、第九号所载章氏所著«诸子学略说».”③

«论诸子学»指出:

　　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子,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

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 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

鬼亦庄子之师耶? 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④

　

作者简介:杨海文,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邹城 ２７３５００)、«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广东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基金项目:本文受“山东省儒学研究高端人才———尼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及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①　章太炎生于农历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系公历１８６９年１月１２日.年谱常用农历,馀者通行公历.

②　１９０６年当为黄帝纪元４６０３年,而非６０４年.此一笔误,汤志钧一直未予更正.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２１６页;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５页.笔误是否源自秀

光社排印本,待考.

③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１２５页.

④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７１页.



韩愈是“庄子即儒家”议题的第一推手,其«送王秀才序»有言:“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

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①寻思这段话,最成问题的是第二句,第三句因其佐证

第二句变得亦有问题.蔡元培(１８６８ １９４０)在留德期间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评价曰:“其说不知

所本.”②章太炎拿第三句开刀,藉此证伪第二句,得出“其说非是”的结论,明显不赞成韩愈的说法.
究其实,这类评论尚在“庄子即儒家”议题之外,并未入乎其内.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十二月二十日(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３日),«国
粹学报»丁未年(１９０９年)第十二号出版,‘社说’栏有«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二封,即«别录»卷二«与
人论国学书»和«再与人论国学书»”③.

«与人论国学书»指出:

　　至以庄子为子夏门人(«经解上»),盖袭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以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

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④

这里对“庄子为子夏门人”之说的否定及其证词,与«论诸子学»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它把矛头

指向了章学诚(１７３８ １８０１).«文史通义经解上»云:“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

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⑤«校雠通义汉志六艺»云:“荀、庄皆孔氏再传门人,(二子皆子夏氏门

人,去圣未远.)其书明著六经之目,则«经解»之出于«礼记»,不得遂谓剿说于荀卿也.”⑥章学诚像韩

愈一样认为庄子乃子夏门人,章太炎讥评其为“未尝订实”的“率尔之辞”.
章太炎手定的«国故论衡»及«太炎文录»未收«论诸子学»⑦,«与人论国学书»则被收入«太炎文录

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早年虽然注意到“庄子即儒家”这一议题,但并不觉得它具有足够的学术含

量.«论诸子学»以“或谓”,«与人论国学书»以“唐人”指称韩愈,又先后断以“其说非是”、“率尔之

辞”,轻蔑之意跃然纸上.大体而言,清末的章太炎只是“庄子即儒家”议题的消极评论者,还不是积

极的参与者.

二、接着韩愈讲

１９２２年４ ６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约,在沪讲授国学,共十讲.«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

本)记述:“«国学讲演记录»(«申报»,１９２２年４月２日、８日、９日、１６日、２３日,５月１日、７日、１４日、

１５日、２８日,６月４日、１１日、１８日).«国学概论»(曹聚仁编,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日上海泰东图书局铅

字排印本,一册).”⑧又云:“章氏讲演,曹聚仁曾将记录整理,于本年１１月１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铅

字排印,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记录较«申报»为详,间有«申报»所录而为«国学概论»刊落者.此

外,另有张冥飞笔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１９２４年平民印书局再版本.”⑨

由曹聚仁(１９００ １９７２)整理的«国学概论»,流布极广,影响极大.曹聚仁晚年的«从一件小事谈

起»曾把它与钱穆(１８９５ １９９０)的同名著作进行比较:“钱先生的«国学概论»并不坏,坊间还有许多

同一课题的书;不过,全国大中学采用最多的,还是章太炎师讲演,我所笔录的那部«国学概论»,上海

泰东版,重庆文化服务版,香港创垦版,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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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文集卷四«送王秀才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１２页.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９页.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１４６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５４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９３ ９４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册,第１０２１页.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１３８页.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３９９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３９７页.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３页.



«国学概论»第三章«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指出: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

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

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
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

子所以连孔子也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

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至韩退

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这是“率尔之论,未尝订入实录”.他因为庄子曾称

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那么,«让王篇»也曾举曾、原,则阳、无鬼、庚桑诸子,也都列名

在篇目,都可算做庄子的先生吗?①

与«论诸子学»、«与人论国学书»相比较,«国学概论»戏论谁都可为庄子之师,此其大同;点名道

姓批评韩愈,此其小异;让颜子出场,此其大异.
在章太炎看来,«孟子»、«荀子»论颜子,不仅少,而且浅薄;«庄子»不然,它对孔子既有赞亦有弹,

对颜子却有赞而无弹,可见庄子极其敬佩颜子,“老子→(孔子→颜子)→庄子”的传承实则是“道家→
儒家→道家”的复归.另外,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颜子属德行科,子夏属文学科

(«论语先进»);«庄子»从未提过子夏,却有十五个与颜子相关的场景(依次为:«人间世»１个、«大
宗师»２个、«天运»１个、«至乐»１个、«达生»１个、«山木»１个、«田子方»３个、«知北游»１个、«让王»２
个、«盗跖»１个、«渔父»１个)②.章太炎把庄子的师承由子夏变成颜子,就韩愈无视«庄子»从未提过

子夏而言,这是正本清源;就章学诚拿“子夏传经”做文章而言,这里蕴含从文献传授(文学科)转向德

性成长(德行科)的深意.

１９２２年的«国学概论»让颜子出场,可以视为章太炎对其早年思想的否定与超越.章太炎１８９９
年１２月２５日发表的«今古文辨义»有言:“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昔人言禹入圣

域而未优,斯禹不如尧、舜也;颜渊言欲从末由,斯颜不如孔也.此其比较,皆在性分之内,岂在制作

哉!”③颜子不是这段话的主角,但“颜不如孔”四字分外醒目.而立之际,章太炎是尊荀健将.１９００
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即以«尊荀»开篇④.几年后的«訄书重订本»虽然删去«尊荀»,但其«订孔»仍
说:“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荀卿学过孔子,
尚称颂以为本师.此则如释迦初教本近灰灭,及马鸣、龙树特弘大乘之风,而犹以释迦为本师也.”⑤

与此相比,«国学概论»认为庄子的“无我”这一高深主张:“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

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⑥章太炎由早年尊荀到晚年尊颜,这一变化耐人

寻味.
«国学概论»讨论颜、庄关系,因其说过“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已可提炼为“庄生传颜氏之

儒”,并与韩愈讲的“庄子本子夏之徒”大异其趣;因其说过“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又与

韩愈开出的“庄子即儒家”议题同气相求.从论证方式、思想定位看,章太炎显然沿袭了韩愈的路

数———不是原封不动地照着讲,而是推陈出新地接着讲.
首先,我们来看论证方式.不管是韩愈把庄子与子夏相比,还是章太炎把庄子与颜子相比,两者

都是拿庄子与儒家相比,此其论证方式之同.一则以子夏,一则以颜子,仅是具体结论之异,无法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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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５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４７ ３４９页.按,该书以“次”表述欠妥,我们改用“场景/个”表述.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０９ １１０页.
参见朱维铮校点:«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 ８页.
朱维铮校点:«訄书重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三),第１３５页.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３９页.



蔽论证方式之同.
其次,从思想定位看.韩愈的«送王秀才序»有言:“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

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①意思是说:庄子

虽是子夏后学,最终却归本道家,因此不能与孟子相提并论,反而是儒家眼里的异端.«国学概论»论
“老子→(孔子→颜子)→庄子”与“道家→儒家→道家”的关联,亦是认为庄子先求学于儒家,后归依

于道家.此其思想定位之同.为何如此? «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讲道:“周秦诸子,道、儒两家所

见独到;这两家本是同源,后来才分离的.”②同源未必同归,庄子是“半途而废”的儒家,此乃韩愈、章
太炎之同.

«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还指出:

　　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时,终没曾见过一面.庄子是宋人,宋和梁接

近;庄子和惠子往来,惠子又为梁相,孟子在梁颇久,本有会面的机会;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

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会见了.③

两宋学者讨论过孟子、庄子为何同时却互不相及,这也是与“庄子即儒家”议题相关的内容.

１９２２年的沪上讲座不仅提出“庄生传颜氏之儒”,而且关注“庄孟互不相及”,足见章太炎已从消极的

批评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庄子即儒家”议题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三、颜氏之儒的传人

章太炎别号菿汉阁主④,世称菿汉大师,著有«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劄记»三种⑤.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章氏丛书续编»(１９３３年北平刊本)有«菿汉昌言»６卷,并注“章氏

国学讲习会另有单行本”⑥.今人虞云国据高景成(１９１６ ２００９)的«章太炎年谱»所引«民国名人图

鉴»的一段话,认为«菿汉昌言»成书于１９２５年以后⑦.«菿汉昌言»１９３３年刊行,但成书时间较为模

糊.有鉴于此,章门大弟子黄侃(１８８６ １９３５)的«寄勤闲室日记(辛未四月)»值得重视.

１９３１年５月３１日,黄侃日记:“奉先生卅日书,又补«春秋疑义答问»五条,又说«文王受命辨»(师
新作,附入«菿汉昌言»者)大意.与鹰若书,问所称«菿汉昌言»在予处之说.”⑧«文王受命辨»当指«菿
汉昌言区言一»“西伯受命称王何其自为矛盾欤”一段⑨,加上“师新作”云云,表明«菿汉昌言»
仍在创作之中.“问所称«菿汉昌言»在予处之说”,则显示手稿早就存于黄侃那里.６月１日日记:
“遍搜箧中,果得师«菿汉昌言»手稿,亟书告鹰若.”６月１４日日记:“得鹰若快书,内有补«昌言»稿廿

九纸.”黄侃果然存有手稿,鹰若(孙世扬,１８９２ １９４７)又寄来补稿,可见«菿汉昌言»早已成其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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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文集卷四«送王秀才序»,第２１２页.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３５页.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３７页.
“菿”,有大、明二义,音dào;章太炎读“倬”,音zhuō.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章太炎致函夫人汤国梨:“吾寓称菿汉章寓,菿字音

倬.”(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１页.按,引文为引者释读并加标点符号.)菿,读音究竟

如何? 虞云国转述朱维铮之说:“蒙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转告:太炎门人与家人皆读为zhuō,始使未能亲炙太炎的后代学人确知其读

音.”(«本书说明»,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页)
章太炎另有«菿汉闲话»一篇(参见«太炎文录续编»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６ １１４页).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５４４页.
参见«本书说明»,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１ ２页;«前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７１１页.按,书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参见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１０８ １０９页.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收«与黄侃(２５通)»(第１９４ ２１６页),惜无章太炎询问«菿汉昌

言»在黄侃之处一通.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下册,第７１１、７１３页.



但时有增补,只是影响甚微,否则黄侃不会束之高阁乃至久则遗忘.
由黄侃日记与高景成写的年谱可知,«菿汉昌言»的成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断断续续的.大致说

来,它成书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至３０年代初期,始于１９２５年之后,终于１９３１ １９３３年之间.这一

判定不影响我们描述并评析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心路历程.
«菿汉昌言经言一»指出:

　　庄生传颜氏之儒,(颜氏之儒,见«韩非显学篇».)述其进学次第.«田子方篇»:颜渊曰: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此盖仰高钻坚瞻前忽

后之时也.«人间世篇»:仲尼告以心斋,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

也.”此与克己相应者也.«大宗师篇»:颜回曰:“回忘仁义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

见,曰:“回忘礼乐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

忘?”颜回曰:“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

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夫告以为仁之道而能忘仁,告以复礼而能忘礼,离形去知,
人我与法我同尽,斯谓“克己”.同于大通,斯谓“天下归仁”.此其造诣之极也.世儒徒见其云

瞠乎后者,以为贤圣相去,才隔一臂,望其卓尔力不能从,于是颜苦孔之卓之论起,遂成大谬,不

悟仲尼方请从颜渊后也.盖非与仁冥,不能忘仁;非与礼冥,不能忘礼.所见一豪不尽,不能坐

忘.忘有次第,故曰屡空.非谓一有一无,如顾欢之说也.由是言之,云其心三月不违仁者,尔

时犹有仁之见也,逾三月则冥焉忘之矣.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斯时违与不违皆不可说.(“得一

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此子思述先君子语.盖难尽信.)①

区别于«国学概论»讲“庄生传颜氏之儒”,«菿汉昌言»不只是一语破的,更是条分缕析.“述其进

学次第”既钩沉了«庄子»中的颜子形象嬗变史,又把颜子的德性成长纳入儒学解读之中.
谈«庄子»中的颜子形象嬗变,离不开与孔子进行比较.«田子方»以“瞠若乎后”写照颜子对于孔

子的敬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②«人间世»中的颜子,仍是虚心向孔子求教的学生.可到«大宗师»,面对颜子讲的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孔子喟叹“请从而后”③,孔颜关系出现根本变化.
凡是道德实践主体,无不心存德性成长的焦虑.颜子“瞠若乎后”于孔子,向善的企盼油然而生.

孔子曾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④尽管章太炎

不认可这种说法,但是,经由孔子告以“心斋”,直至颜子悟出“坐忘”,它确是颜子自身德性不断成长

的必由之路.道德实践主体的德性一旦获得真切、圆融的成长,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孔子是以“请从而后”于颜子.两个“后”字刻画了«庄子»版的孔颜乐处:颜子因“后”而天天

向上,孔子因“后”而虚怀若谷,德性成长是相互促进的,向善永无止境;在终极意义上,成德达材实无

孰先孰后、谁高谁低之分.
章太炎从«田子方»讲到«大宗师»,不是为了彰显“瞠若乎后”于孔子的颜子———这样做有可能沦

于«法言学行»所谓“颜苦孔之卓之至也”⑤的地步,而是旨在表彰孔子“请从而后”的颜子.对于颜

子,庄子尽是赞誉,章太炎则用«论语»、«孟子»予以诠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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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６９ ７０页.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３版,第７０３ ７０４页.
参见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上册,第２９０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６２６页中栏.
参见扬雄撰,韩敬注:«法言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２页.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

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为何心斋只是与克己相应? 盖因它是孔子的教法,而非颜子的自证.从心斋到坐忘,克己又是必须

的.坐忘分成两阶段:前一阶段,离形去知对应于克己①;后一阶段,同于大通对应于天下归仁.为何

同于大通是颜子造诣之极的体现? 盖因它是颜子的自证,而非孔子的教法.世儒仅仅看到“瞠若乎

后”于孔子的那个颜子,但孔子“请从而后”的这个颜子才是至关重要的.以往的颜子,“得一善,则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心三月不违仁”;此时的颜子,“忘有次第,故曰屡空”,已臻“由仁义行,非行

仁义”之境.先心斋再坐忘,且由心斋而入坐忘,方能从念念不忘地“行仁义”(理事无碍)升华至无适

无莫地“由仁义行”(事事无碍).坐忘高于心斋,坐忘是最高的道德实践境界.
把坐忘视作颜子的最高成就,如果从儒道互补之思看,它是庄子对颜子所作的道家化解读,属于

儒家人物被道家化叙事,且在庄子哲学建构中举足轻重②.换句话说,坐忘是道家而不是儒家的工夫

境界,颜子是以儒家身份登峰造极地领悟了道家的精髓.我们为何认为章太炎是从“庄子即儒家”
议题看问题呢? 这里可以把它与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年成书③的«菿汉微言»作个比较.

«菿汉微言»第７５、９０则,亦论坐忘.第７５则指出:“依何修习而能无意无我? 颜回自说坐忘之

境自胜之谓‘克己’,慢与慢消,故云‘复礼’.我与我尽平等,性智见前,此所以‘为仁’也.颜回

庶几之才,闻一知十,乍聆胜义,便收坐忘之效.”④它既用“克己复礼为仁”阐释坐忘,又用“平等”、“性
智”把颜子往佛学那边推,但没有用孔子说的“请从而后”来高度评价颜子的坐忘境界.第９０则先是

认为“颜渊坐忘,所至卓绝”,拿«成唯识论»验证一番之后,结论却是“颜渊始证初地,后证三地”,末尾

还对“世人以佛法说孔、颜事,往往奢言无限,不相剀切”批评了一通,因为坐忘并未达致四地———“微
细我见烦恼永灭者,四地位也”⑤.仅就这两则材料看,«菿汉微言»一则以佛解儒,坐忘自然算不上最

大成就;二则庄子缺席,庄子与颜子没有对接起来,与“庄子即儒家”议题尚有极大的距离.
实际上,«菿汉微言»是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由消极评论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过渡环节,作用不

可低估.«菿汉昌言»论坐忘,虽然也留下佛学的痕迹,但气象焕然一新,今非昔比.前文所述之外,
«经言一»有云:“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⑥仿此,“颜以诏庄,其所就为坐

忘”.«经言一»又把坐忘与静坐相勾连,并云:“«曲礼»曰:‘坐如尸.’常人不习止观,坐至一两刻许,
不昏沉即妄念,昏沉者四体弛,妄念者容止变,安能如尸也! 故知静坐乃礼家恒教,何容咤为异术?”⑦

藉此静坐、坐忘的礼家(儒家)本领,章太炎切断了儒家人物被道家化叙事(从属于儒道互补)的思路,
成就了其论“庄子即儒家”的画龙点睛之笔———“庄生传颜氏之儒”.

“庄生传颜氏之儒”意味着: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之儒的

庄子当然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或者说,传颜氏之儒那个时

期的庄子必然是儒家,即使他后来成了道家,当时也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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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菿汉昌言经言一»云:“克己有二:断人我见,则烦恼障尽,故人不堪其忧而颜子自不改其乐;断法我见,则所知障尽,于是

离于见相.”(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６９页)
参见杨海文:«“互文”与“互动”:儒道关系新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杨海文:«化蛹成蝶———中国

哲学史方法论断想»,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７ １５８页.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２９６页.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２８ ２９页.
参见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３３页.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６８页.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７０页.(按,«礼记曲礼上»:“若夫坐如尸,立如齐”,见阮元校刻:«十三

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１２３０页下栏)“如尸”意即直而不曲;“如齐”意即不左右长短,坐端立正,不歪不斜.



传承了下来.“庄子即儒家”议题不同于、并独立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非儒道互补之思

所能范围者,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

四、不骂本师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６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讲,会址设在苏州

锦帆路５０号,“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其中有«诸子学略说»上、下篇,王乘六(１８９４
１９８０)等人记录,刊于«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第７、８期①.据«太炎文录续编»卷首插页②、«章

太炎学术年谱»③以及本文征引的«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诸子学略说»当作«诸子略

说».
«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第四章«诸子略说»指出:

　　绝四之说,人我、法我俱尽.“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执矣.此等

自得之语,孔、颜之后,无第三人能道(佛、庄不论).④

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论学而及政治者也.子思、孟子既入天趣,若不转身,必不能

到孔、颜之地,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⑤

然则论自得之处,孟子最优,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荀子专主人事,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

人趣至于孔、颜一路,非惟汉儒不能及,即子思、孟子亦未能步趋,盖逖乎远尔.⑥

«庄子»书中,自老子而外,最推重颜子,于孔子尚有微辞,于颜子则从无贬语.⑦

前面三段话包含先秦儒学传承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作为主流看法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
另一条是作为章太炎观点的“孔子→颜子→庄子”.第四段话是对１９２２年«国学概论»的温故知新.
传承之旅上“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庄子»书中“最推重颜子”,加上“超出人格而不能断灭,此之

谓天趣”⑧的说明,它们相得益彰、相互支援,均是为了否弃主流看法,让“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的颜子成为居于子思、孟子之上的先秦儒学传承者乃至集大成

者,进而坐实庄子传颜氏之儒,且传的是孔门最优异的德行一科的观点.
就“庄子即儒家”议题而言,韩愈之后,苏轼(１０３７ １１０１)成为第二推手.其«庄子祠堂记»有云:

“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⑨苏轼

把庄子看作“阴奉阳违”的儒家,但«庄子祠堂记»又云:“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

子者.”

«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指出:

　　杂篇有孔子见盗跖及渔父事,东坡以为此二篇当删.其实«渔父篇»未为揶揄之言,«盗跖

篇»亦有微意在也.七国儒者,皆托孔子之说以糊口,庄子欲骂倒此辈,不得不毁及孔子,此与禅

宗呵佛骂祖相似.禅宗虽呵佛骂祖,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庄子虽揶揄孔子,然不及颜子,其事

正同.禅宗所以呵佛骂祖者,各派持论,均有根据,非根据佛即根据祖,如用寻常驳辨,未必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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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５５４、５５９页.
«章太炎全集»(五)卷首有一插页影印«太炎先生讲演记录五种»的广告,第四种是«诸子略说».
参见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７５页.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７页.按,个别标点符号

略有校改.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１８７ １８８页.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１９０页.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２０９页.
参见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１８７页.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庄子祠堂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册,第３４７页.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庄子祠堂记»,第２册,第３４８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胜之道,不得已而呵佛骂祖耳.孔子之徒,颜子最高,一生从未服官,无七国游说之风.自子贡

开游说之端,子路、冉有皆以从政终其身.于是七国时仕宦游说之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

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东坡生于宋代,已见佛家呵佛骂祖之风,不知何以不明此理,而谓

此二篇当删去也.①

章太炎不赞成苏轼删去«渔父»、«盗跖»,而是认为它们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由苏轼出发,并把

庄子骂孔子视作呵佛骂祖,这一比拟可以焦竑(１５４０ １６２０)的«读庄子七则»为代表:

　　史迁言庄子诋訾孔子,世儒率随声和之,独苏子瞻谓其实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无如庄子.
噫! 子瞻之论,盖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牵于文而莫造其实,亦恶知子瞻之所谓乎! 何者? 世

儒之所执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庄子之所论者,其精也释氏之论詶恩者,必诃佛詈祖

之人.夫以诃佛詈祖为詶恩,则皈依赞叹者为倍德矣.又孰知夫诃与詈者,为皈依赞叹之至也!
不然,秦佚之吊,尝非老聃矣;栗林之游,又尝自非矣,而亦谓诋訾聃、周也,可乎?②

你要对佛教感恩,就得诃佛詈祖.骂得越厉害,感恩越彻底.诃、詈之至,才是皈依、赞叹之至.
焦竑贯彻苏轼“实予文不予,阳挤阴助之”的思路,认为«渔父»、«盗跖»两篇不是真要诋毁孔子,而是

类似于诃佛詈祖以酬恩,“尊孔子者无如庄子”.
庄子骂孔子,有似禅宗呵佛骂祖,此乃章太炎与焦竑之同.«诸子略说»又云:“惟所谓儒者乃当

时之儒,非周公、孔子也.其讥弹孔子者,凡以便取持论,非出本意,犹禅宗之呵佛骂祖耳.”③言外之

意,庄子骂的不是孔子,而是骂假托孔子之说以糊口的七国儒者.“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则是章太

炎与焦竑之异.祖师可骂,所以«庄子»对孔子尚有微辞;本师不可骂,所以«庄子»对颜子从无贬语.
章太炎突出本师一义,旨在夯实他晚年一直坚持的“庄生传颜氏之儒”命题,亦即庄子是颜氏一系儒

学的传人;至于战国游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则重在凸显庄子以

颜子为师的根据不是世俗政治,而是内在超越的德性.
庄子尽管以颜子为本师,但并未沿着儒家的精神方向一路走下来.从庄子的思想追求看,«国学

概论»认为:自由、平等是庄子的根本主张④.«诸子略说»则指出:“逍遥者,自由之义;齐物者,平
等之旨.”“必也一切都空,才得真自由,故后文有外天下,外物之论,此乃自由之极至也.”“庄子以为

至乎其极,必也泯绝是非,方可谓之平等耳.”⑤从庄子与老子的关系看,«国学概论»尝言:“庄子自以

为和老子不同,«天下篇»是偏于孔子的.但庄子的根本学说,和老子相去不远.”⑥«诸子略说»亦云:
«庄子»是“自老子而外”,方“最推重颜子”⑦.在章太炎看来,庄子有其根本主张,且与老子相去不远,
因而是“半途而废”的儒家.

五、“章太炎曾有此说”

以上逐一分疏了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五种文献:第一种是１９０６年发表的«论诸子学»,第二

种是１９０８年发表的«与人论国学书»,第三种是１９２２年讲演并出版的«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第
四种是成书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至３０年代初期的«菿汉昌言经言一»,第五种是１９３５年讲演并

发表的«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
就“庄子即儒家”议题而言,早年章太炎尚属消极评论者,晚年章太炎已成积极参与者.他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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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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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２１２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卷二十二«读庄子七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２９３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２１３页.
参见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３７ ３８页.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２１０页.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３７页.
参见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２０９页.



始终把庄子当作“半途而废”的儒家———此乃与韩愈之同,甚至把庄子当作“阴奉阳违”的儒家———此

乃与苏轼之同,却从未把庄子当作“彻头彻尾”的儒家———此乃与第三推手觉浪道盛(１５９２ １６５９)及
其«正庄为尧孔真孤»之异①.从现代庄学史看,“庄生传颜氏之儒”这一画龙点睛之笔的影响最大.

郭沫若(１８９２ １９７８)于１９４４年９月写成的«庄子的批判»(收入«十批判书»)指出:

　　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出于田子方之门,则仅据«外篇»有«田子方篇»以为说,这是武断.
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书中征引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很多,而且差不多都是很关紧要的话,以

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寓言”便忽略过去了.那是根据后来所完成了的正统派的儒家观念所

下的判断,事实上在孔门初一二代,儒家并不是那么纯正的,而儒家八派之中,过半数以上是已

经完全消灭了.②

«庄子»书中虽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如像«杂篇»中的«盗跖»、«渔父»两篇更在痛骂孔子,
但那些都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而认真称赞儒或孔子的地方,则非常严肃.③

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但他就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

政”一样(«淮南要略»),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④

读完上面三段话,不熟悉郭沫若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是章太炎讲的吗? 在“我怀疑他本是‘颜氏

之儒’”之下,郭沫若自注:“章太炎曾有此说,曾于坊间所传«章太炎先生白话文»一书中见之.”⑤这个

自注有点简单(从现代学术规范看),甚至疑点重重(当另文详论)⑥,但足以说明:郭沫若从颜氏之儒

切入并展开“庄子即儒家”议题,章太炎是其功不可没的第一引路人.

１９５８年,李泰棻(１８９６ １９７２)出版«老庄研究».该书下卷«庄子研究»引过郭沫若“我怀疑他本

是‘颜氏之儒’”那段话⑦,又写道:“韩愈据«田子方篇»为说,疑周系儒家,出于子夏之门;姚鼐附

和其说(见«庄子章义序»).章实斋亦同(«文史通义经解»).章太炎疑系颜氏之儒,郭沫若附和

其说(见«十批判书»一八七页).”“章氏辩其非出于子夏之门之说固是,但认为庄周系颜氏之儒者更

非.我认为他并不是颜氏之儒.”⑧李泰棻依据«章氏丛书别录»⑨,认可章太炎对于庄子出子夏之

门的批判.这里说的«章氏丛书别录»,亦即«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与人论国学书».李泰棻批

评章太炎提出的庄周系颜氏之儒,但并未出具第一手文献,而是转引自«十批判书».这是“章太炎曾

有此说”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显著例证.

１９６０年,钟泰(１８８８ １９７９)写的«庄子发微序»有云:

　　予向亦尝以为庄子殆兼孔、老两家之传,及今思之,是犹不免影响之见.庄子之学,盖实渊

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故其书中颜子之言既屡见不一,而若“心斋”,若“坐

忘”,若“亦步亦趋”,“奔轶绝尘,瞠若乎后”云云,皆深微精粹不见于他书.非庄子尝有所闻,即

何从而识之? 更何得言之亲切如此? 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

者,虽同时不相闻,而学则足以并峙.

１３１“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三十«正庄为尧孔真孤»,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５９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２９ ７３０页.按,笔者拟对韩愈、苏轼、觉浪道盛与“庄子即儒家”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里只是粗略言之.
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４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１９４ １９５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２０１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１９４页.
详细讨论,参见杨海文:«庄子本颜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想史真相»,«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参见李泰棻:«老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４９页.
李泰棻:«老庄研究»,第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２页.
参见李泰棻:«老庄研究»,第１８２页.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 ３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钟泰、李泰棻同在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国学①.从“庄子即儒家”议题看,李
泰棻属于消极评论者,反复提到“章太炎曾有此说”;钟泰属于积极参与者,而且是“庄子本颜氏之儒”
的集大成者,却闭口不谈章太炎、郭沫若.钟泰写«庄子发微»不引近人之说,私下里却时有点评.
“文革”前夕,«庄子发微»由东北文史研究所出资影印２００册.据李吉奎回忆:“书中序言是钟老亲笔

写的,在定稿本上,他指给我看,某句是有所指的.说这句话,大概是让后人知其本心.”②其时,«十批

判书»一版再版,郭沫若如日中天.钟泰长期研究«庄子»,岂能按捺得住读«庄子的批判»的冲动? 即

便读后不以为然,却附带知道或者更加知道了章太炎,当是情理中事.所以,“章太炎曾有此说”由郭

沫若传承下来的隐微例证,有可能正在“某句是有所指的”之中.
回到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成书于１９１０年代中期的«菿汉微言»第７４则有一段话,可由

以窥测章太炎由消极评论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的某种心迹:

　　喻以此土成事,如孔子所言著在«论语»,而深美之说翻在庄周书中.庄周述孔,容有寓言,
然而频烦数见,必非无因,则知孔氏绪言遗教,辞旨闳简,庄生乃为敷畅其文.总纰于彼,而成文

于此,事所宜有.子曰“六十而耳顺”,明为自说阶位之言,而耳顺云何,莫知其审.庄周述之则

曰:“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

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耳顺之旨居然可明.③

«论语为政»的“六十而耳顺”,«庄子人间世»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

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④,都是孔

子说的话.把它们勾连起来,心斋即是耳顺之旨.再由“孔子所言著在«论语»,而深美之说翻在庄周

书中”,“庄周述孔”成为章太炎新的问题意识,而与他在过去“以佛解庄”⑤有所不同.加上前面讨论

过的第７５、９０则,«菿汉微言»论孔子、颜子,论心斋、坐忘,论“庄周述孔”,仿佛已为后来的“庄生传颜

氏之儒”埋下伏笔.一旦章太炎成为“庄子即儒家”议题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切就会由量变到质变,脱
胎换骨地孕育出“庄生传颜氏之儒”的画龙点睛之笔.

崔大华(１９３８ ２０１３)认为:康有为(１８５８ １９２７)的«万木草堂口说»、谭嗣同(１８６５ １８９８)的«北
游访学记»、梁启超(１８７３ １９２９)的«论支那宗教改革»均支持韩愈首倡的庄子出子夏之门,而章太炎

讲“庄生传颜氏之儒”,目的在于显示他与改良派的全面对立⑥.循此思路,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对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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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中业、孙玉良:«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述要»,«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李吉奎:«我师钟泰»,«羊城晚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B３版.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２８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庄子寓言»:“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４册,第９５２页)
«庄子则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同上书,第９０５
页)

参见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上册,第１５２页.
章太炎早年以«齐物论释»名家.梁启超尝言:“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

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６ ８７页)又云:“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是他生平极用

心的著作,专引佛家法相宗学说比附庄旨,可谓石破天惊.至于是否即«庄子»原意,只好凭各人领会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８７页)«齐物论释»言庄子:“又其所志本在内圣外王,哀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
无文野,人各自主之谓王,智无留碍然后圣,自非顺时利见,示见白衣,何能果此愿哉.”(王仲荦校点:«齐物论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７页)这段文字,«齐物论释定本»亦大致相同(王仲荦校点:«齐物论释定

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六],第１１９ １２０页).这里所谓“内圣”,意即自度;所谓“外王”,意即度他.质言之,乃以佛

解庄.
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第３４６页注①.



体现为:“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的几年,康有为把«论语»、«礼运»、«中庸»、«孟子»当作“新四书”①,殚精

竭虑地作注;１９３０年代,章太炎则把«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当作“新四经”②,不遗余力地

宣扬.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当年叱咤风云的改良派、革命

派风光不再,不少人从政治型思想家变身为思想型学者,其文化社会工作的政治含量剧减,文化学术

工作的社会含量日增.梁启超１９２０年以«清代学术概论»完成自我转型③,章太炎大讲国学以维系神

州慧命④.１９２２年的«国学概论»第五章为«结论———国学之进步»,章太炎提出经学“以比类知原求

进步”,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⑤.１９３４年２月９日,章太炎手书«论以

后国学进步»的题词:“一,经学以明条例求进步;二,史学以知比类求进步;三,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

步;四,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⑥章太炎晚年藉助听者云集的国学讲座,积极参与“庄子即儒家”议
题,反复讲“庄生传颜氏之儒”,饱含反弹时尚、情深古典的苦心孤诣,亦是其精神文化生命的自画

像———心斋乃六十耳顺之工夫,坐忘乃七十不逾矩之境界.

时至今日,“庄子即儒家”议题一则大多数人闻所未闻,二则消极评论者占绝对优势.它看起来

是可爱而不可信的思想史八卦,其实是自身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史议题,颇为值得现代庄学、儒学

(尤其是孟学)研究联合作战,辑录其文献资料,理清其发展线索,敞开其思想含义,唤醒其时代诉求.
我们把章太炎的相关论述摘录出来并略作探讨⑦,就是为了不再犯“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寓言’
便忽略过去了”的过错,进而使得“庄子即儒家”议题逐渐能被人们熟悉、理解乃至认可.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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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曾注解«大学»,但正文已佚,仅存序言,可见历史影响不大.«康有为全集»据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手稿,
发布康有为１９０２年８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写于印度大吉岭的短文«‹大学注›序».序言说道:“戊戌之难,旧注尽失,逋亡多暇,补
写旧义.”编者写的题注指出:“此文又载«不忍»杂志第六册(１９１３年７月出版),内容较手稿有增益.今据手稿点校,与«不忍»本互

校.”(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５页)以上材料承蒙康有为研究

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先生告知,特此致谢.另,有关康有为对于«大学»的基本看法,参见马永康:«康有为论‹大学›»,«现代

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章太炎写于１９３３年１月的«国学会会刊宣言»有云:“于是范以四经而表以二贤,四经者谓«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二贤者则范、顾二公.”(«太炎文录续编»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五),第１５８页)
参见杨海文、毛克明:«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１９２０年的身份嬗变»,«现代哲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言:“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

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

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且介亭杂文末编»,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６７、６９页)作为“五四”健将的鲁迅其实并不理解他曾经的老师章太炎.

参见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７６页.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５４５页.该书原阙“二,”,引者据文意补充.按,«章太炎全集»(五)卷首有

该题词的手迹影印件,编者把“后”误释为“张”.有论者亦把“条例”误释为“修伪”(参见蒋国保:«章太炎国学观述评»,«孔子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细读章太炎晚年论“庄子即儒家”的三种文献,我们发现:涉案内容着墨不多,只占«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菿汉昌言

经言一»、«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之一小块,但都置于讲儒家而不是讲道家的部分.章太炎讲儒家,时刻想到庄子,盖因

他认定庄子是传承颜子一系儒学的传人.章太炎娓娓道来,但未环环相扣;我们断章取义,却得瞻前顾后.“庄子即儒家”议题的研

究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从章太炎整个的庄学看,以佛解庄是其显著特色,但“庄子即儒家”议题与以佛解庄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一根本问题只能留待日后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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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

———以«春秋»«大学»为例

魏 义 霞

摘　要: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沿着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展开,故而对«春秋公

羊传»推崇有加.他认为:«春秋»以维新为宗旨,书中的内容围绕着维新这个主题展开;«春秋»秉持“称天而

治”的原则,这证明了孔子主张平等,反对君主专制.谭嗣同对«大学»的释义沿着唯识宗与华严宗两条线索

展开,认为唯识宗所讲的业识,就是孔学所讲的人心,唯识宗所讲的智慧,就是孔学所讲的道心.通过谭嗣同

的诠释和解读,«大学»在内容上与侧重变易观、历史观的«春秋»呈现出明显不同,而平等是二者共同的主题.

谭嗣同将对经典的解读与近代的价值理念相对接,既流露出对平等的推崇,又是对中国经典的创新性诠释.

关键词:谭嗣同;«春秋»;«大学»;公羊学

对以«春秋»、«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经典的解读在谭嗣同本人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一席,遗憾的是,
除了梁启超在«谭嗣同传»和«仁学序»中间接提到«春秋»外,从蔡元培、胡适到当今学术界,均没有将

谭嗣同对«春秋»尤其是«大学»所代表的经典解读纳入研究视野.更为致命的是,梁启超将谭嗣同的

«仁学»以及对«春秋»的诠释说成是受康有为影响乃至是对康有为思想的直接发挥,极大地抹杀了谭

嗣同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与他的中学观一脉相承,并且洋溢着鲜明的个性风

采和价值追求.有鉴于此,探讨谭嗣同对«春秋»、«大学»所代表的六经四书的解读具有多重意义,无
论对于还原谭嗣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是对于理解谭嗣同哲学的创新性、独特性,都不可或缺.

一、谭嗣同«春秋»发微

«春秋»是谭嗣同最为推崇的经典之一.这既表明了他对«春秋»的重视,也预示了他对«春秋»的
深入思考和全面解读.事实上,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从不同维度展开,挖掘出«春秋»诸多方面的

意蕴内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谭嗣同断言,«春秋»以维新为宗旨,书中的内容围绕着维新这个主题展开.例如,«春秋»

讲夷夏之辨,旨在推崇变化日新,所以用新与旧作为判断、区分夷夏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
写道:“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国.’新之为言也,盛美无憾之言也.而夷狄中国同此号者,何也? 吾尝

求其故于«诗»矣.周之兴也,僻在西戎,其地固夷狄也.自文王受命称王,始进为中国.秦虽继有雍

州,«春秋»仍不以所据之地而不目之为夷.是夷狄中国,初不以地言.故«文王»之诗曰:‘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旧者夷狄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新者忽旧,时曰新夷

狄;旧者忽新,亦曰新中国.新同而所新者不同,危矣哉! 己方悻悻然自鸣曰守旧,而人固以新夷狄

新之矣.是夷狄中国,果不以地言,辨于新,辨于所新者而已矣.”① 这就是说,夷狄与中国的区别在于

　

作者简介:魏义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黑龙江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①　谭嗣同:«‹湘报›后叙»(上),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４１６ ４１７页.



是否维新,而不在于所处地域.对此,谭嗣同以周为例进行了具体解释:周代兴起于西戎,地处偏僻,
从地理的角度看属“夷狄”.尽管如此,由于周文王受命称王,其命维新,于是“进为中国”.这足以证

明,夷狄与中国“不以地言”.与周一样可以作为例证的,还有秦国.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表明,无论地

处中原之州还是僻陋之地,只要变法维新,就是“中国”;只要因循守旧,就是“夷狄”.分析至此,谭嗣

同总结说,«春秋»之所以大讲夷夏之辨,是因为崇尚维新,唯新是尚.
值得注意的是,维新与变化日新都强调变,侧重却大不相同:维新即唯新是尚之义,重点落在人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诉求上,突出人以新为尚,追求日新.变化日新主要指天地万物的变化,落脚点在

自然的变化之道.明确了这一点便不难发现,既然维新指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行为追求和价值

旨趣,那么,以维新为主题则表明«春秋»所讲的变是从不同于«周易»的角度立论的,故而侧重不同领

域:«周易»之变化日新旨在强调,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变易是客观的;作为“天下之道”、“地球之变”,
变化日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人由生到死是不可逃避的自然法则一样,人类历史由“逆三

世”到“顺三世”的演变是客观历史进程.谭嗣同彰显«春秋»之维新主题旨在强调,人应该以变易而

非守旧之心面对世界,以变通应对事物,追求变化日新,一切以新为尚.
其次,谭嗣同指出,«春秋»秉持“称天而治”的原则.这证明了孔子主张平等,反对君主专制.谭

嗣同之所以对«春秋»倍加关注,与对«春秋»忧患意识的凸显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孔子之所以作«春
秋»,是出于对社会现状的忧患:

　　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得施其褒贬,而自立

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传»多微言.其于«尹氏»卒云:“讥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

况于君乎? 诸如此类,兴民权之说,不一而足.且其战例,亦往往与今之万国公法合.故«公羊

春秋»,确为孔氏之真传.然其学不昌者,亦与君主之学相悖而已矣.孔子于«春秋»犹多隐晦,
至于佛肸、公山之召而欲往,则孔子之心见矣.而后儒于«佛肸»、«公山»两章书几不能读,可知

中国君臣一伦何尝明乎?①

依照这个分析,孔子作«春秋»,出于对社会历史的深切忧患.身处据乱世的孔子通过«春秋»表达“称
天而治”的诉求,借此伸张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兴民权与西方的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一样,孔子记载

的春秋征伐的例子与近代国际法(“万国公法”)理念相合.谭嗣同特意强调,«春秋公羊传»是孔子真

传.正如«春秋»多隐晦一样,«春秋公羊传»多微言.由于«春秋公羊传»暗而不发,孔子基于“称天而

治”的君臣一伦也就湮没了.尽管如此,«春秋公羊传»之所以“不昌”是因为其与君主专制(“君主之

学”)相悖,这从反面证明了孔子主张君臣平等.如果说谭嗣同提倡平等的依据是“称天而治”的话,
那么,认定«春秋»“称天而治”则意味着他凸显其中的平等主旨.这段引文主要侧重君臣平等,此外

谭嗣同还从«春秋»中阐发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之义.例如,谭嗣同宣称,“通有四义”,“通之象

为平等”,“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

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②.
在谭嗣同看来,三世说和三统说各有所指,三统说包括元统、天统和君统,分别指无君主、君臣平

等和君主专制.其中,“称天而治”是针对君主专制而言的,重心在君臣平等,与地球群国同奉一君

主,“中外通”,“远近大小若一”相对应.就中国社会来说,君主专制实际上指从孔子至近代的君主专

制时代,“称天而治”则意味着改变君主专制,具体途径和方法便是由现实的严重不平等走向平等.
谭嗣同的这番诠释使«春秋»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处境相对接,故而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他

的视界中,«周易»、«春秋»都讲平等,与«周易»相比,«春秋»的平等侧重社会历史领域,集中体现为政

治平等、君臣平等;«春秋公羊传»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春秋»在此方面的内涵,故而与“君主之学”(君

５３１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以«春秋»«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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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４６３ ４６４页.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２９１页.



主专制)相悖,而与西方的民权、平等和民主观念相合.具体地说,«春秋»的平等思想围绕着国与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主张“内外通”;在君与臣、官与民的关系上,主张“上下

通”.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称天而治”既表明«春秋»讲平等,又彰显了«春秋»所讲平等侧重人类历史

领域的独特性:如果说«春秋»“称天而治”而始终聚焦天统的话,那么,«周易»讲三统则包括“称天而

治”却并不限于此,而是在“称天而治”之上还有一个元统,即废除君主.一方面,不论是天统还是元

统,都与君统即君主专制背道而驰,因此,«春秋»和«周易»都具有由现实的不平等走向平等的现实意

义.另一方面,«春秋»为忧世所作,针对君主专制而“称天而治”;«周易»不仅与«春秋»一样尚天统,
而且在天统之上还有一个元统.因此,相对于«春秋»而言,«周易»勾勒了人类社会的平等轨迹,对于

人类社会和平等的诠释更为全面.这也是谭嗣同将«周易»列在«仁学»书目单的首位,并且更为关注

«周易»的原因所在.谭嗣同对«周易»和«春秋»的解读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那就是:借助二者的“称
天而治”,以天统反对君统,宣扬平等.所不同的是,«周易»是“天下之道”,不仅讲平等,而且讲述人

类从平等到不平等,再从不平等到平等的演变之道;此外,还包括人类个体由出生到入死的演变过

程.这使«周易»在视域上比«春秋»广大,在内涵上比«春秋»丰富,在立意上比«春秋»深邃.这些都

决定了«周易»比«春秋»更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性.«周易»所讲的平等不仅包括现世,而且统摄过去和

未来.
再次,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沿着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展开,故而对«春

秋公羊传»推崇有加,以致在«仁学»书目单上出现的不是«春秋»而是«春秋公羊传».这是因为,他秉

持«春秋»公羊学的传统,确信«春秋公羊传»对«春秋»的解读得孔子精髓,书中多微言大义,对于了解

孔子思想具有首屈一指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对变易、平等思想的诠释中,他更青睐的是

«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而不是«春秋»本身的思想.与此相联系,谭嗣同声称«春秋公羊传»“确为孔

氏之真传”,这成为他将«春秋公羊传»列入«仁学»书目单的理由.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对«春秋公羊传»的推崇,决定了在谭嗣同那里,无论是对孔子还是对«春

秋»的诠释,皆因袭公羊学的传承谱系.换言之,凡是与«春秋公羊传»相左的观点,他都斥之为错误

的.谭嗣同对韩愈君臣之别的批判如此,对由此开出的胡安国代表的宋明理学家的«春秋»学含有微

词也是如此.例如,他声称:“而圣教不明,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邪说,得以乘间而起,以深中

于人心.一传而为胡安国之«春秋»,遂开有宋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笼,亦良可哀

矣.故后世帝王极尊宋儒,取其有利于己也.”①

其实,综观谭嗣同的思想可以发现,他对«春秋»的解读与其说是对这部经典固有内容的真实还

原,不如说是近代诠释和内容转换,或者说,借«春秋»及孔子的名义阐发自己的思想.一方面,应该

肯定,«春秋»对谭嗣同的影响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谭嗣同对«春秋»的借题发挥也是显而易见的.
梁启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为谭嗣同所作的传中特意指出:“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

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

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

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

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
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

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

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挂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

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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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①在这里,梁启超肯定谭嗣同的思想“无
所不窥”,就其渊源来说,从“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中国古兵法”到“泰西天算格致政治

历史之学”、“耶氏兼爱之教”,可谓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尽管如此,梁启超将谭嗣同的思想归结为

“以日新为宗旨”,在肯定谭嗣同的思想深受康有为影响的前提下,指出谭嗣同将«周易»、«春秋»与佛

教的华严宗、唯识宗相和合,«仁学»便是这种和合的产物.梁启超的评价尽管没有提及«周易»、«春
秋»以及«仁学»的平等主题,并且夸大了康有为对谭嗣同的影响,然而,有一点却深中肯綮,那就是:
«周易»和«春秋»对谭嗣同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与佛教的华严宗、唯识宗一样,成为谭嗣同思想以及

«仁学»最主要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构成.

二、谭嗣同«大学»释义

就谭嗣同的经典解读来说,除了«春秋»代表的六经,还有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一言以蔽之,
他解读«大学»的最大特点是以佛学释之.众所周知,谭嗣同具有浓郁的佛学情结,明言“佛教大矣,
孔次大,耶为小.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②.在这个前提下可以看到,谭嗣同用以直接与

佛学对应的经典文本不是«周易»或«春秋»而是«大学».在他的视界中,无论是唯识宗还是华严宗,
«大学»都与之相合.这使与佛学互释成为谭嗣同解读«大学»的基本思路和理论特色.正因为以佛

学释«大学»,他对«大学»的解读独具匠心,令人耳目一新.
与对佛学派别的选择一脉相承,谭嗣同在以佛学对«大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了唯识

宗和华严宗.基于这个思路,他对«大学»的释义沿着唯识宗与华严宗两条线索展开,在赋予«大学»
全新内涵的同时,使«大学»具有了浓郁的佛学意蕴.

首先,在对«大学»的解读中,谭嗣同将«大学»概括为唯识宗,声称“«大学»盖唯识之宗也”③.在

他看来,«大学»在内容上与唯识宗完全相合,二者讲述的内容一一对应.对此,谭嗣同论证说:“唯识

之前五识,无能独也,必先转第八识;第八识无能自转也,必先转第七识;第七识无能遽转也,必先转

第六识;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第七识转而为平等性智,«大学»所
谓诚意而意诚也.第八识转而为大圆镜智,«大学»所谓正心而心正也.前五识转而为成所

作智,«大学»所谓修身而身修也.至若前五识皆转,无所往而非仁,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足言也,
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之谓成所作智.”④由此可见,谭嗣同之所以开宗明义地将«大学»概括为

“唯识之宗”,是因为在他的视界中«大学»与唯识宗不是某些观点相似、相合,而是从主体内容、思维

方式到为学进路和修养次第都别无二致.谭嗣同之所以会得出如此结论,基本思路是,将«大学»的
八条目与唯识宗的八识说相对应.众所周知,«大学»包括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指«大学»首章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则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

平天下.一目了然,谭嗣同对«大学»的诠释抛开三纲领而聚焦八条目,具体办法则是将八条目与唯

识宗的八识说相提并论,故而有此断语.唯识宗的八识说指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和阿赖耶识

(藏识).他不仅将八条目与八识一一对应,而且将唯识宗的术语与«大学»的术语相互置换,继而相

互诠释.例如,谭嗣同将八识说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界定为«大学»八条目之修身所讲的

身,断言“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将佛学所讲的执界定为«大学»诚意之意,指出“佛之所

谓执,孔之所谓意”;将作为藏识之藏界定为正心之心,宣称“佛之所谓藏,孔之所谓心”等等⑤.在此

基础上,他将«大学»起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八条目诠释为唯识宗基于眼、耳、鼻、舌、身五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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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六识,经由第六识而转第七识断法执,最终转识成智的过程,至此完成了«大学»与唯识宗的互

释.质言之,谭嗣同将«大学»的八条目等同于唯识宗的八识说,主旨就是为了论证“转业识而成智

慧”.
在对«大学»与唯识宗互释的过程中,谭嗣同特意指出,“智慧者,孔谓之道心;业识者,孔谓之人

心”.这就是说,唯识宗所讲的业识,就是孔学所讲的人心;唯识宗所讲的智慧,就是孔学所讲的道

心.经过如此诠释,唯识宗所讲的“转业识而成智慧”则演绎为没有业识、智慧则无由转成,正如人心

之外无道心一样.于是,他写道:“夫孔子大圣,所谓初发心时,即成正果,本无功夫次第之可言.若

乃现身说法,自述历历,亦诚有不可诬者.十五志学也者,亦自意诚入手也;三十而立,意已一而不纷

矣,然犹未断也;四十不惑,意诚转为妙观察智矣;五十知天命,我执断矣,然犹有天命之见存,法执犹

未断也;六十耳顺,法执亦断,为平等性智矣;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藏识转为大圆镜智矣.转识成

智,盖圣凡之所同也.智慧者,孔谓之道心;业识者,孔谓之人心.人心外无道心,即无业识,亦无由

转成智慧.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非
如紫阳人欲净尽之误于离,姚江满街圣人之误于混也.”①沿着这个思路,谭嗣同将«大学»之八条目和

唯识宗之八识都归结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并从这个维度重新审视天理(道心)与人欲(人心)的关

系.在这个问题上,与对«大学»和唯识宗的互释一脉相承,谭嗣同赞同王夫之而反对朱熹和王守仁

的观点.谭嗣同一面强调王夫之坚持“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是对的,道出了人转识成智的修养工夫和

次第;一面抨击无论朱熹还是王守仁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说法均不得正解,都不能洞彻圣人与凡

人的关系:朱熹强调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实质上是在凡人与圣人之间划定了一道永远都无

法逾越的鸿沟,王守仁声称“满街都是圣人”,则忽视了圣人的修养工夫,实质上是将圣人等同于

凡人.
其次,谭嗣同对«大学»与华严宗的互释以判教和四法界两条不同的线索展开.
谭嗣同将«大学»与华严宗的判教思想相联系,这一点在他将«大学»与唯识宗互释时就已经初露

端倪.依据谭嗣同的说法,朱熹对«大学»的解读———尤其是对«大学»的经传之分、补格致传等做法

本质上秉承华严宗的衣钵,借助«华严五教章»(又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或«华严一乘教分记»,简
称«五教章»)予以判教.对此,他写道:“朱紫阳补格致传,实用«华严»之五教.«华严»,小教小学也,
非«大学»所用.其四教者,«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始教

也;‘以求至乎其极’,终教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顿教也;‘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圆教也.”②在谭嗣同看来,«华严五教章»从佛教来看属于小乘,从
孔教来看属于小学,故而与孔教中属于“大学”的«大学»绝不相同.因此,绝不能像«华严五教章»或
朱熹那样固守门户之见,而应该本着华严宗“圆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

章»)的大乘之法解读«大学»,一«华严五教章»中关于大乘佛教的始教、终教、顿教和圆教于«大学».
他声称,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发现,«华严五教章»所讲的四教———始教、终教、顿教和圆教皆包含在«大
学»之中,即使是朱熹对«大学»的解读也是如此.具体地说,“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穷之”,是始教;“以求至乎其极”,是终教;“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是顿教;“则
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则是圆教.

与此同时,谭嗣同将«大学»与华严宗的四法界说相提并论,具体论证了«大学»在内容上与华严

宗教义的相合.在他看来,«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八条目

与华严宗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的四法界别无二致.正因为如此,谭嗣同在

将«大学»的八条目与唯识宗的八识说相对应的同时,认定“«大学»又与四法界合也”.他断言:“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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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又与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诚意正心修身,理事无碍法界也;齐家治国

平天下,事事无碍法界也.夫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①按照谭嗣同的说法,«大学»
的八条目从先后次序上看可以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不同阶段,这四

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华严宗的四法界.具体地说,格物对应的是事法界,致知对应的是理法界,诚意正

心修身对应的是理事无碍法界,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应的则是事事无碍法界.借助如此诠释,他旨在

强调,作为«大学»的八条目,由格物、致知起到平天下的修养之方和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一部华严宗,
尤其是与华严宗的四法界说如合符契.这表明,«大学»与华严宗在基本内容和精进修养次第上如出

一辙.
此外,在对«大学»与佛教的互释中,谭嗣同将曾子所讲的孔门之十手十目与佛之千手千眼相联

系,推崇平等性智.他声称:“曾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孔门之观也.十手十目,佛所谓之

千手千眼.千之与十,又何别焉? 又以见人十能之己千之也.此之谓平等性智.”②由此可见,谭嗣同

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将«大学»以及孔子所讲的心转换成唯识宗所推崇的识,致使治国、平天下成为唯

识宗之大圆镜智,并且宣称此一境界不仅无往而非仁,而且在无我中臻于平等.这一做法为«大学»
注入了近代的价值理念,使«大学»与佛学一起拥有了全新内涵和诉求.在论证的过程中,谭嗣同搬

出了孔子、颜回、曾子、朱熹、王守仁和王夫之等人从正反两方面为自己辩护,并且援引«中庸»、«论
语»为«大学»助阵.例如,除了«中庸»中的“君子必慎其独”,«论语»更是多次出现,频率之高可以与

«大学»相仿佛.下仅举其一斑: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既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佛学在谭嗣同的视界中与四书内容的相互契合,也直观展示了«大学»与«论
语»的相似相通以及谭嗣同对«论语»的熟稔和重视.

更有甚者,基于«大学»与佛学从唯识宗到华严宗的类比、互释,谭嗣同大而化之,进一步得出了

六经皆与佛经相合,即六经未有外于佛经者的结论.六经包括«周易»和«春秋».从六经与佛学相合

的角度看,谭嗣同肯定两书的思想与佛学相通是不证自明的.再加之«大学»与佛学的互释以及«论
语»的参与其中,四书与佛学的相通同样不言而喻.其实,谭嗣同对于«中庸»和«孟子»在内容上与佛

学相近坚信不疑,特别是将孟子的性善说与佛学的大圆性海相提并论.

三、结　论

纵观谭嗣同的经典解读可以看到,一方面,他对«春秋»和«大学»的诠释各有侧重,相比较而言,
«春秋»在思想内容上更具有时代性,从变化日新、“称天而治”到宣扬平等都是如此.就«大学»来说,
谭嗣同提及的次数不多,主要是在杂糅«中庸»、«论语»和孔子、曾子、颜渊、朱熹、王守仁和王夫之思

想的同时,侧重与唯识宗、华严宗相互阐发,用以论证“转业识而成智慧”的精进路径和修养工夫.这

样一来,通过谭嗣同的诠释和解读,«大学»在内容上与侧重变易观、历史观的«春秋»呈现出明显不

同.另一方面,«春秋»和«大学»共同突出了平等的主题.在谭嗣同的视界中,平等是«周易»、«春秋»
的共同主题,二者被拿来作为“中外通”和“上下通,男女内外通”的证据.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中
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于«易»,以阳

９３１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以«春秋»«大学»为例

①

②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３３３页.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３３２页.



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①事实上,谭嗣同不仅确信平等是«周易»、«春秋»的共同主题,而
且将平等诠释为«大学»的主旨.对于他来说,«大学»之所以可以比作唯识宗,是因为八条目的修养

次第是一个从眼、耳、鼻、舌、身的妄生分别提升为平等性智的过程,大圆性智更是直指平等———从人

类社会的角度说是治国平天下,最高境界是绝对平等的大同社会;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说是“洞澈彼

此,一尘不隔”②的无我状态,这在谭嗣同看来则是平等的极致.至此,«大学»与«周易»、«春秋»一起

指向了平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经典的解读与近代的价值理念相对接,既流露出对平等的推

崇,又是对以六经四书为代表的中国经典的创新诠释和内容转换.
谭嗣同对«春秋»、«大学»的解读既观照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呼唤,

又个性鲜明,见解独到.谭嗣同对«春秋»、«大学»代表的中国经典的解读围绕着救亡、启蒙的宗旨展

开,将进化、平等、自由等近代价值意趣注入其中,既在中西互释中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内容转换,凸显

思想启蒙的诉求,又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坚守中挺立民族精神,回应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在这方

面,谭嗣同对经典的解读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具有一致性.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谭嗣同以思想激进著

称于世,“二千年之学,荀学也”更是被视为谭嗣同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证据.事实上,传统文化是谭

嗣同思想的理论来源,他对中国经典的解读既表明了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又流露出对中国经典的推

崇.«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他在«仁学»“界说”(定义)中就开宗明义地列出了一张书目单,上曰: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
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

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③这张书目单既展示了«仁学»和仁学思想的理论

来源,又大致框定了仁学的基本内容.其中的“中国书”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是八部书,展示了谭嗣

同对中学经典的选择;后半部是七个人所属之书,即“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

山、黄梨洲之书”,呈现了谭嗣同对中学人物的选择.就经典而言,被列入«仁学»书目单的“中国书”
共八部,排在前两位的是«周易»和«春秋公羊传».据此可知,谭嗣同对«周易»、«春秋»极为重视.事

实上,他不仅对«周易»推崇备至,而且沿着公羊学的思路解读«春秋».此外,谭嗣同还对原本是«礼
记»一篇,后来被奉为独立经典的«大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发.«周易»、«春秋»和«大学»以及构成

六经、四书的其他经典是谭嗣同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他对这些经典的解读、研究则是创生仁学的理论

来源和思想要素之一.
由于特殊的经历和众所周知的原因,谭嗣同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如严复、康有为、

章炳麟、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的卷帙浩繁比起来少得可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谭嗣同对«春秋»、
«大学»的解读便显得弥足珍贵.上述内容显示,谭嗣同对以«春秋»和«大学»为代表的六经、四书的

解读既成为经典解读的重要内容,又成为其中学观的一部分.透过这些解读,可以直观感受谭嗣同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推崇,既有助于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又有助于把握他的中学观.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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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冯 渝 杰

摘　要: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

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

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

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

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

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黄巾;郑玄;谶纬;崇隐;太平;京氏易;地方秩序

«后汉书郑玄传»曾记载经学大师郑玄道遇黄巾而得受其敬拜的事迹:

　　会黄巾寇青部,(郑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
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①

此事多被后人传为美谈,如«册府元龟»将此条目归诸“德行”之下,«渊鉴类函»亦归诸“义感”一类.
顾炎武«不其山»诗:“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则显然别有影射,故于黄巾之行尚有愤责、
不解.今人论及此事,亦多引为郑玄操行高尚抑或汉末民风淳朴之证② .这种直接却未免流于表面

的看法,显然忽视了蕴藏于此事背后更深与更复杂的历史讯息.探考黄巾拜郑玄这一极富象征意义

的历史事件,需要超越传统史家可能未及自觉的,政治、学术上的正统意识与道德评判,以客观、科学

的现代学术眼光再行检视.
柳诒徵认为:“(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遍注群经,凡百余万言.黄巾贼皆知其名,不犯其境.东

汉人之知重学者,亦一最美之风气也.”紧接其下则论曰:“汉人之学,不专治经也.周、秦诸子之学,
汉时实能综括而章明之”、“汉之经师,多通阴阳之学,其后则由阴阳家而变为谶纬,据«后汉书
樊英传»,则谶纬之学,与«京氏易»同出于一原”③ .此已显示将黄巾拜郑玄事纳入经纬互融的汉末整

体学术氛围予以考察之倾向.贺昌群论曰:“汉人以经义断事,以儒术缘饰吏治.”故此有两汉风俗质

朴淳厚之美,而汉末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不可谓非儒术之教也”;“郑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数

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可知汉末之乱,盖祸由上起,当世变日亟,而一般社会犹存淳朴之

　

作者简介:冯渝杰,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末宗教思潮与‘汉家’秩序之解体研究”(１５CZS０２０)的阶段性

成果.

①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２０９页.

②　如言此事说明了“郑玄的为人和他的高深学问所获取时人的崇敬之情”(陈全方:«郑注经学与周原考古»,王振民编:«郑玄

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４ １７５页)等.甚至章太炎亦不出传统理解之范围,他将此事与杜林、孟翼及姜肱兄弟季

江逢贼获释之事并论,认为“此三事者,固由诸公言行足以动人,亦以当时民俗醇厚,感慕名德使然也.”章太炎:«菿汉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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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自是一代教化之所泽也”①.此意以儒术缘饰吏治,教化民风为黄巾拜郑玄之根由,仍具一定卓

见.于迎春也指出:“东汉社会儒学化的深刻程度,最终由郑玄在普通民众中所获得的巨大声誉昭显

出来.”②道教研究学者王明认为,两汉习«京氏易»者甚众,且多与灾异学说紧密相关,黄巾“相约不犯

孙先生舍”之孙期,以及郑玄,皆习«京氏易»,进一步考察则发现:“终汉之世,习«京氏易»者,往往兼

善图纬及黄老之言.”③从«易»、图纬与黄老相容的角度以证,此又将郑玄与黄巾间可能存在的思想交

叠向前推进了一步.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虽也认为黄巾拜郑玄事属于“寇贼受隐者德化一类的例子”,
“或许与‘螟不犯境’等一类表现相同”,只是为了赞扬隐者贤人的道德之高;但他同时也指出,此事显

示出“一般民众对逸民人士是有着亲近感的,如黄巾等将他们视作‘所谓贤人’(引«后汉书姜肱传»
语)”④.此可谓将黄巾拜郑玄事纳入汉末崇隐氛围予以整体考察的最早尝试.此外黄留珠亦简要论

及秦汉时期农民起义军及一般人的敬贤观念⑤.王德敏、庄春波指出:“齐地的经学大师郑玄对经学

理性的批判和总结与齐地方士们的早期道教的神学批判相汇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

代的开始.(黄巾拜郑玄)这一事实使人不得不相信,在齐文化的精神深处,在对终极关怀的价

值取向上,郑玄与太平道———黄巾军的战士们,又是相通的.”⑥此判断显示出作者注意到该事件的可

能意义,然从其论证过程可以发现,他们甚至没有掌握汉末学术、信仰等方面的基本资料,当然也不

可能有更多触及问题的实质论证.
本文将首先辨析史籍载录黄巾拜郑玄事的可靠性,以及史传作者可能之价值观介入与叙事方式

问题,然后考察黄巾拜郑玄的根由,从此事项中能够推导出黄巾的行事逻辑.黄巾究竟基于何种立

场,又出于怎样的认识,而对经学大师郑玄一致报以敬畏,且又确实恪守约定,终于无犯郑乡? 最后

我们还力图叩问,黄巾的此种行为在东汉末的社会环境中,究竟是非典型的偶发个例,抑或只是当时

社会文化的自然显露? 由此引出隐逸与汉末地方伦理―价值秩序的话题.

一、«后汉书»之叙事风格与黄巾拜郑玄事的真实性问题

黄巾拜郑玄事,除上引«后汉书郑玄传»之记载外,袁宏«后汉纪»亦曾记之:“黄巾贼数万人经

玄庐,皆为之拜,高密一县不被抄掠.”⑦此处多出“高密一县不被抄掠”之语,适可与«本传»相互补足.
«北堂书钞»卷八十五引«郑玄别传»云:“玄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再拜,相戒不入玄境.”«太平御

览»卷五四二引«别传»条亦作“再拜”,无末句.又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篇»载:“康成之

里,逆虏望拜.”卷三十九«广譬篇»言:“秦王之宫未若康成之闾.”⑧皆引黄巾拜郑玄之典.综合观之,
考虑到别传在三国两晋时期的广泛流传⑨,以及郑玄在曹魏时期曾被追尊为“先贤”的事实,«郑玄

别传»完成于当时的可能性颇高,故或为黄巾拜郑玄事的最初史源.另一方面,以上的不同载录或当

反映出,黄巾拜郑玄之事亦非简单的前后承说,而是呈现出多元并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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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并未就此解决.黄巾拜郑玄事的可信性尚需进一步检验、辨析.其中最大的疑难或在

于,«后汉书»中此类黄巾相约不犯学人乡梓者尚有几则.«儒林孙期传»载孙期“少为诸生,习«京
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
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袁闳传»载:“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

发绝世,欲投迹深林.及母殁,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黄巾贼起,
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另又有“寇贼”不
犯贤人之宅的多处记载.«徐稚传»附其子«徐胤传»言:“(徐胤)笃行孝悌,亦隐居不仕.太守华歆礼

请相见,固病不诣.汉末寇贼从横,皆敬胤礼行,转相约敕,不犯其闾.”«周黄徐姜申屠列传»附«荀恁

传»谓荀恁“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父越卒,悉散与九族.隐居山泽,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

本县广武,闻恁名节,相约不入荀氏闾”.«列女姜诗妻传»说:“赤眉散贼经(姜)诗里, 兵而过,
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①

钟书林以为:“«后汉书»中这些重复雷同的叙事,都是范晔对他创作意图的强调”、“这是一种近

乎虔诚的叙述,仿佛在进行着神圣的儒家说教法会.相约不入境的重复叙述,再次体现了(范晔)对
儒学君子的景仰之情.顽寇都能被儒学君子所感化,更何况其他呢? 所有这些有意重复,都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范晔崇尚儒学的心态”②.的确,«后汉书»呈现出的这种近乎程式化的叙事方式③,不免

让人疑其造作,然而纯粹的文本(形式)分析同样存在主观臆测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当止步于此,而
应继续认真追问的是,范晔这种“重复叙事风格”,究竟是其个人主观倾向之介入使然,抑或只是当时

社会风气之一般写照?
从后文我们对«逸民列传»等内容的分析看,尽管不能排除范晔私心窜入或曰叙事技艺问题的存

在,我们仍可认定«后汉书»叙事内容的基本可靠性.而从当时学术、思想的复杂交融样貌以及不同

知识群体的交流情况入手,才是疏解此中隐奥的关键所在.即黄巾拜郑玄之事,并非所谓掌握话语

权的知识精英为抬高经学大师郑玄而虚构的一幕演出(类似于佛教的“圣传书写”),它实际上作为最

富代表性的事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汉末时期不同知识间相互交融的一般面相:通晓天文、数术并且

谶纬、«易»学知识深厚的郑玄与同样具有一定数术(神学)背景的黄巾太平道之间,存在思想交叠处.
与此同时,对于极力推崇乃至神化“贤人”的太平道来说(认为贤人可以攘灾,张角即自称“大贤良

师”),敬拜郑玄亦在情理之中.缘此,在没有切实可靠之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相较于将黄巾

拜郑玄之事简单解构为子虚乌有或言向壁虚造之书写技艺的做法,我们更当全面检视汉末的学术、
信仰生态,由此尽力理解黄巾拜郑玄事的合理性,继而揭櫫隐蔽其间的历史信息.

二、郑玄的学说基底与太平道样貌之一端

郑玄向以兼综的“通人”气象为人称道,如范晔论曰:“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

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④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评述道:“学者苦其时家法烦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
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⑤实际上,在郑玄的宏赡学识中,包括他对今、古文经学的融

通,他对谶纬(图谶)的深入吸纳与对«易»学的精湛阐释,无不体现出其学说与早期道教思想的相通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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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第１２１３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４９页.



１．郑玄之谶纬学与早期道教中的谶纬要素.虽然郑玄对谶纬的态度常为反对者所诟病,但谶纬

恰恰也是其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说基底所在.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广摄杂取的谶纬文献实

际上与今文经学间存在着异常复杂、紧密之关系①.因为谶纬的连接作用,今古文经学间得以更好地

融通.台湾学者吕凯曾考辑、罗列郑玄著作中的谶纬引用情况②,使我们得以了解其大致样貌.杨天

宇引清人郑珍考证,认为郑玄著作总计六十余种,其中纬书类达１０种,分别为:«易纬注»(凡６种:
«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隋志»作八卷、«崇文书目»九卷);
«尚书中候注»(«本传»有载,«隋志»作五卷);«诗纬注»(«唐志»三卷);«尚书纬注»(«隋志»作三卷,两
«唐志»、«通志»皆三卷);«礼纬注»(«隋志»三卷,«通志»三卷);«礼记默房注»(«隋志»于宋均注三

卷);«春秋纬»(凡十三种:«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
«保乾图»、«汉含孽»、«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孝经纬注»(凡两种:«援神契»、«钩
命诀»);«乐纬注»(凡三种:«动声仪»、«叶图征»、«稽耀嘉»);«河图洛书注»③.

谶纬对郑玄之学术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可略举“六天”说的例子以明之.“六天”说是郑

玄对周代祭祀制度的一种解释,在郑玄的经学体系里,占有重要位置.具体来说,郑玄依于«周礼»及
«春秋纬»,把天分为实体与作用两个层次,认为昊天上帝是天的实体,其功用对应于五时而有五帝,
又认为“帝”就是“天”,合即为六“天”④.«礼记郊特牲»孔疏:

　　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案«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
丘、郊各异.郑氏谓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只应是一.而郑氏以为六者,指其尊极

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行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据其在上之体谓之

天,天为体称.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为德称也.
孔颖达疏接着列举了郑玄以“帝”为“天”的说明:

　　«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寒暑时.”帝若非天,焉能令风

雨寒暑时? 又«春秋纬»“紫微宫为大帝”,又云:“北极耀魄宝.”又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青帝

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黄帝曰含枢纽.”是五帝与大帝六也.
又五帝亦称上帝,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⑤

特别注意,郑玄引«春秋纬»中的五帝说,为其“六天”说的关键证据.而这一点素为后人诟病最

深(另一点即郑玄全据«周礼»而言,深信«周礼»为周制,对«礼记»等其他典籍之记载不以为然).如

«旧唐书礼仪志»中录贞观二年(６２８)礼部尚书许敬宗之奏文云:

　　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圆丘祀昊

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

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耀魄宝.考

其所说,舛谬特深.⑥

马端临亦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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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吕宗力:«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收入[日]安居香山主编:«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４年;陈槃:«谶
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氏著«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３ １７３页;钟肇鹏、萧文郁:«七
纬前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７ １２页;郑杰文:«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齐鲁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吕凯:«郑玄之谶纬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杨天宇:«郑玄著述考»,氏著«郑玄三礼注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 ２１页.
陈中浙、刘钊:«儒家“六天”说辨析»,«孔子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乔秀岩对此亦有简单论及,见乔秀岩:«论郑王礼说异同»,

«北大史学»第１３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 ９页.近期讨论参见陈赟:«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

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４４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８２３页.



　　康成注二«礼»,凡祀天处必指以为所祀者某帝.其所谓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谓配天者亦非

一祖,於是释禘、郊、祖、宗以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盖在于取谶纬之书解经,
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①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构成郑玄有关周代祭祀制度(亦为王朝官方祭礼)之重要解释的“六天”说,
其重要的资料来源即是郑玄注引的谶纬文献.谶纬对郑玄学说的影响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池田秀

三更进一步认为纬书是郑玄经学综合体系化的核心理念———“六艺一体观”的最大要素,纬书学即郑

玄学术的根柢,拔除了纬书,就无法说明郑玄的学术;因为郑玄相信纬书乃孔子所作,“只要是孔子制

作纬书,经与纬的融合即为必然”②.
颇有意思的是,在郑玄手里得到彰显并产生极大影响的“六天”说,也是早期道教经典中的重要

概念,尽管是受批判的对象.早期道典中,常见“六天”、“六天故气”对应“三天正法”的说法.最典型

者如刘宋时道经«三天内解经»载:“太上于琅琊以«太平道经»付干吉、蜀郡李微等,使助六天检正邪

气.微等复不能使六天气正,反至汉世群邪滋盛,六天气勃,三道交错,疠气纵横,医巫滋彰,皆弃真

从伪,弦歌鼓舞,烹杀六畜,酌祭邪鬼,天民夭横,暴死狼藉.汉安元年壬午岁五月一日,老君于

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为

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盟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时

事,平正三天,洗除浮华,纳朴归真,承受太上真经制科律.”③在陶弘景编撰的«真诰»中更发展出“酆
都六天宫”(“六天鬼神之宫”)的系统说法.据此,有学者认为是否用血食牺牲祭祀死人是道教与“六
天”的根本分歧④.如所周知,虽然谶纬也同样构成早期道教的重要思想渊薮⑤,然而自言神圣的道

经文献向来叙述模糊,往往不会提及具体的人、事,故此不敢妄断早期道教有否受到郑玄“六天”说的

影响.不过二者共同享有谶纬这一思想资源,故此在思想深处亦存在交叠现象(典型者如天神与星

神的思想),当无疑义.

２．郑玄之«易»学成就与早期道教的«易»学背景.郑玄早年“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
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⑥等,后又师事扶风马融,习古文«费氏易»,然其今文«易»的内核却并未

因此而改变.池田秀三指出:“郑玄释«易»,所用者为爻辰说、卦气说、爻体、互体等方法;这些方法皆

属今文«易».据言郑玄传«费氏易»,确实是用费氏本作为模板,惟其实质则为纯粹的今文«易».就

郑玄最初所学是«京氏易»这一点来看,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其«易»说可说是继承«京氏易»,而发展成

的.”⑦是论可从.郑玄之易学著作宏富,主要有«周易注»、«易赞»、«易论»、«易纬注»等,今仅存«易纬

注».有学者总结郑玄«易»学的特点及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问题道:郑玄之易学冲破了家法的束缚,
“取十翼之理说易、言礼象,重人事;崇尚训诂,不谈卦变,有义理之倾向”,“郑氏以敏锐的思维和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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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端临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７７页.
[日]池田秀三:«纬书郑氏学研究序说»,京都大学«哲学学报»第５４８号(１９８３年).此据洪春音译文,载«书目季刊»(台北)

第３７卷第４期(２００４年),第５９ ７８页.新近讨论可参冯渝杰«汉末经学通纬旨趣探微:以郑玄、何休为中心»,«经学文献研究集刊»
第１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１９８８年,第２８册,第４１３ ４１４页.
王宗昱:«道教的“六天”说»,«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６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又可参施舟人:«道教的清约»,«法国汉学»

第７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９ １６７页;[日]渡边义浩:«両漢における天の祭祀と六天説»,«両漢儒教の新研究»,东京:汲
古书院,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１ １２７页;陈中浙:«刘宋天师道的“六天”说»,«中国道教»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参见康德谟(MaxKaltenmark)«关于道教术语“灵宝”的笔记»,杜小真译,«法国汉学»第２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索安(AnnaSeidel):«国之重宝与道教密宝———谶纬所见道教的渊源»,刘屹译,«法国汉学»第４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

４２ １２７页;李养正:«‹太平经›与阴阳五行说、道家及谶纬之关系»,«道协会刊»１９８４年第１５期;刘昭瑞:«‹老子想尔注›杂考»,«敦
煌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李铁华:«‹太平经›与谶纬关系考析»,«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萧登福:«谶纬与道教»,台北:文津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第１２０７页.
[日]池田秀三:«纬书郑氏学研究序说»,第７０页.



的知识,在西汉已有的易之成就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阔大博通、精微深刻的易学体系,郑易的

问世,结束了西汉以来易学各自为派,相互攻击的局面,标志着当时易学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

荣”①.
如此卓著的易学成就,当是郑玄在当时社会获致崇高声望的要因.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黄巾拜

郑玄之事,颇具启示意义.王明注意到,两汉习«京氏易»者甚众,且多与灾异学说紧密相关,如桓帝

时,平原襄楷善天文阴阳之术,上疏陈灾异,援引«京房易传»为言,可见“当时宫中黄老浮屠并祀,与
«京氏易»同为应时之道术也”.又前引灵帝时,黄巾“相约不犯孙先生舍”的济阴孙期,以及建安元年

道遇黄巾而未受犯的郑玄,皆习«京氏易»,同时«后汉书方术列传»广汉折像“能通«京氏易»,好黄

老言”,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云,折像“事东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门人,朋友自远而至”,
“凡此所引,终汉之世,习«京氏易»者,往往兼善图纬及黄老之言”②.此论甚是.复按汉碑«汉故谷城

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习称«张迁碑»)亦载张迁“治京氏易”,“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③.此方

汉碑不仅能够佐证«后汉书»等传世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之事当非虚构,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判断习

«京氏易»者与黄巾的可能关系,亦提供了重要证据.由此,具有黄老学知识背景的黄巾太平道(如黄

巾修书曹操言其所修为“中黄太乙”同道等④)与有着«京氏易»背景的郑玄之间,存在共通思想之可

能,更可明也.早期道教对易学的吸收情况,除了至为明显的«周易参同契»外,我们还可从东汉道书

«老子中经»⑤运用九宫计算法(源于«河图»、«洛书»)讨论阴阳运转、灾异周期的记载中得见一斑,而
«易»与阴阳灾异的结合正好也是«京氏易»的最大特点⑥.«老子中经»载:

　　三元之日会,合于己亥.三元者,太一、太阴、宫气是也.元三[三元]俱起己亥.太一左行,
岁一辰;害气右行,四孟,岁行一孟;太阴右行,三岁一辰.九年行方,四九三十六年.三元俱合

于亥.三合之岁,水旱兵饥,灾害并起.故天地之会,四十五岁一小贵,九十岁一小饥;一百

八十岁一大贵,三百六十岁一大饥.五百岁,贤者一小(聚);千岁,圣人一小聚;三千六百岁,圣

人大会;万八千岁,真人一小出治;三万六千岁,至极仙人一出治;三百六十万岁,天地一大合.⑦

«老子中经»的九宫计算法,显然受到了“太一行九宫”学说的影响(但却更为复杂)⑧,而阐述“太一行

九宫”学说影响最大者即郑玄注«易纬乾凿度».文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

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
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从于坤宫,又自此而从于震宫,又自此而从于巽宫,所以行半矣,
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于乾宫,又自此而从于兑宫,又自此而从于艮宫,又自此而从于离

宫,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行起从坎宫始,终于离宫也.”⑨可以发现,二者思维上存

在贯通处,都明显受到以数术言灾异氛围的影响.此外,“阳九百六”的灾异计算法在早期道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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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１卷,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５、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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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９０页.
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０页.
有关«老子中经»出于东汉的讨论,参见 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AHistorical

CompaniontotheDaozang (Chicago& 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４),９２．又施舟人:«‹老子中经›初探»,«道家

文化研究»第１６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刘永明:«‹老子中经›形成于汉代考»,«兰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道藏»第２２册,第１４５页.有关该段经文的整理与讨论,参见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有关“太一行九宫”之意义等研究参见钱宝琮:«太一考»,原载«燕京学报»专号第八(１９３６年),此据«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

９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２ ２３０页.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注引«易乾凿度»郑玄注,第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页.又参[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

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２ ３３页;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第４５ ４６页.



深度运用①,亦当早期道教吸纳易学知识的重要表现,而郑玄亦尤善天文、历算以至被传颂为达到出

神入化的地步,此当郑玄超越学术之社会威望与神秘影响力形成的重要原因②.
综上,郑玄之易学成就名重当时,拥有黄老学知识背景的黄巾太平道可能也吸纳了易学知识以

为阐释教义之用(此可从早期道教对易学之吸纳情况推见一端),如此则可判断,黄巾与郑玄应当分

享了共同的学术、思想资源,故此也存在一定的思想交集.

３．郑玄与黄巾关于“太平”解释的相似点.黄巾与郑玄的思想交叠,还直接而突出地表现在他们

有关“太平”的阐释上.首先应说明,“太平”乃西汉中后期以来,汉人所戮力追寻的最高政治理想,为
此两汉之际还酿出了王莽代汉的壮阔一幕③.汉末时,人们对“太平”之祈望愈发强烈,史称:“太后新

摄政,政之巨细,多委陈蕃、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参政事.于是天下英隽知其风

指,莫不人人延颈想望太平.”④此即郑玄、黄巾“太平”论述完成的背景.
郑玄的“太平”解释,主要体现在«周礼»注中,他对周公避居东国等系列事件的注释及其对«尚书

中候»之有关解释、征引上.对此日本学者间嶋润一曾有详细考察.要言之,即周公避居东国、诛除

管蔡等事件,皆是受到昊天上帝之太平招来的神示而使然,目的在于建立周的“太平国家”⑤.黄巾太

平道对“太平”的解释,在«太平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⑥.«太平经钞癸部»释«太平经»之名曰:“太
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

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

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三合相通诀»言:“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

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⑦可见黄巾太平道之目的亦在于辅佐帝王治世,并最终

达至灾害止息、万物各得其所的“太平”理想状态.
间嶋润一还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总结了太平道之太平与郑玄对周公招来太平过程之

解释的相似点.他认为郑玄根据«易说卦传»中有关东之方位的记述和关于天神“帝”的记述,将周

公的东国避居和昊天上帝的神意联系在了一起.“从两者的根干部分来说,昊天上帝与‘中黄太一’
都是作为宇宙最高神的北极神.然而与郑玄设置了作为昊天上帝下位神的太微五帝不同,太平道以

‘中黄太一’为唯一神,废黜太微五帝”,“太平道根据«易说卦传»‘万物出于震,震东方也’将东方作

７４１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中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８８ ３９３页;丁培仁:«从‹无上秘要›看六

朝道教关于灾难的论述»,«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后汉书»本传载郑玄自言死日,获验证.又«世说新语文学»开篇载马融、郑玄以“术”“斗法”之事:“郑玄在马融门下,三

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

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
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２２３ ２２４页)虽然此事的真实性颇有疑处(参冯浩菲:«马融追杀郑玄说质疑»,«文献»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但该“传闻”反映了人们对郑

玄之“术”推崇备至乃至于神化的心态,则无疑义.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０ ３７０页.新近研究见冯渝杰:«从

“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孝灵皇帝纪上卷»,据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４３页.«后汉书»卷

六十六«陈蕃传»载:“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第２１６９页.
[日]间嶋润一:«『尚書中候』と鄭玄———周公の太平神話をめぐって»,«大久保隆郎教授退官記念論集漢意とは何か»,东

京:东方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５ ２１４页;同氏«流言と避居———周公の受難 鄭玄の『尚書』「金縢」解釈»,«日本中国学会委創立五十

年記念論文集»,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５３ １１６７页.皆据间嶋润一:«鄭玄と『周礼』———周の太平国家の構想»,东京:明治

书院,２０１０年.感谢姜生先生提供该书.此外,有关«尚书金縢»的研究成果尚有不少,而着意讨论郑玄之解释动机或目的者,如徐

克谦:«郑玄‹尚书金縢›注探微»,«孔子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有关今本«太平经»的时代及其与黄巾之关系的讨论可参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

史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４期;[日]大渊忍尔:«初期の道教———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一»,东京:创文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１ １３６页;Barbara
Hendrischke,TheScriptureonGreatPeace:TheTaipingJingandtheBeginningsofDaoism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２００６)．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７１８、１４９页.



为救济的方位.这与作为宇宙最高神的‘中黄太一’相结合,成了‘中黄太一’让救济者张角在东方出

现.将‘中黄太一’换成‘昊天上帝’,张角换成周公,几乎就与郑玄的解释一样了”,“太平道的口

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异常现象和(成王打开‘金縢之书’时)雷电疾风的异变,两者都由宇宙最

高神引起.太平道的场合,是表现‘中黄太一’在后汉王朝的终末中实现太平之世的神意.另一方

面,雷电疾风的异变,则是表现昊天上帝让周公招来太平的神意”①.可见围绕“太平”的解释与理解,
郑玄与黄巾确有深相契合者.

以上从谶纬、易学(京氏易)以及“太平”的解释三方面,讨论了郑玄与黄巾可能的思想交集.这

说明,黄巾同样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与政治理念(黄老学本身即是融修身、治国为一体的学说),而非

正统史家、文人想象或污蔑的无识乱民(史籍一般呼为“妖”、“贼”,已有研究者指出黄巾并非盗贼或

流民的集合②),这从黄巾与数位帝王及诸多朝堂士人多有交通的史实中,亦可得见一斑③.另据葛

洪«神仙传»载:“天师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采五经.”左慈“少明五经,兼通

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乱起,乃学道术,尤明六甲”.刘根“少时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

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道,遁入嵩高山”④.此亦说明黄巾太平道(包括汉末方士群体)中至少一部分

人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通过后文的论述我们还将看到,东汉末的儒生、道人、方士与隐逸之间,
实际上都存在近似的知识结构,而在其行动与行为方式中,亦不无相通之基调或基础.以此,黄巾运

动并非简单的农民之乱,更可明矣.所以黄巾也尊重有学识修养的贤者,尤其是和他们所持神学宇

宙观念有相通之处的郑玄、张迁、孙期等,甚至还修书曹操,云其“似若知道”⑤,表明其对曹操的部分

认同态度,如此等等,皆足以证.
尽管在今存史籍记载中郑玄反对黄巾的态度可谓明确无疑(这其中当然也有学术上的“正统”与

“异端”之辨,如同刘向、刘歆父子反对甘忠可师徒一样⑥),甚至命自己唯一的儿子率家兵抗击黄巾

(时为袁谭所部之黑山黄巾降兵),营救孔融而终被围杀⑦,但支撑其“经神”⑧称号的广博学识却仍然

不禁引得黄巾之尊崇.尤其是在黄巾也同样阐发乃至信从的知识领域,郑玄亦成就斐然,堪称水准

最高者.无怪乎黄巾会对其产生自觉的思想认同,更甚者或引其为同“道”.此即黄巾拜郑玄发生的

知识背景,亦是黄巾对郑玄礼敬不怠的思想根源.

三、汉末隐逸与地方伦理―价值秩序

黄巾对郑玄的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实际上也是汉末时人对

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这种对于知识的尊崇与对

隐逸贤人神秘化理解倾向的形成,一方面与以天命思想及“汉家”合法性为其内核的汉末“学”、“术”
交融大背景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映射出汉末隐逸群体凭借他们立于朝野之间的“知识中转站”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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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日]间嶋润一:«鄭玄と『周礼』»終章«周公の太平招来をめぐる鄭玄の解訳と太平道の太平»,第４５１、４６２ ４６３页.本部

分内容承汪力兄帮助翻译,特此申谢.另陈苏镇对该问题亦有简单论及,见陈苏镇:«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

进为背景»,«国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辑,第６５ ８７页.
[日]铃木中正:«中国史における革命と宗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４年,第１６页.
姜生:«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胡守为:«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０、２７５、２９８页.
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１０页.
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３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第１２１２页.郑珍、周寿昌、王利器对该事的不同记载又有辨析,见王利器:«郑康成年

谱»,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０ １７４页.关于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聚徒数十万之众并且八州俱起的规模浩大的黄巾

运动,其主力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便告结束了.其后的黄巾运动,从活动范围之无规则散布,活动中不确定动乱事件的发生,以及

不同军事、政治势力的卷入乃至主导等,都增加了更多和更复杂的因素,故应与最初阶段的黄巾运动区别看待,而郑玄所反之黄巾亦

当指军阀介入后并被进一步泛化的黄巾.
王嘉«拾遗记»载:“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５５页)



色,在重建地方伦理―价值秩序方面的努力.

１．汉末学、术交融与隐逸的知识构成.东汉游学之风以及“党祸”后知识群体的民间下移,是汉

末隐逸群体学术、思想得以形成的必要基础或条件,这些横向、纵向的交流活动带来了不同“知识”的
融合,也导致了儒学的儒术化倾向(如向栩主张颂«孝经»退黄巾等).与此同时,早期道教也广泛吸

纳经学与谶纬中的有关内容,神学体系渐趋完备.兹据«后汉书»之“党锢”、“儒林”、“方术”、“独行”、
“逸民”列传等,对东汉中后期隐逸群体的知识构成及主要事迹略作梳理,循此可见汉末学、术交融的

一般情状.

姓名 知识背景 营生方式及主要事迹 资料来源

高凤
(章帝、和帝)

１．少为书生专精诵读,
昼夜不息.
２．太守连召请自言本巫
家,不应为吏.

１．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２．邻
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
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
怀感,投兵谢罪.

«后汉书逸民列
传»

矫慎
(安帝、顺帝)

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
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

１．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
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２．年七十余忽归
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按郑玄亦自言死日)

«后汉书逸民列
传»

法真(字高卿,
号玄 德 先 生)
(顺帝)

１．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
图典,为关西大儒.２．同郡
田弱曰:“处士法真,体兼四
业,学穷典奥将蹈老氏
之高踪”

１．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征士法
高卿碑载:四海英儒,履义君子,企望来臻者,不
可胜纪也.其辞曰彪童蒙,作世师,辞
皇命,确不移).２．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
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可谓百世之师者
矣”.(碑亦言所谓百世之师也)

１．«后汉书逸民
列传»
２．«艺 文 类 聚»卷
三十七“隐逸下”

郎宗 (郎 之
父)(安帝)

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
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

１．常卖卜自奉.２．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
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
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夜县印绶于县廷
而遁去,遂终身不仕.

«后汉书郎 襄
楷列传»

郎
(顺帝)

少传父业,兼明经典昼
研精义,夜 占 象 度,勤 心 锐
思,朝夕无倦.

１．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州郡辟召,
举有道、方正,不就.２．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
二年正月,公车征, 乃诣阙拜章.３．上书荐黄
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

«后汉书郎 襄
楷列传»

襄楷
(桓帝)

１．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
术.２．闻宫中立黄、老、浮屠
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
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１．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
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２．上琅邪
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３．太傅陈蕃举方
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
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

«后汉书郎 襄
楷列传»

张楷
(安帝)

１．通«严 氏 春 秋»、«古 文 尚
书».２．性好道术,能作五里
雾.

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
辄还乡里.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
成市(按谢承后汉书卷三载同)五府连辟,
举贤良方正,不就.

«后汉书郑范陈
贾张列传»

申屠蟠
(桓帝)

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
图纬.

１．年十五时,因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事进谏
外黄令梁配,“乡人称美之”.２．(王)子居临殁,
以身讬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

«后汉书周黄徐
姜申屠列传»

姜肱
(桓帝) 博通«五经»,兼明星纬. 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皆

不就.二弟名声相次,亦不应征聘,时人慕之.
«后汉书周黄徐
姜申屠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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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
(和帝) 少笃学,明于风角

南女亦晓家术,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
期病卒.

«后汉书方术列
传上»

廖扶
(安帝)

１．习«韩诗»、«欧阳尚书»,教
授常数百人.２．专精经典,
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
之术.

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及服终而叹曰:“老
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
外.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
无所对.

«后汉书方术列
传上»

樊英
(安帝、顺帝)

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
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
«河»«洛»七纬,推步灾异.

１．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
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２．
预言成都大火之日,“天下称其术艺”.３．初,英
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４．英既
善术,朝廷每有灾异,所言多验.

«后汉书方术列
传上»

唐檀
(安帝、顺帝)

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
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
星占.

１．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２．永宁元年,南昌
有妇人生四子,(刘)祗复问檀变异之应.檀以
为京师当有兵气,其祸发于萧墙.至延光四年,
果如所占.

«后汉书方术列
传下»

公沙穆
(桓帝)

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
锐思«河»«洛»推步之术.

１．时暴风震雷,有声于外呼穆者三,穆不与语
穆诵经自若时人奇之.后遂隐居东莱
山,学者自远而至.２．迁弘农令.县界有螟虫
食稼穆乃设坛谢曰:“百姓有过,罪穆之由,
请以身祷.”于是暴雨螟虫自销,百姓称曰
神明.３．穆明晓占候,使弘农人独免水淹之害.

«后汉书方术列
传下»

向栩
(桓帝)

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
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
狂生,好 被 发,著 绛 绡 头.
不好语言而喜长啸
有弟 子,名 为 “颜 渊”、“子
贡”、“季路”、“冉有”之辈.

１．或骑驴入市,乞匄于人,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
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２．郡礼请辟,举
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３．征拜
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
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
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
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
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后汉书独行列
传»

杜抚
(章帝)

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
(汉尤善说灾异谶纬)

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
千余人.

«后汉书儒林列
传下»

王远
(桓帝)

学通 五 经,尤 明 天 文 图 谶、
«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
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
握.

１．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后弃
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
使郡国逼载不答诏.２．乡里人累世相传供
养之.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
丧,奴婢皆然.３．亦自言死日.

«太平广 记»卷 七
引«神仙传»

蔡郎
(桓帝)

既讨三五之术,又采«二南»
之业.以«鲁诗»教授.

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栖迟不易其志,箪食
曲肱,不改其乐是以德行儒林帝曰予
闻潜乐教思养徒三千.

«蔡中郎 集»卷 三
«琅 邪 王 傅 蔡 郎
碑»

根据表格中列出的内容以及并未列入的史籍中的其他记载,关于东汉中后期的隐逸面貌,我们

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１．教授是隐逸的主要营生手段或生活方式(弟子盈门是常见情况),这一点

堪与东汉碑刻所记参酌互证①,当无疑义.２．隐逸大多表现出相当复杂的知识构成.兼通儒经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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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安部聡一郎:«隐逸、逸民式人士与魏晋时期的国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３卷,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９９ １００页.



用说(法真、郎 、申屠蟠、姜肱、廖扶、樊英以及前引左慈、刘根等),此外他们还广涉图谶(图纬)、灾
异、星占、推步、风角、黄老、道术等,并且喜研数术的总体倾向更有胜于通«五经»者.我们还可以发

现汉末儒者(地方的贤良方正)、隐逸、方士、道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知识结构.３．隐逸常

常因道术验明而获至声名,但又往往拒绝由此所致的朝廷征辟.４．隐逸不但赢得了地方百姓的尊

崇,在乡里教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获得了士大夫的追从(尽管隐逸群体内部也

存在不同的学术或价值取向,但共通处更明显),成为一股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如“蓟子训者,不知

所由来也有神异之道.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①.
以宽泛的标准来衡量———这亦符合文献、碑刻资料所反映出的东汉人所理解的隐逸范围②———

汉末的隐逸群体数量不可谓不庞大③,当可谓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中间知识阶层,进一步说,
他们实际上像开放的知识中转站一样,担负着连结、疏通不同学问以及数术,甚至方技之间的作用,
最终当然也促进了“学”、“术”间的融合.所以我们才看到«后汉书»之«逸民列传»、«方术列传»、«独
行列传»以及«儒林列传»中,很多人都表现出相近的知识结构,甚至行为方式及价值追求等方面亦有

相近者(于精舍教授、诵经、言谶,甚至如公沙穆之祈雨等)④.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社会的原因,即东

汉的学说交流与普及带来的地域及阶层区隔之突破;也有学术发展的内部原因,即我们或可将隐逸

的行为归之于“他们对于与政治紧密相关的经学的变质和礼教的形式化所进行的反抗”⑤.然而更深

层的原因乃在于,以灾异神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汉家”秩序(汉代的“天下一家”),将所有人纳入其

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于是所有人理论上都有承担(近乎信仰的)天下“太平”的权利

与义务,以维护他们的合理生存(或生命)空间.所以,当“天下”出现灾异不断、朝政昏暗等严重问题

时,信仰危机随即产生,皇帝不断下罪己诏,而人们亦理所当然地纷纷转向曾经构筑起“汉家”秩序的

谶纬中,去学习、寻找或者聆听“天命”的“诰谕”,以祈盼、迎接“太平”的到来.在汉末这种特殊的思

想―知识(神学)背景下,拥有解释“汉家”秩序(包括天命所属等)的知识权力(因而具有一定的评判

权威),又身处朝堂与普通乡民之间,且具一定之独立价值者,正是这批数量庞大的隐逸群体.

２．汉末隐逸的独特价值、民间崇隐之风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或许正是基于隐逸群体所掌握的知识,与支撑“汉家”之形成、运转的国家神学之间,存在着异常

紧密之关系这一点———亦即隐逸群体手中所握有的,恰恰是能够解释汉代国家合法性等关键问题的

知识权力———汉末隐逸群体才被人们赋予特殊价值,成为颇具象征意义的知识群体.概言之,人们

对汉末隐逸群体的特殊理解(或想象)主要有以下数点.
第一,贤人隐者手握奇方秘诀,或者本具“神力”,故可助君王解除天下灾殃,获致“太平”.«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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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下»,第２７４５页.
[日]安部聡一郎:«隐逸、逸民式人士与魏晋时期的国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３卷,第

９９、１０１、１０３页.
有关隐逸在东汉发展之总体情况的讨论,可参文青云(AatVervoom):«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徐克谦译,济南:山

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１ １８８页.
宫川尚志亦曾指出儒生颂经与道士、方士的相通处.[日]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１９６４年,第

８０ ８３页.稍后石泰安(Rolf．A．Stein)在此基础上更有进一步发挥,指出廉洁正直的儒者、方士和隐士的行动规律与黄巾、五斗米

等道教运动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基调和基础,“即虽然由于集团和运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他们有与大部分人的精神相通

的基础”.石泰安文原题“Remarquessurlesmouvementsdutaoïsmepolitico religieuxauⅡesiècleaprèsJésus Christ,”Toung
Pao５０(１９６３):１ ７８;此据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８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１ ４３５页.引文见第３７５ ３７６页,与
此紧密相关的论述还见第３８０、４００ ４０１页,特别是４０１ ４０４页.陈启云、姜生亦曾讨论儒道的相通性及其相同文化背景问题,参
见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第２章第３节“儒生、道士与黄巾军”,高专诚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６ ４５页;姜生:
«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５３０ ５３２页.

[日]安部聡一郎:«隐逸、逸民式人士与魏晋时期的国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３卷,第

１０３ １０４页.都筑晶子也有类此叙述,见[日]都筑晶子:«后汉后半期の処士に関する一考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纪要史学地

理学篇»第２６号(１９８３年),第１３ ５５页.



经»载有明显包涵此意的几则表述:

　　今四境之界外内,或去帝王万万里,或有善书,其文少不足,乃远持往到京师;或有奇文殊方

妙术,大儒穴处之士,义不远万里,往诣帝王,衒卖道德今天师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书善文

之属,及贤明口中诀事灾悉可除也,帝王长游乐,垂拱无忧也.
而知常先动顺乐之者,天道为之兴,真神为之出,幽隐穴居之人,皆乐来助正也”(按东

汉道经«老子中经»言:“天神皆助真也,雷公击鼓也.太白扬光,白帝持弩,蚩尤辟兵,青龙守门,
武夷在庭,珣蛇玄武,主辟凶殃.”)

明辟四门,乐得天下奇文殊策,希见之物,贤明异术,可以长安天下而消灾异.古者圣人在

位,常力求隐士贤柔,可以共理.①

«后汉书郭太传»亦记载汉末著名隐者郭太“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②.又

东汉«肥致碑»载肥致“常隐居养志”,“舍止枣树上,三年不下”,“时有赤气,著钟连天,及公卿百遼

(僚)以下无能消者.诏闻梁枣村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礼娉(聘)君应时发算,除去灾变”③.可见,
也许由于隐者深居简出的独特行为方式以及看似“高深莫测”的知识水平(当然也有隐居的“世外高

人”,如被征聘参与“太初历”创制的民间学人落下闳与唐都等),汉末时人对隐者确有神秘化的理解

倾向,甚至幻想他们拥有“天神”或“神仙”一样的伟力,以助帝王治世,带来人间“太平”.
第二,贤人隐者如同太平神兽麒麟、凤凰等祥瑞之属,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天下的安然与“太平”.

帝王施行德政,天下郅治,隐逸自然现身,相反,贤人藏匿则是国家“剧病”的标志.

　　(帝王)恩洽神祇,则名闻远方,群神瑞应奇物为喜而出,天下贤儒尽悉乐往辅其君,为不闭

藏,仙人神灵乃负不老之方与之,祅祥为其灭绝
隐士穴处人中,出游于都市,观帝王太平来善之宅,无有自藏匿者也.风雨为其时节,三光

为其大明,是天大喜之效也.
人民云乱,皆失其居处,老弱负荷,夭死者半,国家昏乱迷惑,至道善德隔绝,贤者蔽藏,不能

相救,是不大剧病邪? 故当力正之.④

徐冲通过对两晋南朝“隐逸列传”的仔细考察,也得出隐逸与“祥瑞”的意识形态地位颇有相通

处,“甚至可以说,正当王朝价值的完整实现,需要以‘隐逸’的存在为其必要条件”⑤的结论.由上所

论,两晋南朝对隐逸的这种认识,应当至少部分接续了汉末时人有关隐逸的神秘化理解.
第三,贤人隐者与天地秩序的运行紧密相关,甚至能够直接感应天意.类此思想或早有发端,如

«论语尧曰»言:“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周易文言»亦有“天地闭、贤人隐”的说法,但到汉

末,这种思想得到了极大彰显.兹举«太平经»中数条文献以证之.

　　大神人时见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来为师,助其教化;圣人贤者出,其隐士来为臣;凡

民奴婢皆顺善不为邪恶,是乃天地大喜之征也.
天见照,见其类,令贤圣策之而思之,当索幽隐道人德人仁人以反复其气,立相应矣.

古者圣人将御天道,索道德仁贤明共御之,乃居安也.
明刑不可轻妄用,伤一正气,天气乱;伤一顺气,地气逆;伤一儒,众儒亡;伤一贤,众贤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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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３１ ３３２、６４０ ６４１、３０４页.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第２２２５页.安部聡一郎认为从诸家“后汉书”、“后汉纪”到蔡邕«郭有道碑文»,再到«抱

朴子外篇正郭»、范晔«后汉书郭太传»,郭太的人物形象经历了从主要作为隐者的形象到成为人物评价者并将其比作圣人的变

化过程.[日]安部聡一郎:«『后汉书』郭太列传の构成过程———人物批评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

考古学地理学篇»第２８号(２００８年),第１３ １１０页.
黄展岳:«肥致碑及相关问题»,«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４１６、３３２ ３３３、１８８ １８９页.
详细讨论参见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８ ２５０页.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９０、７１４、１０９页.



或许正是因为以上几点,隐士(高士)才会被选择进入墓葬图像中,成为陪伴死者升往仙界的“仙
友”①.如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中的俞伯牙、钟子期形象(左边是仙人六博图)以及雅安高颐

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上所刻伯牙、子期成知音的传说(画面中听琴人掩面而泣,十分形象),即
是此类②.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判断,汉末隐逸显非文学作品中“独善其身”或曰“明哲保身”的符号性存在,
他们以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卜筮卖药、乡里教化等多种形式,广泛参与到民众生活(包括信仰世界的

构建)中,又通过这些途径,将他们携带的知识与价值传播、流散,从而成为汉末地方伦理―价值秩序

的重要引导和影响者,在汉末政治、社会变动中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如两汉之际著名隐士逄萌

曾隐居琅邪劳山,“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捕之.
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

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
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
寿终.”③此虽东汉初之事,但以汉末隐逸群体的民众影响力而言,出现类似情况亦有很大可能.表襄

楷“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公沙穆“百姓称曰神明”;又赵炳“百姓神服,从者如归”;刘根隐

居嵩山,太守史祈以其为妖妄,责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④可见,汉末隐逸不仅在民众中具有重

要影响力,赢得部分士大夫的追从(如前文所论蓟子训者),也以其远离政治的政治象征意义成为外

在于国家与社会的“第三势力”,在帝王面前表现出足资对抗的独立评判价值.
汉末隐逸因其所学可言天命去留,故其言论在百姓甚至朝堂中拥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隐逸即

以此方式参与到汉末历史发展中.如隐士徐稺曾言:“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⑤

直指汉家将溃.更甚者,“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⑥.前表所列汉末方

士王远因“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故可“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其撰作

的谶记,更是颇有影响.按«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吴书»载会稽太守王朗兵败于孙策,向南逃窜,
“(虞)翻始欲送(王)朗到广陵.朗惑‘王方平记’,言:‘疾来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
又欲投交州.翻谏朗曰:‘此妄书耳.交州无南岳,安所投乎?’乃止”⑦.此所谓“王方平记”即王远

(字方平)所撰作的谶记.王朗惑于被易学大家虞翻视为“妄书”的“王方平记”,说明“王方平记”的确

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且其预言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故王朗亦欲应谶而往南岳.参照上列表

格所示,明图纬者除朝堂部分士人外(如光武帝曾令尹敏、薛汉整理谶纬),更多的则集中在数量庞大

的隐逸群体里⑧,由此可见汉末隐逸的政治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川胜义雄的讨论当有其合理性⑨.

３５１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姜生认为汉代墓、祠中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先圣)济济一堂的画面,反映了汉人以往昔圣贤为仙,通过道德检核之人死

后可以与圣贤为友,相伴或同列于仙界的信仰(论见姜生:«汉代列仙图考»,«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甚是.以高士为仙友与以圣

贤为邻,其理一也.
直到南北朝时,墓葬艺术中还见有“南山四皓”(即汉初之“商山四皓”)、竹林七贤等高士图像,其意义皆当与墓主升仙有关.

参见郑岩:«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考古»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逄萌传»,第２７６０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第１０８５页;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下»,第２７３１、２７４２、２７４６页.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稺传»,第１７４７页.
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第５３页.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第１３１７页.
冯友兰曾引«隋书经籍志»言及谶纬的撰造、传播无不与“俗儒”有关,见氏著«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７年,

第５７４页.陈槃、钟肇鹏认为谶纬的作者乃方士群体.见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第１６３
１６６页;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 ２３、２６页.

川胜义雄曾论及隐逸在汉末抵抗运动中的作用,由此引起增渊龙夫、安部聡一郎、牟发松等的相关质疑及讨论,详见冯渝

杰:«大小传统理论的典范与失范———以汉末政治、宗教运动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６
卷,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７年.



只不过因为汉末隐逸群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比较特殊———不是直接的事实上的进入政治的范畴(如
清议等),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以其价值输出的方式(讲学授徒占卜、卖药等与民众的接触,以及教化

民众等皆具价值传播的属性),参与到国家神学的建构或解构中(汉末主要是解构性的作用)———所

以汉末隐逸群体的“政治性”作用或属性比较难以为人所识解.以此价值输出的方式达到操弄天命

继而解构汉代国家神学之目的,此即汉末隐逸群体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亦即汉末隐逸群体独特

的“政治性”内涵.
综上所论,汉末隐逸群体拥有关切天命去留、所属之知识的现实,一方面成为民众尊崇贤人隐者

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于隐逸之神秘化理解倾向与想象的形成,以至兴起更为普遍

的崇隐之风.郑玄作为兼善谶纬与易学的今古文经学大师,也特别强调、慕求“太平”理想秩序,亦是

屡征不就的贤人、隐者,在社会上享有极高之声望.所以,郑玄获得具有救世的宗教神学教义(两者

的思想均生成于东汉的灾异神学背景下),对“贤人”尊崇有加,祈望“黄天泰平”的黄巾之敬拜,实在

情理之中.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黄巾拜郑玄既非简单的隆崇圣贤的历史书写或程式化修辞,亦非偶

发的非典型案例,而是汉末学术与信仰生态的自然呈现.黄巾拜郑玄正好透视出汉末学术(经学)与
信仰(太平道)的交融互渗状态.而促成各种学说尤其是“道”、“术”汇融者,正是为广大隐逸之士所

握有的括囊万象的谶纬神学以及以易学为核心的阴阳灾异学说.作为学术与信仰的跨接者,汉末隐

逸群体不仅拥有亦儒亦道的知识构成,并因之成为疏通不同知识的“中转站”,而且凭借其远离政治

的政治象征意义,发展成为朝野之间的中间知识阶层,他们以教授、卜筮、卖药等多种价值输出的方

式广泛活跃于民间,在汉末地方伦理—价值秩序之坍塌与重建方面,发挥了潜在却不容忽视的作用.
汉魏之际,历史文化变迁剧烈,各种思潮错综交织,当我们克服现代价值介入所导致的“儒家”中心主

义心态,而以宗教的视野重新检视古史,或许便能够发现久为人们所忽视的传统学术(如经学)的信

仰内涵,以及宗教神学的非神秘、非异端属性,我们将更多地看到经学、谶纬、神学、数术这些被人们

视为不同种类,甚至区隔显然的知识的共通处.在祈望“太平”的强烈氛围笼罩下,汉末社会运动即

深刻受制于这些“合理”与“神秘”知识的合力.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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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用与历史之间

———休谟合法性思想析论

刘　洋　张　铭

摘　要:合法性思想是休谟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休谟明确拒绝了当

时占主导地位的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两种合法性证明范式,在其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效用论

的合法性证明.在休谟的合法性思想之中,效用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之上的公共效用,历史则与其认识

论所提出的习惯机制紧密相关.休谟认为效用是合法性的根本动机,历史是获得这种动机的过程与条件.

在不违背效用的前提下,历史有时也能够直接赋予政府以合法性.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具有经验而非先验、

功能导向而非形式符合、条件意识而非唯意志论、演化论而非理性主义的特征.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在历史

上得到持续回响,至今仍具有时代价值.

关键词:休谟;合法性;历史效用论;契约论;君权神授论;保守主义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合法性(legitimacy)是对政治权力与政治义务何以正当的思考① ,而这恰恰

是休谟政治思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② .休谟曾明确指出,“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多数人竟轻易被

少数人统治;而且,人们毫无保留地听任他们的情感和激情顺从统治者”③ .而在为其带来卓著声望

的«英国史»当中,休谟也直截了当地发问:“在任何情况下,国民是否有权审判和惩罚他们的君主?”④

上述论述都直指合法性问题,它长期萦绕于休谟心中.然而,颇为令人遗憾的是,休谟的合法性思想

至今没有得到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⑤ .这首先是因为,休谟对契约论的批判是其合法性思想的组成

部分,故而人们往往是在对其反契约论思想的论述中顺带地对他的合法性问题予以探讨⑥ ;其次,休
谟的合法性思想关涉认识论、伦理学、史学和政治学诸多方面,欲认识其丰富内涵,需要对休谟的思

想体系进行某种整体性的综合与提炼,这无疑加深了认识的难度;最后,休谟合法性思想的独特意义

　

作者简介:刘洋,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副教授;张铭,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教授(山东威海２６４２０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休谟政治渐进思想研究”(１５YJC８１０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①　Jean MarcCoicaud,LegitimacyandPolitics:AContributiontotheStudyofPoliticalRightandPoliticalResponsibilit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１０．

②　就笔者的阅读而言,在具体概念表述上,休谟在政治意义上仅有一次使用过“合法性”(legitimate)概念(DavidHume,A

TreatiseofHumeNature(Oxford:theClarendonPress,１８９７),５５８,有时休谟也在合法性意义上使用legal一词.然而,如果我们将

“合法性”理解为关于权威与服从的理论,那么大体可以认为休谟经常使用的权威、服从、忠诚等概念都涉及合法性问题.

③　[英]大卫休谟:«论政府的首要原则»,张正萍译,«论政治与经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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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就笔者所见而言,Berry在其著作中仅有一节专门论述休谟的合法性问题.参见 ChristopherJ．Berry,DavidHume(New

York:NewgenImagingSystemsPvtLt,,２００９),６２ ６６．

⑥　典型文献参见 FrederickG Whelan,“HumeandContractarianism,”Polityvol．２７,no．２(Winter,１９９４):２０１ ２２４;Stepen

BuckleandDarioCastiglione,“HumesCritiqueofTheContractTheory,”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vol．XII,no．３(Autumn,

１９９１):４５７ ４８０．



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这就影响了人们研究的兴趣.本文认为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包含批判与证

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休谟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契约论和王权神授两种合法性论证范式进行

了批判,进而在其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合法性的历史效用论证明.休谟的历史效用论独

具特色,对于我们认识合法性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合法性纷争与休谟的双向批判

在中世纪,权威与服从问题都内在于基督教神学的解释体系.政治因被天经地义地作为神圣秩

序的一部分而被视为正当,君主政体也因分享这种神圣性而获得合法性①.英国政治的特殊性在此

表现为国王和议会尽管地位并不平等,却和谐一致地享有权威,共享服从②.然而,这种局面在步入

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被打破了.这一方面是贯穿于整个１７世纪的国王与议会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世俗化影响在合法性问题上的必然产物.当人们日渐相信“人能够自己创造他们自己

的制度和历史,上帝的自动处罚或超自然秩序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着手发现“另外的行为正当性

证明”③也就不足为奇了.故而,我们能够发现,在１７世纪的英国围绕尊王抑或是推崇议会,围绕着

是运用神学解释框架还是更具人文色彩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君权神授理论与契约论两大相互对立、
彼此攻讦的合法性论证范式.概言之,君权神授理论认为权威合法性来源于上帝,和被统治者无关.
合法的政治权威应该获得民众无条件服从,任何情况下的反抗都是不正当的.契约论则针锋相对地

认为,政治权威来源于道德独立的个体经过理性判断之后的约定.社会契约论认为契约的内容构成

政治权威的边界,当政治权威违背契约约定,便丧失政治合法性,民众也就不再履行服从义务,起身

反抗具有正当性.在“光荣革命”之后,现实的政治危机虽然得以化解,合法性分歧与争议却依旧存

在,契约论与君权神授理论分别为辉格党和托利党所倚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尽管不能说所有的

契约论者都是狂热的激进分子.然而,契约论的流行视角趋向于为更为广泛的抵抗打开方便之

门”④.这是与“光荣革命”之后,人们所普遍追求的政治稳定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君权神授合法性

论证范式则在由议会选择国王的现实面前显得颇为尴尬⑤.无论是契约论,还是君权神授,在“光荣

革命”之后都存在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休谟认为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契约论都不是经验事实,二者都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这些抽象原

则不仅在理论上没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且在实践上容易导致党派分裂,激化人际斗争.休谟

认为抽象原则的争论“就像一切宗教争论一样,人人都自行其是而不睬邻人想法,是何等疯狂、何等

狂热,才能产生这种不幸、致命的分裂”⑥? 对上述合法性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是休谟政治思想的一个

重点,也是其合法性思想构建的起点.
休谟对君权神授观点的拒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事实上对这种论证模式的反思

深入到休谟思想体系内部,并且是其合法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休谟

的«英国史»视为解读其哲学、政治学的重要文本.就在这部著作之中,尽管休谟对斯图亚特王朝诸

君主多有维护,但是每每提到君权神授则颇多批评.例如休谟指出,詹姆士一世宣扬“世袭、神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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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GivenWilson,“Legitimation,DesignationandSuccessiontoTheTheroneinFourteenth CenturyEngland,”inA
BuildingLegitimacy:PoliticalDiscoursesandFormsofLegitimacyinMedievalSocieties,ed．IsabelAlfonsoetal．(Leiden:BrillAcＧ
ademicPublishers,２００４),８９．

J．R．Western,MonarchyandRevolution:TheEnglishStateinthe１６８０s(Totowa:RowmanandLittlefield,１９７２),５．
RodneyBarker,PoliticalLegitimacyandtheState(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０),７．
DavidMiler,PhilosophyandIdeologyinHumesPoliticalThought(Oxford:OxfordPress,１９８１),９３．
作为这种尴尬现状的突出表现,有研究指出部分君权神授论的信奉者实际上在心底也认同君主应该受到人定法,而非神法

的约束.参见CharlesK．RowleyandBinWu,Britannia１０６６ １８８４:FromMedievalAbsolutismtotheBirthofFreedomunder
ConstitutionalMonarchy,LimitedSuffrage,andtheRuleofLaw(NewYork:Springer,２０１４),１０５．

[英]大卫休谟:«概论党派»,«论政治与经济»,第５０页.



君权是一切合法权力的中心.事实证明,对自由而言,这种观念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危险

的”①.不仅如此,休谟认为即使按照王权神授者的内在逻辑而言,他们的合法性理论也存在着权威

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君主仅可被视为上帝的诸多委托人之一,而非上帝在人间的全权代表.这就是

说,既然尘世上一切权柄都来自于上帝,那么王权缘何能够凭借权威的神圣来源,进而主张臣民的绝

对服从呢? “君主不能说成是神的代理人,而只能说,国王的权力或魄力既然源于神,可说是按照神

的委托行事.实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总体安排之中,或者说均属天意;即便最伟大、最合法的君主

也不会比低级官员、甚至篡位者,或者强盗、海盗有更多的理由要求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权力.”②更

为值得注意的是,休谟在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使之将一切认知与判断的依据归结为经验印象,从而导

致其对宗教、神学上的超验问题持不可知论立场.这意味着休谟对上帝存在本身存而不论,也意味

着对人类可以把握超出经验之外的上帝意图与行为持否定态度.“世界上的一切哲学和无非是哲学

之一种的一切宗教,都不能使我们超出经验的通常过程之外,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行动和行为准则,不
能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反省所提供的准则不同.”③人不论通过何种形式而达成的所谓对上帝意图与

行为的领会,在休谟看来都无外是“假说或者象征”④.这实际上形成了对王权神授论证范式的根本

性否定.王权神授论的代表性人物菲尔默便将«圣经»视为易于理解、完全一致的资料来源,并以此

作为王权合法性的依据⑤.而这种思想在休谟看来根本是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难以确认、并
且毫无关联的基础之上.休谟坚持认为“社会的政治利益与形而上学和宗教方面的哲学争论没有任

何关联”⑥.

１７、１８世纪是作为合法性论证范式的契约思想强势崛起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契约理论是

规范政府权威合法性的预设(advancing)条件和标准.”⑦至少就英国而言,契约思想对现实政治与智

识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休谟则以对契约思想的“最具洞察力的批评者”⑧著称于世.休谟之所以对

契约思想提出批评,原因在于:一方面,契约思想没能很好地解决政治服从问题,隐藏着率意反抗的

隐患,从而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作为一位距离“光荣革命”并不久远的思想家,这种针对现实

的忧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休谟的问题意识⑨.另一方面,休谟对契约论的批判是其在认识论、伦理学

领域对抽象理性崇拜批判的延伸.“契约理论可以被视为纯粹理性(purereason)思辨体系在政治上

的对应物,而休谟则认为该体系会对日常生活的安全造成削弱.”从合法性论证的角度而言,休谟对

契约思想的批判最为核心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契约论合法性论证的逻辑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契约论者假设平等、自由是行为主体的本质,故而,权威和服从才需一个缔约的产生过程.休谟则认

为,这不过是“理论家”们在头脑中的构想.在现实世界之中,各地臣民“认为他们生来就有服从某位

君主的义务,就像对父母有着天生的尊敬和责任一样”.人是生而服从,而非生而自由,这正如“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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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卫休谟:«英国史»第５卷,第１６页.
[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３１页.
[英]大卫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周晓亮译,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１页.

JohnB．Stewart,TheMoralandPoliticalPhilosophyofDavidHum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３),２６９．
[英]菲尔默:«父权制及其他著作»(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xxi页.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第１２１页.休谟对圣经真实性的批判,参见该书第１０８页.

FrederickG Whelan,“HumeandContractarianism,”２０１ ２２４．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刘训练、李丽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０页.
休谟在很多著述中都表现出这种担忧,如针对辉格党理论,休谟直接批评道:“人民不应该设想,因他们的同意奠定了政府

的基础,所以可以允许他们任意推翻和颠覆政府.这种煽动性的狂言妄语是没有止境的.”([英]休谟:«论政党联盟»,«论政治与经

济»,第３６２页).再如,休谟在讨论忠顺对象的时候指出:“一个许诺毫无疑义地把作为忠顺对象的人们确定下来;但是显而易见,人
们如果在这一方面依据他们的特殊的公私利益的想法来调整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就会陷入无穷的混乱,并且使一切政府在很大程

度上成为无效的了.”([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第５９６页).这一批评显然也是针对契约论所可能带来的服从困境而发.

BuckleandCastiglione,“HumesCritiqueofTheContractTheory,”４５７ ４８０．



遍的自然法则原理一样”①.其次,休谟对契约论所内含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主张予以否定.
根据契约论的逻辑,被统治者在缔约中所展现的具有自主性色彩的同意(consent),赋予政治以合法

性基础.这事实上是将个人意志置于合法性论证的中心位置.契约论“其特征在于唯意志论和强调

以个体同意作为政治合法性标准”,这一思想在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身上都得到反映②.休谟认

为个人意志尽管是合法性的构成要素之一,却难以单独充当大任③.休谟通过历史回顾与理论分析,
已然或隐或显地指出个体意志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种种缺憾.这包括个体意志并不稳定,其选择也未

必合理,个体意志表达也要受到空间限制④.不仅如此,更为根本的是,契约论者所看重的意志自主

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神话.“一个贫穷的农民或工匠,他不懂任何外国语言或风俗,靠着他微薄的工

资勉强度日,我们能否认真地说他有选择离开自己国家的自由? 同样,一个人在熟睡中被带到一艘

船上,离开这艘船跳进海里就会死掉,我们是否可以宣称,他生来就流淌着自愿同意服从他主人的血

液?”⑤在此,休谟由契约论者在应然、完美状态下对意志的思考转向为实然的现实考量,在思考个体

意志展现的过程中增添了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因素.如此一来,休谟就否认了契约论者在抽象意义上

对个体意志自主性的肯定或者默认.最后,休谟认为契约论者无力解释合法性延续问题.如果说契

约产生合法性,那么人们为何要遵守契约呢? 契约之后的合法性维系何以可能? 为解决这个问题霍

布斯将守信归结为自然法,洛克则暗含了“人们必然守信”这么一个先决条件.休谟认为这是在根本

上混淆了维持政治合法性所需的“效忠”和信守诺言所需的“忠诚”之间的关系.休谟认为效忠和忠

诚都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分别创造的社会美德,忠诚在逻辑上并不是效忠的前提,而在时间上也不

先在于效忠.恰恰相反,忠诚守信“这个法则的严格遵守应当被认为是政府建立的一个结果,而对政

府的服从却不是许诺的约束力所产生的结果”⑥.如此一来,休谟反问道:“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必要

将对行政官的效忠或服从的责任建立在忠诚或遵守诺言的基础上呢?”⑦从休谟的理论当中,我们能

够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推论,如果守信不能成为一个前提条件而得到确认,缔结契约作为一种产生

合法性的程序,其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
契约论与王权神授思想是休谟所处时代合法性论证的两大主流思想,正是对二者的不满才促使

休谟提出了自己的合法性理论.

二、休谟的历史效用论及其合法性证明

休谟在一个神学色彩依旧浓厚的社会里拒绝了神授王权,在一个刚刚由议会选定君主的国家内

否定了契约论.那么,政治合法性究竟应该如何确立,如何维系呢? 休谟对此提出了极具理论创新

色彩的证明方式,也即历史效用论.在其中,效用是合法性发生的动机和本质,历史则使得人们能够

发现、接受和维系这种合法性.为分析明晰起见,笔者将效用与历史分别予以论述.
休谟被誉为“是将引发行为和判定行为的基础诉诸规律性效用因素的第一位大思想家”⑧.休谟

直截了当地指出效用在影响社会美德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效用这个因素在所有主题中都是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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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３４页.

PatrickRiley,WillandPoliticalLegitimacy:ACriticalExpostitionofSocialContractTheoryinHobbes,Locke,Rousseau,

Kant,andHegel(Harvard: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２),１．
尽管休谟的理论对社会契约论思想构成了深刻的挑战,然而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将人民的同意排除在政府的合

理基础之外”.他只是试图指出在同意作为合法性基础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形式的基础被忽略了”.参见[英]休谟:«论原始契约»,
«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３８页.

上述思想散见于[英]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２页.
[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３９页.
[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第５８４页.
[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４４页.

RussellHardin,DavidHume:MoralandPoliticalTheoris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５７．



和赞许的源泉,它是关于行动的价值或过失的所有道德决定经常诉诸的,它是正义、忠实、正直、忠诚

和贞洁所受到的尊重的唯一源泉.”①效用论充当了休谟道德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相联系的纽带,效
用是包括合法性所依赖的忠诚和契约论所看重的守信在内的所有社会德性的真正根源.

效用概念实际上是休谟的伦理学、政治学甚至美学的核心概念,将效用运用于合法性的解释与

证明,有两点需要澄清:其一,效用是自然主义的产物②.正如休谟在认识论方面,认为因果联系的最

终基础是“人性中的原始性质”③一样,休谟在伦理判断方面的最终依据依旧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不可

进一步分析的、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的内在机制.休谟在此将之锁定为“苦乐印象”,正是由于人们

趋乐避苦的本性,使人们乐于接受或者否定某些行为,从而使得不同行为之间可以比较.“身体的苦

乐是心灵所有感觉和考虑的许多情感的来源.”④而这种苦乐之感,“是不经先前的思想或知觉而原始

发生于灵魂中或身体中的”⑤.这意味着,休谟的合法性理论不仅完全不必借助于上帝,从而是高度

世俗主义的,而且也不必借助理性对某些永恒原则的把握,从而是自然主义的.效用在最原初、最基

本的意义上被还原为苦乐感觉的比较.利益之所以在休谟合法性探讨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因为休

谟认为利益得失必然伴有苦乐之感.其二,休谟的效用论具有社会性的公共效用.公共效用具有独

立意义,并非个人效用之和.“在对于道德性的所有规定中,公共的效用这个因素始终是最受重视

的;关于义务的界限的争论,不论发生在哲学中或日常生活中,决没有什么手段能比全面弄清人类的

真正利益更可靠地解决这个问题.”⑥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苦乐的感知固然是个体的,而且休谟也不

否认个体利益的存在,然而,人之具有的同情心使人们可以感知他人的苦乐,这就使效用发挥作用的

空间超出个体走向社会.人们对他人利益和苦乐的感知,以及对共同体利益的赞同抑或反对,并非

是建立在个体自利考量基础之上,而是由同情心直接引发的心理行为.这里所说的同情心并非怜

悯,而是对与我们相似的同类情感的移情式体验.“这种倾向使我们经过传达而接受他们的心理倾

向和情绪.”⑦这就是说,公共效用并非个体效用的函数,它具有独立的生成机制和存在意义.公共效

益或者公共利益是合法性的基础,然而这种公共性并非是个体通过个人利益的叠加,而是通过人的

内在心理机制而形成的一种自发情感倾向.
在对效用进行上述理解之后,休谟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证了“效用是合法性的基础”这一基本看

法.首先,效用是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休谟视合法性的基础为效用,这意味着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在

于人们的情感,而非政府的神圣性或人们对原始契约的遵守.对此,休谟多有直截了当的表达:“如
果政府是完全无用的,它就决不可能产生”⑧;“常识告诉我们,我们服从政府乃是因为它有利于社会

效用”⑨.在休谟的眼里,权威和服从的原因只能是政府在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用及其给人们所带来的

利益.政治的效用不仅在于提供秩序与和平,提升人们的福利与幸福,而且在于诸如修桥、筑路等公

共物品的供给.“人离开了社会便不能生存,离开了政府便不能结合.政府划定人们的财产,确定人

们的等级.这就产生了工业、交通、制造、诉讼、战争、联盟、同盟、航行、旅行、城市、舰队、港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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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导致人生中的多样性而同时又保持人生中的一致性的所有其他的一切行动与对象.”①

其次,合法性起源于效用.在休谟的时代,人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政府起源与政治合法性起源

之间的区分,二者总是紧密相关.在１７、１８世纪,思想家们所热衷探讨的政府起源并非史学或人类

学意义上的知识探究,而是对合法性政治的内在特点和构成逻辑的追问.契约论者所诉诸的原始契

约和王权神授论者追溯的亚当的父权,都是论证政治合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论框架.休谟的合法性思

想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休谟合法性思想的提出具有辩论色彩,论敌的论证结构对他的思想展开

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因为作为一名经验主义思想家,休谟所理解的合法性并没有外在于合法政府起

源的依据与标准.故而在休谟思想中,政府起源被等同为合法性政府起源,政府与合法性起源的问

题是合二为一的.在休谟看来,政府起源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建立的,而
在于廓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逻辑②.从这个角度而言,休谟对政府起源问题提出两种解释角度.一

方面,抛开具体形式不论,就其实质来说,具有合法性的政府起源于对人性弱点的补足,并因具备效

用而被人们所接受.休谟认为人们看重短期利益,而忽略长远、整体利益的本性弱点不可能改变,而
且这一问题会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而日渐凸显.政府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将保障公共利益转化为施

政者的直接利益的方式,应对人性的弱点,从而形成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机制.休谟认为“这就是政府

和社会的起源”③.另一方面,就具体方式而言,休谟推测具备合法性的政府在历史上起源于族群之

间的军事冲突.政治权威就是在此过程中,通过逐渐显示有益于民,方才获得服从.这就是说,军事

压力使得权威与服从成为一种整体利益需要,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体会到权威的益处,从而产生政

治服从,进而结束无政府状态,走向国家.在以上两种解释之中,休谟认为政治权威的出现均是围绕

人们的某种利益需求,而这种权威能够获得服从,就在于这种权威的效用获得认可,被人们所感知.
最后,效用终结,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休谟不仅从正面论证权威因效用而合法,而且也在侧面

说明,当效用消失时,权威的合法性随即丧失,服从也就不再是正当义务.休谟认为“如果利益首先

产生了对政府的服从,那么那个利益什么时候在任何很大的程度内,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停止了时,服
从的义务也就停止了”④.至此,休谟在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效用对于合法性的决定性影响.

休谟合法性思想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效用论的,而且是历史的.休谟没有像启蒙时代

的很多思想家那样,追求超越历史的绝对准则,或者对人进行完全理想化的抽象假设,而是将效用放

置于时间长河、历史脉络之中予以把握.如安东尼所说,休谟“把实际效用也纳入经验中,因为这类

效用根植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⑤.
休谟的历史感与其认识论紧密相关.一方面,他将人们所有的知觉与推断都还原到经验之中,

不承认有可以将经验排除在外的理性判断,而历史在休谟看来无外乎就是经验的累积与呈现.另一

方面,休谟认为对人类行为影响最为重大的因果判断(也称为或然推理)的基础并非是理性发现事物

之间所存在的必然本质,而是人在头脑中所具有的习惯机制.“每当对任何特殊活动或作用的反复,
不用任何理智推理或过程的推动,就产生了重复同样活动或作用的倾向.”⑥这里所说的习惯与上文

所提到的苦乐感一样都属于人性本能,是自然的,不能进一步追问其产生原因.正是人所具有的习

惯特性使得人们能够在之前的“反复”与随后的“重复”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从而使人能够在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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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对未知形成某种预期与判断.没有了习惯,不仅“我们的主要思辨就会立刻停止”,而且“我
们的一切活动也会立刻停止”①.休谟合法性思想中的“历史思维”,说到底,就是将习惯机制运用于

合法性解释,这是他在认识论方面所形成的“人类在其历史脉络中认知”思想的体现,是其主张“历史

中理性”②在合法性方面的具体化表达.
第一,尽管效用是合法性动机,然而这种动机的获得和强化却是历史的结果.休谟认为虽然人

们对政府的服从是因为效用,然而“不要指望人们能提前发现它们,或预见它们的实施”③.这就明显

与霍布斯、洛克所主张的根据理性判断、利益权衡的方式一次性订立政府合法性标准的思想分道扬

镳.在此,休谟将历史中的合法性获得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尽管总体而言,政府的出现必然是应

对环境挑战的效用性结果,然而,这种回应的产生却“比较偶然”④,并在经验与时间中逐步显现出“明
显效用”⑤,从而使得权威与服从在演化过程中成为一种习惯.其二,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便会形成合

法性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人们一旦习惯了服从,绝不会再去想偏离这条道路.他们及其先祖一

直都在这条路上走着,很多迫切明显的动机将他们限制在这条道路上.”⑥从依靠效用感知的自觉的

合法性向更为不自觉的习惯化合法性的转化,合法性发挥作用的成本得以降低,作用的强度反而得

到加强和提升.
第二,人是历史性存在,只能在历史范围内进行合法性选择.休谟认为,人不能“像蚕和蝴蝶一

样,一代人离开这个舞台,另一代人马上接替”⑦.人的历史性存在意味着人类总是在新老交错、相互

影响、彼此制约的情况下发展,当前人们的选择与行为必然要受到前人和先例的制约与影响.全然

忽略历史、无视传统,任凭自己的意志来选择合法性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人不能够根据自己的设

想,任意改变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新的一代人必然让自己顺从已经形成的体制”⑧,合法性的选择

必然而且只能在历史中展开.
第三,时间能够直接赋予具体政府以合法性.公共效用是政治合法性的起源与最根本依据,然

而具体到每个政府的合法性,时间因素便有可能成为合法性生成的“权利中轴”⑨.休谟认为“长期占

有”是赋予合法性的首要原则,它是“无例外地给予世界上一切最确定的政府以权威”.长期占有被

视为“作为贯穿他的整个著作的规范原则”,从而“受到最多重视”.按照休谟的理论逻辑来说,长期

占有之所以能够塑造合法性,是因为人们的知觉都要受到之前长期重复所形成的习惯的影响.某个

特定政府长期享有权威,就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知觉中形成稳定的合法性印象.“只有时间使他们

的权力趋向于巩固,时间在人们心灵上逐渐地起了作用,使它顺从任何权威,并使那个权威显得正当

和合理.”另外,休谟并没有将政府起源理想化为温情的契约与协商,他清醒地意识到绝大多数现实

政府都起源于暴力,现实政府往往都具有一个不合法的源起.然而,历史在此再次展现“魔力”,“时
间逐渐解决了所有难题,使得国民们习惯地将他们最初认为是篡位者或外国征服者的家族看作合法

１６１在效用与历史之间———休谟合法性思想析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英]大卫休谟:«人类理智研究»,第３７页.

M．SchmidtClaudia,DavidHume:ReasoninHistory (Pennsylvani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４１６．
[英]大卫休谟:«论政府的起源»,«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０页.
[英]大卫休谟:«论政府的起源»,«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０页.
[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３３页.
[英]大卫休谟:«论政府的起源»,«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０页.
[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４０ ３４１页.
[英]大卫休谟:«论原始契约»,«论政治与经济»,第３４１页.

Berry,DavidHume,６３．
[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第５９７页.另外几个确立合法性的方法是现实占有、征服权、继承权和成文法.

FrenerickG．Whelan,OrderandArtificeinHumesPoliticalPhilosophy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５),

３１７ ３１８．
[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第５９７页.



的或本土的国王”①.紧随其后,休谟继续阐述道:“时间和习惯以权威授予一切政府形式和一切国王

的继承;而且原来只是建立在非义和暴力之上的权力逐渐变成了合法的、有约束力的.”②时间通过影

响人们的知觉,从而塑造合法性的思想,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效用和历史是构成历史效用论的密切相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效用论立基于自

然主义,是休谟意义上的人性的体现,是合法性的基础.然而,这种效用感在人们心目中的获得,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要在时间中,通过经验展现而逐步获得.在休谟的合法性思想之中,效用论解释了

合法性的本质,历史则为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方法与维系方式提供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

有时也会直接赋予政府以合法性,人们总是对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威表示服从,历史会使起源不合法

的政府合法化.不过,历史赋予权力合法性的限度在于,它不能与公共效用相悖.休谟思想暗含着

一个假设,也即能够赋予政府合法性的历史,也同时必然是具有效用性的历史.惟其如此,我们才可

以理解用历史性、时间性、延续性为“光荣革命”辩护的休谟,也同时认可了“为了公益”③而废黜斯图

亚特复辟王朝,尽管后者比前者更具历史说服力.

三、休谟“历史效用论”的特征及其后来者

在英国历史上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争锋之际,休谟不落窠臼,提出历史效用论的合法性证明方

式,至今看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从今天我们的理论视角回望休谟的历史效用论,我们能够

发现其如下特点:
第一,历史效用论具有经验而非先验色彩④.休谟并不是要从某些神圣意图、自然法则出发,按

照预先设定的,具有绝对性、终极性和完美性的规则来构建合法性准则.他将眼光放置于人类的实

然世界,从人类与生俱来的知觉、情感出发,通过哲学心理学的解读,从而对合法性的实态呈现以及

人们究竟为何能够接受合法性的内在机制予以揭示.正如休谟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是”与“应该”
之间存在断痕、认识道德和与按道德行事之间并不一致,休谟认为合法性“应该是什么”和“是什么”
之间并不能等同.休谟为自身设置的任务是探讨现实世界合法性的实然表现,而这就不能不使之回

归经验与人性.
第二,历史效用论是功能而非特定形式导向.诺里斯就指出休谟在方法论上分享了某些功能主

义者的观念,认为应该按照对社会效用的贡献来对社会的每个构成要素加以解释⑤.休谟将人们对

政府的效用感作为合法性动机,从而使得其对合法性的关注焦点更多地放置于政府的功能,而非特

定政府形式的达成.罗尔斯曾经批评休谟没能像洛克那样,对特定合法性政府形式予以推导⑥.这

显然是对休谟合法性思想的主要理论意图有所误解的结果.罗尔斯所期待的特定政府形式推导并

非休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遵循功能导向基础上,在休谟看来,“我视所有权力的分类形式(subdiＧ
vsion),只要是建立在习俗和权威之上,无论是君主制的法国还是自由民主制的瑞士各州,都是一样

合法的”⑦.
第三,历史效用论具有条件意识而非唯意志论.休谟尽管并不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意志是构成合

法性的因素之一,甚至在某些场合也使用“同意”这一概念,却反对认为这种意志与同意是完全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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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和制约的.合法性的产生和维系是在人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之下完成

的,任何时代的人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或共同体在历史演进中所沉积的种种前见、
习俗与偏好,从而仅凭意志而对合法性进行选择.合法性是自然与历史条件双重限制下的产物.

第四,历史效用论具有演化论而非理性主义倾向.对效用和利益的感知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
而这种感知在休谟看来并不需要一个卢梭意义上的神圣立法者的洞见先机,也不需要霍布斯、洛克

意义上的头脑冷静、富有远见卓识的理性主体的深思熟虑.效用的感知过程是一个主体参与而非主

体有意为之的过程,是一个在历史中反复感知经验,反复尝试,反复修正、协调与学习的潜移默化的

过程,对效用的感知是演化生成的产物①.
一种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思想本身的内涵与特征,而且在于这种理论在思想史上所引发的回响

与共鸣,思想史上的“效果历史”对理论价值认定具有重要影响.休谟合法性思想长期被人忽视的重

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思想界居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合法性证明范式,无论是契约论还是功利主

义,都具有唯意志论和理性主义色彩,从而遮蔽了休谟合法性理论的思想史意义.事实上,从历史或

者效用,抑或是二者兼顾的视角对合法性进行思考,休谟之后在诸多思想家身上持续得到体现,隐隐

形成与自由主义范式有别的保守主义合法性传统.柏克几乎是以休谟的口吻对“因人民选择”而具

有合法性主张进行批判.柏克认为“旧的机构是由它们的效果来检验的,在旧的机构中,对于他

们理论上的偏差已经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办法.他们的确是各种各样的必要性和便利性的产

物”②.在柏克看来,英国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对传统的继承,而非抽象的理论推演和纯粹的个体意

志选择.尼斯贝指出,柏克认为“国家的合法性,仅仅依赖于卢梭所提倡的默许和社会契约的持续更

新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合法性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而传统远非任何一代的财产和资源”③.无独

有偶,深受休谟影响的麦迪逊便明确认识到“对培育制度的历史延续之感保持敬畏的重要意义”④,他
认为时间会给予政府保持合法性所必要的尊重,“没有那种尊重,也许最英明、最自由的政府也不会

具有必要的稳定”⑤.在当代,休谟的合法性思想也并没有成为绝响.作为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保守主

义思想家之一的斯克拉顿,就是休谟的同路人.他指出保守主义者类似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关注

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的长期作用”⑥.在此基础上,发现“成功的历史”⑦,并进而“把建构真实而公认

的公共领域的必需的一切权威注入这些安排”⑧.斯克拉顿对习俗、传统以及政治权威的理解是富有

效用论、历史感和功能意识的,这与休谟具有很大契合之处.
综上,我们能够发现休谟所提出的历史效用论在思想史上并非绝响,而是屡屡在不同思想家身

上得到或强或弱的反馈与回声.然而,就理论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论述的深度和透彻性而言,
上述思想家反而不如休谟.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休谟作为保守主义合法性思想的肇始者,其思想

已有几百年历史,然而,其理论活力、丰富内涵及其内在创造性,至今依旧具有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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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所运用的“协议”(convention)概念在此可谓佐证.休谟认为协议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地理性守信的结果,而是在人们的

互动磨合中,产生对共同利益的感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们相互行为的彼此调整.见[英]休谟:«人性论»下册,第５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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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DiscussionoftheConnotationof“Guoxue”andItsEducation:

　 TheGistofMaYifusIdeaof“Guoxue”as“StudiesoftheSixClassics” LiuMengxi
　 ToMaYifu,“guoxue”referstothestudiesof“SixArts”or“SixClassics”,i．e．TheBookofSongs,The
BookofHistory,TheBookofRites,TheBookofChanges,TheBookofClassicMusic,andSpringandAuＧ
tumnAnnals．Definingguoxueas“studiesofSixClassics”isawiseinventionofMa．Becausethe“SixClassics”

isthesourceofChineseacademicsaswellasthehighestformofChineseculture,suchadefinitioncanmakeit
theclassicallearningofinherentChineseacademics．If“studiesofSixArts”canberegardedastheessentialdeＧ
notationofguoxue,whichincludes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andphilology,theschoolofChineseclassicsin
universitiesshouldestablishthreebranches:aDepartmentofConfucianClassics,aDepartmentofPhilology,

andaDepartmentofSixArtsEducation．Thentheentanglementbetween“Guoxue”andmodernacademicbranＧ
cheswhichhaslastedformorethanonecenturycanbereadilysolved．AnothercontributionofMasideaof
“Guoxue”istodiscoverthatthereis“SixArts”existinginTheAnalectsofConfucius．TheAnalectscandirectＧ
lyconnectwith“SixArts,”andthedoctrinesrepeatedlynarratedinTheAnalectsarejustthefundamentaldocＧ
trinesof“SixArts．”Therefore,onecouldstartfromTheAnalectsifhe/shewantstolearn“SixArts．”

IntegratingConfucianismandTaoism:TheConceptof“SagewithinandKingwithout”

　 byNeoＧConfucianismandSichuanSchoolintheNorthernSongDynasty LiangTao
　 TheNorthernSongDynastyisanimportantperiodfortheconcept“sagewithinandkingwithout”transforＧ
mingfromaTaoisttermintoaConfucianone．TheconceptgettingvaluedintheNorthernSongDynastymainly
derivedfromthetotalplanningandconceptualstatementsofNeoＧConfucianismwhichlaidequalstressonboth
heavenlylawsandhumannatureofTaoism,andrites,music,punishment,andgovernanceofConfucianism．
ThescholarsofNeoＧConfucianismandtheSichuanSchoolcombinedtheTaoistandConfucianideas,andcompleＧ
mentedConfucianismwithTaoism,thatwastheimmediatecauseforthemtoexpresstheConfucianidealofvalＧ
uewiththisconcept．BeingaproductofintegratingConfucianismandTaoism,theconcept“sagewithinandking
without”byNeoＧConfucianismandSichuanSchoolincludedbothaTaoistconnotationandConfucianfactors,

playinganimportantroleinthesemanticevolutionofthisconcept．

TheHumaneDimensionofEarlyTaoistCosmology:

　 ADiscussionCenteredontheTheoryofHeavenlyMorality YeShuxun
　 Asatheor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moralityandalllivingthingsinTaoistphilosophy,thetheoryof
heavenlymoralityprovidednewfieldtodiscussthehumanedimensionofTaoistcosmology．Inthisfield,theforＧ
merhumanconceptof“morality”wasexpandedtoacosmicscene,anddisplayedmultiplelevelsofrelevancy
withallthingsonuniversalprinciple．Aboutthegenerationofallthings,thediscourseofheavenlymorality
madeagoodevaluationofrelatedconditions,highlightedthelegitimacyoftheTao,andfundamentallyinterpreＧ
tedwhythecosmicordercanguidehumanaffairs．Taoismalsohadadynamicconsiderationonthenatureof
things,holdingthattheheavenlymoralityisdifferentwiththenatureofthings．Astheentityofrootunderlying
allthings,theformeriscruxlinkingupthephysicalandmetaphysical,whichconfirmsthequalificationthatman
canrealizeTaoonthelevelofcosmology．TheTaoofnaturerequirescertainpathwhenbeingimplementedto
thehumansociety,andthenatureofthingsistheimportantfoundationofsuchapath．Therefore,TaoismesＧ
tablishedgeneralobjectiveforpubliclife,hopingtoguidesocialordertothecorrespondingbenevolentrule．GenＧ
erallyspeaking,thetheoryofheavenlymoralityofearlyTaoismshoweddifferentformsindifferentcontexts,

andreflectedakindofspecifichuman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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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DuFusFameforPoetryBeingCoveredupbytheFameforFuinHisLifetime SunWei
　 DuFusfameinhislifetimehasbeenquitecontroversialacademically,yetthedisputesconfusehisfamefor
poetrywithhisfameforfuinmostcases,whichignoreabasicfactthatthesetwokindsoffamewerenotconＧ
sistentwitheachotherinDuslifetime．Dusuddenlywonhighreputationafterhecomposed“FutoThreeGrand
Ceremonies”inthewinterof７４８,andhisfameforpoetryhadbeenovershadowedbyhisfameforfu．Thatis
therootcausefortheTangpeoplenotselectingDuspoemswhencollectingpoetryoftheirdynasty,aswellas
themaincauseforthedifferencebetweenLiBaiandDuFuonfameintheirlifetime．Dusfriendsseldompraised
histalentforpoetrybutmanypraisedhistalentforfu,andDuoftenlikenedhimselftoYangXiongandSima
Xiangru,fuwritersintheHanDynasty．Thelinesinhispoems,suchas“Isthereproseamazingthecountry?”
“Ismyfamebroughtbyprose?”and“Relentlesslysingingforlifeshundredyears,IhaveneverseenatrueunＧ
derstandingfriend,”allrevealedDushelplessnesstowardsuchcognitivenonconformity．

LiteratioftheProsperousTangDynastyandDemeanorintheWeiＧJinPeriod:

　 CenteredonDuFuandHisPoem “SongofEightDrinkingImmortals” ZhongYao
　 Asanimportantphaseingenerationandevolutionoftraditionalintellectualpersonality,theformationofthe
uniquetemperamentandbehaviorofliteratiintheprosperousTangDynastycontinuedfromthedemeanorsince
theWei,Jin,andSixDynastiestoagreatextent．DuFusunrestrained,ambitiousindividuality,andhisbehavＧ
iorsofbeingfondofdrinking,joking,anddwellinginseclusionhaddirectrelationwithWeiＧJinscholars,espeＧ
cially“sagesofthebamboogrove”representedbyJiKangandRuanJi．Hispoem “SongofEightDrinkingImＧ
mortals”isatypicalexample．Theindividualityandstyleof“eightimmortals”aswellastheirbehaviorsuchas
drinking,joking,anddisdainingthenobilityallimitatedWeiＧJinscholarsandLegendoftheTimes,andmeanＧ
while,their“conceited”mannerswerethetypicalstyleoftheTangDynasty．Thecreationofsuchapoemhada
directrelationwithabatchofelegantcourtiersemerginginthisperiodwhowereprimetargetsthatthenewlyaＧ
wardedJinshiwantedtovisit．DuFujustsubtlycaughttheuniquespiritualityofhisowntime,andrecordedit
withfantasticdescription．

ADiscussionoftheTheoreticalValueofUnpublishedPrefacesandPostscriptsof
　 CriticismofDuFusPoetryintheQingDynasty ZengShaohuang
　 TheunpublishedprefacesandpostcriptsofcriticismofDuFuspoetryintheQingDynastyarerareliterature
ofthestudiesofDuspoetrycontainingrichpoetictheories．OnthecriticismtheoryofDuspoetry,thecritics
reflectedontheoverinterpretationandannotationerrorsexistinginthethousandsofannotationsofDuspoetry,

andconsideredthat“somepoemsaresuddenlyenlightenedthroughannotation,whilesomepoemsareprofound
intheoriginalyetbecomeinsipidthroughannotation．”Onthetheoryofannals,thecriticsaffirmedthatanannal
allowsusto“understandapersonandhistime,”butstillcannotbetrustedtoomuch．OntheoriginofDuFus
poetry,thecriticsarguedthatDuspoetryoriginatedfromthe“airs”and“hymns”,andDuspoeticswasbased
onWenFu (TheArtofWriting)byLuJi．Onversification,thecriticsemphasizedthatpoetizingshouldtake
“learning”asthebeginningand“enlightening”astheending,andheldthat“selectingpoemsisdifferentfrom
readingpoems,whilereadingpoemsisdifferentwithversifyingpoems．”Onthepoetryappreciation,thecritics
regardedpoetryasaspiritualandprofoundobject,andemphasizedthat“onlytheaddictioncanbringdeepprofiＧ
ciencyanduniquetaste．”ThosetheoriestruthfullydisplaytheoriginalappearanceofcanonizationandtheorizaＧ
tionofDuspoetry,aswellashighlightpract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softheQingscholarsunderstanding
Duspoetry．

TheTripleBindonSpecialistsinChinesePhilosophy HuangYong
　 ThesituationofChinesephilosophyintheUnitedStatesinparticularandtheWestingeneralisregr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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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mediatecauseisthemainstream WesternphilosopherslackofinterestinChinesephilosophy,andthis
lackofinterestitselfbothresultsinandfromanignoranceof(thevalueof)Chinesephilosophy．Itisthedutyof
thosewhoaredoingChinesephilosophyintheWesternphilosophicalcontexttodothingstogenerateinterestin
Chinesephilosophyamongmainstream Westernphilosophers,particularlybyshowingthemthat,preciselyon
(atleastsomeof)theissuesthatcurrentlyoccupytheirattention,Chinesephilosophyhassomeinteresting
thingstosay．Thepracticecanbestatedinsuchaway:“whileweletWesternphilosophydictatewhatissuesto
talkabout,weletChinesephilosophyhavethefinalsayoneachoftheseissues．”Aftermakingfourcomments
onthiswayofdoingChinesephilosophy,thispapertakesWangYangmingasanexampletoillustratethesignifiＧ
canceofChinesephilosophytotheissuesthatoccupycurrentphilosophers．Intheprocess,thepaperproposes
thetriplebindsonspecialistsinChinesephilosophy．

TheCultureSpreadofBambooandWoodenSlipsinEastAsia:

　 ADiscussionCenteredontheWoodenSlipswiththeCharacter“Liang”ExcavatedinKorea DaiWeihong
　 Fromthe１９９０stotheearly２１stcentury,woodenslipswereexcavatedinSouthKoreawiththecharacter
“liang”(椋)belongingtotheperiodsofSillaandPaekche．Judgingfromthecontent,liangwasakindofaboveＧ
groundstructurebuiltwithtilesandakindofwarehousestoringfoodorgoodsbeingadministeredbyspecialized
officers．InChinasextantliterature,liangdoesnothavethemeaningofwarehouse,butitiscognatewiththe
character“jing”(京)withthemeaningofgranary．Onarchitecturalform,jingisanaboveＧgroundstructure
withapedestalonthebottom,whichisconsistentwithliang．Fromtheendof４thcenturytotheearly５thcenＧ
tury,suchanedificeemergedinthetombmuralsonKoreanPeninsulaandKoguryo．Later,thisliteralmeaning
andarchitecturalformcametoJapanfromPaekche．ExtantliteratureaswellasbambooandwoodenslipsallreＧ
flectthatthewarehousesysteminancientKoreanPeninsulahadinnumerablelinkswithChinaswarehouse,

whichwascloselyrelatedtocultureofbambooandwoodenslipsradiatingfromChinatoKoreasincetheHan
CourtsetfourprefecturesontheKoreanPeninsula,andestablishedfriendlyexchangesbetweenPaekcheandthe
KingdomofWuaswellastheSouthernDynasties．Inthespreadofbambooandwoodenslips,theKoreanwoodＧ
enslipsactedasanimportantintermediarybetweenChinaandJapan．

TheChangingandRetroTrendsofPoeticsinLateImperialChina ZhaHongde
　 ThehistoryofpoeticsinlateimperialChinamanifestedasbothgrowthanddeclinebetweenthechangingand
retrotrends,andalternationbetween“change”and“drawback．”IntheYuan,Ming,andQingDynasties,there
wasdifferentthinkingaboutthisproblem．TheSongpoetspursuedvariationthroughimitatingtheclassicstyle,

andthepoeticdrawbackshadreachedanextremeuntilthelateSongDynasty．TheYuanpoetsadvocatedthat
“theancientisconsistentwiththepresent,”tosavethedrawbacksoftheSongDynasty．TheMingpoetswent
totwoextremestowardthechangingandretrotrends,thusformedcontraryof“worshippingtheTangDynasty
onpoetry”and“eachmakingextremechange．”Yetthechangingandtheretroarebothdilemmathought,so
theywerebothunsuccessfulinsearchingwayoutforpoetryinsuchdilemma．TheQingpoetslearntthelesson
fromtheMingpoets,andtheyreachednewtheoreticalheightbydiscardingextremethought,andmovingtoＧ
wardintegrationofthechangingandretrotrends．Modernpoeticscouldalsoberegardedascontinuationofsuch
discussionundernewcircumstances．Whether“containingnewartisticconceptioninoldstyle,”or“writingclasＧ
sicalpoemwithnewspirit,”bothreflectedthethoughtcombiningthechangingandtheretro．Itisareference
forexploringthepathofcontemporarypoetry．

RevisitingtheViewofChineseLiteratureEssence:

　 AStudyBasedontheInfluenceofChineseMetaphysicalTradition LiZixiong
　 Chinesemetaphysicaltraditioninthesenseofpoliticalethicsasthephilosophicalbasisoftheviewof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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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literatureessence,itsinfluenceontheviewofChinesetraditionalliteratureessencerepresentsthe
classiclegalidentitystatement,namely,theliterarytheory“toconveytheTao”bythepoliticalethicsmetaＧnarＧ
rationmode,whichisthelegitimacyfoundationon“integrationofaspirationandemotion”viewofliteratureesＧ
sence．Inthissense,itsemotionalappealisoftenmanifestedasamoralemotionidentity,andnotlettingpersonＧ
alfeelingstoexpress,toservethepoliticalenlightenmentpurposes,whichconstitutethedominanttendencyand
overallappearanceofChineseliterature．Thus,weshouldnotusethegeneralwayinsayinglyricisminaccordＧ
ancewiththeconceptionofChineseliteraturelyricalessenceandtradition,otherwise,itwillmovetowardsthe
mistakenidea．

TheUniversalandReligiousCharacterofConfucianFilialPiety TanMingran
　 AstheessenceofConfucianism,filialpietyisakindofmoralconsciousnesswhicharisesfromchildrensafＧ
fectionanddependenceupontheirparentsbutisenhancedbyeducation．However,whenConfuciuspromotedfilＧ
ialpiety,heaskedpeopletodomorethanthespontaneouslyＧrisingaffection．Heurgedpeopletosupporttheir
agingparentsandhelpthemfulfilltheirhopesbecauseherealizedthefactthatpeoplenaturallyandbiologically
lovetheirownchildrenmorethantheirparents．Fromthispointofview,ConfucianfilialpietyraiseshumanbeＧ
ingsaboveanimalswhoabandontheirparentswhilecaringfortheiroffspringalone．Moreover,filialpietyhelps
peopleachievetheirtranscendenceoflifeanddeath．Throughtheirancestralworship,reproductionandaltruＧ
ism,theydeeplyplanttheirlifeinthepastandpointtothefuture,andachievetheeternityofhumanlives．It
thuscanbesaidthatfilialpietybridgesthegapbetweenspiritandhumanbeings,religionandethics,andlife
anddeath;itactsasthealternativetotheBuddhistcycleoflifeanddeathandChristianheavenlykingdom．It
demonstratestheConfucianreligiosityofnotonlynurturingandenjoyinglifebutalsopeacefullyacceptingdeath．

“ZhuangziInheritingConfucianismfromYanHui”:

　 ZhangTaiyanandthePropositionof“ZhuangziBeingaConfucian” YangHaiwen
　 InZhangTaiyansworks,thereareatleastfivepapersinvolvingthepropositionthat“ZhuangziisaConfuＧ
cian,”inwhichtwopaperswritteninhisearlyyearsbelongtonegativecomments,whilethethreewritteninhis
lateryearsaremorepositive．Thepropositionthat“ZhuangziinheritedConfucianismfromYanHui”isthefinＧ
ishingtouch,whichmeansthebranchofConfucianismhandeddownbyYanHuiwasinheritedbyZhuangzi．
Zhuangzi,whoinheritedConfucianismfromYanHui,isaConfucianbutnotTaoist:“sittinginoblivionisnota
kindofTaoistcapacity,butthehighestrealmofConfucianism”;andeventhoughZhuangzibecameaTaoistafＧ
terwards,herecordedandinheritedYanHuiseffortandrealmof“sittinginoblivion”asaConfucian．Itcanbe
knownfromZhangTaiyanscommentsinhislateryearsthatthepropositioncouldnotbelimitedwithintheidea
ofcomplementationbetweenConfucianismandTaoismasconventionallyunderstood,buthasuniqueideological
connotationswhichshouldholdtheirownpositioninthehistoryofthought．

TanSitongsInterpretationofClassics:

　 TakingSpringandAutunmAnnalsandTheGreatLearningforExamples WeiYixia
　 TanSitongsinterpretationofSpringandAutumnAnnalsunfoldedalongwith“sublimewordswithdeep
meaning”oftheGongyangSchool,sohehighlypraisedTheCommentaryofGongyang．Hebelievedthatthe
Annalswasaimedatpoliticalreform,andheldtheprincipleof“governinginthenameofHeaven”,which
provedthatConfuciusadvocatedequalityandopposedautocraticmonarchy．HisinterpretationofTheGreat
LearningdevelopedfollowingtwopathsoftheConsciousnessＧOnlySchoolandtheHuayanSchool．Hethought
KarmartalkedbytheConsciousnessＧOnlySchoolwasjustpeopleswilltalkedbyConfucianism,andwisdom
talkedbytheformerwasjustmoralmindtalkedbythelatter．Throughhisinterpretation,TheGreatLearning
showedsignificantdifferenceincontentwiththeAnnalsfocusingonideasofchangesandhistory,and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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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hecommonthemeofboth．TanSitongconnectedclassicinterpretationwithmodernvalue,notonlyreveaＧ
linghisworshipofequality,butalsomakinginnovativeinterpretationofChineseclassics．

TheHermitsintheLateHanDynastyandReconstructionofLocalOrder:

　 InthePerspectiveoftheYellowTurbanRebelsWorshipingZhengXuan FengYujie
　 ItisnotafalsestorythattheYellowTurbanrebelsworshippedZhengXuanasrecordedinhistoricaltexts．
ZhengXuanwasamasterofConfucianclassicsinbotholdandnewtexts．Inhisextensivebodyofknowledge,

thetwocontentsofbeingproficientinbookofprophecyandprincipleofchangessomehowoverlappedwiththe
TaipingTaoismproposedbytheYellowTurbanrebels．Andonthepursuitofultimateidealorder,“peaceand
tranquility”weredesiredbyboththeYellowTurbanrebelsandZhengXuan,formingtheideologicalrootforthe
YellowTurbanrebelsworshippingZhengXuan．AndthiskindofworshipnotonlyreflectedconsciousideologＧ
icalidentityoftherebelstoapersonwhowasacquaintedwithTaoistdoctrine,butalsoshowedthemysterious
understandingandwidespreadvenerationtothehermitsinthelateHanDynasty．ThehermitsbecameintermediＧ
ateintellectualsguidingandconnectingpeoplesvalueswiththeirknowledgeandintegratingConfucianismand
Taoism,andmadeaprofoundimpactonthereconstructionoflocalorderinthelateHanDynasty,aswellasthe
historicalchangebetweentheHanandWeiDynasties．

BetweenUtilityandHistory:ADiscussionofHumesLegitimacyTheory LiuYang,ZhangMing
　 AsoneimportantpartofHumespoliticalideas,theideaoflegitimacy,hasbeenlongignored,whichshould
nothavehappened．HumeexplicitlyrejectedtwoparadigmswhichareusedtoprovethevalidityofthelegitimaＧ
cy:thetheoryofcontractwhichwasthedominanttheoryatthattime,andthethoughtofthedivinerightofthe
kings．Onthebasisofphilosophicalpsychology,Humeputforwardthetheoryoftheutilityofhistory．In
Humeslegitimacywritings,utilityisthepublicutilitywhichisbuiltonthebasisofthenaturalism,andhistory
iscloselyconnectedwiththehabitmechanismwhichisonepartofhisepistemology．InHumesthoughts,utility
istheunderlyingmotiveoflegitimacy．Historyistheprocessandconditionstoobtainsuchmotivation．Inthe
premiseofnotviolatingutility,historycansometimesdirectlyconferthelegitimacyonthegovernment．The
characteristicsoftheHumesthoughtsarethattheyareexperientialnottranscendental,functionorientedand
notconsistentwiththeform,thesenseofconditionsandnotthevoluntarism,thetheoryofevolutionandnotthe
rationalism．ThelegitimacytheoryofHumeisfundamentallydifferentfromliberalism,whichstillhastheimＧ
portantvalueofthetimesupto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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